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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克通过令人信服的论证提出了风险感知中的文化和道德维度，并清楚地表 
明，如果不对科学、技术及风险在文化建构上的作用加以认真探讨，社会 
理论就不可能真切地阐明现代社会。

《风险社会》把当前的现代性诊断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 
面临着生存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正是由工业社会所制造的。我们身处其中 
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 
者以风险的承受者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贝克认为，西方社会中的主 
导性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 
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偃自反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 
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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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提及的“徳国”几乎均为两德统一前的联邦德国（西德），下文将简称 
“德国”。本书脚注凡未注明者•，皆为贝克原注。一中译注

言

本书的主题是那个不起眼的前缀“后”（post）。这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关键字。一切都带“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习惯了 
“后工业主义”，我们多少还能理解这个概念。而从“后现代性”开 
始，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后启蒙概念幽暗无光，以至于向来无惧黑 
夜的猫都会为之遗巡不前。“后”是茫然无措的代号，自陷于流俗 
时髦。“后”指向一种难以名状的超越之物。在内容上，“后”保留 
了同我们熟悉的事物的联系，既为它命名，同时又加以否定。冠上 
“后"的"过去"（Vergangenheit plus post）：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四 
分五裂的现实的基本处方。在毫无理解的情况下，思维迟钝，言词 
冗赘。
本书尝试追踪这个“后”字［有时又写作“nach”（后）、“spat” 

（晚期）、“jenseits”（超）］。它承担的任务是努力把握现代性在最 
近二三十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在联邦徳国"）赋予这个“后”字 
的内涵。这种努力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同旧的理论和思维习惯进 
行一场艰苦搏斗。后者正是通过冠上“后”字才延续了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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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不仅是别人，也包括我自己，都不免被这些旧物盘踞。有鉴 
于此，本书时常敲响战鼓，加大音量，这是因为我同样需要去击退 
自己的异议。因此，本书中会有不少地方显得尖锐刺耳、讽刺过头 
或仓促冒失。毕竟，我们不能用惯常的学术权衡去抵御旧思想的 
引力。
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并不考虑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准则所要 

求的那种代表性。相反，本书遵循另一种要求，即在仍旧占据优势 
的“过去”面前，让已经开始成形的“未来”进入我们的视野。以 
下内容将采用历史比较法，以一位19世纪初社会场景观察家的立 
场来书写。这位观察家小心翼翼地张望，看到在封建农业时代渐 
趋衰落的外表之下，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工业时代的轮廓正在缓 
缓浮现。在结构转型的时代，“代表性”同“过去”结成联盟，让我 
们无法看到“未来”的各个尖峰，而这些尖峰正从四面八方涌入我 
们“现在”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包含了一种以经验为取向 
的投射性社会理论,它并不拘泥于方法。
这么做是基于一种评估：我们见证了现代性内部的断裂，既作 

为主体，也作为客体。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了解 
放，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也就是这里所称的（工业化的）“风险 
社会”o这就要求细致平衡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性这对矛 
盾，这种平衡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各 

9 自的对立之中。我想要在本书中展示的，正是这些在今天的现实 
中显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差别。至于如何从细节上对它们加以区 
分，则有赖于对社会发展迹象的仔细审视。在获得清晰的图像之 
前,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未来。

同实践上的情况一样，我在理论上也一无所得。其中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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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时代精神非理性”的冲击，愈发以19世纪的预设投靠启蒙； 
另外一些人，则意图把整个现代性事业及其积聚的反常现象全都 
冲入历史的洪流°我将以同等的果断决绝挑战这两个群体。
对于文明自陷于危机的可怕全景，舆论市场的各个部门早已 

有充分描绘，此处无须再画蛇添足。这同样适用于“新的困扰”的 
涌现。工业主义世界虽然在其自身的对立中“毫发无损”，却失去 
了有序的二分法。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接踵而来的第二步，并把 
它提升为说明的对象。问题在于，如何以受社会学启发和熏陶的 
思想，去理解并把握这些时代精神中的不安因素。对此，如果以意 
识形态批判的方式加以驳斥，看起来就像是在冷嘲热讽，但如果对 
其毫无批判地加以屈从.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达成上述目的，相 
关理论层面的主导观念可以再次用历史类比加以阐明：正如19世 
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 
图景，今天的现代化同样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而在现代性的连 
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
这个类比的交界之处，恰恰指明了这一视角的特殊性。在19 

世纪，现代化的发生是以其对立面为背景的：一个传统的风俗世 
界，一个有待认识和支配的自然。今天，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现 
代化在消耗并失去其对立面之后，如今开始就工业社会的前提和 
运行原理进行自我伤害。•度以前现代性体验为视域的现代化, 
正在被现代化自我参照的问题情境所取代。19世纪的等级特权和 
宗教枇界观经历了祛魅，同样的情形今天也在发生，无论是经典工 
业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还是以核心家庭为代表的生活形态, 
以职业为代表的劳动形态，抑或是男女的角色榜样，等等。工业社 
会轨道上的现代化被工业社会相关预设的现代化取代了c这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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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句为英译本独有，不见于德文本。除非另有说明，对于英译本“增加”的 
文字.本书将以楷体字标示。——中译注

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或政治处方都不曾加以阐释的 。 
正是这一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包括其各种变异）之间显现的对 
立，让我们的坐标系愈发模糊°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 
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内来思考现代性。本书的论题是：我们正在 
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姓的开端，这种现代性超越了 
经典工业时代的设想。'
以传统为对象的现代化和以工业社会为对象的现代化，或者 

换一种表述，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之间的区分会频繁成为 
我们思考的对象。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在穿越当代形形色色的生 
活领域的旅程中，我们都会提到这一点。但我们尚不清楚，工业社 
会思维的哪几颗“星辰”会在今天刚刚开启的第二阶段理性化中 
走向毁灭。不过，我们也大有理由猜测，这一区分甚至适用于那些 看似坚不可摧的“法则”,如职能分化，或以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 
生产。
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将带来两个后果。首先，这个视角声 

称，那些至今仍看似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工业社会在其实现 
之时，却踮着常规性之脚，经由副作用的后梯，而向世界历史的舞 
台作了告别——任何一本社会理论的插画书都不曾预估到这一方 
式，这些理论通常只用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来作阐释。其 
次，这一视角进一步指出，此刻搅乱世界的那些“反现代主义”场 
景，如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批判，以及新社会运动等，与现代性并 
不相悖，相反，它们体现了现代性具有一贯性的延伸发展，这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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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已经超出工业社会的蓝图。,
现代性的普遍化内涵与其在工业社会方案中的僵化和切分形 

成了对照-有一个迷思阻碍了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这个迷思从未 
被打破.却鲜有人承认。它让19世纪的社会思想在根本上身陷困 
境，同时也为20世纪这最后三分之一时段投下了阴影。这个迷思 
断言，就其特征（工作和生活模式、生产部门、立足于经济增长的思 
考方式、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以及民主体制）而言,发达工业社会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的顶点，以至于考虑超越它 
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迷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那 

个有关社会史终结的疯狂想法e这个想法无论体现为乐观主义还 
是悲观主义，都令我们这个时代备受魅惑。在这样一个时代，就连 
运转已久的革新系统也要开始修正自己所释放的动力。因此，我 
们已经无法想象现代性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形态，因为工业资本主 
义的理论家已经把现代性的这种历史形态转化成先验范畴。在本 
质上，这种历史形态扎根于其19世纪的对立面。在那个受康德启 
发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可能性条件）中，工业资本主义的那些取决 
于历史的轮廓、冲突路线和运行原理，竟然也都被夸大成现代性的 
必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至今日还有人宣称，工业社会里的一 
切要素（家庭、职业、工厂、阶级、雇佣劳动、科学、技术）都在变化, 
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要素又基本上都没变。这种宣称是如此怪 
异，只能更加佐证我们的分析。人们一般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持

I近来，吉登斯（Giddens. 1990； 1991）和拉什（Lash, 1992）广泛讨论并深化了 

自反性现代化概念。——英译注（本书把独见于英译本、不见于德文本的注释.统 
一标示为“英译注”.以示区分。）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11

I oo6

续变革的社会。但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旧是一 
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那么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 
讲述的故事。
我们无比迫切地需要一些观念和理论，以便重新思考这一朝 

我们碾压过来的新生事物，同它打交道、共生存。与此同时，我们 
也要和那些不太高雅的传统遗产维持良好关系，而不是带着误解 
和离别之痛，投向亘古常新之物。旧的范畴消退，新的范畴浮现。 
但要追踪这些新范畴却不是一件易事。对有些人来说，这有点像 
是“系统转换”，落入了宪法保护机构管辖的灰色地带。另一些人 
则蜷曲在名目繁多的核心信念之下，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量 
化方法、专业化等。他们盲目地抨击一切离经叛道，这是因为他们 
被强加了一种可能违背其意愿的忠诚观。
尽管如此，抑或因为如此，世界并未走向终结，至少没有因为 

19世纪世界的落幕而走向终结。这么说或许有点夸张。我们知 
道.19世纪的社会世界实际上从未稳固过，它已经毁灭过好几次 
了，这里指的当然是思想上的。在那个领域，19世纪的社会世界甚 
至在其尚未诞生之时就被埋葬了。我们熟知，像是某种尼采式观 
照，或者其间因体现“古典”（代表“古老”）文学现代性而不断上 
演的家庭婚恋剧，实际上（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人们日常 
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很久以前就被思索过的事情正在发生。 
但粗略估计，毕竟延后了半个乃至一个世纪。它出现很久了，极有 
町能还会延续很久，但又似全然没有发生过。
然而，除了文学上的先见之明，我们还体会到，即便故事结束 

了，人生还要继续。因此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一部易卜生戏剧落幕 
之后的事情。我们经历了后布尔乔亚时代的幕后现实。鉴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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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但这种批判业 
已死气沉沉；因而，即使这种批判不纯粹是劝诫性的悲观主义，我 
们也不再满足于它的诊断。如果整个时代要落入一个超越此前范 
畴的空间，我们就不能不关注这种“超越”的过往身份，进而使之 摆脱这种身份
自我，向外延伸，但早已被“现在”和“未来”所抛弃。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意图通过探讨社会实践核心领域的发展趋 

势,重拾社会史的思考线索并加以延伸，使之超出工业社会（及其 
一切变异）的概念框架。它将从两个方面探讨有关工业社会的自 
反性现代化的核心观念。首先，围绕连续性和断裂性的相互交错， 
本书会以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 
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 
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第一部分）。从现代化进程的 
自反性角度来看，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技术一经济 12 
的“进步”带来的力量，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起初，这 
些风险尚能以“潜在副作用”的名义获取正当性。但在风险泛化 
之后,公众的批评、（反）科学的研究，揭下了它借以隐藏的面纱，使 
它在社会政治的辩论中占有了新的重要席位。风险的生产与分配 
“逻辑”可用财富分配“逻辑”（时至今日仍是社会理论思考的决定 
要素）来比照。在此处于中心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这反映在 
动植物和人类生命所遭受的那些不可逆转的威胁上。风险不同于 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工厂或职业危机。风险不再局限于特 
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它不仅跨越民族国家 
的边界，也模糊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界线。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趋 
势引发了全球性危害。它跨越国界，不为某个阶级专属.并带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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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第一章和第二章）。
不过，这种“社会危害”及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潜在可能性， 

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侧面。当我们把工业社会蓝图中有关现代 
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 
一个侧面就显现出来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一方面，在阶级 
或阶层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设想成大群体社会，从昨天、今 
天直到未来，始终如此。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有效的社会阶级文 
化和传统，但在德国战后的福利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阶级恰恰经历 
了去传统化（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以核心家庭为模板的社会生活已成常 

态和标准。另一方面，核心家庭有赖于男女性别地位的“等级化” 
分派，这种分派会因现代化进程（将女性纳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 
离婚率上升等）的连续性而趋于瓦解。由此一来，生产和再生产的 
关系开始变动，就像与工业社会的“核心家庭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事物一样，如婚姻、亲子关系、性、爱等（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以（雇佣）劳动社会的范畴构想的。另一 
方面，当前的理性化措施却将目标直接对准与此相系的秩序图式 
的根基——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与非工作之 
间的界限。在微电子学的帮助下，人们可越过生产部门，在科室、 
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新的网络。不过这样一来，早先就业体 
系中的法律和社会前提就“消解在现代化之中”：大规模失业被 
“整合”进就业体系，其新名目是“多元化的未充分就业”，由此带 

13 来了各种附带的风险和机遇（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就是方法论怀疑主义，在工业社会中实 

现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主义却（首先）仅限于外部.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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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研究的对象；反之,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仍豁免于内部激发的 
怀疑。对职业化目标来说，怀疑主义的这种划分是必要的；但从犯 
错嫌疑本身的一致性来看，它就显得很不可靠了。总之，科学技术 
的发展在其连续性当中经历了内外关系上的断裂。由于怀疑主义 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风险之中，对科学的求助在日益普及 
的同时，也失去了神秘性（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诉求和形态随工业社会建立起来；另一 

方面，该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却遭到了切分。经济、科学和技术依旧 
在亚政治领域主宰了 “进步”的革新过程，这些领域不受民主制的 
自明之理的影响。从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来看，这是颇成问题的。 
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有鉴于潜力无限而甘于冒险的生产力），亚政 
治会夺走政治塑造社会的领导角色（第八章）O
换句话说，工业内生的传统构件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嵌入了工 

业社会的设计蓝图，例如体现为“阶级”、“核心家庭”和“职业劳 
动”的图式，或者体现为对“科学”、“进步”和“民主”的理解。只 
不过，这种传统的基础在现代化的自反性中开始趋于崩溃，面临瓦 
解。说来奇怪，由此而起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恼怒全都是现代化的 
成功带来的结果。如今，这种成功不再沿着工业社会的轨道和范 
畴行进，它开始与之对抗。即便就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 
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更多而非更少的现 
代性。对照经典工业化设定中的轨道和范畴，这是一种激进的现 
代性。
我们遭遇的是变迁基础的转变。这种想法若要成立，须以下 

述条件为前提，即工业社会的图景要加以修订。就其蓝图来看，工 
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内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古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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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之物，而是工业社会自身的构想和产物。工业社会的结构图 
景建立在一对矛盾之上，其中一方是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如公民 
权、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主义，另一方则是现代性制度 
的运作结构——上述原则只能在此得到选择性实现。也就是说， 
工业社会因自己的实现而动摇了自身的基础。连续性成了非连续 
性的“肇因”。就像宗教改革时代人们在教会的权威下获得“释 
放”进入社会一样，人们也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不假思索中获 
得了解放。由此触发的震撼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工业现代 
性的生活和思考所依托的坐标系开始摇晃。这一坐标系以家庭和 
职业为轴，坚信科学和进步。与此同时，机遇和风险的新曙光正在 

这正是风险社会的轮廓。机遇？在这里，现代性原则会 
因其在工业社会中遭受的切分而提起诉讼。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r作者学习和发现的过程。在每一章 

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的时候知道得更多。我被强烈诱惑，要从结 
论开始重新书写和思考。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只是因为缺 
少时间。要是我这么做了，一个新的、写完之前的过渡阶段又会重 
新出现。这再一次突显了本书论证的过程性特征，但绝不应该被 
理解为是在随意化解异议。对读者来说，这也有好处。他们可以 
单独阅读若干章节，或以不同的顺序阅读。他们可作通盘思考，自 
觉接受邀请去参与本书的论证，提出反对或补充。
我身边的每个人大概都已在某个时间点阅读过本书的手稿 , 

并应我的要求而予以评论。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总是乐意看到 
不断冒出的更改。所有意见都被吸纳了。我研究工作的同事圈多 
由年轻人构成，对于这种合作关系，我在正文和这份“前言”中所 
表达的感激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体验极其鼓舞人心。本书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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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可算是对私人谈话和共同生活的剽窃。虽然难免挂一漏万, 
但我还是要对很多人表达谢意：感谢伊丽莎白•贝克一格恩斯海 
姆，为了我们非同寻常的日常生活，为了我们共同交流的想法，为 
了我们之间从不缺乏的敬意；感谢玛丽•雷里希的许多观点和对 
谈，她还承担了繁重的材料准备工作；感谢雷娜特•许茨极具感染 
力的哲学好奇心和富有启发的洞见；感谢沃尔夫冈•邦斯，他和我 
探讨了儿乎全部书稿内容，极富成效；感谢彼得•贝格尔，他为我 
提供r有益的反对意见；感谢克里斯托弗•劳，他同我一道思考, 
令错综复杂的论证转危为安；感谢赫尔曼•施通普夫和彼得•佐 
普的许多指点，他们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资料；感谢安格莉 
卡•沙赫特和格林徳•穆勒帮助录入文稿，她们热情而可靠。
此外，我也感受到了同事们的热情勉励，他们是长尔•马 

t •博尔特、海因茨•哈特曼和利奥波徳•罗森迈尔。要是这里 
还留有什么重复，或者错误印象，我只好把它们解释为有意留下的 
不完美迹象。
要是有人仿佛在字里行间看到了闪耀的湖光，这不完全是错 

觉。本书不少内容都是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户外山间写成的，这 
里时常天清气爽，来自阳光、清风和水波的大量评注，一并被收在 
书中。鲁道多费尔女士及其家人的殷勤照料，成就了这一理想的 
工作场所°为此，鲁道多费尔女士还特意叮嘱孩子们去别处玩耍, 
让畜群在远处享用鲜草。

“大众基金”的学术资助,为我创造了闲暇的前提,否则我可能 
永远不会涉足这一冒险活动。我在班贝格的同事彼得•格罗斯和 
拉斯洛•瓦什科维奇，还为此推迟了他们各自的学术假期。我真 
挚地感谢以上所有人，虽然他们无须为我的疏忽出错或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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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希•贝克
1986年4月于班贝格/慕尼黑

而负责。其中特别包括了那样一些人：他们不搅扰我的宁静，却容 
忍我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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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在文明的火山上: 
风险社会的轮廓





第一章

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逻辑

003 I

1现代化是指技术理性化的推进以及劳动和组织的变迁。除此之外，现代化 
还包含更多的东西：社会特征和标准人生的变化、生活方式和爱恋模式的变化、权 
力和影响力结构的变化、政治压迫和政治参与形式的变化、现实理解和知识规范的 
变化就社会科学对现代化的理解而言,犁、蒸汽机车和微型芯片都只是一个深层 
过程的町见标记，这个过程不仅掌控也页塑r整体的社会结构。最终，人们赖以 
为生的确定性根源变了 [Etzioni, 1968; Koselleck. 1977； Lcpsius, 1977;（接下页）

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 
统相伴。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 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 
转变。在历史上，这（至少）与两个条件有关。正如今日所见，这种 转变的实现首先在于真实的物质需求可以客观降低并脱离于社会 
的程度。这不仅有赖于人力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依靠法制 
和福利国家的保障及调节。其次，这种范畴上的变化同样源于以 
下事实: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 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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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条件的成熟，思考和行动的一种历史类型就被另… 
种给相对化了，即被重叠了。（马克思和韦伯所泛称的）“工业社会 
或阶级社会”的概念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而展开的：社会生产的财 
富在分配之时，为何既体现为社会不平等，又具有“正当性” ？新 
的风险社会范式与这个问题交叉在一起。这种范式所要解决的问 
题既与之相似，乂載然不同。怎样才能阻止、淡化、渲染或疏导现 
代化进程系统生产的风险与危害？它究竟会在什么地方以“潜在 
副作用”的形象诞生？如何对它加以限制，完成派发，使之既不阻 
碍现代化进程，也不超出（生态、医学、心理或社会意义上）“可被容 
忍”的界限？
因此，我们不再只关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从传统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而是主要关注技术一经济发展本身的后果问题。现 
代化进程正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主题和问题。 
（在自然、社会和人格领域）发展和运用技术的问题被另一个问题 
所覆盖，也就是，从特别需要加以界定的关联性视域出发，对实际 
或可能的技术运用中产生的风险在政治和科学层面加以“操控”， 

19 包括管理、揭示、吸纳、避开、掩饰等。在对技术一经济的发展进行 
或真或假的干预之后，安全承诺随风险一同增长，并在警觉而具慧 
眼的公众面前一再得到了重申。
社会不平等的这两种“范式”分别与现代化进程的特定时段 

系统相连。在各个国家和社会（当今大部分所谓的第三世界），只
（接上页）Eisenstadt, 1979 ］。一般来说，现代化与工业化是有区别的.但这里为了用 
语的简化，大多只在总称的意义上使用“现代化” 一词。本书德文第三版出版之后， 
曽兴起过一波新的现代化理论浪潮「现在的讨论则集中于是否可能通过后现代視角 
处理现代性问题（Berger, 1986; Bauman, 1989; Alexander and Sztompka. 1990）



第一章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逻辑

005 I

要惹人注目的物质需求，亦即“短缺的独裁”，还在支配人们的思 
想和行动，围绕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和分配冲突就不会甘于退居 
幕后。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样的“稀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 
现代化宣称，它可以用科学技术发展的钥匙，打开社会财富隐蔽源 
泉的大门。现代化承诺把人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附状态下解放出 
来。这构成了社会不平等范畴下人们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并 
贯穿从阶级社会、阶层社会直至个体化社会的全程。
西方福利国家发达而富有，它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运动。一方 

面,相比于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物资供应，相比于饥肠辘辘的第三 
世界，为“每天的面包”而奋斗已经失去其紧迫性，它不再是笼罩 
一切的首要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大腹便便”的“问题”取代了饥 
饿问题。不过，这就相当于抽掉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的正当化基 
础，即同显而易见的短缺作斗争。为了这场斗争，人们早已准备接 
受一些（不是全部）看不见的副作用了。
与此并行的过程是一类知识的传播，即财富源泉被日益增多 

的“有害副作用”“污染”。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人们长期 
以来致力于克服贫困，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生产力的过度发 
展让这一阴暗面变得日益显眼。现代化进程释放了越来越多的破 
坏力，就连人类的想象力也要为之惊愕不已。上述这两个方面构 
成源头,助长了对现代化的批判,确立了喧哗吵闹的公共辩论O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财富分配”和 

“风险分配”各自的社会局势与冲突，迟早会在社会史的某个阶段 
结合在一起。我们最迟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见证了这一转变 
的开始，而这正是我的论题。也就是说，两类主题和冲突在这里重 
叠了。我们还没有生活在风险社会，但我们也不再仅仅处于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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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分配冲突中。一旦这种转变实现，真正的社会转型就会到 
来,它会引导我们脱离原先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范畴与轨道。
风险概念能否承载这里所要求的社会史意义？这个概念所 

涉及的难道不是人类活动的原生现象吗？风险巳经是工业时代的 
特征，为何这里又把它们区分开来？可以肯定，风险不是现代的发 
明。诸如哥伦布这样的人物，扬帆出航，探索新国家、新大陆，无疑 
是相信“风险”的。但这都是个人风险，而不是全体人类面临的全 
球性危险，如核裂变或核废料储藏所引发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 
语境中，“风险”的言外之意是勇气和冒险，而不是指地球生命可能 
的自我毁灭。
几个世纪以来，森林濒临消失。起初是变为农田，之后是滥砍 

滥伐。但今天森林的死亡是全球性的，同时也是工业化隐含的结 
果。这两者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那些森林覆盖率很 
高的国家（如挪威和瑞典）本身几乎没有任何重污染工业，却同样 
深受其害。它们不得不以濒临死亡的森林和动植物为代价，去偿 
还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留下的这笔污染账。有则传闻说道，19世纪有位水手掉进了泰晤士河，但他不是溺 
亡而是闷死的，因为他吸入了这条伦敦排水道恶臭难闻的有毒水 
汽。走在中世纪局促狹隘的街道上，就是让鼻子遭罪。“粪便到处 
堆积成山，巷子里、栅栏边、马车上……巴黎人房子的外墙快被小 
便浇烂了……组织层面的社会阻塞，让整个巴黎有陷入糜烂解体 
的危险oM（Corbin, 1984： 41ff.）不管怎样，让我们惊诧的是，那时 
的危害刺激眼、鼻，可为感官捕获；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大多难 
以感知，这种风险定居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内（如食物毒素、核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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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区别与此直接相关。过去，危害可被归结为卫生技 
术的供应不足。今天，危害的根源在于工业生产的过剩。所以，当 
今的风险和危害在本质上有别于其在中世纪的表面相似物。这是 
由于今天的威胁具有全局性（人、动物、植物），其起因是现代特有 
的。这是现代化的风险。这是工业化先进设备的批量产品，并将 
随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系统地增加。
风险概念与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密切相关。风险可被定义为以 

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风险有别于传 
统的危险，它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 
后果。风险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
这个意义上的风险，当然和工业化的发展一样年代久远。所 

谓的“贫困风险”，即大部分人口的贫困化压得19世纪喘不过气 
来。“技能风险”和“健康风险”长期以来都是理性化进程的主题, 
也是与此相关的社会冲突、社会保障（和社会研究）的主题°人们 
着实花费了不少工夫，致力于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标准，以便从政 
治上减少或限制此类风险。然而，近年来令公众担忧的生态风险 
和高科技风险已经具备新的特征。这是本书接下来关注的焦点。 
风险在制造痛苦的同时，也脱离了与其起源地——工业企业—— 
的联系。就风险的性质来看，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 
处在危险之中。计算风险的常规基础，如事故和保险、医疗预防等 
概念，并不适用于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面。例如，核电站不会被单 
独投保，或者说，它是不可投保的。核“事故”也不再是狭义的“意 
外”。其影响将波及数代人，甚至包括那些事故发生时尚未出生 
者，或远在千里之外的人。
这意味着，科学和法制迄今建立的风险计算失效了。用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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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概念应对现代生产力和破坏力所引发的后果，不啻是把后 
者加以正当化，这是一种错误却不失其效的手段。风险学家习惯 
于这么做，就好像在19世纪的局部事故与20世纪末缓慢加剧的潜 
在灾难间，不存在这一个世纪的间隔。的确，如果人们区分了可计 
算的和不可计算的威胁，那么在风险计算的表象之下，源自工业化 
和决策的新的不可计算与威胁，依旧会随着高风险产业的全球化 
而广泛传播，无论其目标是战争还是福利°韦伯的“理性化”概 
念，已经无法把握现代晚期的这一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正是来自理 
性化的成功。技术选择的能力日益提高，而其后果却愈发不可计 
算。对比这些全局性后果，初级工业化的职业风险确实应当归属 
另一个时代了。依靠核能和化学能，生产力得到了高度发展。但 
生产力的危险也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与范畴：时间 
和空间、工作和闲暇、企业和国族，乃至军事集团的划分和大洲的 
分界。换言之，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 
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
我们讨论的核心是这种文明自陷危机的可能性，特别是其社 

会结构和政治动力。整个论证可以划分成五个论题：
(1)风险在本质上不同于财富——这里特指那些出现在生产 

力发展高级阶段的风险。风险首先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 
放射现象，此外还包括空气、水、食品中的有毒物和污染物，以及由 
此对动植物和人所造成的短期或长期的影响。风险引发的损害是 

22 系统性的，通常不可逆转，大多也不可见。风险有赖于因果解释， 
因而最初只存在于相关(科学或反科学)知识。借助知识，风险变

I有关T.业社会和风险社会里不同风险的更成熟区分，参见贝克(Beck, 
1988； 1992)。——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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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样貌，或放大,或缩小，或渲染，或淡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风 
险公开接受社会的界定和建构。风险界定的地位和途径由此在社 
会政治中居于关键位置。(2) 随着风险的增多，同时也由于风险的分配，社会的风险处 
境形成了。风险处境的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同阶级或阶层处境的 
不平等没有什么不同；但其中起实际作用的是截然有别的分配逻 
辑：现代化风险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现代化风险 
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阶级图式。生态灾难或核泄漏向来无 
视国界。就算是富商大贾或有权有势者，也难逃其影响。风险不 
仅损害健康，也威胁正当性、财产和利润。在现代化风险获得社会 
承认之后，对生态的贬抑和剥夺也紧随其后。这跟利润和财富的 
旨趣构成了系统而多样的矛盾，这种旨趣乃是工业化进程的推手。 
与此同时，风险也会制造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业 
国之间的不平等，其次是各个工业国内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 
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管辖权结构。鉴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跨国 
性，巴伐利亚森林中某片草叶的生命，最终有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 
和维持。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

(3) 尽管如此，风险的传播和市场化并没有完全摒弃资本主义 
的发展逻辑，相反，它把后者提升至新的阶段。围绕风险的界定, 
总是同时存在着赢家和输家。两者的相对位置变动不居，因为事 
项不同，权力有异。在赢家看来,现代化风险是一桩大生意，是经 
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的无限需求。肚子可以填饱，需求可以满足； 
而文明的风险却是个无底洞，永不廣足，无穷无尽，又可自我再生。 
卢曼说得对，随着风险的降临，经济具有r “自我指涉”的性质，不 
再依赖于那个满足人的需求的环境。但这也意味着，工业社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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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引发的风险加以经济利用的同时，也制造了风险社会的危 
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

(4) 人们可以占有财富，却只能忍受风险。风险仿佛就是文明 
指派的。以稍显尖锐而刻板的方式来说，在阶级或阶层处境中，存 
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意识决定存在。知识具有了新的政 
治意涵。相应地，我们必须用一种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和阐述风险 
社会的政治可能性，这种社会学理论将围绕风险知识的起源与传 
播而展开。

(5) 得到社会承认的风险具备其特有的政治爆炸力：之前属 
于非政治的事物获得了政治属性——在工业化本身的进程中清除 
“原因”。这在有关森林破坏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清楚。突然间，公 
共领域和政治领域开始插手私有领域的企业管理，如生产计划和 
技术设备。我们可以借助例子表明，风险界定的公共之争实际上 
是围绕着哪些问题而展开的。这里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体的健 
康问题，也涉及下列副作用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如市 
场崩溃、资本贬值、企业决策的科层式控制、新市场的开辟、巨额开 
销、法律诉讼、威信尽失。在风险社会中，受到诸如烟雾警报、毒物 
泄漏等大小事件的推动，灾难的政治潜能正在缓缓浮现'相关的 
防御和管控过程也就意味着权力与权限的重组。风险社会是•个 
灾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例外状况恐怕也要成为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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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气、水、食品中的污染物和有毒物，到自然和环境的破坏等一 
般性议题。但在科学的“贫困化公式”中，那些固有的社会、文化 
和政治意义却依然不为人所知。相应地，从化学、生物和技术的角 
度展开的环境讨论同样存在着危险，它会无意间把人仅仅视作有 
机体。长久以来，这类讨论有理有据地批评工业化时期所盛行的 
进步乐观主义，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重蹈覆辙的危险。因为围绕 
自然的讨论退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其中既没有人，也不追问 
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最近几十年的讨论, 
就算论辩不断批判技术和工业，但处在核心的依旧是技术统治和 
自然主义。这些人绞尽脑汁，调用空气、水和食品的污染物含量, 
以及人口增长、能源消耗、食物需求、原料短缺等指数，并予以发 
布。他们富有激情，时刻专注，就像这世上从来不曾有人（比如韦 
伯）指出（显然白费口舌）：如果排除了社会的权力和分配结构、科 
层制、流行的规范和理性，上述科学i寸论不是空洞的，就是无意义 
的，更有可能同时包含这两者。在此悄悄潜入的是这样一种理解, 
现代性在迫害者和牺牲者的意义上，被简化为技术和自然之参考 
系。正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思考方式（包括政治性环境运动）掩盖了 
现代化风险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内涵及后果。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德国环境顾问理事会在一份报告中写 

道:“经常能在母乳中发现六氯环己烷、六氯苯和DDT,其浓度 
令人担忧。”（环境顾问理事会.1985： 33）这些有毒物存留在杀虫 
剂和除草剂中，但它们早已被禁止流通°因此，目前“这些物质的 
来源是不明确的”（33）。报告的另一处写道:“平均而言，人们对铅 
的接触并不具有危险。”（35）这个陈述的背后隐藏了什么？或许是 
在类比这个分配例子吧——两个人有两个苹果，其中一人把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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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吃了.这样一来，平均而言，他们一人一个。转换到全球尺度上 
的食物分配问题，这个表述会变成这样:“平均而言”，世界上所有 
人都能吃饱。这显然是一种犬儒主义。在地球上某些地方，人们 
忍饥挨饿，濒临死亡；而在另一些地方，应对营养过剩问题倒成了 
一项主要的消费支出。当然，这类针对污染物和有毒物的表述也 
可能并不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因为或许平均接触量也正是所有人 
群的实际接触量。可我们知道这一点吗？为了维护上述说法，让 
我们了解人体被迫吸入或摄取了其他什么有毒物，难道不是一项 
先决条件吗？他们在探究“平均量”时的那种理所当然，实在令我 
们吃惊。追问平均量的人已经忽略风险处境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而这正是他不能不知道的。因为有可能就存在这样的群体，这样 
的生活条件，其中，铅这类物质的含量“平均而言不足为虑”,同时 
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报告的下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工业排放的毗邻区，有 

时才会在儿童身上发现危险的铅含量。”所有这类环境和污染物 
报告的特征，不仅是缺少对社会差别的考虑，也无视这种差别是 
如何实现的。实际上，其依据是围绕排放源的地区视角和年龄划 
分一两项标准都源于生物学（或一般而言的自然科学）思维。这 
不能怪罪于专家小组。这只是反映了在环境问题方面科学和社会 
思维的一般状况。环境问题一般被看作自然和技术问题，或者经 
济和医学问题。工业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首先出现在高度 
发达的社会，并对人们的健康和共同生活造成了各种影响。但令 
人震惊的是，这里面的一大特征竟是社会性思维的缺失。这种缺 
失还伴随着荒诞：所有人，甚至是社会学家自己，都对这种缺席无 
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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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对污染物、有毒物，以及水、空气、土壤、食品等污染
的分布进行调研。相关的结果以分地区的彩色“环境地图”的形 25 
式呈现在警觉的公众面前。只要环境状况还在以这种方式来描 
绘，那么科学的描述和思考方式无疑是合适的。然而，一旦涉及对 
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的基本思路就会短路。要么，我们宽泛地假定 
（有待证实）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受到已查明的地区污染中心的影 
响,不分收入、教育、职业，不分与此相联系的吃、住、闲暇的机会和 
习惯；要么，我们最终彻底排除人及其所受的痛苦，只讨论污染物
及其地区分布和影响。
自然科学视角的污染讨论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其中一方的 

结论错误地认为，社会痛苦均拥有生物基础；另一方对自然和环境 
的观察，既排除了人的痛苦的选择性，也没有考虑相关的社会和文 
化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同样的污染物对不同 
的人会有相当不同的含义，其差异可能源自年龄、性别、饮食习惯、 
工作类型、信息、教育等。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仅仅着手研究个体身上的污染物，永远不 

可能确定人群中的污染物浓度。对单个产品来说“不足为虑”的 
因素，一旦积聚在由全面市场化高级阶段的人所构成的“用户蓄 
水池”中，或许就表现得极为令人忧虑了。我们在此陷入了范畴错 
误：只要“安全”或“危险”还与那些摄取或吸入污染物的人存在 
一丝关联，那么，以自然和产品为取向的污染分析就无力解答有关 
安全的问题（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众所周知，同时服用多种 
药物可能会抵消或放大其中某种药物的疗效。今天的人们当然还 
不需要单纯依靠大量药物来维持生存，但他们仍要呼吸受污染的 
空气，喝受污染的水，吃受污染的蔬菜。换句话说，不足为虑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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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同财富一样，它们都是分配的对象，也都可以构成某种 
处境，即风险处境和阶级处境。然而无论在哪里，一旦涉及分配问 
题，风险和财富就会面临完全不同的利益与争论。就社会财富来 
说，人们同可欲求的稀缺物品打交道，如消费品、收入、教育机会和 
财产。作为对比，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不受欢迎的富余。风 
险必须得到重新解释，以便清除或否定。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对 
立，一方是肯定性的获取逻辑，另一方是否定性的处置逻辑，包括 

26 回避、否定和再解释。
收入、教育这类东西是可消耗、可获得的，但风险和危害的存 

在与分配原则上需要由论证作为媒介。无论是健康损害，还是自 
然破坏，都难以通过感受或肉眼而加以识别。就算是那些看似清 
楚明白的东西，也需要某种社会建构，由具资质的专家来确认其 
“客观性”。新近出现的许多风险（核污染、化学污染、食品污染、 
文明疾病）完全脱离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感 
觉不到那些危害，这样的危害越来越成为焦点°在某些情况下，危 
害有可能在受害者的有生之年都不起作用，但会显现在他们的后 
代身上。还有一些危害，需要借助科学的“感觉器官”，如理论、实 
验和测量工具，才变得“可见”或可解释。其中的典型例子是放射 
性物质所导致的基因突变，而这类放射现象本身却是不可触知的。

素在显著累加。那么，按照一般数学规则，这些因素的加总会变得 
越来越不足为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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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三英里岛事件'这样的核事故中，受害人完全处在专家的裁 
决、错谬或争执之下，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光靠知识依赖和不可见等性质，还不足以从概念上界定文明 
的风险处境。它还包括了其他要素。有关危害的陈述，无法简化 
为单纯的事实陈述。就其构成而言，危害陈述既包含了理论要素， 
也包含了规范要素。有些科学发现，如“儿童身上显著的铅浓度” 
或“母乳中的杀虫剂活性成分”，本身并不比河水中的硝酸盐浓度 
或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更像文明的风险处境。只有在加入因果 
解释之后，上述现象才算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产物，或现代化进程 
的系统副作用。因此，对社会公认的风险来说，现代化进程的执行 
机构和行动者，包括其中牵涉的特殊利益和依赖关系，构成了这 
里的前提。按照因果模式，这个前提同损害和威胁的现象建立r 
直接的联系，即使两者在社会、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是完全分开的。 
基于这种理解，一位住在慕尼黑近郊的三居公寓里给自己三个月 
大的孩子马丁哺乳的母亲，与生产农药的化工业，与那些受欧洲经 
济共同体农业方针驱使，过度施肥并批量生产的专业化农户，也是 
“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寻找副作用的半径，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 
开放。最近，人们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发现了过量的DDTo
这些例子表明了两个问题。首先，现代化风险既可能出现在 

特定的地理区位，也可能是普遍而不确定的。其次，现代化风险施 
加有害作用的路径，是多么飘忽不定和不可捉摸。于是，在现代化 27
I三英里岛核泄漏事故是1979年3月28日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 

岛核电站的一起严重的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一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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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中，事实内容和时空上相互分离的要素经因果关系而结合在 
了一起，并被置于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脉络之下。至少从休谟 
起，我们就知道，因果假设原则上脱离于我们的感知。因果假设是 
理论。它始终需要依靠联想，以便假定为真或信以为真。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不可见的。假定的因果关系多少总是短暂 
而不确定的。就此而言，这种日常的风险意识也不过是一种理论 
意识，进而也就是一种科学化的意识。

就算是用因果假设把制度上分离的因素关联在一起，这也不 
足以从概念上界定风险。对风险的体验还预设了一种规范性视 
域，即安全感丧失,信任被打破。所以，风险依旧在那里，它披着数 
字和方程的外衣，悄无声息地潜入。原则上，它离不开与特定地点 
的联系，它也是对有价值人生之受损图像的数字浓缩：这些观念 
反过来也只能被相信，换言之，无法被直接体验。在这个意义上, 
风险是乌托邦的客观化底片。在这张底片上，人类或其残迹历经 
现代化进程而得以保留，并重获新生。这种规范性视域首次明确 
了风险本身的风险性。尽管还有点难以辨认，但这种视域最终也 
不会被数学或实验所祛除。在所有这些客观化的背后，有关接受 
度的问题迟早都会走上前台，并重提那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我们想 
要什么样的生活？何以为人，何以为自然，它们的哪些特质应该得 
到保留？由此可见，围绕“灾难”的广泛传言是一种夸大、极端而 
日益具体化的表述,即这样的发展不是我们想要的。
人是什么？如何与自然相处？这些历久弥新的问题.在日常 

生活、政治和科学之间来冋摇摆。在文明发展最为进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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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被再度提上日程，特别是在它被戴上数学方程和方法之 
争的隐身帽的地方。风险的确立就是：伦理，附带包括哲学、文化 
和政治，在现代化的核心领域，亦即在经济、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 
等领域复活了。有人可能会说，在工业生产和管理领域，它们是受 
人厌弃的民主化手段。依靠风险推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 
了公共讨论。风险的确立是一种共生现象。它尚不为人所知，亦 
有待发展。这是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日常理性和专家理性，乃至 
利益和事实的共生。所以，风险的确立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一 
起，并构成新的形态。它们不再因专业化而分离，也不再只按自己 
的理性标准进行发展或确定规则。风险的确立要求通力协作，这 28 
就需要跨过学科、市民团体、企业、行政和政治的鸿沟；或者更有可 
能的是，风险的确立借此碎裂成对立的界定或界定之争。

这就带来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后果：在界定风险时，科学的理性 
垄断诉求破灭了。现代化的执行者和受害群体分别有着不同的诉 
求、利益和观点，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他们被迫从原因和结果、发 动者和受害者的角度共同界定风险。没有什么风险专家。很多科 
学家在工作的时候，确实情绪激昂，动力十足，力求客观理性。科 
学家的界定工作越是具有较多的政策内涵，他就越是追求研究的 
客观性。但在其工作的核心领域，科学家仍然依赖于社会性的、 
预先给定的期待与价值：划分尚可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暴露量的界 
限在哪里？如何确定？向预先设定的标准让步，是一件容易的事 
吗？例如，为了满足经济利益，我们应该接受可能的生态灾难吗？ 
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是假定必不可少的？又有哪些必不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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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是存在变数的？
科学理性宣称可以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害性，这种主张总是 

不攻自破。首先，这建立在思辨假设的空中楼阁之上，完全是在概 
率陈述的框架内展开的，严格说来，其安全预测甚至不能被实际出 
现的意外所驳倒「其次，想要有意义地讨论风险，人们必须采取某 
种价值立场。风险确立的基础在于数学上的可能性和社会利益本 
身，特别是当风险的确立和技术上的确定性一道出场之时。科学 
在应对文明的风险时,总是抛弃其实验逻辑的基础，而与经济、政 
治及伦理建立一种多配偶婚姻。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共同生活 
在“没有证书的事实婚娴”里。
只要科学家还在谋求垄断理性.上述受到掩盖的外部决定要 

素终究会成为问题。有关核反应堆安全的研究，局限于评估某种 
可量化的风险，其依据是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的维度从一开始 
就被限制在技术性管控问题上。某些圏内人认为，技术上不可管 

至少在科学计算或司法裁决领域确实不 
存在这样的风险。这些不可计算的威胁拼凑成一种未知的残余风 
险，成了工业化捐赠给所有人的礼物，无论它在何方。大部分人， 
包括反核人士，主要关注核能利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灾难。无论 

29 事故概率多么小，其代价都是巨大的，因为一次事故会带来毁灭。 
可量化的风险概念专注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否认其中存在的 
差异。譬如，空难与核电站的爆炸就存在着差异，前者影响有限， 
后者虽然看似不太可能发生，却足以影响各国尚未出生的数代人。 
此外，在公共讨论中，风险的特质所扮演的角色还完全没有得到风 
险研究的认真对待：核武器的扩散；化学或核技术从民用转军用 
的可能性；一般产品和军工产品之间的灰色地带，它会随风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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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的扩张而扩散到全球；人性（错误、不足）与安全的矛盾；重 
大技术决策拿未来数代人的生活当儿戏，而其影响具有长期性且 
不可逆转。没有完美的系统，也没有完美的人，足以符合这种必然 
性。甚至建立完美系统的尝试，也仅仅意味着建立完美的控制，建 
立某种日常的独裁。
换句话说，风险讨论清楚地表明，在应对文明受害的可能性方 

面,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裂缝与缺口。双方都试图绕 
过对方。一方面，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风险专家的解 
答；另•方面，专家回答的那些问题也没有切中要害，无法缓解公 
众的焦虑。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离的，但同时它们也以各种方 
式保持着相互的交织和依赖。严格说来，即使想要维持这种区分 
也并不是一件易事。科学关注工业发展中的风险，事实上也依赖 
社会的期望和价值视域，这就像社会对风险的讨论和感知有赖于 
科学的论证一样。风险研究曾被要求阻挡“技术恐惧症”，如今却 
只能尴尬地紧随这种恐惧，并从中获取了超出想象的物质支持。 
公众的批评与不安主要源自专业知识和反专业知识之间的辩证对 立。没有科学论证和对这种论证的反科学批判，公众不免兴致索 
然.：事实上，公众常常对其批评和忧虑的对象或事件缺少感知，因 
为它们大多是“不可见”的。这里我们可以修改一句名言：没有社 
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
这里并不旨在描绘普遍和谐的景象。恰恰相反，这里关注的 

是围绕有效性而在各个方面相互竞争和冲突的不同理性诉求。每 
个阵营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因而也会相应地发起变动或维持不变。 
就变革的优先性而言，其中一方可能看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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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理论内涵与价值关联还包含其他要素：文明风险的多 
元化及其界定的多样性，同时，它们全都处在可观察的冲突之中。 
可以说，风险的生产过剩有时导致相对化，有时带来补充，有时又 
触发竞争c 一种有害的产品，可能借由渲染其他产品的风险来捍 
卫自身（例如，夸大气候影响可“减小”核能风险）。任何利益方都 
试图依靠风险界定来自我辩护，由此规避可能影响其钱袋子的风 
险。风险界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也是为了最大收益的 
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土壤、植物、空气、水和动物的受威胁状态占 
据了特殊的位置，因为它们代表了公共福祉，代表了那些无法亲自 
投票的民众的呼声（或许只有给予青草和蚯蚓以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才能让人重返理性）。就风险的价值和利益关联而言，多元化 
是显而易见的：风险的影响范围、紧迫性及现实生存，随价值和利 
益的多样化而波动。这影响了对风险的实质解释，不过这一点就 
没有那么引人注意了。
经由风险而建立的因果关联，亦即实际或潜在的损害作用 

与工业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揭开了近乎无穷无尽的个别解释。实 
际上，只要保留基本的模式
果——人们至少可以尝试在任何事物间建立联系。但很多联系是 
不能被证实的。即便是那些已经被证实的联系，也要经受长期的 
系统化质疑。然而重要的是，在数不胜数的可能解释中，孤立的条 
件总是被相互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以森林破坏为例。只要小蠹、 
松鼠或某个担责的林业部门仍旧被看作原因或当事方，我们在关

30 方可能看重事故概率在技术上的可管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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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似乎就不是“现代化风险”，而是林业管理的疏忽怠惰，抑或 
动物的贪得无厌。
在风险获取承认的道路上，我们始终需要打破这种典型的局 

部误诊。当我们克服这种误诊，当我们认识并承认森林的破坏是 
工业化的后果，那么，不同于以往的原因和当事方就会显现。只有 
那时，风险才成为一个长周期问题。它受系统制约，不可能在局部 
层次上得到缓解，而需要政治上的解决之道。这种观念上的转变 
一旦确立，其他事情才有可能起变化。赐予我们永恒终极之秋的 
（树叶凋零）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它们的光化学产物即碳氢化合 
物，还是某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物质？这些化学分子式看起来就 
像是独自存在的c不过在这背后，公司、产业部门以及各经济、科 
学和职业团体，全都成了公众批评的矛头所指。每一个社会公认 31 
的“原因”，包括原因诞生的行为系统.都承受了要求其改变的巨大 
压力。就算抵挡住了公众的压力，销售也会回落，市场也会崩溃， 
消费者的“信任”同样需要靠庞大而昂贵的宣传运动来赢回，并重 
新加以巩固。汽车是“国家的主要污染源”，因而是真正的“森林 
杀手”吗？或者，我们是否最终到了这样的时刻，以至于有必要在 
燃煤火电站安装一流的、基于最新技术的脱硫和脱巍装置？还是 
说，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造成森林死亡的污染物，会乘着风 
从邻国的大烟囱和排气管“免费到家”（或“免费到树” ）?
搜寻原因的焦点，所到之处总是免不了爆发大火。随后，仓促 

组织起来的、装备落后的“论证消防队”必定全力以强大的反向解 
释灭火，力图减少损失。有人发觉自己被看作风险的制造者，处在 
公众的声讨之下，因而，他们诉诸在企业中逐渐制度化的“替代性 
科学”，竭其所能地驳斥这种指控，并试图揭示其他原因和始作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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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一景象不断地重复着。媒介渠道成了关键要素。工业领域 
的不安感在加剧：没有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遭受生态道德绝罚的 
人。好的论证，或者至少是能够说服公众的论证，成r商业成功的 
基本条件。因此，公关人员和“论证巧匠”获得了他们在企业内部 
的机会。

坦率而言，从潜在的科学视角来看，其中包含的因果解释无论 
多么站得住脚，所有的影响效应都与此无关。科学和相关专业内 
部的意见大多也是充满分歧的。因而，风险界定的社会效应并不 
依赖于它的科学效力。
不过，解释上的多样性也建立在现代化风险本身的逻辑之上。 

这里我们毕竟是想把损害影响同个别因素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因 
素几乎无法脱离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复杂系统。在商业、农业、法律 
和政治领域，高度专门化的现代化机构形成了系统互依的局面。 
而与此同时，可分离的单一原因和责任却是缺位的。农业污染了 
土壤吗？抑或农户只是损害循环链中最微不足道的那一环？或许 
他们只是依赖并从属于饲料化肥产业的销售市场？可以对他们施 
加影响以实现预防性的土壤净化吗？当局本可以在很早以前就禁 
止或大力限制有毒化学制品的销售，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相反, 
依靠科学的支持，他们继续为“无害”的有毒产品发放许可证c这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何止是震惊。谁会接过这烫手山芋，行政机 
关、科学界还是政治界？但他们毕竟都不种地。那么，还是农户 
吗？可他们受欧洲经济共同体挤压，为了生计而不得不采取化肥 
集约型的超负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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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内涵、，然不止于已经发生的影响和损害,我们必须在 
风险已经造成的破坏后果和它的潜在可能性之间作出区分。在后 
一种意义上，风险主要是关乎未来的要素。这里的基础部分在于 
当前町预见的损害向未来的延伸，部分在于普遍的信心缺失或假 
想的“风险放大器”。因此，风险本质上同预测有关，同虽未发生 
但已发出威胁的破坏有关。在这个意义巳风险在今天就已经是 
真实的-这里有一个来自环境顾问理事会( 1985)的例子。理事会 
曾指出，源自氮肥的高浓度硝酸盐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没有渗入

1关于如何对抗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的政治策略的讨论，参见贝克(Beck.
1988)。——英译注

换句话说，高度分化的劳动分工对应着普遍的合谋，而这种合 
谋对应着普遍的不负责任。既然每个人都同时是原因和结果，也 
就意味着没有原因。行动者和条件、作用和反作用变化无常，原因 
从中悄悄溜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思维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开 
始广泛流行C
在生命历程的意义上，系统思维无比清晰地展现如下：人们 

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某些事，自己却不必为此负责。这就像是 
说，人们可以在不现身的情况下行动，人们只在物理上行动，却没 
有在道德或政治上行动。作为一般化的他者，系统在自身内部并 
通过自身而运作：这就是文明时代的奴隶道德。在这种条件下，个 
体和社会的行动仿佛是在屈从自然命运，屈从系统的“引力法则”。 
这就是我们在面临极具威胁的生态灾难时还在急忙传递“烫手山 
芋”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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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模型“预估”的劳动力市场短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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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地下水，即我们的饮用水源。硝酸盐大多在底土层就分解了。 
然而，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会延续多久。我们没有理由认 
为，这种保护层的过滤作用会毫无保留地延续到未来。“恐怕当前 
被淋洗的硝酸盐，终将在若干年或几十年之后进入深层地下水，延 
退的长短只与时间的流逝有关。”（29）换言之，定时炸弹已经开始 
滴答作响。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指明了一个未来，而我们必须对此 
加以预防。

与财富具体可感的明证性相比，风险具有某种非真实性。在核 
心意义上，风险既是现实的，也是非现实的。一方面，很多危害和损 
害在今天就已经是真实的——水体的污染和消逝、森林破坏以及新 
型疾病;另一方面，风险论证的真正社会动力来自预期中的未来危 
险。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大规模破坏，以至于其 
后的补救行动都将无济于事。因此，即使作为猜想，作为将来的危 
险，作为预测，风险也同预防行动有着实际的关联，并使之得到了发 
展。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当下，而在未来。在风险社会里，“过去” 
丧失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未来” o也就是说，某 
些不存在的、设计的、虚构的事物，成了当下经验和行动的“原因” 0 
我们在今天积极作为，是为了避免、缓解或预防明后天的问题与危 
机
教育行为有直接的影响；预期中即将来临的失业，是今日生活处境 
和心态的主要决定因素；预估的环境破坏与核威胁令社会不安，致 
使大批年轻人拥上街头。我们讨论未来，也就是在讨论“预期的变 
数”，讨论当前（个人和政治）行动的“预期原因”。未来的相关性和 
重要性，直接对应于其不可计算性与威胁的内容。我们（必须）对未 
来作出预计,以便确定并组织我们眼前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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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确阶级属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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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及媒介与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差别.但 
这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风险常以阶层或阶级专属的方式来 
分配。在这个意义L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重 
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之上, 
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就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风险已经成功地取得了社会的承认。起 
初，风险是人们回避的事物，被默认为不存在，除非另有说明。这 
里依据的是格言“凡有存疑，进步优先”(论dubio pro Fortschritt), 
亦称“凡有存疑，调转目光"(in dubio pro Weggucken)。可以清楚 
地看到，与此存在关联的是一种正当化模式，它有别于社会财富的 
不平等分配。风险可以借由下述事实而实现正当化：对于风险的 
后果，人们既看不到，也不想要。在科学化的文明中，风险处境必 
须突破周遭的禁忌保护层，从而“科学地诞生”。具体而言，风险 
大多化身为“潜在副作用”，而人们也承认威胁的现实性并使之正 
当化。没有看到的东西自然无法阻挡，费尽心力的副产品却成r 
难以管教的顽童——现在人们需要额外决定是否接受它。“潜在副 
作用”的思想图式代表了一类特许状，代表了文明的自然命运。人 
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不受欢迎的后果，但同时也选择性地对其加以 
分配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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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废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困与安全感 
的缺乏结伴，并招致了大量的风险；而（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 
富却可以购买免于风险的安全和自由。风险向贫穷弱势群体集 
中，阶级对立由此加剧r。阶级专属的风险分配“法则”.亦即阶 
级对立加剧的“法则”，不仅生效已久,而且在今天仍适用于风险的 
某些核心维度。非熟练工人的失业风险要远大于熟练工人。在工 
业企业里干活会涉及劳动负荷风险、辐射风险或有毒化学品风险， 
这些风险在不同职业间是分布不均的。低收入群体生活在廉价住 
宅区，大多邻近工业生产中心，这些区域的空气、水和土壤长期暴 
露在各种污染之中。害怕减少收入，就会提高容忍限度。
这种社会过滤或放大效应制造了具有阶级属性的痛苦。但 

除r这些，就连应对、规避或补偿风险的机会和能力也会因收入、 
教育的分层差异而分配不均。只要有人长期手头充裕，他就可以 
通过选择定居点或自建寓所（或第二套房子、休假等）而寻求回避 
风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饮食、教育以及相应的食物和信息获取 
等行为模式。腰缠万贯者自然可以津津有味地享用“幸福鸡”下 
的有机蛋，抑或“幸福生菜沙拉”。教育和对信息的专注为应对 
或规避风险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人们可以避开某些特定产品（如 
含铅量较高的老牛肝），或者，如果通晓膳食营养，人们还可以每 
周变换菜谱。这样一来，北海鱼类所含的重金属就町能被猪肉或 
茶叶中的有毒物降解、修复或抵消（甚或加重？ ）o烹饪和饮食正 
在成为某种隐性的食品化学，一种其作用与女巫锅相反的东西'， 
它意在减少有害影响。化工和农业生产常常过量排放污染物和 
有毒物，为此需要用“营养工程”悄悄施加一点小伎俩，这里就涉 
及大量的知识。尽管如此，人们极有可能以“反化学”的膳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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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可以简化成一句套话：贫困是分等级的，烟雾是讲民主 
的。'随着现代化风险的扩散，换言之，随着自然、健康、饮食等日益

1这里的“烟雾"（Smog）一词并非日常泛指，而是明确指T业化时代的空气 
污染，如发生在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査询《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可知，其原文是由英文的“smoke”（烟）和“fbg”（雾）组合而（接下页）

活习惯，来对电视和报刊上的中毒事件作出冋应，但这种习惯依 35 
然是按阶层分布的。在“具备营养意识”的高收入、高学历阶层 
中，这种日常的“反化学”（常常被精致地包装成化工业的衍生分 
支,呈现在主顾面前）势必会搅动饮食起居的方方面面.从食品到 
家居，从疾病到休闲（确实已经是这样）o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一•般 
结论：用反省和财力应对风险，会让古老的社会不平等在新的层 
面上得到巩固。不过，这丝毫没有抓住风险分配逻辑的核心。

随着风险处境的日益加剧，私人的逃脱之道和补偿机会既在广 
泛传播，也在缓慢消逝。风险呈指数式增长，规避风险的机会在消失， 
政治上日益节制，私人的回避机会被到处宣传和兜售：所有这些都是 
互为条件的。就少数食品来说,这种私人渠道的躲避还是有用的；可 
一旦涉及供水，所有阶层就都连在同一根水管上了。当我们在远离工 
业的“乡间田园”看到“枯枝残败”的景象时，一切就很清楚了。在我 
们共同呼吸的有毒空气面前，阶级专属的壁垒也坍塌了。在这种情况 
下，唯有不吃不喝不呼吸才是最有效的保障。但就算如此,恐怕也帮 
助不大，毕竟我们都知道建筑石材和地表苔薛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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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该词的首次明确记录始于1905年，是为著名的”伦敦雾”而专门杜撰的术厝、 
通常所说的雾（fog）和巍（haze）则是用来描述天气条件的气象学术语.至少并不必 
然指工业化造成的污染。一中译注

1原文为“（In）Sekt（en）” .其中"Inseckt"为昆虫，“Sekt”指类似香槟的德式 
起泡酒。作者借词形运用了双关.暗指酒中含杀虫剂。一中译注

受到威胁.社会的区隔和界限也就减弱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截 
然不同的结论。客观地说，在其作用范围内，风险对受它影响的人 
群展现出了平等化效应。它不同寻常的政治力量恰恰就在于此。 
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根本不是阶级社会，风险处境或风险冲突 
也不能理解为阶级处境或阶级冲突。
只要我们仔细审视现代化风险的特殊样式或特殊分配模式, 

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楚：现代化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 
球化趋势。与工业生产紧密相伴的是危险的普世主义，这些危险 
已经脱离它诞生的场所。事实上，食物链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 
串联起来了。遇到边界，风险下潜而过。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 
仅侵蚀雕塑和艺术珍品，也早就打破了现代的关税壁垒，以至于 
连加拿大的湖水也开始酸化，连斯堪的纳维亚北端的森林也濒临 
消失。
全球化趋势造成了各种痛苦，但就其普遍性来看，这种趋势本 

身也是含糊不定的。假如一切都成了危险，某种程度上也就没有什 
么是危险的了。假如无路可逃，人们最终也就不必再庸人自扰。这 
种生态上的末日宿命论任由私人情绪和政治舆论随意摇摆。风险 
社会在歇斯底里和漠不关心之间来回移动。行动成了明日黄花。 
人们大概只能用无所不在的杀虫剂来对付昆虫（起泡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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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称为“此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1UCN红色名录 
在1963年开始编制，是全球动植物物种保护现状最全面的名录，也被认为是生物多 
样性状况最具权威的指标。一中译注

风险的分配模式包含在全球化之中，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全球 
化，因为它蕴含了数量可观的政治炸药：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 
退早都会和风险狭路相逢。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具有 
社会意义的回旋镖效应：就算是豪门富户，也难逃风险的侵害。 
先前的“潜在副作用”，甚至会冋击它自己的生产中心。现代化 
的执行者作为危险的释放者和受益者，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危险 
的漩涡。
让我们再次以农业为例。从1951年到1983年，德国的化肥 

使用量从每公顷143千克增加到了每公顷378千克；从1975年到 
1983年，德国的农药使用量从2.5万吨增加到了 3.5万吨。这期间， 
单位产量自然在上升，却赶不上肥料和杀虫剂的消耗增长。谷物 
的产量翻了一倍，土豆的产量增长了二十个百分点。相比于化肥 
农药的投入，农业产量的增速正在递减。这与自然破坏的累进式 
扩大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农户来说，这种破坏就发生在自己的眼 
皮子底下,尤使人痛心。

这种令人忧虑的发展有一个突岀标志——野生动植物的数量 
正在锐减。“红色名录”'记录了物种面临的生存威胁，是官方的“死 
亡证明”，而这个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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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看不见的副作用”成了亲眼可见的主要影响，以至于威 
胁到了构成初始原因的生产中心本身。现代化风险的生产沿回旋 
镖的弧线而移动。产业化的集约式农业得到了数十亿财政补助， 
这一结果不仅使遥远城镇的儿童身上或母乳内的铅含量急剧上 

37 升，也在多个层面上削弱了农业生产本身的自然基础：耕地肥力下 
降，重要动植物消失,土壤侵蚀危害加重。
这种威胁效应的社会循环可以概括如下：在现代化风险的屋 

檐之下，迫害者和牺牲者迟早都会合为一体。在最糟糕、最不可想 
象的核闪击战的情形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样的战争也 
足以毁灭侵略者。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已经身处险境，我们 
没有必要再去区分穷人或富人、白人或黑人、南半球人或北半球 
人、东方人或西方人。威胁的影响只在它发生时存在，而一旦发 
生，它又将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继续存在。因此，这 
种末日启示般的威胁并没有在威胁的“当下”留下任何可触摸的 
痕迹(Anders, 1983)。但生态危机就不是这样了。生态危机甚至 
侵蚀了农业的自然和经济基础，并因此削减了全体人口的食物供 
给。这种影响有目共睹，它不仅为自然留下了烙印，也触及了富人 
的钱袋和权势人物的健康。因此，这里的启示录音调虽然尖锐刺 
耳，但都源自可靠的渠道,并不因党派归属而有差异。

鸟类的种群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如白鹳、杓前和草原石鴨；人 
们试图通过“草地鸟类计划"来拯救巴伐利亚最后的鸟类种 
群
动物如鹰、弱、蜻蜓，以及那些食物来源日渐稀少而又食性单 
一的动物，它们常以大型昆虫或植物生长期提供的花蜜为食。 
(环境顾问理事会,198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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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旋镖效应不止表现为直接的生命威胁，它也影响传输的媒 
介，如金钱、财产和正当性。回旋镖效应并不只是向单一的源头 
发起还击，它会在总体层面上让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的损害。森林 
的破坏不仅造成鸟类消失，也会削弱土地和森林资产的经济价值。 
某个地方只要建设了核电站或燃煤发电站，抑或只是计划开建，那 
里的地价就会暴跌。城镇或工业区、高速公路或干线公路都会加 
重周边土地的负担。徳国7%的土地是否已经因此而受污染或即 
将受污染，以至于不再适宜耕种了——这一点仍旧悬而未决。X 
论如何，这里面的道理是一样的：财产正在贬值，并日益遭受“生 
态意义上的剥夺” O
这种效应可以扩展至各个方面。自然环境的破坏或身处险 

境，关于有毒食品和消费品的报道，各种威胁性的乃至实际发生 
的化学、毒物或核反应堆事故：它们虽然轻重缓急不一，但都会让 
财产权遭受贬值或剥夺。现代化风险的生产不受限制，使大地不 
再宜居的政策因而得以有条不紊地推行，有时甚至会灾难般加剧。 
我们曾视其为“共产主义威胁”而加以反对的东西，如今正发生 
在我们自己不断累加的行动之中，虽然借助了受污染的自然这一 
迂回路线。抛开意识形态的教条之争，“焦土”政策在一切人反对 
-切人的市场机会的战场上推行。这种政策固然有效，却是不可 
持续的。
受污染的或被视作受污染的东西

M能属于拥有它的人，抑或任何愿意 
拥有它的人。保留法律上的所有权头衔既无用处，也无价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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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态上的剥夺”,我们关注的是保留法律所有权情形下的社会 
经济剥夺。这既适用于食品，也适用于空气、土壤和水，适用于生 
活在其中的一切生命，特别是那些靠此类生命而生活者。针对“室 
内污染”的讨论清楚地表明，我们日常文明的一切组成物都可以包 
括在其中。
这背后的基本洞见是如此简单：任何威胁地上生命的东西，同 

样也会威胁某些人的财产和商业利益。这些人赖以为生的手段是 
把生命及其必需品变作商品。由此，在推动工业化进程的财产利 
润和该进程带来的各种威胁性后果之间，出现了一对真正的、系统 
加剧的矛盾。因为工业化的后果会危及乃至剥夺财产和利润（更 
别提其中生命利益了）。
随着反应堆事故或化工灾难的发生，文明在其发展的最高阶 

段再次迎来了地图上的“空白点”。这些“空白点”就是威胁物的 
纪念碑。毒物事故或突然揭露的有毒废料场，甚至会让住宅区成 
为“毒料堆积区”，让良田成为“荒野”。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更为 
初级也更为隐蔽的形式。生活在受污染海域的鱼类不仅威胁相关 
消费者，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它也威胁到从事渔业的人群。土地在 
响起烟雾警报的时段是死去的。整个工业区摇身一变，成了可怕 
的鬼城。这就是冋旋镖效应的意志：就算是作为肇因的工业也不 
得不停下它前进的车轮。但应当停下车轮的，不止工业。烟雾对 
污染者付费原则全然无动于衷。烟雾在总体层面上，按平等主义 
的原则打击所有人，无论他们是否分摊了制造烟雾的责任。因此, 
对空气疗养院来说，烟雾自然算不上宣传媒介，也不是什么赚钱机 
器。法律要求公布空气中的最高污染水平（近似于水温或气温）， 这应当会让疗养管理和度假产业成为抗击污染政策的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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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风险的普遍化也释放了一种社会动力。这已经超出 
原先的阶级范畴，也难以通过它来理解。有人占有财富，也就有人 
一无所有，因而所有权关系也就包含了一种社会张力或社会冲突。 
在这种关系中，彼此的社会认同

逐渐发展并巩固。然而，风险处境的局面与此完全不同。 
身处险境者的情况再糟糕，也不会剥夺其他人的任何东西。遭受 
风险和不遭受风险，并不会像占有财产和不占有财产那样形成两 
极的对立。譬如说，受影响的“阶级”与不受影响的“阶级”并不 
构成对立。受影响的“阶级”充其量也只和尚未受影响的“阶级” 
构成对立。想要保持不受损伤的状态越来越难，这让今天还“感觉 
良好”（健康舒适）的人，在明天就进入医疗保险机构的“施粥”队 
伍，在后天就成为残废无能的贱民之一员。
毒物事故和有毒废弃物时常困扰着政府当局，每次都会让司 

法、管辖和赔偿等事宜饱受质疑。这清楚地表明，免于风险的自 
由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无法逆转的痛苦。围绕现代化风险的冲 
突持续不断，引发这些冲突的系统性肇因与进步和利润的原动力 
遥相呼应.冲突的程度和危害的规模有关，也涉及由此产生的补 
偿和（或）从原则上改变方针的诉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 
否还会继续掠夺（我们身处其中的）自然，我们的概念是否还站得 
住脚.如“进步”、“繁荣”、“经济增长”、“科学理性”等。在这种 
意义上，这里爆发的冲突体现出了文明信念之争的性质，这场斗 
争关乎现代性的正确道路,在许多方面，这场斗争与其说类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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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风险的棘手局面跨越了国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它的 
传播方式上。因为风险是不可见的，这让消费者几乎难以作出决 
策。风险善于“搭便车”，常常随呼吸吞咽潜入人体。风险是日 
常消费的“无票乘客”。它随风而动，逐波而行。风险无处不在， 
它同生活最密不可分的那些条件（呼吸的空气、食物、衣着和家 

40 居）一道，穿梭在曾加以严格控制的现代性保护区。财富固然吸 
引眼球，但也可能令人生厌。围绕财富的选择、买卖和决策总是 
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与此不同，风险和危害在暗中潜入，一般不 
受自由（！）决策的限制。在这种意义上，风险和危害引发了新的 
指派，一种“文明世界的风险归因” 0从各个方面来说，这都让人

世纪至20世纪之初的阶级冲突,倒不如说更像中世纪的宗教信仰 
之争。
工业化带来的风险和破坏也不会理会国界。它们让巴伐利 

亚森林中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同某些生效的国际协定联系在一 
起，这些协定旨在共同抗击污染。污染是跨国流通的，因而一个国 家的单方努力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从现在开始，各个工业国必须 
按各自的污染“输出一输入差额”加以区分。换言之，在各个工 
业国之间，参照“盈余”、“平衡”或“负债”的污染物资产负债表, 
出现了一种国际不平等。或者更明确地说，其中的一方是“污染 
制造国”，而另一方不仅要替人清理污秽，还要呼吸肮脏的空气， 
乃至付出死亡人数上升、被剥夺、被贬值的代价。就算是社会主 
义的“兄弟国家联盟”很快也将不得不面对这种区分及其隐含的 
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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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中世纪的等级命运，而出现在这里的则是发达文明的风险 
命运。出生在发达文明的人，无论付出何种努力也难以从中逃脱。 除了一些“小小的差异”（却有大影响），我们全都面临着相似的 
命运。
发达文明旨在逐步减少指派，开启人为决策的可能性，最终把 

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却引发了另一种崭新的风 
险指派，它既是全局性的，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传播。作为其对立 
面，个体的决策机会几乎消失殆尽，这是因为有毒物和污染物既与 
自然的基础交织在一起，也与工业世界的基本生活过程纠缠在一 
块。很多人在遭受风险时被封闭在决策之外，可,以理解的是，这种 
经历必定会引发他们的震惊，让他们在愤怒的同时感到无能为力， 
“前途黯淡”。对此，人们的反应是对技术文明的最新成就展开批 
判。这种批判充满了暧昧，但被认为是必然有益的。人们究竟如 
何与自己无法逃脱的事物建立并维持一种批判的距离？抑或，仅 
仅因为无从逃离，人们就要放弃批判的距离，进而以嘲笑或讽刺、 
冷漠或欢腾的姿态週入这命定的结局？

风险处境在世界范围内的平等化不应该让我们忽视，在风险 
痛苦方面存在着新的社会不平等。在国际尺度上，这时常出现在 
风险处境和阶级处境的交叠之处。世界风险社会的无产阶级紧挨 
第三世界工业中心的精炼厂和化工厂而居，生活在其大烟囱之下。 
“史上最大的工业灾难”（《明镜》）即印度博帕尔的毒气泄漏事故， 
让全球公众意识到了这一点。有风险的产业被转移到了低人力成 
本的国家，这并非巧合。极端贫困和极端风险总是系统地“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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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风险分配的编组站特别偏爱位于“欠发达的穷乡僻壤”的 
小车站。只有天真的傻瓜才会相信，责任重大的扳道工并不清楚 
自己在做什么。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落后地区的失业（！）人口对 
（创造就业的）“新”技术具有“更高的接受度”。
物质生活的悲惨处境和对风险的罔顾常常是同时发生的，这 

在国际层面上表现得更为清楚。“斯里兰卡人在使用杀虫剂时显 
得粗心大意，有位德国发展专家这么报告：’那里的人徒手喷洒 
DDT,弄得满身都是白色。‘ ”安的列斯群岛的特立尼达（120万居 
民）单单在1983年就总计报告了 120例杀虫剂致死事件。“有位农 
户说道：’如果有人在喷完杀虫剂之后没有感到不舒服，那就说明 
他还喷得不够。‘ ”（《明镜）,1984年第50期，第119页）
在这些人面前，复杂的化工设施及其有气势的管道和储罐就 

是宝贵的成功标志。相比之下，其中蕴藏的死亡威胁就没有那么 
显而易见K °在这些人眼中，化工企业生产的化肥、杀虫剂和除草 
剂，首先意味着把他们从物质的贫困中解放了出来。过去几年，化 
工产品的使用让粮食产量提高了30%,部分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甚至提高「40%。这是“绿色革命”的前提条件，受到了西方丄业 
国家的系统支持。每年“有几十万吨的杀虫剂被喷洒在……棉花 
地、稻田、烟草和水果种植园”（出处同上，第119页），但相比于触 
手可及的产量提升，这一事实只好退居其次。可见的饿死威胁与 
不可见的毒死威胁相互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同物质上的悲惨境遇 
作斗争所体现出的理所当然最终获得了胜利。如果没有化学品的 
广泛使用，土地的产出就会下降，昆虫和霉菌也会带来相应的损 
失。有了化学品的帮助，处在边陲的穷国就可以建立起属于它们 
自己的粮食储备，并减少对工业世界权力中心的依赖。那里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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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别西卜”同样是魔鬼的别称之一。此句典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2：
24,喻指用大恶压制小恶。——中译注

工企业加强了这一印象，它们坚持独立生产，以避免代价不菲的进 
口。抗击饥饿并争取自主权——这一斗争竖起了一块盾牌。在盾 
牌的背后，难以察觉的风险被压制、淡化，并因此而被放大、扩散， 
最终通过食物链回到了富有的工业国。
安全保障的相关规定才刚刚起步，就算已经初步具备，也常常 

是一纸空文。乡村人口通常缺乏读写能力，更别提购买防护服了。 
他们对工业怀有“天真幼稚”的想法，这让企业的管理层意外获得 
了大量机会，给自己处理风险的方式贴上合法的标签。在具备风 
险意识的工业国，这简直不可想象。管理层会在明知无法实施的 
情况下，公布严格的安全规章要求遵守。借助这种方式，他们維持 
了自己的清白形象，把事故和死亡的责任归诸当地文化的风险失 
明症。他们对此感到心安理得，在经济上也没有什么损失。一旦 
真的发生灾难，穷国混乱的司法，盘根错节的利益，都为以淡化和 
模糊为取向的政策提供了机会。只要有选择地界定问题，就可以 
限制毁灭性后果。生产条件只要脱离了合法约束就会显示出它的 
经济实惠，这对工业巨头充满r吸引力。这样的生产条件，只要和 
国家自身的利益（克服物质贫困、争取独立自主）相结合，就会构 
成最具威力的混合爆炸物。饥饿这个魔鬼，会被风险激增的“别西 42 
卜”所制服。'极其危险的风险产业被转移到了地处边陲的穷国。 
发达的风险产业所释放的破坏力，把恐惧施加在第二世界的贫困 
之上。接卜-来，印度的博帕尔和拉「美洲国家会用图片与报道讲 
述它们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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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帕里西
世界上最肮脏的化工城坐落在巴西 由于酸雨的侵 

蚀，贫民窟的居民每年都不得不重修他们的瓦楞铁屋顶。在 
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人身上就会出疹子，像是巴西人说的“鳄 
鱼皮”。
受影响最重的是维拉帕里西的本地居民。这是一座拥有 

一万五千人的贫民窟，其中多数人只能住在不起眼的灰石小 
屋里。这里的居民甚至在超市里兜售防毒面具。多数孩子患 
有哮喘、支气管炎、鼻喉病或皮疹。
在维拉帕里西，靠嗅觉认路并不是一件难事。某个角落， 

一条开口的排污管正在冒泡，另一处地方，黏糊糊的绿色液体 
在流动。烧焦鸡毛味是钢铁厂的标志，臭鸡蛋味则是化工厂 
的标志。当局安装的排放计量表，在1977年即运行一年半之 
后就失灵了。显然是因污染太多而“爆表'’了。
维拉帕里西作为全世界最肮脏的化工城的历史开始于 

1954年。当年，巴西石油公司选中这片沿海湿地作为其精炼 
厂的厂址。随后，巴西的钢铁巨头圣保罗钢铁公司、巴美合资 
的磷肥厂也很快到来°紧跟着的是一批跨国公司，如菲亚特、 
陶氏化学和联合碳化物公司。
这是巴西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军政府吸引外国企业 

在那里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就在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召开 
的1972年，巴西规划部部长保罗•韦洛索还在自吹自擂:''巴西 
承担得起污染的输入。”巴西唯一的生态问题是黄困，他这样 
宣称。
巴西石油公司的发言人说道：“当地主要的致病因是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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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酒精和烟草。”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老板保罗•菲格雷多 
对此表示赞同：“他们从库巴唐过来时就已经生病，一旦病情 
加重，就怪罪到我们头上，真是蛮不讲理。"两年前，圣保罗州 
州长开始尝试改善库巴唐的空气质量。他辞退了十三名渎职 
的环境署官员，并利用计算机监测排污。但是，对环境违法者 
而言，数千美元的罚款仅仅是隔靴搔痒。

灾难发生在今年的2月25日。巴西石油公司的疏忽大意 
致使七十万升原油泄漏，流到了一处贫民窟所在的湿地。不 
到两分钟，熊熊大火就吞噬了这片贫民窟，五百多人因此丧 
生。人们甚至没有找到幼童的尸首。"大概是在大火中烧没 
了。” 一位巴西官员说道。（《明镜）,1984年第50期，第110页）

博帕尔
飞鸟从空中坠落。水牛、奶牛及土狗横尸街头和田地，在 

炎热的印度中部，不出几个小时尸体就会肿胀起来。到处都 
是窒息而死的人，身体蜷曲，口吐白沫，痉挛后的双手抠在土 
里e截至上周末，类似的死亡已达三千例，新的遇难者还在不 
断发现中：当局已经停止了统计。两万居民可能因此失明，多 
达二十万人受伤。
从周日晚上到周一凌晨，博帕尔市发生了一场史无前 

例的工业浩劫。有毒雾气从一家化工厂泄漏，像裹尸布一般 
厚厚地覆盖住了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当雾气最终消散， 
其令人作呕的腐败甜味早就弥漫开了。在和平的背景下，城 
市成了战场。印度教徒把尸体放在火化柴堆上焚烧，每次 
二十五具。用于火葬仪式的木柴很快就供不应求了，于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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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煤油。穆斯林墓地变得太过拥挤，不得不掘开较早填埋 
的坟墓，而这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圣诫。一位掘墓工抱怨道： 
“把两个人葬在同一座墓穴，我知道是一种罪过。但愿安拉能 
饶恕我。我们甚至一次埋葬三四人或更多。”（出处同上，第 
108—109 页）

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中的不平等既互相重叠，又互为条件, 
其中的一种不平等可以制造另一种不平等。社会财富的不平等 
分配，为风险的生产提供了坚不可摧的防护墙和辩护理由。因此, 
我们必须精确地区分风险在文化及政治上的馈赠和它在事实上的 
扩散。
所谓阶级社会，是指在这样的社会中，可见的物质需求的满足

与物质上的贫困不同，第三世界在风险上的贫困化也会传染 
给富有者。风险的急剧增长使世界社会收缩成危险共同体。富国 
试图借产业转移来摆脱风险，但同时又在进口更为廉价的食品。 
经由这一途径，回旋镖效应也向富国发起了反击。杀虫剂附着在 
水果、可可豆、饲料和茶叶上，返回了它高度工业化的老家。由于 
极端的国际不平等，也由于世界市场的互联，边陲国的贫困区已 
经挪至富国丁.业中心的家门口。穷国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污染滋生 
地，这种污染就像拥挤的中世纪城镇里的穷人传染病，它甚至不会 
放过世界共同体的那些富有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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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阶级跨越一切隔阂的主要关注点。在阶级社会中，构成相互 
对峙的是饥饿和富余、有权和无权。悲惨不需要自我确认。悲惨 
就是事实。悲惨具有紧迫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直接对应着财富 
和权力在物质上的显著性。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的明确性等 
同于可视文化的明确性：面黄肌瘦对照肥头大耳，豪华建筑对照简 
陋茅舍，华冠丽服对照青衣乌帽。
这些可感可触的明确属性在风险社会不再有效。可见之物 

处在不可见的危险的阴影之下。脱离感知的事物不仅不再是虚幻 
的，反而成r更高阶的危险现实。具有紧迫性的需求与已知的风 
险因素相角逐。但在风险的主宰之下，稀缺和富余的可见世界变 
得越来越黯淡。
不可感知的风险在和可感知的财富的赛跑中不可能获胜，然 

而，可见之物不会和不可见之物赛跑。悖谬的是，正是由于这一 
点，不可见的风险将会赢得赛跑。
对风险的忽视总是以消除可触知的需求这个理由而为自己辩 

护——事实确实如此（看看第三世界吧！）。这成了风险和危险得 
以生长、开花和繁盛的文化政治土壤。阶级社会、工业社会或市场 
社会的问题，与风险社会的问题相互交叠、相互竞争。在这个过程 
中，依照权力关系和参考标准，财富生产的逻辑总能获胜。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风险社会成了最后的赢家。显而易见的需求压倒了 
对风险的感知，但也仅仅限于感知，而不是风险的现实影响；被否 
认的风险反倒成长得又快又好。在社会生产（以化工产业、核反应 
堆技术、微电子学和遗传工程的发展为特征）的某个特定阶段，财 
富生产的逻辑和冲突之优势地位，以及风险社会的不可见属性，都 
不再是风险脱离现实的证据；恰恰相反，它们甚至成了风险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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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动力，从而也就是风险社会正在成为现实的证据。
这就是我们从第三世界学习到的教训：阶级处境和风险处境 

相互交叠、相互加强。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富裕工业国的行 
动和思考。确保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依然享有无可置疑的优先地 
位。失业威胁受到大肆渲染，以便使规定的排放标准留下诸多漏 
洞，或在执行上有所松懈，抑或为r不让人追踪到食品中的有毒残 
留物。出于经济后果的考虑，有毒物品的完整组列没有得到登记。 
这些有毒物品因为不见于法律条文，反倒可以自由流通。在此期 
间，同环境风险作斗争甚至成了一个繁荣的产业分支，这个产业确 
保了德国数百万人的稳定工作（太稳定了）。只不过，其中的矛盾 
依然受到了掩盖。
与此同时，以界定为目标的风险“管理者”挥舞着斧子，早已 

跃跃欲试。他们污蔑风险指证者为“杞人忧天”，说他们是风险的 
制造者。有人描绘了风险，却被看作“未经证实”。有人证明了风 
险对人和动物的影响，却被称为“虚张声势，夸夸其谈”。风险管 
理者声称需要有更多的研究，以便摸清状况，采取适当措施匚只有 
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才能为进一步的环境保护创造先决条件。 
他们恳求公众信任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理性迄今为一切问题提供 
了解决方案。反之，对科学的批判、对未来的焦虑，总被污名化为 
“非理性主义”,被看成一切弊病的真正根源。风险之于进步，就像 

45 船首的波浪之于航行中的船只。风险不是现代的发明。它在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默默忍受。以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为例，可 
以说，德国每年都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此, 
人们甚至已经习以为常。有毒物事故和某些小灾小难（鉴于德国 
的安全技术，这些都是极端小概率事件），诸如放射性物质或核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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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泄漏之类,依然拥有大把的活动空间。
这种解释就算占据上风，也无法掩盖它日益脱离现实的事实。 

它的胜利得不偿失。这种观点会在它流行的地方制造出它所否认 
的事物，亦即风险社会的危险处境°那里不存在慰藉，那里只有不 
断增长的危险。

因此，正是在否认和缺乏感知的情况下，全球风险处境的客 
观共同体形成了。在各种利益的纠缠之下，风险越来越成为现实 
并构成威胁，超越了社会的区隔和国家的边界。在由漠不关心筑 
起的高墙背后，危险肆无忌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面对文明风险 
的日益增长，人们还能维持一派和谐的景象。正是在应对风险的 
过程中，各种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形成了.它们并不依附于 
原先的阶级社会图式。确切地说，它们首先源自发达市场社会的 
风险之两面性：风险不仅仅是风险，它也是市场机会。随着风险 
社会的发展壮大，风险的受害者和获益者之间的对立在扩大。与 
此相似，知识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断突显，它对媒介的支配也在扩 
大——不仅要创造知识（科学和研究），也要传播知识（大众媒介）。 
就此而言，风险社会也是科学、媒介和信息的社会。于是，新的对 
立在风险界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了。
是清除风险还是买卖风险，是生产风险界定还是消费风险界 

定，其中的种种张力贯穿在社会行动的各个领域。“界定之争”的 
主要根源就在于此。这场争论围绕着风险的规模、等级、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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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而展开。在确立可接受水平的过程中，受影响的人数即病 
人或受害者的人数会相应地产生波动。通过勾画因果关联，相关 企业和职业就成了众矢之的。政客和政治系统则坚持认为，需要 
为事故和损害负责的是个人而非系统。借助这种方法，他们减轻 
了自己的压力。而在另一边，风险界定的观察家接手相关工作， 
扩大了他们的市场机会。还有诸如药剂师这类人，他们在两头忙 
碌，先让人不舒服，然后又让他们吃药，以便治愈继发性病症（如过 
敏药）。
围绕风险开发的市场拓展，总是在揭示风险和隐藏风险之间 

举棋不定。作为其结果，最后没有人知道，“问题”是否就是“解 
答”，抑或反之？谁从中获益？在哪里揭露或掩饰经因果推断而得 
出的始作俑者？有关风险的流言蜚语是否代表了一场被移植的政 
治剧，它在现实中却另有所图？
与财富不同，风险造成的两极分化通常都是局部的。换言之, 

只要风险还未充分展现，这种两极分化就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毕竟风险也会带来利益。然而，一旦危险因素开始增长并进入人 
们的视野，各种利益和差异也就烟消云散了。风险迟早会带来威 
胁，这反过来使它所捆绑的利益受到削弱和瓦解。由于危险不断 
增多，风险的共同体穿越各式各样的利益，转变成了现实。就此而 
言，在风险之痛的“帷幕”（无论其涵盖范围）下，在一切对立的背 
后，共通性开始形成了。为了阻止各种危害（源于核能、有毒废弃 
物或显而易见的自然破坏）,隶属于不同阶级、政党、职业和年龄群 
的成员在市民团体中组织了起来。
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制造了新的利益对立和新的危险共 

同体，但这类共同体的政治承载力还有待观察。现代化危险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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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逐渐普遍化，因而终结了余下区域的未卷入状态。就此而 
言，风险社会（不同于阶级社会）开始展现出一种倾向，即全球风险 
处境下的痛苦遭遇会客观地趋于一致.粗略地说，朋友和敌人、东 
方和西方、上层和下层、城市和乡村、黑人和白人、南半球和北半球 
等，全都处在激增的文明风险的同等压力之下。风险社会不是阶 
级社会——这么说还远远不够。风险社会包含了一种足以冲破边 
界的草根民主式的发展动力。人们由此被迫共同进入文明自陷危 
机的统一局面。
就这一点来说，风险社会掌握了新的冲突和共识之源。消除 

短缺被清楚风险所取代。但相关的自觉意识和政治组织形态依旧 
乏善可陈。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可以说，风险社会通过它所引发的 
威胁动力，瓦解了民族国家、军事联盟和经济集团的边界。当阶级 
社会还在以民族国家的方式来组织的时候，风险社会已经催生出 
客观的“危险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最终只能在世界社会的框架中 
加以理解。
文明自陷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实现。 这让世界社会的乌托邦显得更为真实，至少是更具紧迫性。19世 

纪的人们不得不学会服从工业社会和雇佣劳动的条件，否则可能 
面临生计无着的惩罚。同样地，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处在文明浩劫 
的阴影之下，也要学会共处一桌，消除隔阂，为文明自我招致的危 47 
险寻找解决方案并加以贯彻。光是在今天，我们就已经可以感受 
到这种压力了。如果要让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实际意义，我们只 
能依靠多边协商和国际协议。相应地，这种解决方法也有赖于跨 
越军事同盟的会议和协定。核武器储备造成的威胁让东西方两个 
军事阵营的人都深感忧虑，毕竟核武器的破坏力不堪设想。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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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引发了 “危险共同体”的形成，诚然这个共同体的政治承载力 
还有待证实。

我们意图从那不可名状的恐惧中至少抽取出某种政治意涵。 
但这种尝试无法掩盖以下事实：这些新近生成的、客观的危险共 
同体，迄今仍高悬在政治和组织的真空之中。这个共同体不仅和 
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构成对立，也同工业社会中主流的党派组织 
和利益集团形成冲突。法团社会的丛林没有为这类跨越群体的全 
球风险留下座席。法团社会中的每个组织都有它自己的委托人 
和“社会背景”（由对手和盟友组成）
动并加以争夺的对象。危险处境的共通性也让利益集团的多元结 
构面临着棘手的难题。它打乱了经协商和切磋以达成妥协的传统 
惯例。
危险不断增长，但在政治领域，危险并没有被转变成预防性的 

风险管控政策。这才是事实。不仅如此，就连哪一种政策或政治 
制度适合用来应对这种局面也没人知道。风险固然不可把握，与 
此对应的共同体则更难理解。这样的共同体与其说是现实，不如 
说是愿景。由于这种差距，政治职能和政治制度乃至相关观念的 
真空地带在此形成了。一方面，有关如何在政策上应对危险的问 
题悬而未决；另一方面，付诸行动和政策的吁求一直在高涨，这两 
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隐藏在背后，那就是政治主体的问 

题。讨论19世纪阶级社会的理论家，当然有理由选中无产阶级。 
但这种选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日都有其困难之处。围绕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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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阶级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过渡中，即便政治表达问题悬而 
未决，政治后果问题暧昧不清，共同体的性质也已经开始发生变 
化c概括说来，两种类型的现代社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 
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与平等理念联系在一起（从“机会平等”到各

1这里的讨论是不完整的，否认r风险冲突的自反性政治化，参见贝克（Beck.
1988： Part II； 1991； 1992,113（1）。——英译注

级的假设在社会和政治上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正因为太相符了， 
这个假设反倒可能被逆转。劳工运动在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如 
此巨大，以至于削弱了工人原先的先锋队角色。他们作为既有成 
果（不断遭未来侵蚀）的维护者，更甚于作为政治想象的源头。正 
是这种政治想象,致力于搜寻风险社会的危险处境之解决方案。
阶级社会的政治主体是无产阶级，风险社会的对应物却只剩 

所有人的痛苦。这些痛苦或多或少来自近在咫尺的巨大危险。排 
除危险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要让所有人负责，等同于没人负责。 
除此以外，也没有人敢为此使上全力，因为他们还要为各自的工作 
而奋斗（抑或各自的收入、家庭、小屋、汽车、业余爱好、休假计划 
等。如果连这些都保不住,那么不管有毒没毒，这个人都会陷入困 
境）。因而，下列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触摸不到的所有人的痛苦究 
竟可以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吗？ “所有人”是否具有政治主体的潜 
力？由危险处境的全局性推断出政治意志和行动的共同体，这是 
否显得过于莽撞和轻率？全局性和所有人的痛苦难道不是提供了 
一个契机，以便让人忽视或误解问题的情境，从而把问题转嫁给别 
人？这不就是替罪羊设想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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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社会主义社会模式）。风险社会与此不同。风险社会对应的规 
范蓝图是安全，这也是风险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之所在。“不安全” 
社会的价值体系取代了“不平等”社会的价值体系。就社会变革 
而言，平等的乌托邦拥有大量实质而积极进取的目标，反之，安全 
的乌托邦则极其消极而保守。根本而言，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不再 
专注于获取“好”，而是极力避免最坏。阶级社会的梦想是每个人 
想要也应当分享蛋糕。风险社会的目标却是每个人都应当免受毒 
物之害。
在基本的社会形势方面，两种社会也存在着相应的差异。人 

们在社会形势中生活和融合，并受这种处境的推动，时而分裂，时 
而联合。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归结为：我饿！反之，风险社会所 
触发的运动可以表述为：我怕！共同的焦虑取代了共同的需求。 
就此而言，风险社会标志着社会意义上的新纪元：焦虑型团结逐渐 
形成并构成了一股政治力量。然而，焦虑的凝聚力如何起作用仍 
有待研究。焦虑共同体的承载能力如何？它释放了什么动机或行 
动能量？由焦虑者构成的新型团结共同体如何运作？焦虑的社会 
性力量能否打破个体的功利计算？由焦虑引发的危险共同体具有 
怎样的妥协能力？它会组织成哪种行动样态？焦虑会把人赶向非

49 理性主义、极端主义或肓目狂热吗？焦虑从未构成过理性行动的 
基础，但这一假设会失效吗？焦虑有可能（毕竟不同于物质需求） 
构成政治运动那摇摇晃晃的基础吗？焦虑共同体有可能被负面信

50 息的稀薄气流吹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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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19世纪还是今天，大部分人所经历的灾难性后果都同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有关。在这两个时代，我们关注的都 
是人类生存状况所面临的各种剧烈且危险的干预。这些干预的 
出现与特定阶段的发展相联系，从生产力、市场整合，再到财产与

如果有人被前章结尾的问题触动，那么，除了技术、化学、生物 和医学等实际知识，他必然也会对风险社会的社会政治可能性感 
到好奇。这就是本章所要进行的研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 
不妨拿19世纪来作比照。我的论题是,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关注的 
是某种形式的贫困化，它与劳工大众的贫困化（作为早期工业化的 
核心问题）既冇可比较之处，又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为什么要讨论 
“贫困化” ?何种意义上的“贫困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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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关联。每次干预也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往昔是物质的贫 
困化、贫穷、饥饿或拥挤，今日则是生命的自然基础遭到威胁和破 
坏。两者也存在可作比较的方面，如危险的成分和现代化的系统 
属性——危险本身是随现代化而产生并扩大的。其中的内在动力 
不是恶意，而是市场、竞争和分工。只不过在今天，这一切都变得 
更加全球化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起初的潜伏因素（“副作用”） 
都会在斗争中突破障碍。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上街抗议，大 
力声讨技术和进步，捣毁技术设备并作抗辩。
于是，就像今天还能观察到的一样，人们渐渐接近了问题之所 

在。苦难和压抑系统地产生，日益凸显，让那些曾经否认它的人不 
得不承认。法律同样顺应潮流,普选权、社会福利法、劳工法、参与 
决策权等相继实施。这些内容受到了街头政治运动的大力支持， 
而不是源于当局的自愿行为。今天的对应物同样显而易见：曾经 
的无害之物变成了危险之物，如酒、茶叶、面条等。化肥成了慢性 
毒物,影响遍及全球。曾经饱受赞誉的财富源泉（原子能、化学、基 
因技术等）变成了不可预测的危险之源。危险如此显而易见，令淡 
化和掩盖等传统做法频频受阻。科学、经济和政治中的现代化执 
行机构坐立不安，发现自己成了不断否认罪状的被告，而一连串的 
旁证已让他无地自容。
大概有人会说，这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不过，其中的系统 

性差别确实惹人注目。个人和社会经受的苦难具有直观性，这与 
今日文明威胁的不可触摸形成了对照。文明的威胁只存在于科学 
化的知识中，无法同原初的经验建立起直接的关联。各种危险都 
利用了专业话语，如化学方程、生物学语境、医疗诊断概念等。这 
样的知识构造自然不能减轻危害。相反,无论出发点是好是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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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都会在今天的事故或灾难、战争或和平中等来浩劫与毁灭。 
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想象力，任何医学或道德范畴，对此都无能为 
力。我们面对的是绝对而无限的“否定”带来的威胁，无条件的 
“不可”
可这仅仅是威胁吗？仅仅？这就点出了另一个本质性差异。 

我们今天应对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时向惶恐中 
的人类表明，它不仅仅是可能性，也是随时可以兑现的事实（不只 
是空想家的幻象）。
除了现实和可能性的类别差异，我们还可以再加补充。至少 

就我这里讨论的德国而言，危险造成的贫困化是作为物质贫困化 
（大家至少可以看看19世纪抑或濒临饥饿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景象） 
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德国人并不贫困，反倒常常是富足的.他们 
生活在大众消费的丰裕社会里（免不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大多 
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但他们也会焦虑，自觉危险，从而行动 
起来，不让他们现实而悲观的未来幻景有兑现的那一天，甚或主动 
加以阻止。危险的任何一次确证，都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 
正是这个论点激发了行动，把预期中的威胁转变成具体真实的危 险。因此,对于这里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处置方式不能再像19世纪 
那样注重提高生产、二次分配或扩大社会保障。相反，我们需要大 
量目标明确的“替代性解释政策”，抑或从根本上重新思索乃至重 
新规划已有的现代化范式。
这种区别也让下述问题变得可以理解，亦即从过去到现在，那 

些完全不同的群体是如何遭受痛苦的。在过去，痛苦和个人的阶 
级命运固定在一起。个人在阶级命运中出生，阶级命运也紧贴在 
个人身上，从青春一直延续到年老。阶级命运容纳了一切：在哪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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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干活和吃饭,干什么活，吃什么饭，如何生活，同谁生活，有什么 
样的同事和朋友，谁是咒骂的对象，如有必要，谁又是上街抗议的 
对象。
与之相反，风险处境则体现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痛苦类型。 

没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而不确定的。 
人们可能听说过这类事，也可能读到过这类事。知识的媒介作用 
意味着，那些遭受风险的人群往往接受过更好的教育，见多识广。 
风险与物质需求构成了竞争，这更是凸显出风险的另一个特征：只 
有直观的生计保障压力得到缓解或解除的地方,换言之，只有在更 
富裕和更有保障的位置上（或国家里），人们才可能培育出风险意 
识及其相关行动。只有在亲身经历之后，人们才可能打破风险的 
“不可见”魔咒。这些经历可能是某人珍爱的乔木上的死亡标记、 
附近规划的核电站、有毒废弃物事故、媒体的相关报道等。媒体的 
报道反过来使人对新的征兆更为敏感，譬如食品中的残留毒素。 
但这类受害情形并不会形成任何社会单位——亮明自身以便让人 
看到。没有什么东西能被指认成社会阶层、群体或阶级,遑论对他 
们加以组织。
阶级处境和风险处境在痛苦上的差异是本质性的。以稍显尖 

锐而死板的方式来说，在阶级处境中，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 
境中，意识（知识）决定存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知识的类型， 
尤其是亲身经历的缺乏和对知识的深度依赖。这些问题围绕着危 
险界定的方方面面。威胁的潜在可能性，譬如失业，对任何受害者 
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它也是阶级处境的因子之一。在这方面，我 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认知手段：不需要测量方法，不需要统计 
调查，不需要有效性检验，也不用考虑忍受阈值。痛苦是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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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独立于知识的。但还有一些受害者，他们发现日常饮用的茶中含有DDT,新 
买的蛋糕含有甲醛，这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处境了。此时，他们无 
法借助自己的认知手段和可能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受害状况。茶 
中是否有DDT,或者蛋糕是否含甲醛，以及含有多少剂量这类问 
题，远在他们的知识范围之外。类似的问题还有这些物质是否有 
长期或短期的不良效应，以及多大浓度就会产生这种效应。但无 
论怎样，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痛苦。不管承认 
与否，人们置身于危险的程度、范围和征兆，在原则上都依赖于外 
部知识。由此，风险处境创造了一种阶级处境中未曾出现的依赖 
性：事关自己的痛苦，受害方却毫无管辖权。他们丧失了自己认知 
主权中的关键部分。有害、危险、不利的因素遍地都是，但它们到 
底是敌是友却超出了人们的判断能力，只能留待外部知识生产者 53 
的假设、方法和争议来解决。相应地，在风险处境中，日常生活的 
事态近乎一夜之间变成了 “特洛伊木马”。这匹木马不仅释放危 
险，也捎来了很多风险专家。专家们争吵不休，仿佛是要宣布人们 
必须害怕这个，放心那个。但人们是否愿意让他们进来或向他们 
咨询意见，就连这个决定也没有掌握在受害方的手里。受害者不 
再挑选专家，相反，专家开始拣选受害者。专家还可以任意地讨价 
还价，因为危险可以被投射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对象上。危险如今 
就在那里,不可见却又无处不在;它大声提出问题，想请专家解答。 
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处境是诸多问题涌现的源泉，而受害者却不知 
道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围绕风险和文明威胁的所有结论虽然 

落在知识生产的范围之内，但从来都不只是知识实体的问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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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假设、方法、程序、极限值等）。这些结论也涉及痛苦本身：危险 
的范围和类型、威胁度、受牵连的人口、延退效应、采取的措施、责 
任人以及补偿的要求。如果从社会责任的立场得出结论，认为甲 
醛、DDT等化学物质凭其在日用品和食品中现存的浓度就足以危 
害健康,那么这无异于一场灾难，因为这些物质如今无处不在。
这明确了一个问题，当危险的可能性增加的时候，科学研究的 

回旋余地也变得越来越小。如果有人在今天承认他在设定杀虫剂 
的安全值时犯了错，这无疑会引发一场政治（或经济）灾难。单单 
出于这个原因，科学家也要谨防犯错。但实际上，这种错误在科学 研究中并不鲜见。今天的科学家需要在各个领域应付各种破坏性 
力量，这些力量迫使科学家接受一种有违人性的无误法则。然而， 
违背这个法则才是最符合人性特质的行为。不仅如此，无误法则 
本身也明显有悖于进步和批判的科学理想（有关这个问题，参见第 
七章）。
与收入减少的传闻不同，有关食品和消费品含毒的消息包含 

了双重冲击：一方面是威胁本身，另一方面是评估危险的自主权 
的沦丧，换言之，人们不得不听任危险的摆布。完整的知识官僚机 
构铺陈开来，有长廊和坐凳，有不负责、半负责甚或莫名其妙的推 
诿者和摆架子的人。那里也有正门、侧门、秘密出口，有提示和（反 
面）讯息：告诉人们如何获取知识，又如何制造知识，但实际上是 
为求适应而扭曲知识，内外翻转，最后让知识以整洁的面貌示人。 
为此，知识没有道出它的实际所指，而它已经指明的却是人们宁愿 

54 只让自己知道的东西。要不是危险迫近，这一切原本不会这么戏 
剧化，也很容易被忽略。
另一方面，经过一番平行的置换，风险专家的研究也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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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厨房、茶室或酒窖里。如果简化一下整体分工，那么可以 
说，研究者的任何一项关键认识结论都会导致人群中的血液含毒 
指标经历暴涨或猛跌。于是，不同于阶级处境，在风险处境中，生 
活质量与知识生产密切地相互推动、相互交叠C

由此可知，政治社会学和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核是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不是科学社会学，而是一切关于知识混合、知识交融和 
知识行动者的社会学，涉及它们的组合或对立，它们的基础、诉求、 
错误、非理性、真相和局限性，即它们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所诉求 
的知识。总而言之，眼下的“未来之危机”是不可见的，它只是一 
条通往现实的可能道路。但仅就可能性而言，这就是一种假设，而 
且人们也不希望它发生。这种看法的谬误在于它预测的意图。这 
种意图代表了一种看不见的贫困化，并和财富的丰裕构成了鲜明 
对比c风险社会的贫困化波及全球，却依然缺少政治主体。尽管 
如此，只要人们能够正确地看出这种贫困化与19世纪的异同，他们 
就不会怀疑它的明确存在。除了死亡名单、污染差额和事故统计, 
其他指标同样证实了贫困化命题。
风险威胁的潜伏阶段即将结束。不可见的危险日益可见。对 

自然的损害和破坏，不再仅仅发生在我们的个人经验之外，即发生 
在化学、物理或生物的影响链条上，相反，它直接冲向了我们的眼 
睛、耳朵和鼻子。这里仅仅列出最突出的现象：快速消失的森林, 
浮着泡沫的内河航道和海面，沾满油污的动物尸体，烟雾，受污染 
侵蚀的建筑和艺术杰作，一系列毒物事故、丑闻、灾难以及媒体的 
相关报道。食品和日用品中的毒物与污染物名单变得越来越长。 
由“极限值”筑起的堤坝似乎更符合瑞上奶酪的要求（漏洞越多越 
好），却无法保护公众的健康。责任方的矢口否认，嗓门越喊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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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却越来越空洞。这个论点的某些方面还有待证明，但上述列 
举的现象已经清楚表明，所谓潜伏性的终结包含了两个方面：风险 
本身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至于是风险在加剧，还是我们看待 
风险的观念在变化，这个我们并不清楚。风险和风险感知正在逐 
渐汇合，互为条件，彼此加强。由于风险只能是包含在知识中的风 

55 险，因而这两个方面并不是两件事情，而完全是一回事。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在关注动植物的死亡名单时，也应当讨论 

公众更为敏锐的风险意识及其对文明威胁日益增长的敏感度。但 
我们不能把它和敌视技术混在一起，更不能将它妖魔化，因为正是 
那些对技术感兴趣的年轻人看到并讲述着危险。无论是西方工业 
国的跨国舆情比较，还是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的大众媒体的新闻报 
道，它们全都清楚地表明，公众的风险意识正在快速提升。这种潜 
伏性的消失，这种文明风险意识的增长，在数十年前还是完全不可 
想象的，如今它已经成为关键的政治因素。然而，这并非源于一次 
大觉醒,而是来自某些系统化发展。
首先，风险的科学化程度在加深。其次，涉及风险的商业交易 

也在增长。两者互为条件。指证文明发展的危险和风险不只是为 
了批判，它也是重要的经济繁荣因素
恶伎俩。这在下列事项上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一方面，各个产业部 
门不断谋求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或抗击文明疾病等方面的公 
共支出也在增长。工业系统正在从自己制造的糟糕事态中牟取利 
益，而且还干得不错（参见Janicke ,1979）。
在风险生产的过程中.“需求”完全脱离了其残存的对于自然 

因素的依赖，从而脱离了它的有限性和可满足的特征。饥饿可以 
缓解，需求可以满足，风险却是个“无底洞”，不受限制，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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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需求不同，风险不仅可以招之即来（借助宣传等），而且还能根据 
销售情况而不断稀释扩散，简言之，风险可以被操控。人们只需变 
换风险的定义就可以创造出全新的需求（及其市场），其中最重要 
的一种是规避风险。这种需求不仅接受解释，还可按因果关系来 
构造，甚至可以无限衍生。因此，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生产和消 
费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可自我制造的风险取代给定且可操控的 
需求而成为商品生产的基准点。
如果我们不怕作个大胆的比较，那么可以说，发达资本主义已 

经在风险生产方面吸收了战争的破坏力，并使之普遍化和常态化 
了。就像战争一样，逐渐进入意识的文明风险“破坏”了生产方式 
（如重污染汽车或农业生产的剩余），进而克服销售危机，创造了可 
扩张的新市场。风险生产及其知识代理人，代表了需求彻底变革 
的标准样式，这种样式也是系统内生的。所谓的“知识代理人”包 
括文明批判、技术批判、生态批判，以及大众媒介的风险渲染和风 
险研究。卢曼说得对，随着风险的降临,经济具有了 “自我指涉” 
的性质.不再依赖于那个满足人的需求的环境。
对此，重要的是在征兆和象征的层面上“应对”风险。如此一 

来，风险必定会增长。实际上，风险的原因或源头不可能被清除。 
这一切都发生在风险整容术的框架之中。经过一番包装，污染征 
兆减少了；装上过滤器，但保留污染的源头。因此，我们用以减少 
风险的产业和政策不是预防性的，而是象征性的。“就像是”的表 
述方式必定会获胜并成为纲领°我们需要“另类的胡搅蛮缠者”， 
止：如我们需要具有批判精神并以技术为取向的风险科学家和反科 
学人士。大体说来，这类群体构成了 “前期宣传机构”，以便打开 
新的风险销售市场。他们有时自己提供资金（“自力更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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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风险的剩余遮蔽了财富的剩余，风险和风险感知之间看 
似无害的区分便开始凸显其重要性，但也逐渐失去其合理性。科 
学的风险界定享有对理性的垄断.这种垄断因上述区分而建立，也 
因它而衰落。因为这种区分提出了一种可能，即借助专业化方法 
并经由专家的权威，人们可以客观而负责地确立风险。科学“确立

时则募集公共资金。
这是虚构？这是论战？这种发展趋势在今天已经得到证实。 

如果说它最终得以实现，那也不过是一场代价巨大的胜利。因为 
风险的增长实际上会穿透所有的伪装，并对所有人构成某种全局 
性威胁。在由此形成的社会中，风险的爆炸威力会削弱和毒害任 
何人对于盈利的嗜好。不过，光是这种可能就足以证明下述核心 
观点：在风险成倍增长的过程中，在对风险的经济利用中，工业社 
会（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系统地制造了它的危险处 
境，并让自己饱受质疑。这种社会史局势及其动态演变，堪比封建 
时代落幕、工业社会开启时的那种状况。封建贵族的生计依赖于 
商业上的市民阶级（以釆邑为基础授予经济上的贸易权、用益权, 
并收取贸易税），他们因出于私利而对后者的活动加以鼓励。通过 
这种方式，贵族虽不情愿却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力量不断壮大的后 
继之人。同样的道理，发达工业社会从自己制造的风险中获得“滋 
养”，并以这种方式创造了社会的危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从而让 
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的基础受到考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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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这一模式只能证明“非理性”和 
“敌视技术”的程度。内行和外行的世界二分法内含一幅涉及公众 
群体的肖像画。公众的风险“感知”之所以“偏离”正途，之所以 
呈现为“非理性”，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举止行为就像是刚入学 
的工程类新生。在技术精英的眼中，公众无知但听话，努力却不得 
要领。在这幅肖像画中，普通民众都幻想着有一天成为「.程师，只 
是目前他们还欠缺足够的知识。因而，我们只需往他们脑袋里填 
塞各种技术细节，就能让他们接受专家的立场和评估，即风险在技 
术上是可控的，这一点本身并不存在任何风险。公众群体的抗议、 
恐惧、批评或抵制只是一个纯粹的信息问题。只要人们获悉技术 
人员知道的那些，并像技术人员那样思考，他们就会放松情绪，否 
则他们就会表现出非理性的绝望。
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就算套上了高级数理统计和技术 

的装束，风险陈述依然逃不出下面这类说法，即我们想要什么样的 
生活。只有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持续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学科边 
界之后，这类陈述才能成立。随后的形势就会扭转。科学给出的 
风险界定之所以不可接受，不是因为他们指责民众“非理性”，恰 
恰相反，这是因为文化层面上的接受度预设本身就是错误的。这 
种预设在科学技术针对风险的陈述中无处不在。技术风险专家犯 
了很多错，他们没有搞清楚其隐含的价值预设在经验上的妥当性, 
换言之，在有关什么可为民众接受的假设上，他们犯了迷糊。专家 
们认为，民众的风险感知是“错误的、非理性的”；这令上述错误严 
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科学家从经验批评中抽取了一个借用来 
的概念，即文化上的接受度，并把它独尊为教条c科学家跃上那个 
并不稳当的宝座，是为了裁决民众的“非理性”。但是，科学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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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需要亲自査明这个概念，并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自然科学在忙于应对风险的时 

候，既不情愿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权力正在遭到削弱，从而被迫向民 
主看齐。在“何为值得过活的一生”这个问题上，隐含在风险陈述 
中的文化价值观带有一点共同决策的意味。针对这种共同决策, 
科学技术的风险感知，或许可以通过颠倒非理性设想而建立起自 
己的防御堡垒，就像封建领主对引入普选制的抵制一样。如果这 
么做了，它就可以避免和自己的主张陷入持久而系统的矛盾，因为 
它曾宣称自己的假设具有经验的妥当性。

（理性的）科学的风险确立对立于（非理性的）风险感知。两 
者的区分会颠倒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在文明风险意识的形成中所 
起的作用。这里存在着对历史的篡改。科技文明会带来风险和威 
胁，这一点在今天早已广为人知。但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它既要面 
对大规模的否认，也要面对“科技理性”的顽抗。科技理性常常自 

58 满自足、头脑狭隘，沦陷在对进步的盲信之中。社会从环境、进步、 
文化等角度展开了对工业系统的批判。面对这些批判，风险的科 
学研究四处蹒跚而行。就此而言，在科技对文明风险的处置中，总 
是存在一种未曾言明的文化批判上的改宗主义。工程科学总想在 
风险感知这一问题上垄断理性，这种做法的矛盾程度不亚于已经 
改信新教的教宗仍在主张自己的“无谬误”。
我们必须认识到，风险意识的形成也是发生在各种理性诉求 

之间的一场战斗，它们既有对立，也有重合。我们与其设立信誉或 
理性等级,倒不如质问：在风险感知这样的例子中，“理性”是如何 
在社会意义上形成的。换言之，它是如何被信任、质疑、界定、再界 
定、获取或失去的。就此而言，在感知和评估文明风险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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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视角和社会视角的合作与对立及其逻辑（或不合逻辑）都应该 
得到展现。我们可以就此追问，科学视角的风险感知中所包含的 
系统化错误和过失的源头在哪里？只有借助社会视角的风险感知 
这一参照视域，上述源头才会显现。反之，社会视角的风险感知曾 
系统地否定、批评科学，并威胁要以复兴前文明信仰力量的方式来 
颠覆科学，然而，它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理性呢？
我的论点是，对科学技术的怀疑和批判不是源于批评者的“非 

理性”，而是源于科技理性的失灵，亦即，科技理性无法应对不断增 
长的风险和文明威胁。科技理性的失灵并不是纯粹发生在过去的 
事情，它存在于刻不容缓的现在和面临威胁的将来c实际上，我们 
只能逐渐看到这一过程的完整展现。这种失灵也不是某个科学家 或某个学科的失败，相反，它系统地建立在科学对风险进行研究的 
制度和方法理路上。就科学的构成状况而言，它根本不可能对文 
明的风险作出适当回应。科学的分工过于专业化，科学对方法和 
理论有着特殊的理解，科学受外部制约而在实践上施展不开手脚， 
等等。更何况，科学本身就卷入了风险诞生和成长的过程。因此, 
科学有时以“纯学术”的名义心安理得，有时又在良心上备受折 
磨。工业在世界范围内污染或毒化空气、水、食品，致使动植物和 
人类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可以说，科学正是这一过程的正当化庇 
护人。
如何表明这一点？现代化风险意识克服科学理性的抵抗，站 

稳了脚跟。科学的犯错、误判、低估等诸多迹象，无疑有助于风险 
意识的确立。一边是围绕风险的意识转变和社会承认，另一边是 
科学的去神秘化过程，两种历史在这一刻交汇r。承认风险反过 
来也正是驳斥科学的“不见，不听，不闻，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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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风险失明症
因为误解和轻视了核风险，我们在技术风险的要素上首 

次犯错，这一点可谓史无前例。今天的读者，倘若读到1959年 
联邦政府官方签发的《防空袭行为指南》，他肯定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

“原子弹爆炸的最初迹象是一道剧烈而炫目的闪光。爆 
炸的热效应会造成灼伤。

因此……立即遮盖敏感的身体部位，如眼睛、面部、脖子 
和手！

快速跃入洞坑或沟壑！
如果是在交通工具上，立即把头埋到仪表盘下，停好车 

辆，躺倒在车底，身体呈蜷曲状,保护脸和手！
如有可能，寻找遮蔽物，如牢固的桌子、写字台、工作台、 

床或其他家具！
躲在地下室会比待在上面的楼层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 

并非每处地下掩体都会坍塌！
如果遇到了核生化武器，立即戴上你的防护面具！
要是没有防护面具，请不要大口呼吸，用浸湿的手帕捂住 

口鼻，保护你的呼吸道！
按照形势发展，适时清洗、净化、消毒或杀菌！
不要恐慌，避免手忙脚乱，要有所行动！ ”'

1 Wehrpolitische Information, Wehrherichtersfaftung aus alter Welt, Koln 1959, 
转引自 Gunther Anders, Die atomare Bedrohung, Miinchen 1983, S. 133ff.（书名当为 
Die atomare Drohung,疑误仁 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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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灾难被说得这等轻描淡写，以至于可供“私人消化”。任 
何一种核威胁都代表着“比较级的终结”(Anders, 1983),而这一点 
遭到了彻底的误解和轻视。'上述建议不免落入一种滑稽而又可怕 
的逻辑:“如果你已经死了
核物理与核技术的原罪并非偶然事件。它既不受制于某个个 

体，也不是哪个学科独享的“操作事故” o毋宁说，它的极端性让 
我们意识到，工程科学在应X寸自己制造的风险时所犯下的错误也 
有着重要的制度源头：为提高生产力，次生的风险一直以来都遭到 
忽视。科技好奇心的优先事项是为生产力服务，由此带来的危险 
则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风险的生产及其受到的误判都源于科技理性的“经济短 

视”。科技理性眼中只有生产力优势，因而患上了受系统制约的风 
险失明症。人们对经济用益的机会加以预测、发展、检验，并娴熟 
地使之展现。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黑暗中伴着风险摸索前进。当 
风险以“未预见到”乃至全然“不可预见”的方式到来时，他们既 
感到惊讶，又深受震动。还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生产力优势是 
由自觉的风险控制引发的潜在附属效应，事后来看，这种风险控制 
全然无视以风险为指引的自然科学的意愿；不过，人们既“没有看 
到”，也“不情愿”承认这一点。这个观点看起来是如此荒谬。这 
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在自然科学引导下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注重提 60

1所谓“比较级的终结”，意指核威胁本身就是终结性威胁 ，.无论核武器 
如何提高技术，就其造成的后果
再冇新的增量。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论第二次 
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灵魂》，范捷平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24 
页。——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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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产力的认识旨趣（哈贝马斯的用语）已经理所当然地获得历史 
性主宰地位，并和财富生产的逻辑联系并捆绑在一起。

1 口号原文**Entschwefeln statt schwafeln*,巧妙地借用了词形上的近似，中译 

难以体现这一点。一中译注

可以提高生产力的东西，反过来也能致病。有儿童患上了假 
性哮吼，他们的父母却只能束手无策，因为科学否认现代化风险的 
存在。那些孩子在夜间剧烈咳嗽，张着惊恐的眼睛躺倒在床上奋 
力呼吸。父母们经历此情此景，只剩无尽的忧惧。从那时起他们 
就知道，空气污染不仅威胁树木、土壤和水源，更会危及婴儿和幼 
童的健康。既然如此，他们不会再把咳嗽的发作当成命运的劫数。 
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团结起来，光是在1984年就建立了超过100个 
市民团体。他们的诉求是:“用脱硫代替扯淡！” '（K6nig,《亮点》, 
1985年4月）
面对这样的问题状况，他们不需要作过多思考。科学称之为 

“潜在副作用”或“未经证实的联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 
“咳嗽的孩子”。天气只要转雾，这些孩子就会因呼吸困难而脸色 
发青，喉鸣阵阵。在他们这一方看来，“副作用”也有声音、脸庞、眼 
睛和泪水。这让所谓的“不相关论调”受到了动摇，也让问题近乎 
翻转。尽管如此，父母们很快就会知道，只要与得到确立的科学认 
知相抵触，他们自己的解释或经历就是一文不值的。村民家的牛 
因毗邻新建化工厂而被染成了黄色，但在“科学证实”之前，这就 
是胡说八道。
在现代化风险这件事上，父母们在私下变成了小规模的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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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因果上否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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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遭遇不同。人们发现自己身处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 
面。科学家如果出了差错，最坏的情况不过是名声受损（假如那个 
“差错”正合某些人的心意，这甚至可以为他们带来提拔）。而在受 
害者那一方，同样的事情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向。因为对他来

1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标准本身也处在变动之中。例如，2005年版《空气质 
lit准则》提供的长短期二氧化硫暴露指导值分别为20微克/立方米（24小时平均浓 
度）和500微克/立方米（10分钟平均浓度）一中译注

家群体。风险对他们来说不是风险，而是苦楚可怜、啼哭不已、脸 
色泛青的孩子。人们是在为他们的孩子而战斗。在一个高度职 
业化的系统中，尽管人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但无人为现代化风险负 
责。如今，这种风险有了自己的宣传员。父母们开始搜集资料和 
论据。科学理性既“看不到”，也“无法证实”现代化风险的“空白 
点”，但这些“空白点”却在父母们的认知工具下很快现了形。例 
如，他们发现德国现有的污染限值定得过高。尽管有研究显示, 
200微克/立方米的短时二氧化硫浓度就足以让假性哮吼的患儿 
数显著增多，但德国实行的极限值却在这一数值的两倍以上，这已 
经是世界卫生组织许可的短时值的四倍之多。'父母们证实，测量 
结果之所以能落在“许可”范围之内，是因为它在重污染市区的峰 
值和绿色住宅区的数值之间取了 “平均值”。也就是说，某些结果 
“消失在了计算之中”。“但我们的孩子，”他们说，“并不是因为平 
均值才生病的。”
科学家的“欺骗策略”被揭穿了。这表明，科学理性和社会理 

性在应对风险时存在着范畴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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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确立极限值工作中的任何差错都可能会不可逆转地损伤肝脏 
或诱发癌症。相应地，紧迫性、期限和规范等错误得以衡量的依据 
也会存在差异。
科学家看重自己的工作“质量”，维持了高标准的理论和方 

法，以求确保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物质回报。由于这一事实，他们在 
应对风险时展现出了一种有违逻辑的特质。他们坚持认定其中的 
关联并不明确。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合适的，大体上也是值得嘉 
许的。但对受害者来说,情况正好相反：风险在成倍增长。在此, 
受害者看重的是避免危险，毕竟概率再小的危险也是一种威胁。 
如果因为信息状况“不明”而否认风险，这就意味着人们没有采取 
必要的应对行动，而危险还在增长。如果提高科学的精确性标准, 
那些得到识别并可被处置的风险的范围就缩小了。因此，这相当 
于科学在暗中给风险的增长发放了通行许可。直截了当地说，科 
学坚持分析的“纯粹性”，这导致空气、食品、水、土壤、动植物和人 
类受到了污染和毒害。因而，严格的科学性和它所助长或容忍的 
生命威胁达成了一种隐秘的合谋。
风险的关联问题没有完全停留在一般层面上，因而它也不 

再是抽象的。这里有一套具体的认知工具，其中的关键特征要证 
实现代化风险所包含的因果猜想。但要从科学理论的角度证明 
这种猜想，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相关的总结，参见 
Stegmiiller, 1970）o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经由因果证据的“质 
量杠杆”来看风险识别过程的可控性问题。质量标准定得越高，识 
别出风险的范围就越小，未能识别的风险的累积也就越大。当然, 
在这识别的高墙背后，风险依然在增加。因此，严守“质量”是一 
种高效而又最具正当性的设计，它旨在为现代化风险的洪流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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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坝并加以疏导。然而，这个内置的屏障也加速了风险的增加，其 
程度不是随之出现的对风险的“否认”可以相比的。
一旦因果证据不受限制.它所造成的局面就像是堤坝决口，抑 

或形成-处有待识别的风险和损害的激流。它会通过广泛的影响 
动摇德国的整体社会政治结构。因此，在科学和法律的美好共处 
中，我们还在继续采用所谓的“污染者付费原则”，作为识别和清 
除风险的渠道。众所周知，现代化风险因受其结构限制，不可能基 
于这一原则而在总体上得到充分解释。单一的污染者通常并不存 
在，而存在的只有空气污染——来自许多烟囱的排放。此外，空气 
污染常常与某些并不明确的疾病存在关联。人们也总是认为这些 
疾病存在着大量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坚持严格的 
因果证据，他便扩大了对工业污染和文明疾病的否认，而减少了对 
它们的识别。“纯粹”的科学是无辜的，风险研究者捍卫了 “因果证 
明的精湛技艺”，从而阻挠K市民的抗议。它以缺少因果关系为由， 
把这些运动扼杀在摇篮里。风险研究者看似在降低工业成本，让政 
客无后顾之忧，事实上，他们为普遍的生命威胁打开了一道闸门。
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可用来说明“理性”是如何变成 

“非理性”的。这-点取决于同样的思想和行动究竟是以财富生 
产还是以风险生产为参照。坚持严格的因果证据是科学理性的 
核心要素。追求精确、诚实坦荡也是科学伦理的核心价值。但同 
时，这些原则也起源于不同的问题情境乃至不同的思想时代。无 
论如何.它们在原则上并不适用于现代化风险。只要污染的负担 
还在以国际交易及其差额来理解和度量，我们显然就不可能在单 
一污染的个别制造者和特定的疾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联, 
因为这些疾病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引发或加重的。这就相当于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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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科学家还控制着另一道“认知毒害的闸门”。他们手 
握大魔法，口中念叨着咒语；某些地区还会庄重地举行“酸雨 
舞”
数值都是“毫无头绪”的代名词。既然科学家从来不会一无所知.

图以五根手指来测试一台计算机的运算潜力。坚持严格因果关 
系的人，依然在否认现实存在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因此而减 
少一丝一毫。仅仅由于科学家没有为个别的损害找出任何单一 
的原因，这不会让空气和食品中的污染水平下降，也不会让烟雾 
引发的呼吸道水肿得到缓解，更不会让死亡率下降-- 旦二氧
化硫浓度达到300微克/立方米以上，它就与死亡率的上升显著 
相关了。
关于因果证据的有效性，其他国家采用了颇为不同的规范。 

当然，这些规范的建立往往经历了社会冲突。在日本，鉴于现代化 
风险在世界范围内的犬牙交错，那里的法官决定不再就严格因果 
证据的不可能作出解释，以免伤害受害者乃至殃及所有人。只要 
污染水平和特定疾病间存在着统计上的相关，他们就会认定因果 

63 关联的存在°于是，排放这类污染物的企业需要负起法律责任，并 
被处以相应的罚款。在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环境案件中，大量的日 
本企业被责成向受害方支付巨额赔偿。但对德国的受害者来说, 
从因果上否认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和疾病，就像是纯粹的嘲弄。受 
害者搜集和提出的论据遭到了阻截，他们因而体会到，在科学的理 
性和实践中，现实已经沦丧。因为科学总是对自己制造的风险和 
危险视而不见，并表现出陌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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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便为自己的“毫无头绪”冠上了许多称呼、许多方法、许多数 
字。那个用以代替“我也不知道”的主要术语就是“极限值”。让 
我们来详细地解释一下。
极限值是指空气、水和食品中“允许”的微量污染物和有毒 

物。它对风险分配的重要性就像财富分配中的效率原则。极限 
值允许有限制地排放毒物，并使之合法化。谁为污染设定限制，谁 
就是在赞成污染。不管危害有多大，社会总是有机会定义成“无 
害”。极限值固然阻止了最坏状况的发生，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开 
脱证明”，以便稍稍毒害自然与人类。“稍稍”是多少成了这里的 
关键。动植物和人类是否可以稍稍承受一丁点儿份额或稍大份额 
的毒物.这里的“稍稍”是多大，“承受”指什么。这些迷人的恐怖 
问题是确立极限值的关键所在，它们源自发达文明的制毒或反毒 
工厂。

“数值”曾经一度是伦理问题，而不是化学问题；这一点同 
样适用于极限值。但我们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在处理的

换成蹩脚的公文体• 
剂等化学药剂的最高含量规定”，亦即发达工业文明的残余生命伦 
理。但这种说法表现出怪异的消极特征。它只是表达了原先不证 
自明的公设：人不应当相互毒害。或者更准确地说，完全不能毒 
害。稍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规定许可少量毒物。这一点不仅充 
满争议，也可谓臭名昭著。由此看来，规定的主旨不是阻止毒害， 
而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加以毒害。按照这一规定的说法，允许毒害 64 
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极限值成r文明的退路，因为 
文明储备了过剩的污染物和有毒物c但真正容易理解的无毒害请 
求，却因被看作乌托邦而遭到驳回。与此同时，“稍稍”有点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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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确定下来，成为常规，并消失在极限值的背后。极限值促成了拥 有集体标准的长期毒害配给量。他们宣称已经发生的毒害是没有 
危险的，以此挽回自己许可了毒害这件事。如果有人遵循极限值 
的规定，那么不管他生产的食品中究竟含有多少毒物，在这个意义 
上，他并没有毒害任何人。由此表明，有毒物质的生产不只是哪个 
产业的问题，它也涉及极限值的确定。因而，这也是横跨制度和系 
统边界的协作生产的问题，无论是政治、科层还是产业的边界:
完全无毒的假设本身并非完全荒谬。如果人们同意这一点， 

那么这里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我们也不再需要“最大值规定” 
To因此，问题就在于这步后撤,在于双重的道德标准，在于“最大 
值规定”的是与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关心伦理问题，而是 关注人类共处的那个最简规则——勿相互毒害——能在多大程度 
上受到损害。最终，这可以归结为：多久之后毒害可以不被称为毒 
害，而从何时开始它又可以被称作毒害。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问 
题，一个太过沉重的问题，以至于需要留待毒物专家去解答。地球 
上的生命取决于此，这并不是一个玩笑话。一旦人们滑落至“允 
许毒害”的境地，那么，“允许”多少毒害的问题就开始变得重要起 
来，其重要程度恰如青年哈姆雷特曾经——不无悲怆——面对的 
那个抉择：生存还是毁灭？答案就藏在那个“最大值规定”里，它 
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献记录。对此，这里不作讨论。我们 
希望转而讨论极限值确立本身的依据，探究其合乎逻辑或不合逻 
辑之处。换言之，我们想要追问，它究竟是否知道它假装知道的 
东西。
如果人们无论如何也要许可毒害，那么他们就需要一项极限 

值规定。就此而言，那些不在规定之内的东西，会比规定包含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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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更加重要。因为不在规定之内的东西完全不受规定覆盖，它也 
不会被看成毒物，因而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流通。沉默和“空白 
点”恰恰是极限值规定的最危险陈述。它不予讨论的内容才是我 
们最大的威胁。围绕杀虫剂和“非杀虫剂类毒物”的界定，依靠最 
大值规定而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岔道，在这条道路上，自然 
和人类将遭受长期且持久的毒害。无论界定之争看起来多么有望 
在学院内部得到解决，它多多少少都会对所有人产生有害的影响。
那些因不够清楚或太过复杂而不适合概念归类的现象，那些 

因跨越既有概念图式而有待研究的现象——它们全都是界定性 
分类诉求的涵盖对象，但因未被述及而被免除了毒物嫌疑。由此 
可见，“最大值规定”依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高度可疑且危险的技 
术统治的错误结论：（还）没有列入或不能列入名单的现象是无毒 
的。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若有怀疑，请保护毒物不受人类的危险 
接触。
让人意外的是，即便和其他工业国家相比，德国的最大值规 

定也显示出巨大的漏洞。某些毒物族类甚至没有出现在规定中， 
因为法律认定它们并不是“杀虫剂” 0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时间上， 
修订污染物名单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这让人 
感到绝望。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在多年前就曾警告，相比于数不 
尽的其他化学物质，我们不应该过高估计已知污染物的参数。这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物质的毒性，没有测量过它们的浓度，更 
不可能靠哪个规章去减弱它们潜在的污染效应。可供参考的化合 
物已经多达四百万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至于这些新化合 
物对健康的可能影响，我们知之甚少……但光是依据化合物的数 
量……化合物的广泛应用，以及其中某些物质表现出来的负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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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vironmental Quality, 1975.6th report of the CEQU. Washington. 326 ；转引 
自扬尼克(JSnicke.1979： 60)e

用，我们就已经可以知道，周遭环境中的化学污染物已经成为人类 的健康和预期寿命的重要决定因素。”'
如果要对一种新的化合物有所认识，相应的评估通常长达 

三四年。总之，在那段时间内，可能具有毒性的物质可以不受约束 
地使用。
我们还可以继续深入探索这个沉默的洞穴。如何为单一物质 

设立极限值，这仍然是极限值设计师的秘密。认为极限值同人和 
自然的耐受力有关，这也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想法。人和自然是 
收集器，汇聚了空气、水、土壤、食品、家具中的各种污染物和有毒 
物。任何人在确定耐受力的极限值时，都必须考虑到这种积累过 
程。然而，那些为单种有毒物设定极限值的人，不是完全错在了假 
设，就是从思考和研究的一开始就错失了机会。说错在假设，是因 
为他认为人类只摄取某种特定的有毒物；说错失机会，是因为他没 
有从人的角度去讨论极限值。进入流通的污染物越多，针对单一 
污染物的极限值就设立得越多；极限值的设立越是自由，整个把戏 
就显得越荒唐而愚蠢，因为民众面对的有毒物威胁总体上增加了 O 
试想这样一个简单的等式：各种有毒物的总和意味着更强的总体 

66 毒性。
至于多种有毒物的协同作用，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讨论。 

如果我不确定多种有毒物的协同作用激发了什么化学反应，我怎 
么能知道这种或那种有毒物在这种或那种浓度下是否有害呢？来 
自医学内科的知识告诉我们，各种药物的药效可以彼此加强或减 
弱。许可极限值范围内的各种局部毒效大概也是同样的情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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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推测并不完全是误导。极限值规定依旧没有解答这一核心 
问题。
如果有人走上“可能的局部毒效”这条邪路，他就会发现上述 

两类逻辑缺陷的出现并不是巧合，而是源于系统产生的问题。一 
方面，人们设立极限值,进而允许某种程度的毒害；另一方面，他们 
却不付出任何智识上的努力，去探究积累起来的有毒物会在协同 
作用下带来什么影响。这即使不是恶意取笑，也是犬儒主义的体 
现。由此让人联想到这样的情景：一伙投毒犯，站在受害者面前, 
装着一副无辜相向法官保证，他们每个人的下毒量都远在极限值 
规定以下,所以应当宣告无罪。
很多人现在会说：好主意！但那行不通啊，根本不可取。我们 

只具备针对单一污染物的专门知识。即便如此，和工业上成倍增 
长的化合物及材料相比，这点知识也远远落在后面。我们人手紧 
张，缺乏研究能力，等等。但人们是否知道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 
极限值的知识供给毫无改善。数千种有害物质还在排放，而人们 
却对其协同效应缄默不语。如果是这样，那么为单一污染物设立 
极限值仍不过是痴人说梦！
要是确实没有其他办法，这不过意味着，过度专业化的职业及 

其正式组织的系统，在面对由工业发展引发的风险时已经完全束 
手无策。这套系统也许适合发展生产力，但不适合用来限制危险。 
在文明的风险处境中，人类不得不面临整体性威胁，这种威胁并非 
源自单一的污染物。用针对单一污染物的极限值表来回应人类被 
迫面对的整体性威胁问题，这无异于某种集体嘲弄，其后果是毒物 
的致命属性开始发作。在普遍信仰进步的时代，犯这样的错尚可 
理解。但在今天，面对广泛的抗议，面对疾病和死亡的统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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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人们还想在科学的“极限值理性”的合法翼护下固执己见，那 
就不只是信仰危机的问题，而是需要提起诉讼了。

不过，我们暂目把这些放在一边，先来看看极限值的科学建构 
问题——纯粹是从逻辑的角度。简单说来，每一项极限值的确定， 
至少都是以下述两个错误结论作为基础的。
首先，相关的人体反应结论都是由动物实验错误推断而来的。 

这里可以举有毒物质TCDD的例子，它曾在塞韦索酿出了大祸 
(Umweltbundesamt, 1985； Urban, 1985)O TCDD被用于生产大量 
化工产品，如木材防腐剂、除草剂和消毒剂。TCDD同样产生于垃 
圾焚烧，焚化温度越低，产生TCDD的量就越大。TCDD的致癌作 
用在两种动物身上得到了证实。这些动物曾被喂食了相关物质。 
因而，我们可以从文明这口毒锅中抽取出方法上的关键议题：人对 
毒物的耐受力是多少？小动物的反应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豚 
鼠比老鼠敏感10—20倍，比仓鼠敏感3000—5000倍。狮子身上的 
结果还没出来，大象已被选为实验对象……

如何由上述结果得出人对毒物的耐受力的结论，这仍旧是玩 
“极限值”杂耍的人未曾公开的秘密。让我们假定谈论“那些人” 
是nJ能的。让我们把婴孩、儿童、养老金领取者、癫痫病患者、店 
主、孕妇、临近或者远离烟囱生活的人、阿尔卑斯山区的村民、柏林 
市民等，一概装进叫作“那些人”的大灰袋子里。让我们假定实验 
鼠和教堂里的老鼠的反应是一样的。但问题依旧存在。我们如何 
从甲推论到乙，从极为多样的动物反应推论到完全未知的人体反 
应？人体反应从来就不是可以从动物反应推论出来的。

简单地说，只有参照彩票模型，我们才能作出这样的推论—— 
打叉选中数字，然后等待。和玩彩票一样，人们确实有自己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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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极限值彩票中，这个方法被称作安全因素。什么是“安 
全因素”呢？只有通过“实践”才知道（参见“最大值”，《自然》， 
1985年第4期，第46-51页）。也就是说,人们不只是打叉，也需要 
等待。但人们本可以选择不等待。人们本来也没必要为此而去折 
磨动物。重申一次：在任何情况下，动物实验都只能解答人为条件 
下受到限制的那些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各种反应也是极其不 
稳定的；恐怕只有拥有预见能力的人才能从动物实验的结果得出 
“人”可以“忍受”的毒物剂量。极限值的设定者都是预言家，拥 
有“第三只眼”的本事。他们是工业时代晚期的化学巫师，用实验 
序列和系数不断唠叨。不管看起来多么尽心尽责，整个事情仍旧 
是在用极端复杂、堆满辞藻和数字的方式表达“我们也不知道” O 
等待吧，实践会告诉我们一切。就此，我们触及到了第二个错误 
结论。
毫无疑问，极限值填补了在符号层面上消除毒害的功能。针 

对越来越多的毒物报道，极限值成了某种象征的定心丸，它表明某 
些人正在努力并时刻关注着相关问题。在事实层面，极限值抬高 68 
了在人身上进行试验的阈值。只有在有毒物进入流通之后，我们 
才能知道它的确切影响，并没有其他方法——这恰恰是第二个错 
误的所在。实际上，这完全不是错误的结论，而是一桩丑闻。
只有在人身上才能可靠地研究人受到的影响。社会变成了实 

验室。再说一次，我们不想讨论伦理问题，只想限制在实验逻辑之 
内。有毒物质经由各种可以想见的渠道而散布在人群中，譬如空 
气、水、食物链、产品链等。那又怎样？错误的结论在哪里呢？错 
误就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人身上的实验既可以说有，也可以 
说没有。更精确一点，要说有实验，是因为人体就像实验动物那样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69

I 076

被喂入了小剂量的有毒物质。要说没有实验，是因为人群的反应 
没有得到系统地调查和记录。有毒物质在实验动物身上的作用方 
式不同于人体，但这些内容仍然被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来并建立关 
联。为了慎重起见，人体的反应甚至未受注意，除非有人报告并证 
明，确实是某种有毒物伤害了他。人身上的实验确实在进行，只是 
看不见，未经科学检验，没有调査，没有统计，没有相关分析，所有 
这一切也都发生在受害者不知情的状况下。倘若受害者碰巧检测 
到了什么，他们也就担上了颠倒的举证责任。
我们并非不能知道一定量的毒物是如何个别地或整体地影响 

人的，我们只是不想知道。人们被期望自己去寻找答案。可以说, 
一场持久的实验正在进行。人被当成实验动物，他处在一场自我 
救助的运动当中——面对专家的挑剔和皱眉，他不得不去搜集和 
报告有关自身中毒症状的数据。但在极限值巫师的眼中，就算是 
已发表的诸如疾病和森林退化之类的数据，显然也不具有足够的 
说服力。
就此而言，我们关注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型实验。这场实 

验借助高门槛、颠倒的举证责任，要求非志愿的实验人群报告他们 
自身积累起来的中毒症状。但实验人群的论证无须理会，因为只要 
存在极限值,总归是可以遵守的！实际上，只有借助人体的反应，我 
们才能确立极限值。人们吹捧这样的极限值，是为了击退受波及 
的实验人群的恐惧和疾病！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科学理性”的名义 
操作的！那些极限值杂耍演员如果也一无所知，这并不构成问题； 
坦承“也不知道”，还能让人舒服一点。他们明明不知道却假装知 
道，即便在早该了解得更透彻的地方，他们还在继续就其不可能有 
的“知识”而固执己见：这才是让人恼怒并感到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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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意识在高度工业化文明中的起源，在（自然）科学史上实 
在不占有多么光彩的一页。风险意识出现在科学连珠炮似的否定 
声中，并且至今仍受其压制。直到今天，多数科学家还站在风险意 
识的对立面。科学守卫着人和自然所遭受的全球性污染。不夸张 
地说，从科学在诸多领域中处置文明风险的方式来看，它一直在肆 
意挥霍着它的历史声誉——理性。所谓“一直”是说，直到科学家 
意识到他们处置风险时的错误和缺陷的理论和制度根源，直到他 
们以自我批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教训，并接受由此带来的后 
果（参见第七章）。
生产力的增长和日益细致的分工嫁接在一起。与之相反，风 

险却展现出它统摄一切的关联性。风险使空间、时间和内容上分 
离的东西建立了直接而危险的关联。风险穿过了过度专业化的 
筛子，它处在各种专业化之间。处置风险要求人们具备全局观和 
协作精神，这种协作越过了一切精心设置和维护的边界。风险跨 
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区分，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跨越了各种专 
业职权和制度责任，跨越了事实和价值的二分（并因此跨越了科 
学和伦理的二分），跨越了表面上由制度分割的政治领域、公共领 
域、科学领域和经济领域-就此而言，子系统和功能领域经历了去 
分化过程，各行专家再度联结成网络，旨在降低风险的劳动实现 
了一体化：它们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的系统理论和系统组织的主要 
问题。
与此同时，不受约束的风险生产由内而外地侵蚀着生产力理 

想,这种理想一度是科学理性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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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环境政策抨击征兆、关注事实，但长期来看，这既 
不能满足生态的要求，也不能满足经济的要求。在生态方面， 
这种政策总是落后于生产过程，后者大踏步前进却让环境不 
堪重负。在经济方面，相比于不断下降的生态成效，不断上 
涨的清理费用开始成了问题。这种双重无效率的原因在哪 
里呢？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在此：传统的环境政策总是针 

对生产过程的末端下手，而不处理起始端，即技术、场地、原 
料、辅料、燃料或预期产品等的选择……这是利用末端治理来 
对环境破坏进行事后清理：保留已有的破坏环境的技术，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积累的污染物和废弃物向周遭环境扩散；在生 
产过程的末端采用净化技术，使潜在的污染排放限制在工厂 
内部并集中处理。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过滤装置。过滤 
装置可在污染物进入外界大气之前将其捕获，如脱硫装置和 
脱氮装置，也包括垃圾清理装置和污水处理设备，乃至目前正 
在热议的用于汽车尾气的催化转化器技术……
如今，（几乎）所有的环境保护领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 
清理费用（限制和收集污染物的费用）的上升同清理题

程度的提高不成比例。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生产流程的回收 
利用技术亦受此困扰。从整体经济的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在 
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国民经济资源中有一个不断增加的部 
分必须转而去确保某种不至于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和技术结构 
的污染排放水平，这部分资源将无法用于消费目的。在此，工 
业系统的发展在整体上面临着事与愿违的危险o（Leipert and 
Simoni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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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发清楚的是，技术科学已经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它可以 
继续走19世纪的老路，并因此而混淆风险社会与经典工业社会的 
问题。它也可以直面挑战，接手真正的、预防性的风险管控。因 
此，技术科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性观、认知观与实践观，思考 
这些观念得以运转的制度结构，并做出相应的改变（参见第七章）。

就批判科学的文明意识而言，情形需要颠倒过来。换言之, 
人们最终必须诉诸他们所驳斥的科学理性来实现自我辩护。他们 
很快就会撞见这条严厉的法则：只要科学没有承认，风险就不“存 在，,一至少它不存在于法律、医学、技术和社会等层面，因而无须 
预防、处置或补偿°再多的集体牢骚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只有科学 可以。科学的裁决垄断了事实真相，因此受害者需要动用各种各 
样的科学分析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诉求。不过，这些分析同时也 
有待修正。他们致力于推动科学理性的去神秘化，但其中的意义 
对工业主义的批判者来说高度晦涩。一方面，科学的认知诉求不断弱化，这是它获得表达空间的必 
要条件。人们开始逐渐熟悉科学论证的转辙操纵杆，知道列车有 
时候开向淡化风险的方向，有时候开向重视风险的方向。另一方 面，科学的判断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未识别的可疑风险的灰色地带 
开始扩大。要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建立明确的因果关联，要是科 
学仅仅装扮成有待废止的错误，要是“怎样都行”，那么，人们哪来 
的理由只“相信”某些风险，而不“相信”另一些？正是这一科学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推测的时代
风险意识这一基本的理论特性有着車要的人类学意义。文明

I o8o

71 权威的危机使风险蒙上「一层烟幕。就风险是否得到承认的问题 
来说，批判科学也会适得其反。
与此相应，受害者的风险意识大多表现为两种形式：要么批 

判科学，要么信仰科学。这种意识也表现在形形色色的环境运动， 
以及对工业、专家和文明的各种批判中。吊诡的是，执着地信仰科 
学这个语境也是现代化批判的基本配置之一。因此，风险意识既 
不是传统意识，也不是普通人的意识，相反，它主要由科学决定，并 
以科学为指引。为了让风险能被感知为风险，使之成为人们思考 
和行动的参照点，从原则上说，他们必须相信在事物、时间和空间 
等方面悬殊的各个条件之间存在着不可见的因果联系，他们必须 
相信那些多少带有推测性质的预期，他们也必须对不断涌现的反 
对意见表现出免疫力。但这意味着，在文明的危机意识的条件下， 
那个不可见之物，或者说那个原则上脱离感官的东西，那个只能在 
理论上进行关联和计算的东西，已经成为个体思考、感知和体验过 
程中不成问题的存在。可以说，日常思维的“经验逻辑”仿佛颠倒 
了。人们不再由个人经验上升到一般判断，相反，剥离个人经验的 
一般知识成为K个人经毁的核心决定项。就算有人想要奋起反抗 
风险，相应的化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不可见的污染物含量、生物 
学意义上的循环和反应链等必然会支配他的所思和所见。在这种 
意义上，当我们谈论风险意识的时候，我们着手处理的不是“二手 
经验”，而是“二手的非经验” 0再者，只要“知道”是指有意识地 
经验到，那么最终就没有人能够知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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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源于瑞士的食物.由燕麦.水果.坚果等混合制成,常搭配牛奶作为早餐 食用。——中译注

的威胁催生了新的“冥府”，它藏匿在可见世界的背后，威胁地上 
人的生活，简直堪比古代的鬼怪。今天的人们不再与驻留在事物 
中的“幽灵”有所往来，却暴露在“辐射”之下，摄取“有毒成分”， 
为“核毁灭”而焦虑得夜不能寐。拟人论对自然和环境的解释被 
现代文明的风险意识所取代。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潜在的因果 
关系虽不可感知，却又无所不在。有些物质表面无害，实际上却是 
危险而不利于健康的。一切都要以双重视角来看待，并且只有借 
助这种双重性，我们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和评判。我们必须探寻 
可见的世界，把它相对化，并给出评估，但这个过程需要参照那个 
隐蔽起来且只存在于思想的第二现实。评估的标准取决于这第二 
现实，而不是那个可见的世界。
有些人只是单纯享用，并不刻意追究；他们呼吸、进食，但不会 

去探究背后的有毒现实。这样的人不仅幼稚，而且误解了他们面 
临的危险.从而毫无保护地暴露在这类危险之下。放纵、直接的享 
受和单纯的得过且过全都破产了。污染物和有毒物犹如中世纪的 
魔鬼，一边狞笑，一边玩弄着它的把戏。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和这 
个魔鬼捆绑在一起。呼吸、饮食、居住、穿着，一切都为它所渗透。 
无论是出门旅行还是吃穆兹利'，最终一样鲜有帮助。危险就等在 
旅行的目的地，危险也潜伏在谷物中。就像龟兔赛跑中等在终点 
的乌龟.危险一直就在那里。危险的不可见并不能证明它的不存 
在；相反，既然危险的现实效力运作于不可见的领域，这倒为它可 
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近乎无限的空间。
随着文明批判的风险意识的增长，在所有的日常生活领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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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由理论限定的现实意识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受污染折磨 
的当代人就像驱魔师一样，把目光转向了不可见之物。风险社会 
标志着日常感知和思考的推测时代的来临。在这样一个时代，人 
们总是就相互矛盾的现实解释而争论不休。随着哲学和科学理论 
的不断进展，现实也频频被拖入到理论解释之中。
不过，今天的情形也在悄然变化。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 

中，可见世界仅仅是真理的影子和反射，而真理原则上脱离了我们 
可以认知的范围。借此,可见世界的价值在整体上被贬低了，但它 
仍不失为一个参照点。康德的洞见与此类似，他认为“物自体”原 
则上处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外。这些说法的矛头指向了“朴素实 
在论”，后者把个体的感知复制为“世界本身”。不过，这并没有改 
变这样的事实：世界仍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手中的苹果即便仅仅作为对我而言的物，也仍然是红的、圆的、 
有毒的、多汁的,等等。
直到迈入文明的风险意识，我们的日常思考和想象才从对 

可见世界的依靠中撤了出来。在围绕现代化风险的争论中，我们 
不再关心感知呈现给我们的内容所体现的认识论价值。相反，争 
论主题变成了那些日常意识既看不到也感知不到的内容的现实 
意涵，如放射性物质、污染物和未来的威胁。由于这种剥离了个 
体经验的理论联系，围绕文明风险的争论总是显得基础不稳。借 
助（反）科学分析的工具，它甚至有演变成某种“现代驱魔会”的 
危险。
幽灵的角色将被不可见而又无处不在的污染物与有毒物取 

代。每个人都会和特定的毒物建立起私人的敌对关系，每个人都 
73 会有自己的逃避仪式和符咒，自己的直觉、疑虑和确信。不可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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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旦被引入，很快就不只是污染物幽灵了，它还将决定人们的 
思考和生活。一切都还可以争论，形成对立的派别或者相互联合。 
新的共同体和替代性共同体正在形成，这些共同体的世界观、规范 
及其自明之理都将围绕不可见威胁的中心而组织起来。

这个中心就是恐惧。何种恐惧？恐惧以什么方式促进群体构 
建？恐惧又起始于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情感与道德、理性与责任 
在风险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有时得到培养，有时又遭受损害。我们 
已经无法重回市民社会或工业社会，从市场利益交织的角度去理 
解这一切。这里所表达的不是以竞争为取向的个体利益——经由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这些利益能够确保所有人 
的共同福祉c这种惊恐及其政治表达形式，并没有建立在功利计 
算的基础之上。还有人草率地认为，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发现理性 
对于自身的不言自明的兴趣。这种兴趣在自然和人类的基础所遭 
受的损害中获得了直接而新颖的表达。
普遍的受害意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获得了广泛表达，这体现 

为环境运动、和平运动以及对工业系统的生态批判。在这个过程 
中，其他层面的经验也会成为我们谈论的话题。如果森林被毁、 
动物灭绝，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也会感到自身受到了伤害。文明 
发展对生命的威胁激发了有机生命体的共同经验，从而把人类和 
动植物的生命需求连接在了一起。面对森林的退化，人类体会到 
了自己身上的担子，因为他是“有道德诉求的自然造物”，是众多 
物体中可运动而又脆弱的一员，是受威胁的自然整体的天然一分 
子。人类自然意识的各个层面因受伤害而被唤醒，这瓦解了身心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谢”

74

“替罪羊社会”

否

I 084

二元论抑或自然与人类的二分法。身处威胁之中.人类感受到自 
己像植物一样呼吸，像鱼一样依赖水而生活。毒害的威胁使他们 
感受到其身体正是物的一部4—所谓“有意识、讲道德的新陈代 

因而会像石块和树木一样，遭受酸雨的腐蚀。由大地、植 
物、动物和人类构成的共同体变得清晰可见，这是一种“生命体的 
团结”，它平等地令一切都处在威胁之中（Schutz. 1984）0

遭受危害并不一定导致相关意识的形成，它甚至可能引发相 
反的结果：因恐惧而否认。就压制受害的可能性来说，财富分配与 
风险分配既有区别，又有重合。饥饿不能由否认来消除，但危险总 
是可以被解释得无影无踪（只要还没有发生）。以物质贫困的经验 
为例，实际的痛苦并不能脱离主观的体验或苦难。这一点不同于 
风险，因为风险的特征正好相反：痛苦可能造成意识的缺乏 
认或淡化危险的可能性随危险程度的加深而变大。
事情之所以如此总是有理由的。风险毕竞是在知识中生成 

的，因而它也会在知识中得到放大、缩小，乃至完全被排除在意识 
的画面之外。清除风险或令它消失在解释之中，这对风险意识构 
成的意义犹如食物之于饥饿。但前者具有的重要性，不是后者（个 
人）所能获得的.风险意识的形成过程随时可以逆转。在动荡不 
安的时代和世代之后，新的接替者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经过一番 
解释，恐惧成了人们驯服的思考和体验的基本元素。囚禁在知识 
牢笼里的危险维持着它（一直不稳定的）“不存在”的状态，在这个 
意义上，人们纷纷以后来者的姿态，取笑“老一代人”到底因哪些 
问题而感到惊扰不安。核武器的威胁不曾改变，它依然有着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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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能力是在传统工业社会中生存的关键，因为它可以用来 
抗击物质贫困.规避社会萧条。由此，人们一方面把自己的思考和 
行动指向了教育和职业规划的个体目标，另一方面则指向了 “阶级

设想的破坏力，但人们对核武器的感知却经历了剧烈的摇摆。几 
十年来的说法是:“和炸弹一起生活。”但随后，核武器又重新驱使 
数以百万计的公众走上街头。引发不安与平静的可以是同一个原 
因。危险不堪设想，人们却不得不与它一道生活。
不同于饥饿和贫困，就风险这方面来讲，借助解释来绕过人们 

被激发的不安和恐惧要容易得多。此地发生的事情不必在此地解 
决，而是可以往各处转移；与此同时，人们也要搜寻克服恐惧的象 
征性地点、人物或对象。在风险意识中，用于顶替的思想和行动、 
用于顶替的社会冲突变得唾手可得，广受欢迎，在这个意义上.当 
危险因政治的不作为而增长的时候，风险社会就表现出了成为“替 
罪羊社会”的固有倾向：倏忽之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 
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可见的财富难道不需要经常面对不可见的 
风险吗？整件事难道不是一种理智的幻想，一个由知识分子—— 
编排风险，扰乱人心
者难道不是东德间谍、共产主义分子、犹太人、阿拉伯人、女人、男 
人、土耳其人或政治避难者？威胁还在增长，人们在威胁面前却感 
到不可思议和无能为力，正是这一点助长了极端而狂热的反动与 
政治潮流。这同样让社会的刻板印象和它波及的群体成了人们近 
在咫尺的“出气筒”；不可见的危险反倒安全无恙，因为人们无法 
直接向它发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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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森林的退化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一旦现代化风险 
成功地通过社会认知（承认）'的程序，即便最初并没有引发什么行 
动，世界秩序也将为之一变。专业职责的限制消失了，公众在技术

团结”的集体目标。但在风险社会中，其他额外能力变得不可或 
缺。在此变得极其重要的是预见和承受风险，并在人生和政策层 
面加以处理的能力。从前，我们多少已经学会应对阶级意识、经济 
地位下降带来的恐惧或向上流动的期望，如今则岀现了其他取而 
代之的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被指派的危险宿命和其中的 
恐惧不安？如果我们不能处置恐惧的起因，我们又如何战胜这恐 
惧？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忘记恐惧的火山，不能把它扑灭—— 
而不仅仅是盖住它冒出的水汽——我们又如何能够生活在文明的 
火山上？
在应对恐惧和不安方面，传统制度模式日益失去其重要性, 

包括家庭、婚姻、性别角色、阶级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党和机构。 
同样地，个体也被要求去应对恐惧和焦虑。依靠自身解决不安的 
压力日渐增大，因而在教育、医疗和政治方面，围绕社会制度的新 
要求不久就会涌现（参见第二部分）。所以说，在风险社会中，从 
人生和政策层面应对恐惧与不安已经成为文明时代的关键技能资 
格，相关技能的培训则成了教育制度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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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方面获得了参与机会。在安逸的市场经济的默认下，企业因 
税赋上的貢献和慷慨提供的就业岗位而长期受到纵容。但突然之 
间，它就发现自己坐上了被告席，确切地说，被绑上了公开的刑柱 
并接受各种审问——从前，这些问题只是用来拷问当场被捕的投 
毒者。
仅限于此？实际上，一同发生的还有市场崩溃、支付期满、禁 

令和审判隐现，要求彻底更新技术生产系统的压力陡增，最后，选 
民流失，不知所踪。突然间，在人们能够确信的地方，如技术、经济 
和法律的细节方面，每个人都想要干涉。最终，他们的依据不是相 
近或可比的准则，而是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从新的生态道德的角 
度阐明经济和技术的各项细节。反污染运动的发起人必定会拿起 
“生态道德”的放大镜，仔细审视工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首当 
其冲的是企业的监管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应当监管企业的 
人,其次是那些系统性差错的受益者。

一旦现代化风险得到“承认”，它就能制造出空前的政治动 
力。“承认”的过程牵涉到很多东西，不仅有围绕风险的知识,更有 
相应的集体知识和信念，以及由相关因果链带来的政治启迪。现 
代化风险被解除了潜伏性、必然性和具有安抚性质的“副作用结 
构” o突然之间，各种问题平白无故地出现在那里，成了纯粹而具 
有爆发力的行动诉求。人们从各种条件和客观限制中迈了出来。 
“原因”转变成倡议者，进而发表声明。“副作用”开始发声,它组织 
起来，提起诉讼，发出请求,不愿再遭推脱。就像前面说的，世界已 
经为之一变。这就是制造了风险意识和风险冲突的自反性政治化 
的动力。它并不会自动帮助反抗危险，但会开启原本封闭的行动 
领域和行动机会。它还制造了工业秩序的熔点，从此以后，原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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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象、不可实现的事情成了短时间内的可预期目标。
毫无疑问，这些进展也会因人们拒绝承认风险而受到阻碍。 

这再一次清楚表明，什么才是现代化风险的承认过程中真正至关 
重要的因素。这些决定性因素不是或至少不仅仅是健康后果，即 
动植物和人类的生命受到的影响。相反，它们是各种副作用为社 
会、经济和政治带来的次生影响：市场崩溃，资本贬值，剥夺加剧， 
责任突现，市场转移，政治施压，企业决策受监督，补偿诉求获承 
认，成本高涨，诉讼不断，颜面尽失。
人们大概也可以把生态健康后果看成假设，从而为其辩护、淡 

化或粉饰，这恰好满足了他们的心愿。也有人真的相信这些后果， 
但那是因为它们同样引发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后果°对 
此，我们也可以这么概括：只要人们把风险当成真的去体验，风险 
就是真实的。如果风险的真实性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话，那么 
这就彻底打乱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职责结构。于是，在不断积聚 
的危险压力之下，一种奇特的政治爆炸物随现代化风险的承认过 
程而形成了。昨天还允许的事情，今天却突然受到限制：如果有人 
现在还在淡化森林退化的问题，他必定会被公开指责为犬儒主义。 
“可接受的暴露量”变成了“不可忍受的危险源”。不久前还不可 
能被政策干预的事情，如今已处在政治的影响范围之内。极限值 
和政策触及不到的变量的相对性开始凸显。政治与非政治，必然 
性与可能性，既定之物与可塑之物：它们各自的权重和边界得到了 
重新划定。坚不可摧的技术一经济“常量”，如污染排放、核能的 “不可或缺”等，被重铸成具有政策可塑性的“变量”。
在此，我们不再仅仅关心既往的全部政治手段，如经济政策 

中的市场调控、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而且关注那些非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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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具有政 
治属性的。那些企业管理领域的独立问题，例如产品设计、生产流 
程、能源种类、废弃物处置等，都不再只是企业管理的问题，相反， 
它们成了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的“棘手难题”，其难处理的程度甚 
至堪比选民眼中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威胁令原先对轻重缓急的考 
量烟消云散，与此相应，例外状态下的统制政治不断发展c面对危 
局，这种政治扩大了自己的干预机会和职权范围。一旦危险成为 
常态，这种政治便具有了永久的制度形态。就此而言，现代化风险 
为局部的权力再分配预留了场地，它有时选择保留传统的正式职 
责，有时又明确地改变这些职责。
现代化进程中的危险越是加剧，公众的核心价值越是受到显 

著威胁，所有人对此的意识越是清晰，经济、政治和公共领域间基 
于分工习惯的权力与职权结构也就越加受到撼动。同时，出现下 
述情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日益临近的危险的笼罩下，责任得到 
重新界定，行动权限开始集中，现代化进程的一切细枝末节都被科 
层化的控制和规划所掌握。现代化风险得到承认，其中包含的危 
险与日俱增，这导致系统本身也出现了某些变化。在形式上，这当 
然不是一场公开的革命，而是“悄无声息的革命”，这场革命源于 
每个人意识的转变。它也是一场颠覆活动，但其中既没有臣民，也 
缺少精英的勾结，同时还保留了旧秩序。

在不受约束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准革命的局面似乎是注定的C 
这种局面以现代化制约下的“文明宿命”的形式出现。因而，它一 
方面披着正常状态的外衣，另一方面又携带着灾难的授权。随着 
危险的增长，这份授权足以达到并超出革命的政治塑造范围。在 
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并不是革命社会.而是远甚于此的灾难社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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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例外状态恐怕也要变成正常状态了。
20世纪的德国历史已经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实际或潜 

在的灾难不会是民主的教导者。无意间，“环境专家”的报告（环 
境顾问理事会，1985）也已经清晰地表明，这形成中的爆炸物是 
多么模棱两可、富有争议。该报告描绘了动植物和人类所遭遇的 
环境威胁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让那些体现出生态道德式良知 
的专家显得极为“正当”。他们的发言充斥着诸如“控制”、“官 
方批准”、“官方监督”等用语。比较典型的情形是官方依据环 
境损害的严重程度，要求逐步取得广泛的干预、规划或控制的 
机会和权力（45）o该报告还提到了 “扩大’农业’信息监控系 
统”（45）,并生动地描绘了利用“群落生境调查”和“区域保护计 
划”进行“综合景观规划”所面临的挑战，这依赖于“把精确的 
科学调査延伸至每一小块土地上”，“在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用请 
求权下贯彻执行”（48f.）。为了实现其“退耕还林”（51）政策， 
理事会建议“让那些重点区域的……土地所有人彻底放弃其开 
垦意向”（49）。农民“必须得到补偿和鼓励，因为他们放弃了某 
些用益权或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49）。专家还讨论了 “官方 
批准的施肥许可”和“有法律约束力的施肥计划 
了施肥的类型、用量和时机”（53）。这种“按计划施肥”（59）和 
其他“保护措施”一样，都要求建立差异化的“环境监测”系统, 
从企业、地方到全国（61）,也要求“调整和完善一般法律法规” 
（64）。简言之，一幅科学和科层制威权主义的全景就这样被勾勒 
出来了。
几个世纪以来，农民总被看作“务农的群体”，他们努力从大 

地收获“果实”，所有人的生存繁衍都有赖于此。但这一图景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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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颠覆。新的观点认为，农业变成了有毒物质的集散点，对动植 
物和人的生命构成了威胁。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为了 
避开日益临近的危险，人们要求在科学的护佑卜.进行土地征用和 
（或）深入细节的规划与控制。令人不安的并不只是这些要求（抑 
或宣布这些要求时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而是这些要求置身其中 
的危险防御逻辑。在危险的独裁之下，我们必须阻止某些情况的 
出现。但鉴于危险的迫近，想要揭示真正能够阻止这些情况的政 
治可选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伴随着危险的增长，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情况构成了对民主的 

全新挑战。风险社会趋向于成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危险防御 
型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有权阻止最糟糕情况的出现，同时却 
制造r更为恶劣的局面——多么似曾相识。文明的“副作用”在 
政治层面展现出它的“次生效应”，这对民主政治体制的延续构成 
了威胁。令人不悦的两难境地出现了：是因系统岀现的危险而承 
认民主的失败，还是借威权主义的、秩序国家的“支持力量”抛弃 
基本民主原则。在风险社会的前景中，突破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是人们的民主思考和行动的主要任务（参见第八章）。

工业化强行瓦解了生命的生态基础和自然基础，同时也释放 
了史无前例且令人难解的社会政治的发展动力，这最终促使我们 
重新思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论点要求进行理论解释。 
在此，我们会指出少许路标和指示牌，以便使人们有勇气进入那尚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正如前文所描述的。想要追溯这些

I 092

无定论的未来。
前面的讨论可以概括为自然和社会对立的结束。这意味着， 

我们既无法在社会之外理解自然，也无法在自然之外理解社会。 
19世纪的各种社会理论（及其在20世纪的修订版）认为自然是已 
经给定、指明且要加以征服的对象，因而，自然总是社会的对立面 
和异己物，是非社会的。这些假设已经遭到工业化进程的否定，仿 
佛被历史证伪了。在20世纪末的今天，自然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 
指明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即使其再生产的天然条件遭到了威胁和 
破坏，自然依然是文明世界的内部陈设。换句话说，由于自然破坏 
构成了工业生产普遍循环的一个部分，破坏自然也就不只是“纯 
粹”的破坏，而是变成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动力的必要组成部分。 
自然的社会化带来的隐性后果是自然遭受的威胁和破坏的社会 
化，即它们向经济、社会、政治的对立与冲突的转化。对生命的自 
然条件的侵犯，转变为全球性的医疗、社会和经济威胁,这为高度 
工业化的世界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文明对自然的威胁.变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面临的威 

80 胁，正是这一过程构成了当前和未来的现实挑战。这再次证明了 
风险社会概念的恰当。经典工业社会的概念依赖于（19世纪意义 
上的）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工业化的）风险社会的概念则以卷入 
文明的“自然”为出发点，并在社会子系统中追溯自然受损的演变 
过程。以工业化的第二自然为前提，所谓的“损害”需要经受科 
学、反科学和社会的界定 
争论，我们必须以现代化风险的起源和相关意识的形成为指引 
换言之，“现代化风险”是一种概念安排和范畴设定。在这种设定 
之下，我们需要从社会层面去理解内在于文明的自然所遭受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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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和破坏，我们也需要依据风险的有效性和紧迫性而作出决策，并 
指定压制和（或）处理风险的方式。现代化风险是经历科学化之后 
的“第二道德”。在这种道德的指引下，被工业消耗的非原生自然 
不断遭受损害，围绕这一点的磋商则以具有社会“正当性”的方式 
进行,即人们可以提出积极补救的要求。
这引发了一些重要后果。在发达的现代性中.包含经济、政 

治、文化、家庭等子系统的社会不能再被看作“独立于自然” O环 
境问题不再是我们周遭环境的问题；就其起源和结果来看，环境问 
题完全是社会问题、人的问题
世界和现实的关联，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处境。我们完全有必要 
把经历工业化的文明世界的“内在自然”理解为典型的“非环境” 
或内在环境。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精心构筑起来的疏远和排除 
自然的可能手段全都失效了。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自然就 
是社会，社会（也）是“自然”。谁还在说自然与社会无关，谁就是 
在用另一个世纪的词汇说话，而这无助于我们把握现实。
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自然是一件精心雕琢的工艺品.亦即人 

造的“自然”。如果“天然的”这个词指的是不干涉自然，那么这件 
工艺品的一丝一线都不是“天然的” o当科学家以职业的耐心研究 
“自然”这一工艺品时，他心中亦非只有纯粹的科学。科学家通过 
其行为和认知向我们表明，他是支配自然这一普遍社会诉求的执 
行人。当科学家独自一人或在大型实验室里屈身面对实验材料的 
时候，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在观看。科学家移动他的手臂，那是 
制度之手，因此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手。科学家当作“自然”加以处 
理的材料，其实是内在的、卷入文明进程的“第二自然”。这种“自 
然”担负的系统功能和意涵越来越不那么“自然”，这令它不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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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家的日常活动，无论是假设、提问，还是 
测量、检验，都会给健康、经济利益、财产权、责任和权限等领域带 

81 来推动或阻碍。换句话说，因为这个自然是在系统内部运转利用 
的，所以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手中，它也具有了政治的属 
性。我们不能在测量结果之上附加任何评价性词汇，就算增添一 
个毫不起眼的感叹号也不行；我们要以最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让 
测量结果运行在数字的荒漠中：这大概是最让马克斯•韦伯感到 
欣喜的事情。但同样的测量结果也可能蕴藏了政治炸药，这是社 
会科学家、哲学家或伦理学家最具末日色彩的措辞都不可比拟的。
由于研究对象“承载”了这样的社会要素，自然科学家的工作 

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力磁场中展开。科学家注意到这一点 
并作出了回应，这体现在发展测量程序、确定耐受阚限、探寻因果 
假设等工作中。这个磁场发出的磁力线有时甚至会引导他们的书 
写。这使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条显而易见又不缺乏实质理由的轨 
道。这个磁场可能也构成了某种能量源，有助于人们克服在特定 
的论证路线设定上遭遇职业生涯警示。所有这一切不过表明，就 
“社会化的自然”这方面来说，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尽管维持着表 
面上的客观性，实际上却早已变成披着数字装束的政治、伦理、经 
济和司法的分支（参见第七章）。
因此，就历史来看，自然科学的工作和经验已经陷入了上述 

局面，社会科学则因其“研究对象”本来就有的政治特性而早已 
见怪不怪。统一科学的趋同仿佛就要来临。但颇为反讽的是，这 
里的趋同源自研究主题的政治化，而不是因为人们原先猜测的理 
由——社会科学的半科学特征趋近于自然科学的超我。未来一切 
科学的角色都将受益于这样一种洞见：人们需要一种受制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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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障的道德一政治支柱，以便能够体面地完成研究工作。然而， 
研究工作同样不得不自觉接受并传递其中的政治意涵。也许有一 
天，科学工作能够以某种方式调和其实质品质与政治意涵。但这 
首先就意味着：一方面，研究的禁区因政治敏感问题而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制度条件下的某种意愿也在相应地增长.这种带有迫切 
认知诉求的意愿，试图以无所顾忌、足以胜任的精神突破上述禁 
区。这将清楚地揭示那些试图掩饰文明风险的惯例和仪式，它们 
铭刻在制度之中并以科学为中介。
在这种条件下，自然科学记录了现代化进程

术塑造并驾驭——中持久存在的威胁，并使社会批判带上了新的 
属性。随政治化过程形成的禁区受到了轻视，现代化的威胁不断 
抬头，日益凸显。为了达成批判性社会分析的目标，化学、生物、物 理、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危险方程在暗中改变了自己的“客观价值预 
设”。这就引发了下述问题：风险批判与社会学的文化批判如何 
共处？ 1

“社会文化”视角的现代性批判必须坚持同（社会学的）陈词 
滥调作斗争，后一种观点认为传统规范会在现代性进程中遭到损 
害。传统规范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最寻常的日常生活的内 
核。就此而言，社会科学文化批判的锋芒从一开始就因自身而受 
挫:如果有人总是借现代性的阴暗面来推崇自己的乐观主张，那 82 
么他必定是一位糟糕的社会学家。众所周知，这种乐观看法曾在 
理性之合理性的说法中达至顶峰。
这种看法并不受社会学证据的支持——社会团体遭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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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经济危机接二连三。从有组织的职业律师 
群体可以看出，这些社会学证据蕴藏着巨大的爆炸威力。尽管如 
此，这里也存在着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把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和前文 
提到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但又让它与自然科学的风险记录有所区 
别：价值的损害不仅是选择性的，而且也可以变成持久的制度。同 
样的结论也适用于社会不平等，却无法应用于威胁人类存续的现 
代化后果。现代化后果的基本特征是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现代 
化后果的制度化——这当然是可行的，正如我们所经历的一会 
给所有人的健康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健康”无疑也是受文化珍 
视的价值，但除此以外，它更是生命（存续）的先决条件。普遍化的 
健康威胁创造了随时随地的生存险境，这种局面如今正以毫不妥 
协的姿态向政治和经济系统发起渗透。
因此，这里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文化和社会的预设，因为人们 

终究可以接受这一点，就像洒满泪水的现代性之路向我们展示的。 
毋宁说，这里受到损害的还有某些深层次维度，毕竟下面这个问题 
是在这些维度上浮现的：针对濒危动植物的红色名录什么时候会 
超出动物和植物的有限范围？或许我们正处在某个适应过程的历 
史开端。或许我们的子女和孙辈会对新生儿畸形图片——就像今 
天广泛流传的患有肿瘤的鱼类或鸟类图片——完全无动于衷，一 
如我们今天面对各种问题时习以为常的态度，如受损的价值、新的 
贫困和持续的大规模失业。这已经不是标准第一次因受损而失效 
了。但也有一种不乏理由的猜测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 
相反，只要自然还在经历工业化过程，自然破坏就会作为工业的自 
我威胁而变得普遍化，并为人们所察觉。（就算是为了批判的职业 
化的缘故,我们也绝不可对此感到欢呼雀跃。）



第二章风险社会的知识政治

这给社

1进一步的讨论参见贝克(Beck, 1988： Part II)。——英译注

097 I

对不熟悉科学方程的社会学家来说，这可能显得有点吊诡。 
但诉诸化学一生物一医学的风险方程，极有可能会为社会科学的 分析带来具有批判性和规范性的前提，无论这些方程建立在(反) 
科学抑或其他基础之上。反过来说，只有在这些前提的隐含内容 
系统地延伸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之后，我们才能对它加以辨识。这 
自然意味着，在现代化风险的蔓延过程中，社会科学家同普通人一 
样，只能依赖于其他专业人士掌控的“二手的非经验” 
会科学家脆弱的专业自主性理想带来了伤害。就此而言，社会科 83 
学家凭一己之力所能提供的东西难免相形见细。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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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 “解放”、“释放”这一层含义，原文-Freisetzung"同时还有“解雇”的 
意思。——中译注

本章的核心内容是这样一种评估：我们是现代性内部社会转 
型的见证人，这一转型过程把人从工业社会的社会形式中解放了 
出来，如阶级、阶层、家庭和性别地位,这就像宗教改革把人从教会

正如之前的章节所阐明的.现代化风险的分配逻辑是风险社 
会的主要维度，但也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由此形成的全球 
风险处境是新颖而惹人注目的，包括其中所包含的发展和冲突的 
社会政治动力。不过，它们也和社会、人生及文化层面的风险与不 
安重叠在一起。在发达现代性中，风险和不安脱离并重塑了工业 
社会的内在社会结构，以及根植于其中的对于生活样式的基本确 
定性。这些内在结构包括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地位、婚姻、亲 
子关系、职业等。
从现在开始，这第二个方面将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两方的 

携手，亦即风险和不安感的汇总，它们的相互加强或抵消，共同构 
成了工业社会的社会政治动力。由这两个视角出发，我们的理论 
推测可作如下概述：在迈向21世纪的转折点上，启动后的现代化 
进程不仅超越了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假设，而且也瓦解了工业社会 
的内在坐标系——首先是指工业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其次 
是指人们生活中的家庭和职业轴线，最后则是政治（经民主途径获 
取正当性）和亚政治（指经济、技术、科学）的分配与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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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俗统治里“释放”岀来进入社会一样。下面的论证可以概括 
为七大论题e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富裕的西方工业国,特别是德国， 
以福利国家为模式的现代化催生了社会性的个体化浪潮。迄今为 
止，我们对这一浪潮的影响范围和推进动力所知甚少(这一浪潮 
发生在广泛而持续的不平等条件之下)。换言之，以相对较高的物 
质生活标准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为背景，人们经历r历史连续性中 
的断裂。人们脱离了传统的阶级纽带和家庭扶持，逐渐开始关注 
自身，关注其个人的劳动力市场命运。同时，人们也面临着各种风 
险、机遇和矛盾。
个体化进程原先大多只发生在不断施展力量的资产阶级身 

±;但后来，在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条件下，它以不同的形式成为 
了现代资本主义中“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标志，成为了劳动力 
市场过程的动力标志。对人们来说，进入劳动力市场总是意味着 
和新的解放联系花一起——相对于家庭、邻里、职业.抑或地方性 
文化与景观的束缚。这种个体化浪潮和劳动力市场中的集体命运 
经验(大规模失业、去技能化过程等)构成r竞争。但一如德国的 
发展所显示的，在福利国家的框架条件下，个体化带来了个体的解 
放，使人既脱离r社会阶级的束缚,也摆脱了男女的性别地位。

(2) 在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方面，我们面临着一个矛盾局面: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家和其他阶层研究者一致认为，现实并没 
有什么多少变化。雇佣劳动的收入等级和基本规定维持着稳定的 
间距、•但对人的行动而言，社会阶级的束缚却开始退居幕后。打 
下等级制烙印的社会环境和围绕阶级文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失去r 
光彩。个体化的生存形式和生存处境成了某种趋势。受此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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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生存而把自身作为规划和引导生活的中心。渐渐地，每 
个人不得不在各种选项间作出选择，包括自己想要认同的群体或 
亚文化。事实上，人们也要去选择或改变自己的社会认同，为此他 
们甘冒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的推进意味着扬弃原先生活 
世界的思考基础，因为这种思考诞生于大群体社会的传统范畴，例 
如阶级、等级或阶层。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的对立永远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本 

质”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种对历史经验的坚定思考概括为 
工业社会发展的排中律。具体而言，要么在“革命的大爆炸”中， 
资本主义经由唯一向其敞开的大门，即不断加剧的阶级斗争而退 
岀世界历史的舞台，随后它又通过转变所有权关系并化身为社会 
主义社会，经由后门重返舞台；要么阶级斗争就要无穷无尽地延续 
下去。在此，个体化命题坚决维护那被排除的第三者 以福利 
国家为后盾的劳动力市场动力不仅削弱，也瓦解了资本主义的社 
会阶级。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我们逐渐面对的（尚难以掌握） 
现象，是一种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及其所附带的社会不平等的结 
构与问题。

（3）这种社会不平等的“无阶级”趋势，典型地体现在大规模 
失业的分布上。一方面，长时间没有工作的失业人口的比例一直 
在上升，同样在上升的还有那些离开劳动力市场或压根就没进入 
过这一市场的人口比例。另一方面，失业人数的稳定绝不等同于 88
失业登记数和波及人口的稳定。从1974年到1983年，大约有1250 
万德国人，或者说，每三个拿着薪水的德国就业人口中就有一人至 
少失业过一次。同时，在登记的失业和未登记的失业（家庭主妇、 
青年和提前退休者）、就业和未充分就业（弹性的工作时长和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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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形式)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正在不断扩大。那种多少都算 
临时失业的现象正在大幅扩散,这和长期失业数的增长是一致的； 
此外，介于就业和失业之间的新型杂合现象的增多同样与此相符。 
但这里并不存在对应的阶级文化的生活背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和个体化环环相扣。最终.系统问题在政策层面不断收缩,并转化 
成了个人的失败。去传统化的生活模式令个体即社会处在新的紧 
迫性之下，也就是危机和疾病的紧迫性。这里的余思是说，社会危 
机体现在个体身上，并且只有在间接和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人们才 
能感知到它的社会性。

(4) 两种来源不同的解放相互交叠在一起，其中-种解放摆 
脱了打下等级制烙印的社会阶级，另一种解放则脱离了性別地 
位——这主要体现在女性地位的变化上。最新的资料已经清楚表 
明，使女性落入“新贫困”的活板门的缘由，既不是教育的缺乏，也 
不是社会的出身，而是婚姻的破裂。“新贫困”表达了女性脱离婚 
姻扶持和家务劳动的程度，但这一过程很难去核实。在这个意义 
上，个体化螺旋开始在家庭内部扎根。包括劳动力市场、教育、流 
动等在内的一切因而具有了双重性或三重性。家庭成为持续应对 
多种歧异目标的现场，如职业上的要求、教育上的约束、抚养孩子 的责任和单调乏味的家务劳动。于是，所谓的“临时协议家庭”应 
运而生。在这样的家庭中，维持独立地位的个体为了调节情感交 
流，会暂时形成一个充满矛盾的利益联盟。

(5) 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私人领域的“关系问题”表达了 
现代性的矛盾，因为这种现代性在工业社会的蓝图中遭到了切分。 
现代性那些不可划分的原则——生来的个体自由与平等——总是 
会受到分割，换言之，人们只把这些原则分派给其中的一类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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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忽视另一类性别。历史上的工业社会从未以纯粹工业社会的形 
态存在过，它总是呈现为半工业社会、半等级社会。其中作为等级 
社会的那一半并非传统的残遗物，而是工业社会自己的产物和基 
础。就此而言，工业社会在大获全胜之后，总是推动着下述事物的 
解体：家庭道德，性别命运，围绕婚姻、双亲和性的禁忌，乃至家务 
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再结合。

(6) 这清楚地凸显了今日个体化浪潮的特殊性质(对比文艺 
复兴或早期工业化时代那些相似而又不同的过程)。个体化的新 
颖之处在于最后的结果。以图式化的方式来说，取代世袭等级的 
不再是社会阶级，而取代社会阶级的也不再是稳定的家庭参照框。 
作为个体的他或她成了社会范畴在生活世界中的再生产单位。或 
者换句话说，个体在家庭内外成了自己的代理人，无论是通过市场 
谋求生存保障，还是规划和组织人生。
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个体处境虽然分化出来了，但这 

并不等同于一场成功的解救。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并不意味着 
因个体的复兴而启动了世界的自我创造过程。相反，个体化毋宁 
说带来了一种趋势，即生活处境的制度化和标准化。获得解放的 
个体日益依赖于劳动力市场，进而依赖于教育、消费、社会法的调 
节或扶持、交通规则和商品供给，依赖于医疗、心理、教育的咨询和 
关怀等各种可能性与模式。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种特殊的控制结 
构，它针对“具有制度依赖性的个体处境”，并有待政治来(暗中) 
形塑和掌控。

(7) 相应地，个体化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社会化过程的历史对立 
面。形成中的个体化生存处境的集体性和标准性固然让人难以捉 
摸，然而，恰恰是由于这种矛盾性的涌现及其深入人心的过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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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才可能被创建出来。或许，市民团体和社会运 
动的形成是由现代化的风险及危险处境引发的；或许，在个体化的 
进程中，人们会系统地期待“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物质、时间、空 

即便它的展开过程难免遭遇社 
会政治层面的阻挡或抵抗。于是，新的搜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其 
中一部分人尝试让社会关系以及自己的生命和肉体，在各种各样 
的另类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中经受考验。借助类似的抗议形式或 
经验，共同体形成了。为了对抗行政和工业力量对私人领域、“属 
于自己的生活”的侵犯，共同体也培育了自己的攻击力。在这个意 
义上，一方面,新的社会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表现 
了风险社会下新的危险处境和两性间爆发的矛盾；另一方面，在个 
体化和去传统化的生活世界中，这些运动的政治化形式和稳定性 
问题，也在社会认同的构建过程中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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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社会还是阶级社会吗？在搜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 
马上就遭遇了显而易见的矛盾。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发达 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展现出了惊人的稳定性。相关研究清楚地 
表明，尽管存在各种技术和经济的转型，以及过去二三十年致力于 
变革的种种努力，但主要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德国）并 没有出现任何可观的变化，其中仅有一些相对较小的变动或重新 
配置。,不管怎样，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平等主题近乎彻底消失在日常 生活、政治和学术的议程中。但在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乃至 
仍在上涨的条件下，不平等问题很可能会再次成为引爆社会的议

1本章文字并不等同于徳文版第三章，其底本参见贝克（Beck, 1983； 1984）, 
由沃尔克•梅亚和格尔德•施罗德译成英文（Mejia et al., 1987： 340—353）。—— 
英译注（英译本选用的这个文本更像是原书第三章的缩略版。另一个文字上相近 
的版本.可参考乌尔里希•贝克和贝克一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謨、张 
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6页。一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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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这里我指的是德国阶级结构发展的特殊性，这一点不同于英国或法国、在 
英国，阶级成员资格显见于日常生活，并一直是自觉的可识别对象这清楚地显 
示在说话(如腔调、用语、词汇等)、严格按阶级划分的居民区(“住宅阶级”)、教 
育类型、衣着.乃至“生活方式”名下的一切事物上' 参见戈登・史密斯(Gordon 
Smith, 1982),以及韦勒(Wehler. 1979)—书中的三篇论文：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英格兰的社会不平等与阶级结构：T.人阶级}(Soziale Ungleichheii 
und Klassenstruktur in England: Die Arbeiterklasse )；波拉徳(Sidney Pollard),(英格 
兰的社会不平等与阶级结构：中上阶级XSoziale Ungleichheii und Klassenstruktur 
in England: Mittel- und Oberklasse )；豪普特(Heinz-Gerhard Haupt), { i 9 世纪 中 
叶以来法国的社会不平等与阶级结构》(Soziale Ungleichheii und Klassenstruktur 
in Frankreich seit Mine des 19. Jahrhunderts)o 同样参见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79)O

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不平等极大地失去了其作为议题的重要 
意义，这足以令人感到惊奇。不平等问题时而也会浮现在其他情 
境或新的对抗形式中(如女权斗争、反核电的草根动议、代际不平 
等，乃至地区和宗教冲突)。如果公共政治讨论能够准确反映实际 
的社会形势，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结论：在西方国家，特 
别是德国，我们已经超越阶级社会。阶级社会的概念只有被当作 
记录过去的图像才是有用的。这个概念还能存活至今，只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他更合适的替代。,
因此，接下来的分析旨在阐明一种悖谬的事态。我的论题是, 

社会不平等模式在德国历史上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此同时，人 
们的生活条件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主要是由收入和教育 
的改善以及其他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大量社会学研究已经留意到 
相关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本身并未得到系统分析，或从重要的社会 
结构发展的角度加以说明。因此，我试图展示生活标准变动带来 
的结果：亚文化阶级认同开始瓦解，基于地位的阶级区隔失去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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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体化“原动力”的劳动力市场

这难道不是说所有我们了解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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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
要内容都在被遗忘、误解乃至彻底抛弃，如社会的阶级特征，它的 
系统本质，大众社会和资本的集中，意识形态的扭曲和异化，不变 
的人性品质和社会历史现实的复杂性？个体化概念难道不也过早

统的支撑，而生活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与个体化过程也已 
经启动。因而，阶级和分层的等级制模式逐渐遭到颠覆。这一模 
式已经与现实不符(Weber, 1972 )o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不平等的社会意涵已经发生变化，但这不 
曾引起社会分层研究的注意。所有富裕的西方工业国都经历了个 
体化进程。虽然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但持久的不平等却把它隐藏 
了起来。准确地说，某些特定的历史发展催生了个体化。这些发 
展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体验；人们因此而失去了传统的支持网络, 
不得不依靠自身、依靠自己的个体(劳动力市场)命运,包括其中附 
带的风险、机会与矛盾(Berger et al.,1975; Tourainc, 1983 )o
个体化进程是不断变动的，这使我们对社会结构的解释难免 

具有暧昧性。经验取向的分层研究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可能 
察觉不到其中的显著变化，毕竟收入不平等、分工结构、雇佣劳动 
的基本决定要素等方面鲜有变化。与此同时，人们对(韦伯意义上 
的)“社会阶级”的依附却减弱了°阶级现在已经很难再影响人们 
的行动。人们也在培育趋向于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为了在经济上 
求生存，如今个体不得不让自己成为规划和引导生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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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宣告了社会学的终结,敲响了它的丧钟吗？
这方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论证。大量定性访谈和研究已经从 

经验上证实了个体化的存在。这些研究全都指向了一个核心关注 
点，即人们要求控制自己的财富、时间、生活空间和身体。换言之, 
人们要求拥有培育自己的生活视野的权利，并据此行动。无论这 
些诉求显得多么虚幻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它都是不可忽略的现 
实。就像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所显示的，它们源于德国的真实生活 
状况（Mooser ,1983； Fuchs ,1983）。

但在今天，我们也日益清楚地看到，个体化进程是十分脆弱 
92 的。尽管有福利国家提供的保障，一旦有群体遭遇或面临失业，他 

们就不得不去面对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这恰恰是发生在他们身 
上的个体化带来的结果。
个体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包括：个体脱离传统的支持网络 

（如家庭或邻里），补充性收入来源消失（如工作之余的务农活 
动），以及所有生活领域都日益依赖于薪水和消费。在这种新的 
生活条件下，不管有没有社会保障，只要人们失去主要的收入保 
障亦即稳定的职业，他就会有如临深渊的感觉。美国传来的消 
息已经如此令人不安：1200万以上人口失业，3000万以上人口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德国来说，在领取救济者和所谓的“流动 
人口”中也出现了值得警觉的变动。女性在未来可能面临更多 
威胁。一方面，由于个体化进程的影响，女性脱离了家庭提供的 
传统支持网络，新的离婚法也迫使她们立足于经济独立；但另一 
方面，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很不确定，女性的失业率即便 
被高度低估，也远在男性之上（Beck-Gernsheim, 1983；亦可参 
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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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意味着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教育生涯。受过教育的 
人是他或她自己的劳动处境的创造者，因而也是他或她的社会人 
牛的创造者。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传统取向、思考路径和生活方 
式得到了重塑，并被学习与教授、知识与语言的普遍主义模式所取 
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实现了人的自我发现和反思，这取决 
于教育年限和教育内容的差异。受过教育的人吸纳了有关现代性 
状况及其前景的自反性知识，并因此而成为向反性现代化的行动 
者。举例来说，这意味着等级化的分工模式再也难以维系。人们 
也逐渐认识到浪费物质资源的意涵及其社会后果。除此之外，教 
育也和选拔联系在一起，进而要求个体具有向上流动的期望；即 
便在经由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成为幻想的情况下，这些期望也发挥 
着作用，因为教育仍然可以阻止向下流动（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 
出现在教育机会的扩张期）。毕竟只有成功地通过功课、考试和答 
辩，个体才可能完成正规教育。反过来说，一般学校或大学的正规 
教育则为个体提供资格证书，并引导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个 
体化职业机会。

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些发展同18世纪和19世纪兴起的资产阶 
级的个体主义区別开来？资产阶级的个体化进程主要源自资本的 
占有和积累。资产阶级在同封建主义的支配及权威结构斗争的过 
程中，培育了自己的社会与政治认同。与此相对，晚期现代性的个 
体化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并体现为各式劳动技能的获取、供给和 
运用。这一论点可以由劳动力市场的三个维度来阐明 
流动和竞争。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流动

竞争

112

一旦进入劳动力市场，人们就会体验到流动性。他们脱离了 
传统的生活模式和安排，除非准备遭受经济上的毁灭，否则他们就 
要被迫去掌管自己的生活。劳动力市场是人们的生活实现个体化 
的背后驱动力，这体现在职业流动、居住或工作场所、就业类型以 
及社会地位变动等方面。人们开始变得相对独立，不再依赖于继 
承或新建立的纽带（如家庭、邻里、朋友、伙伴"劳动力市场要求 
的流动和传统的社会纽带间存在着隐蔽的矛盾.就像齐美尔在讨 
论货币问题时说的，这将导致本地网络的松散化和非本地网络的 
构建。脱离传统纽带之后，人们的生活将呈现出独立性，这使人第 
一次体会到个体的命运（Kaelble, 1983b； Goldthorpe, 1980）c

竞争的基础是可替换的资格，这促使人们不断推销自身工作 
或技能的个性及唯一性。竞争压力的加大在条件均等者之间引发 
了个体化，换言之，这恰巧发生在以共享背景为特征的互动和行为 
领域（相似的教育、经历和知识）。只要存在这种共享背景，社群就 
会溶解在竞争的酸性溶池里。在这个意义上，竞争削弱了平等者 
的平等，却没有清除这种平等。竞争导致个体孤立在同质的社会 
群体中。

然而，教育、流动和竞争绝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相互补充、
94 彼此巩固，并且正是这种巩固引发了个体化进程。

在个体化进程中，其他的发展趋势也起了重要作用。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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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徳国出现了居民集体向上流动，生活标准和收 
入不断提高的局面。与此同时，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得以维持。 
这无论如何都能表明，此前独占性的消费类型和生活方式变得民 
主化了，如私人汽车、假日旅行等。个体化效应还可以借妇女运动 
的例子来说明。如今女性自己挣钱，换言之，她们不再依赖丈夫的 
收入，因此可以构建属于她们自己的家庭生活或家庭之外的生活。
第二个例子是劳动关系的司法化c劳动法作为专门的立法分 

化J'出来，从而引发了利益的个体化——利益不需要借助高度集 
中的利益集团（如组织和政党）就可以获得人们的承认。于是，当 
事个体可以在法庭上直接捍卫自己（极力想要捍I!）的权利。

只有在考察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之后.我们 
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福利国家向个体化的快速推进。人们很可能认 
为，马克思是极为坚定的“个体化”理论家。因为他总是强调，工 
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启了史无前例的解放进程。在他看来，脱离 
封建关系的解放是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先决条件。即使在资 
本主义内部，人们也一波接着一波被连根拔除，脱离r传统、家庭、 
邻里、职业和文化。
马克思从未深究个体化进程中阶级社会所发生的这种变化。 

对他来说，这种资本主义的孤立和“连根拔除”的过程，总是被贫 
困化的集体经验和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所抵消°马克思认为，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正是解放和连根拔除的过程以及工人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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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化，推动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他指 
出，既然资本主义系统拔除了无产者的生活之根，那么，个体无产 
者是如何以市场交易主体身份形成稳固的团结纽带这类问题便是 
无关紧要的。马克思总是把个体化进程等同于阶级形成。时至今 
日，这仍是许多阶级理论家的基本立场。
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题或许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绝佳写 

95 照。如我所描述的，只有当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形成的条件，即物 
质的贫困化被克服的时候，个体化进程才能牢固地确立起来。个 
体化趋势依赖于复杂的结构性条件，迄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这样 
的条件，但这也仅仅是最近的福利国家发展阶段才有的事情。
现在我要完善我的论证，转向社会不平等的另一位重要理论 
韦伯。一方面，众所周知，韦伯比马克思更为关注大范围的 

现代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忽视了市场社会内部潜在的个体化 
趋势:事实上，虽然韦伯并不赞同马克思关于贫困化导致阶级形 
成的观点，但他认为个体化没有可能实现.依照韦伯的看法，等级 
制卜-的传统和亜文化的连续性与权威性阻碍了个体化趋势。韦伯 
指出，工业资本主义中“依托等级身份”的传统态度，在结合专门 
技能和市场机会之后，形成了大为分化的“社会阶级处境” o就此 
而言，韦伯的著作已经包含20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家 
所详细论证的主要观点(Thompson. 1963； Giddens, 1973)o这批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在「•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期，支配生活世 
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的独特规范，与其说是“阶级结构”和“阶 
级形成”(如马克思所言)的产物,不如说是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的 
传统残遗物。因此，“资本主义文化”并不像惯常认为的那样，是土 
生土长的创造。相反，“资本主义文化”拥有前资本主义源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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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资本主义把这个源头同化，使之现代化，重塑它，消耗它。 
因此，尽管韦伯承认传统生活方式日渐“祛魅”和“去神秘化”，但 
他仍然认为，身份群体组织容纳并缓冲了动态的个体化进程—— 
这些组织本身则借助市场而与社会阶级处境联系在一起。很多社 
会不平等研究仍旧沿着韦伯的这一思路展开。
已有的历史研究表明，这一思路确实适用于20世纪50年代早 

期，但我并不认为它仍旧适用于战后德国或瑞典、芬兰等其他欧洲 
国家的发展现实。所谓的共同生活经历以市场为中介，并受身份 
地位的塑造——韦伯曾用社会阶级的概念来形容——但这个不稳 
定的统-体在这个时点开始分裂了，其中的不同要素(如基于特定 
市场机会的物质条件，传统和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效果，共 
同纽带意识、流动障碍意识和交际网络等)也缓慢地分解了。这些 
要素不断变化，以致难以辨认，这是因为生活标准在不断提高，对 
教育的依赖在日益增长，流动、竞争和劳动关系的司法化也在逐渐 96
加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分化和社会环境逐 

渐消融——对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产业工人来说，这种环 
境•度是极为真切的体验。与此同时，劳动力内部和城乡人门之 
间的差别也被抹除了教育改革本身总是夹杂着对教育的仰仗。 
越来越多的群体热衷于获得教育证书，因而出现厂新的内部分化。 
新的分化或许仍对应着传统的群际差异，但教育的影响使这种分 
化和传统分化有了根本性区别。在此,我们可以援引巴兹尔•伯恩 
斯坦(Bernstein, 1971)的区分：新一代人的言语符码必然会从“限 
制型”转向“精致型”。
本地劳动力的流动日益增多；但另一方面，新的内在于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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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级制和分化也不断发展。这里的前提是服务业的扩张和新职 
业的涌现。大量外籍劳工拥入德国也有助于形成这一条件，因为 
这些劳工占据了社会阶梯的最底部。我们难以把新的等级制轻易 
纳入既有的研究范畴，因而它对人们的生活观的重要意义还有待 
观察。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新型城镇住宅规划正在快速取代传统的 
居住方式。这些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个体化形式。人们的互动模式 
依赖于居住和生活格局，因而深受这种变化的影响。现代化的大 
都市和小城镇取代了传统的居住模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混 
居，邻里关系变得更为松散。家庭之上的传统社区模式逐渐消失。 

.家庭成员常常独立选择自己的社会关系，生活在自己的社交网络 
之中。这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孤立的增长，或相对私密的家庭生活 
成为主流——虽然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过，它的确表明，既 
冇的（依照先赋条件组织起来的）邻人社会破裂了，一同破裂的还 
有它为社会控制带来的限制或机会。新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 
络如今都是个人的选择；社会纽带具有了自反性，需要由个体来建 
立、维持并不断更新。

拿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这或许意味着互动的消失。换言之, 
社会隔离和社会孤独有可能成为人际关系的主流模式，这时常发 
生在老年人身上。不过，这或许也意味着，以自我选择和自我构建 
为特征的层级划分形式有可能扩展至各种交往关系，例如熟人、 
邻居或朋友c这种关系首先并不取决于“物理”距离的远近:无 
论是否超越本地范围，这种关系的基础在于个人的兴趣、抱负和 
投入，其中的个体自视为所属交际圏的组织者。于是，这乂可能 
产生新的居住模式，其中包含了对邻里生活以及互帮互助生活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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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重新发掘。这就为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试验留下了空间 
(Badura, 1981： 20—38)。但是，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具备选择并 
维持个人社会关系的能力。研究阶级的社会学家都知道，这是一 
种后天习得的能力，有赖于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自反性的生 
活引导方式，亦即对自己人生与社会关系的规划，引发了新的不平 
一应对不安和自反性方面的不平等。
然而，所有这一切证明新的历史可能性正在浮现，无论是个体 

的自我形成，还是私人领域在社会保障条件卜'的发展，抑或传统权 
威的衰落。复杂的新型关系同样体现在政治领域，如政治私人主 
义。这里我指的是下述事物的扩张：施加于私人领域的社会和法 
律限制，同新的个人自由形式极为一致的各类社会实验(这些实验 
常常不合惯例乃至有违公德)，以及对传统认定的可接受行为的各 
种挑战。因此,文化与反文化之间、社会与另类群体之间的各种对 
立出现了。这些新式的文化和社会认同往往具有政治煽动效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时常领教到它的威力。
所有这些发展演变可以让我们得出结论，共同体和市场社会 

这一不稳定的联合已经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发生部分转变，甚至 
早已瓦解。当韦伯谈论社会阶级时，他所想到的也就是这一联合。 
但无论怎样，人们已经无法理解这一点，遑论体验。新的生活模式 
为社会关系的重组开启了种种充满活力的可能性。倘若仅仅追随 
马克思或韦伯，我们不可能充分理解这一点。
因而，下面这些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以 

生活世界为立足点的社会阶级认同究竟是如何变得烟消云散的？ 
雇佣劳动的条件和风险是在什么时候变得普遍化的？阶级乂是 
在什么时候失去其亚文化基础，从而无法再被经验到的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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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相信，阶级认同已经不受身份地位的塑造了吗？个体化条件下 
持久存在的不平等是否可以通过阶级概念来理解，抑或需要借助 
更为宽泛的社会不平等的等级制模式？所有这些等级制模式在范 
畴上都依赖于传统的身份地位依附，有什么解释能够取代这些模 

98 式？当然，个体化进程也可能会陷入矛盾，进而出现新的社会分组 
和社会冲突。那么，个体化进程是如何走向它的反面的？如何发 
现新的社会认同？如何培育新的生活方式？风险的社会感知和 
风险社会的政治动力会在地位或阶级之外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 
认同的中轴吗？或者相反，风险社会会因个体化而缺少政治反抗 
吗？我们可以设想三种并不互斥的后果，确切地说.它们也可能是 
重叠的。
第一，阶级不会只因传统生活方式的衰微就消失。相反，社会 

阶级从地域和特殊主义的束缚与限制中解放了出来。阶级史的新 
篇章开启了，其历史动力仍有待我们去理解,但无论怎样，我们再 
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历史还是阶级团结的形成史，
第二，在上文描述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和工厂失去了它们作为 

冲突和认同的形成场所的重要意义。社会纽带形成和社会冲突发 
展的新源头逐渐浮现：首先是先赋属性上的差异和不平等，如种 
族、族群、国籍、性别、年龄等；其次是一些不断变动的新分化，这些 
分化来自私人社会关系、私人生活方式和私人认同模式等方面的 
自反性。因而，在持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内部开始萌生新的社会 
生活方式和群体认同。
第三，阶级社会的结束不是什么革命大爆炸。这个过程包含 

了后传统社会下的个体化和原子化进程，它既是永不停息的前进 
过程，也是可被集体经历的过程。吊诡的是，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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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感到自身的不足（参见第七章）。同时，在所有社会领域，风 
险、风险感知和风险管控成K社会形成与冲突的新源头（参见第三 
部分）。

人们纷纷尝试，力图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但无论这些尝试引发 
r多么剧烈的动荡，它们都被下述事实所抵消，即这些尝试本身也 
逐渐被日新月异的个体化浪潮席卷。个体化动力势头正盛，因而 
我们甚至完全不清楚如何去创造新颖而持久的社会安排，并让这 
种安排具备社会阶级般的渗透能力。相比之下，社会和技术的变 
革作为应对失业与经济危机的方法，极有町能在不远的将来启动。 
鉴于劳动力市场关系LI趋灵活，鉴于工作时间得到了调整，这样的 
变革过程会为个体化进程打开新的局面。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沟 99 
通方式。技术和社会的革命无论尚在酝酿还是正值高潮，都将引 
发具有深远意味的生活方式的个体化。
如果这…评估是正确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这是马克思和韦伯都没有预测到的。与个体化的雇员社会相比， 
阶级社会就会显得微不足道。如今，个休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以及 
其中编藏的危险变得愈发明朗。界定阶级社会的主要是传统和文 
化，而界定雇员社会的必定是劳动法和社会政治范畴。日益加剧 
的传统不平等和去传统化、个体化的后阶级社会（与马克思的无 
阶级社会完全不一样）的某些要素并驾齐驱，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特 
殊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社会的独特性体现于各种典型的结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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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首先，个体化进程从人们的社会认同中剥离了阶级属性。社 

会群体在自我理解以及与他群的关系上都失去了其独特性。社会 
群体失去了成为塑造性政治力量的机会，它也不再认同于此。作 
为这一发展的结果，社会流动（指个体在不同地位的阶级间的上下 
迁移）观念开始失去影响力。相比之下，在20世纪非常晚近的时 
期，这个观念曾经是社会认同形成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和政 
治主题。
其次，不平等绝没有消失。不平等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的名 

义得到了重新界定。于是，人们逐渐从心理倾向的角度来理解社 
会问题：个人无能、内疚感、焦虑、冲突以及神经官能症。吊诡的 
是，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直观性，亦即危机和疾病的 
直接关联。社会危机以个体危机的面貌示人，这些危机再也不能 
（或极为间接地）以它扎根于社会领域的状况来理解，这或许可以 
用来说明当今心理学的复兴。个体获致取向因此变得重要起来。 
我们现在就可以预测，围绕获致型社会以及社会不平等在其中不 
断实现（伪）正当化的各种问题不久之后就会浮现，
再次，为应对社会问题，人们被迫结成各种政治和社会联盟, 

但这种联盟并不需要遵循如阶级模式般的单一模型。各种各样的 
社会政治事件和发展会打破私人生活的孤立状态（免受其他私人 
生活的侵犯）。于是，各种临时联盟在不同群体和不同阵营之间时 
而形成、时而解散，这完全取决于眼下的特定议题或特定形势:在 
这个意义上，风险和风险冲突只要被人亲身经历，就会变成一个重 

100 要议题。举例来说，人们可以一边支援本地居民抗议机场的噪音, 
一边加入金属加工业联合会，另一边却因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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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选票投给保守党派——人们大概很乐意接受看似矛盾的不同理 
由。这种联合表现了个体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的实用主义联盟 ， 
并且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战场上。冲突领域急剧增多，日益显 
眼。个体化社会为新的多重面向的冲突、意识形态和联盟提供了 
活动空间，这超出了一切既有图式。这些联盟一般着眼于单个议 
题，针对特定的形势和人物，因而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由此形成的 
所谓“结构”易受新近社会潮流（议题和冲突）的影响。在大众媒 
介的推动下，这些社会潮流主宰了公众的意识，一如每个季度的流 
行时尚。
最后，持续不断的冲突易于针对先赋特征而起。今天，这毫无 

疑问是和歧视联系在一起的。种族、肤色、性别、族群、年龄、同性 
恋和残疾，这些就是主要的先赋特征。在发达的个体化条件下.这 
类准自然的社会不平等会引发特定的组织化效应，其目标是获取 
政治力量。因而人们会关注社会不平等的必然性、持久性及其同 
获致原则的矛盾，人们也会关注不平等确凿与否以及下述冋题，即 
由于这种直接的可见性，不平等也促成了社会和个体的独立认同 
过程。与此同时.个体命运逐渐以新的方式遭到经济趋势和历史 
必然性的裹挟——就像在过去，决定个体命运的是经济景气，受限 
制的入学许可或就职许可.同年龄人群的规模,等等。
我们有可能把方兴未艾的个体化进程的诉求、承诺及其致力 

于社会解放的冲动选作出发点，从而以新的方式（超越地位和阶 
级）团结个体与群体，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社会政治事务的自觉主体 
吗"还是说.个体化进程会把社会和政治行动的最后堡垒扫荡- 
空？个体化社会是否会被冲突和病症撕裂,陷入某种政治冷漠，进 
而杜绝不「任何隐患,甚至包括新的潜伏的现代野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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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晴雨表指向了一场风暴:“家庭之战”（Berger and 
Berger, 1983）, “两性的战斗"（Ehrenrcich, 1983）, “亲密关系的恐 
怖"（Sennett. 1976）0写作者在描绘两性状况时,越来越頻繁地诉 
诸不那么平和的辞藻，如果语言就是现实，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相 
信，爱和亲密已经走向它的反面以上描述固然采用了夸张用语, 
意在引起公众关注,但它仍然表明，在婚姻家庭（及其衍生事务）的 
日常现实中，男性和女性感受到了深层次的不安与伤害。
但愿这只是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只确认两性 

关系的表面现象（其主题包括性、感情、婚姻、亲子关系等）,我们就 
不能认识到除此以外的其他方面,包括工作、职业、不平等、政治和 
经济:，这一切的失衡交错（无论多么不一致）恰恰使这一议题颇为 
棘手。谈论家庭需要讨论工作和金钱，谈论婚姻也要讨论教育、职 
业和流动，继而讨论（广泛的）同等教育条件下的分配不平等。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德国男女两性的全方位不平等真的有 
所改观吗？数据展现了双重面貌。一方面，划时代的转变的确发

“我就是我”：性别空间与 
家庭内外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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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这一概述的经验证据，参见贝克和贝克一格恩斯海姆（Beck and Beck- 
Gemsheim, 1990）,那里的讨论更加深入。

2英译木在此之后有删告，对应德文本第162-174页“中译本遵照英译本做 
法.下同。——中译注

生了，特别是在性、法律和教育方面。但糖体而言，除了性,这些变 
化更多停留在意识和纸张之上。另一方面，男女的行为和处境维 
持了恒定（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但也包括社会保障领域）。这引 
发了看似矛盾的效应：平等的提高加深了对持续而加剧的不平等 
的自觉意识。'
这一历史性创造把新的意识和旧的处境混合在一起，从而体 

现出双重的爆炸威力。年轻女性享有更为平等的教育机会，但她 
也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她期待在职业和家庭生活中享： 
有更多的平等与合作关系，但这种期待因劳动力市场和男性的行 
为表现而落了空。与此相反，男性对平等修辞驾轻就熟，但常常言 103 
行不一。对双方来说，幻觉日渐消退。虽然（教育和法律领域的） 
资格要件日益平等化，但男女的处境却变得更不平等，更容易被察 
觉，更缺乏正当性。女性期待平等，现实却是不平等；男性号召共 
同承担责任，却要保留旧的角色分派：这些矛盾变得日益尖锐，它 
们将以完全対立的形式表现在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而决定未 
来的发展c因此，面对这一切对立、机会和矛盾，我们正处在从“等 
级制”的性别分派中获得解放的那个开端。意识跑在了现实状况 
的前头，回拨意识的时钟似乎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 
可以对长期冲突作出这样的诊断：两性的对立将会成为未来若干 
年的决定性因素。2
男女之间的主题和冲突，并不只是如其表面所显现的那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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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此，甚至就连私人领域的社会结构也会逐渐碎裂。“关系冲 
突”的表象也有一般社会理论的那一面，在此我会讨论三个主题。

(1) 性别特征的分派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它并不是那种可以 
轻易抛弃的传统残遗物，没有男女角色的区分，就不会有传统的 
核心家庭；没有核心家庭，也不会有工业社会及其典型的工作与 
生活模式。市民工业社会的图景建立在人类劳动商品化的基础之 
上。这种商品化的过程是不完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遭到切分 
的匚全面的工业化和商品化无疑同传统的家庭形式与角色构成了 
互斥。一方面，雇佣劳动以家务劳动为前提，依赖市场的工业生产 
也以核心家庭模式及其角色分派为预设。在这个意义上，工业社 
会依赖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这种不平等有悖于现代 
性原则，并且就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来看，它也是饱受纷争、颇成 
问题的。不过，在男女实际平等化的过程中，家庭的基础(婚姻、 
性、亲子关系等)开始动摇起来。这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现代化阶段，工业市场社会的实现和扬弃是同时发生的。这正是 
自反性现代化进程。市场的普世主义甚至没能识别出它自己划定 
的禁区，于是它破坏了 “等级命运”对女性的束缚——这一命运由 
工业制造，包括分派家务劳动和婚姻扶持。因此.无论是生产和再 
生产在人生层面的协调，还是家庭内部的分工和规范，它们全都变

104 得极度脆弱；女性欠缺社会保障的问题也开始浮现。男女之间的 
冲突在今天开始爆发，而我们也有必要澄清：工业社会的矛盾正在 
朝私人层面转化-经由现代化和个体化过程，工业社会同时摧毁 
了人类共同生活的现代基础和等级制基础。

(2) 个体化动力使人脱离了阶级文化，但这种动力并没有在 
家庭的大门前停下脚步。人们借助-•种力量摆脱了性别的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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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等级制属性及其预设，或者说，人们在灵魂深处感受到了 
震撼 但人们无法理解这种力量，即使他自己就是这种力量的 
内在化身（无论它在降临时带来了多大的异己感）。这里的主宰 
法则是：我就是我，于是我是女人；我就是我，于是我是男人。在 
“我”和被期待的女人之间，在“我”和被期待的男人之间，世界撕 
开了一道口子。在此，个体化进程对两性关系的影响是十分矛盾 
的。一方面，男性和女性脱离了传统的模式及角色分派，开始追 
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关系日益弱化，人们被 逐入二人世界的模式，在其中搜寻自己的幸福伴侣。共享内心世 
界——如婚姻和两人结合的理想所表达的——并不是一种原始的 
需求。这种需求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作为反面可能性的个体化带 
来了损失。结果，引导人走出婚姻和家庭的直接路线，迟早都会绕 
回来——反之亦然C对另一方的失意和渴求不曾有过变化：相互 
的对立、依赖、亲密、冷漠、孤立、分享，或者所有这一切。

（3）男女共同生活的所冇模式（从结婚之前到离婚之后）都 
可能引爆重大冲突。在这些模式中，冲突总是展现出其私下的、个 
人的那一面。家庭只是这些事件发生的场所，而不是原因。舞台 
总是可以变换，但剧目仍旧是同一个。在工作、亲子关系、爱情、职 
业、政治、发展和自我实现等各个层面，两性开始在相互扶持或相 
互对立之间摇摆。婚姻内外的冲突大多由选择机会引发（例如，配 
偶双方不同的职业流动，家务和子女照料上的分工，避孕方式和性 
生活）。在需要决策的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男性和女性面临着不 
同的、相互矛盾的后果与风险.因而处在对立的处境之中。就子女 
照料的问题作出决策需要参考男女双方的职业生涯，因而，这个问 
题攸关两人今后的经济独立或经济依赖问题，其中的•切后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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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阶级划分.我们可在理论上确定男女生活处境的对立性。 
大部分劳动人口的物质贫困化造成了 19世纪的阶级对立，这种对 
立得到了公开讨论。反之，传统家庭衰落后产生的对立则主要发 
生在私人关系内部，这种对立的争论场所是厨房、卧室和幼儿房。 
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持续不断的婚姻关系讨论或冷战，遁入或脱离 
单身，对突然变得难以理解的伴侣失去信任，离婚之痛，宠溺孩子， 
为那-•小片自己的生活而斗争（虽然是从伴侣手中夺取的，但仍需 
分享），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寻找压迫的踪迹——其实他自己 
就是压迫。对此，我们可以随便称呼:“两性的持久战”、“回归主 
体”或“自恋时代” 0这就是社会形式，亦即工业社会内在的等级 
结构引爆私人领域的方式。
随工业体系而产生的阶级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固有” 

的，其基础在于工业化生产方式。两性的对立既不从属于现代阶

旧需要由他们自己来共同承担。这种决策的可能性既有个人的面 
向，也有制度的面向。换言之，缺乏制度性解决方案（如缺少幼儿 
园和弹性工作时间，社会保障不足）会加剧私人关系的冲突，反之, 
加大制度性供给将缓解两性的私下“争吵”。相应地，我们也必须 
把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解决策略看作是相互关联的。
工业社会的“等级特征”、男女生活情境中的个体化趋势、经 

选择的机会和约束而认识到的冲突局面：接下来将对这三个基本 
论题作进一步阐发和解释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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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对立，也不单纯是传统的残遗物。两性的对立是第三种实体。 
就像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样，两性的对立也是工业系统的产品与 
基础，这是因为家务劳动是雇佣劳动的前提。在19世纪，人们分 
别创建了家庭和生产各自的形式及领域，两者随即分离。但同时， 
男女各自的处境却都建立在出生时的先赋条件上。就此而言，两 
性的对立是一种奇怪的杂交，即“现代等级制”。于是，工业社会 
中的地位层级制得以在现代社会建立起来。这种层级制从工业社 
会内部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中汲取了爆炸性力量与冲突逻 
辑。相应地，性别等级的分派与对立并不像阶级对立一样出现在 
工业现代化的早期，相反，它爆发于工业现代化晚期。此时，社会 
阶级脱离了传统，现代性也无所畏惧地侵入了家庭、婚姻、亲子关 
系和家务劳动。
在19世纪，工业社会大获全胜，核心家庭也逐步成形。今天， 

这样的核心家庭反过来又需要经历去传统化过程。家务劳动和生 
产从属于对立的组织原则(Rerrich, 1986)。在市场的规则和力量 
通行于生产的同时，日常的家务活动却是无偿的。在此，契约关系 
和婚姻家庭的集体共有形成了对照。生产领域要求个体的竞争和 
流动，家庭的需求则与此相反——为伴侣而牺牲，或者献身于家庭 的集体计划。家庭的再生产形式和依赖巾场的生产形式代表了两 
个不同的时代，即现代和现代的反现代。它们具有对立的组织原 
则和价值体系，同时又在工业社会的蓝图中实现了融合，不仅互为 
补充和条件,也互为矛盾。
家庭和生产的分离开创并指定r具有重大差异的生活处境。 

因此，我们既有以生产为基础的不平等体系，其中涉及不同的薪 
酬、职业以及与生产资料有关的地位等。我们也有另一种与之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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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交叉的不平等体系，即在相对平等的“家庭环境”与多样化的生 
产环境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别。生产劳动以市场为中介，以货币为 
回报。从事生产劳动使人能够自给自足，无论这种依附性工作带 
来了多大的束缚。因此，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是流动过程和相关规 
划的承载者。无偿的家务劳动是婚姻施加的天然妆奁。承担家务 
劳动意味着在原则上接受供养，因而缺乏独立.承担家务劳动的 
人
通过婚姻这个环节来满足自己的生计。这些工作的分配由不得自 
己决定，它是由出生和性别实现分派的——这正是工业社会的封 
建基础。原则上，即便身处工业社会，一个人的命运在摇篮时期就 
已经被决定：终身的家务劳动，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中谋生。因为 
爱的存在，这种等级化的“性别命运”有可能会不断弱化或遭到撤 
销，也可能会不断加剧或受到掩盖。爱使人盲目。不管其中的痛 
苦有多深，既然爱是解脱-切自己造成的痛苦的出路，那么其中的 
不平等就不应当存在。然而，不平等的确存在，这就让爱显得平淡 
乏味，令人不寒而栗。

从社会理论和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被看作“亲密关系的恐怖” 
并因此而受到控诉的东西，正是在工业社会的蓝图中遭到切分的 
现代性矛盾。现代性原则承认，个体的自由与平等生来不受限制。 
但这些不可分割的原则总是在不同性别间遭到切分，它们只被分 
配给其中一类性别（由出生决定）o工业社会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成 
为纯粹的工业社会，它总是表现为一半的工业社会，一半的等级社 

107 会。工业社会的等级制侧面并不是传统留下的残遗物，相反，它是 
工业社会自己的基础和产物，并构成了工作与生活的制度架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利国家的现代化展现出双重面貌。



第四章“我就是我”：性别空间与家庭内外的冲突

既然做了，就要做到底

129 I

一方面，人们使依赖市场的标准人生的相关要求扩展到了女性的 
生活背景之中。这仅仅是让发达市场社会的原则越过了性别边 
界，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物。另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和一般男女之 
间出现了全新的阵营，从而瓦解了工业社会的等级制生活基础C 
这是自反姓现代化的专属特征。工业化市场社会的实现超越了性 
别划分，从而扬弃了这个社会的家庭道德、性别命运，有关婚姻、性 
和亲子关系的禁忌，乃至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再结合。
工业社会的地位层级制是一座汇集了众多要素的大厦：家庭 

和生产划分了各自的劳动领域，形成了对立的组织；由出生分派 
的生活处境；由爱、婚姻和亲子关系提供情感承诺并化解孤寂，从 
而掩饰整体境况“回过头来看，这座大厦的建立必定克服了重重 
阻力。
因此，人们迄今看待现代化的视角过于片面。现代化实际上 

拥有双重面向。在19世纪工业社会形成的同时，现代的性别等级 
秩序也建立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的现代化同时也带来 
了反现代化。家庭和生产间的重大差别及对立不断得到确立，并 
被证明和美化为永恒之物。以男性为灵感的哲学、宗教和科学的 
联盟——既然做了，就要做到底——把女性的“本体”和男性的 
“本体”结成了一个整体。
因此，现代化不仅瓦解了农业社会的封建关系，而冃.也开创了 

新的封建关系。然而，这种新关系在今天又再次面临瓦解。在19 
世纪和20世纪末不同的总体条件下，同样的“现代化”带来了相反 
的结果：19世纪是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分离，今天则是争取新 
形式的再结合；19世纪是女性因婚姻提供的扶持而受到束缚，今 
天的女性则拥向厂劳动力市场；19世纪建立了刻板的男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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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已经从等级制赋予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今天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相互渗透的标志，反现代性是 

由现代性安置在工业社会中的。生产和再牛产的分离使两性紧密 
结合在一起，核心家庭的坚实传统也让两性形影不离——其中包 

108 含了紧密的共有关系、角色分派和情感。但这样的两性关系正在 
破裂。倏忽之间，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共同生活的形式，工作的 
基本要素，对性、爱及其在婚姻家庭中的关系的看法，传统双亲角 
色分裂为母亲角色与父亲角色的对立；孩子以其天生具有但如今 
日益过时的强大黏合力，成为最后一位不曾出走的家庭伴侣。一 
场普遍化的奋斗和试验运动已经开启，这场运动旨在“再度结合” 
工作和生活、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简言之，私人生活正变得具有 
政治性,这种情况也辐射到了其他领域
但这只是预示了发展的方向。这些思考的要点在于：完善的 

市场社会中的问题，不可能在半市场社会的生活形式和制度结构 
中得到解决。当男性和女性想要并且不得不过一种经济独立的生 
活时，他们既不能借助传统核心家庭的角色分派，也不能依靠职业 
劳动、社会法、城市规划、学校教育等制度结构，因为这两个方面的 
传统预设图景是核心家庭及其性别等级基础。
两性关系的“重大冲突”显现在私下的归咎和失望上。这种 

冲突的基础在于，我们仍然（近乎）只想在不触及制度结构的情况 
下，由男女的私下对峙（甚至是在核心家庭的框架内）来摆脱性别 
的刻板印象。这相当于企图改变社会的面貌，却维持了家庭内部 
的社会结构。于是，最后只是交换了不平等。女性脱离家务劳动 
和婚姻扶持的过程，是男性退入“现代封建生活”的过程强加的， 
这种封建生活是女性所拒斥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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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成为农奴。不过，男性也不会比女性更愿意响应“回到厨房！ ” 
的号召（女性显然对此洞若观火！）。这只是其中的一点。重要的 
是认识到：男女的平等化不能在预设了男女不平等的制度结构中 
来实现，新酒不能装在旧瓶里，这里是指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力市 
场、就业体系、城市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如果强行这样做，那么 
没有人会对下述情形感到惊讶：私下的两性关系变成冲突的舞台， 
“角色交换”或“角色融合”的男女拉锯战得不到完美“化解”

前文描述的看法与现有的经验资料构成了奇异的对照。这些 
资料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记录了一股与性别地位层级制复苏 
截然相反的趋势.我们可以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解放”？女性和 
男性在脱离刻板的“性别命运”时，他们的解放程度一致吗？促成 
或阻碍这种解放的分别是哪些条件？
如上文引用的资料所提到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某些重大转 

折进一步把女性从传统的女人特质式的分派中解放了出来。以下 
是五个重要的条件,虽然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
首先.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生命历程的结构、生命阶段的继 

替也开始移动。如阿图尔• E.伊姆霍夫在其社会史研究中强调 
的，这导致了“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在早前的若干世 
纪里，女性的一生
抚养符合社会“期望”数值的成活子女，这种“母亲义务”大约会 
在45岁迎来终结。但如今，“为孩子而活”只是女性人生中的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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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在这之后，女性还有一段平均长达三十年的“空巢期”，这 
一时段传统上并不受人关注。“今天，仅就联邦德国来说，就有超过 
500万女性在其生命的’黄金岁月’过着后父母式的伴侣生活…… 
经常……缺乏具体而有意义的活动。” （Imhof, 1981： 181）
第二,现代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构了家务劳动。 

一方面，家务劳动造成的社会隔绝绝不是固有的结构性特征，它是 
历史演变即生活世界的去传统化的结果。个体化进程加剧了核心 
家庭的边界划定，“孤岛式生活”异军突起，这种生活方式克服各种 
现存纽带（阶级文化、邻里和朋友关系），实现了自立。只有在这种 
意义上，家庭主妇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孤立劳动生活。另一方面，技 
术理性化的进程开始覆盖家务劳动。各种各样的器具、机械和消 
费品减轻了家庭内部的劳动负担，乃至完全取而代之。家务劳动 
夹在工业生产、有偿服务和拥有完善技术的家庭设备之间，成r虽 
然看不见但又无休无止的“遗留工作”。隔绝化和理性化协同作 
用，引发了“家务劳动的去技能化"（Offe,1984）c这引导女性走出 
家庭,加入职业劳动，追求“充实”的生活。
第三，如果母亲身份依旧是传统女性角色最牢固的纽带，那 

么，避孕、生育调节以及合法终止妊娠的重要意义就会凸显出来. 
孩子和母亲（及其一切结果）都不再是“天命”,原则上，这里只存 
在被期望的孩子和深思熟虑的母亲°当然，资料同样表明，想要 
在成为母亲的同时，又脱离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和对孩子的看护责 

110 任，这对很多人来说仍旧只是一个梦。但年轻一代的女性不像其
母辈，她们可以（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孩子，什么时候生育以及生 
育多少。与此同时，女性的性体验也从“母亲的命运”下获得了解 
放，女性可以在不遵从男性规范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发掘自己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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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第四，离婚率的上升表明婚姻与家庭扶持的脆弱之处。女性 

和贫困之间总是“只差一个丈夫”（Ehrenreich, 1983）O近乎70% 
的单身母亲，只能依靠每月不到1200马克的收入勉强维生（1985 
年）。单身母亲和领取救济金的女性是社会救助机构的常客。在 
这个意义上，女性被“解雇”了，换言之，她们通过丈夫获得的终身 
经济保障被切断了。统计数据表明，大量女性拥入了劳动力市场 
（有关20世纪90年代解决失业问题的预测大概全成了泡影），这证 
明很多女性吸取了历史教训，并从中得出了结论。
第五，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同样运行在这一方向上，这无疑表现 

了年轻女性的强烈事业动机（参见前文）。
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解放、家务劳动的去技能化、避孕、离婚、 

接受教育和投身职业，所有这一切代表了女性从现代性别等级命 
运解放出来的程度，这一命运曾经不容改变。自此之后，包括劳动 
力市场、教育、流动、职业规划等在内的个体化螺旋,开始给家庭带 
来双重乃至三重的影响。家庭成为持续上演杂耍的舞台，上面充 
斥着多样化的歧异抱负,诸如职业及其流动要求、教育的约束、相 
互冲突的孩子抚养义务，以及千篇一律的家务劳动。
但这些导向个体化的条件也需要面临其他相反条件，后者把 

女性重新带回了传统的角色分派。有效建立的劳动力市场社会能 
够一视同仁地为男性和女性提供独立的经济生活保障，但它也会 
放任本已引起众怒的失业数字不断飙升。这意味着，在大规模失 
业和人们遭到劳动力市场排挤的情况下，女性一方面从婚姻的扶 
持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却不能通过雇佣劳动来自由地获得独 
立的生活保障' 也就是说，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赖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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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保障，但这种保障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从实际的雇佣劳动 
行为来讲，这一介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中间阶段, 因和母亲身份的再度绑定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只要女性还在生 
育孩子、抚养孩子，为孩子尽心尽责，视其为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 
那么孩子就会继续构成她职业竞争中的可预期“障碍”.孩子也会 
诱导女性主动作出不利于经济独立和职业生涯的决定。
是从旧的角色分派中获得解放，还是回归这种角色分派，女性 

111 的生活在这一矛盾中来回摇摆。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她们的意识和
行为上。女性有可能从家务劳动逃入职业生活，或者反过来。这 
表明她们力图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完全不同的决策“在某种程度 
上”维系那些大相歧异的生活条件。环境的矛盾放大了女性自己 
的矛盾。例如，在离婚法庭上，她们必须忍受法官的质问：为什么 
忽视职业规划。在操持家计方面，她们必然会被质问：为什么没有 
尽母亲的义务。女性常常因自己的事业心而被责难破坏了她丈夫 
原本就已困难重重的职业生活。离婚法和离婚的现实、社会保障 
的缺乏、被劳动力市场拒之门外、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这些都体 
现了个体化进程给女性的生活处境带来的矛盾。
男性的处境则大为不同。一方面，女性因为需要经济保障，不 

得不摆脱“为他人而活”的旧式角色分派，进而开始寻求新的社会 
认同；但另一方面.对男性来说，独立的经济生活保障和旧的角色 
认同是一致的。在以“职业人”为典范的刻板男性角色中，经济的 
个体化和男性的角色行为是融合在一起的。对男性来说，由配偶 
（妻子）来供养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自由”地凭工作谋生并养 
活家庭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此，后台工作传统上都由女性来 
承担。身为人父的快乐和责任，总是可以被当作适量的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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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享受。父亲的身份并不会妨碍职业上的追求.反倒有驱使作用。 
换言之，把女性逐出传统角色的所有因素并没有在男性这边发挥 
同样的作用。在男性的生活背景中，父亲身份与事业、经济独立与 
家庭生活都不是矛盾，因而没必要通过对抗家庭和社会的现有条 
件而去争取或维系；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男性角色是一 
致的，是预先指定并受到保护的。不过，这意味着个体化（指通过 
市场谋生）巩固了男性的角色行为。
如果男性有时也反对其先赋的性别角色，那也是出于不同的 

理由。矛盾同样出现在男性对事业的迷恋上。例如，为某些既无 
闲情、需求，也无能力加以享受的事物作出自我牺牲；无谓的竞 
争；为某些无法确认却不得不接受的职业或组织目标耗尽心力 ； 
由此而生的“冷漠”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冋事。无论怎样，脱离男性 
角色的主要动力并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外部诱发的（经由发生在 
女性身上的变化）。这一点体现出双重意义。一方面，由于女性更 
大程度地参与了劳动，男性从单一家庭供养者的角色桎梏中解脱 
了出来。男性身上的束缚也开始松动，他不必再为妻子儿女而在 
丁.作中屈服于他人的意志和目标。因此，男性对事业和家庭的投 
入也会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家庭和睦”变得脆弱了。男性生活 
中依赖女性的那一面开始失去平衡。男性此时开始认识到，他在 
日常事务上无法独立，在情感上也依赖于伴侣。以上这两个方面 
构成了男性试图脱离先赋的性别角色认同，尝试新的牛.活模式的 
主要动力。
使男女对立不断加剧的冲突开始逐渐显现。其中，主要的“催 

化主题”有两个：孩子和经济保障。在婚姻存续期间隐而不彰的 
冲突，在离婚之后就会公开爆发。在婚姻由传统模式向双职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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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变的过程中，婚姻内部对负担和机会的分配会出现较为典型 
的变化。概括来讲，在婚姻扶持的模式中.女性在离婚之后有孩子 
无收入，反之，男性有收入却没有孩子。第二种模式乍看之下似乎 
变化不大，因为女性同时拥有孩子和收入（依照流行的司法判例）. 
然而，不平等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却在此实现了反转。通过女性 
就业、离婚法的扶持性调节、养老保障等途径，男女之间的经济不 
平等程度得以缩小。无论在自然还是法律层面，父亲们开始意识 
到自己的不利局面。毫无疑问，挺着大肚子的女性在生物和法律 
双重意义上占有孩子。精子和卵子的所有权关系分裂了.孩子当 
中属于父亲的那部分，总是取决于母亲以及她的谨慎行事。这同 
样适用于有关终止妊娠的一切问题：随着男女角色的疏离程度不 
断扩大，钟摆也正在相应地往回摆。男性从自己的职业“宿命”中 
解脱了出来，开始愈益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孩子.然而，他最后却只 
能回到一个空巢越来越多的案例（特别是在美国）证明了这一 
点:在离婚之后，父亲们选择劫持了未判给自己的孩子。
个体化使男女的处境相互分离，但回过头来又让他们结合在 

了一起。传统日渐稀疏，伴侣关系的允诺却在增加。曾经遗失的 
一切，又在他处意外寻获。首先，上帝悄悄消失了（或者说是被我 
们挤走了）。曾经指“体對一拥有”的“信仰”一词，如今已带有 
“违背人的良好判断”这样的卑鄙论调。上帝消失了，人们也不用 
再找牧师；于是，负罪感不断抬升，让人难以摆脱.对与错的区分 
日益模糊，负罪感并不因尖锐的质问而减少一丝一毫，它只是变得 
不清楚、难以辨认了。阶级文化至少还知道去解释自己身上汇集 
的苦难，这样的阶级文化如今已从生活中蒸发，化成了言谈和数 
字。在交流和记忆中成长起来的邻里关系因为流动而消失了°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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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还可以结交，但人们大多围绕自己打转。社团还可以加入。交 
往接触的范围不断变大、加宽，色彩纷呈。但多样性也让这种关系 
转瞬即逝，易受表面现象的支配。人们互道好感，但也仅此而已。 
就连亲密关系中的交流也可以这般短暂，近乎握手致意。
一切皆可照此运转，各种“可能性”纷纷开启。但在认同形成 

方面，多样化的关系或许并不能代替稳定的初级关系°如研究所 
表明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交往还是持久的亲密关系，两者都是必 
需的。婚姻幸福的家庭主妇受困于交往和社会隔绝问题。组建了 
交流群体的离异男人即使身处网络，也难以克服不断涌现的孤独。
现代爱情的理想化过程，再次映射了现代性的轨迹。现代性 

留下了失落，而颂扬是失落的倒影。没有上帝，没有牧师，没有阶 
级，没有邻人，但至少还有“你” 0 “你”越大，空虚就越小；没有 
“你”，一切都将是空虚。
这同样是说，维持婚姻和家庭的既不是物质基础，也不是爱 

情.而是对单身状态的恐惧。在所有的危机和冲突当中，站在婚姻 
和家庭的对立面并使人感到害怕或忧心的，或许正是那婚姻最稳 
固的基础：孤独。
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首先是有关家庭的争论在根本I:经历了 

一个相对化过程。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民主国家里，资产阶级的 
核心家庭是两性共同生活的标准形式。这样的核心家庭要么被奉 
若神明，要么遭到恶毒诅咒。人们见证了一个乂一个家庭危机，或 
者见证了家庭在属于它的危机光环中的复兴。所有这一切还要接 
受是否为虚假替代物的裁定。让家庭背负一切善恶的人实属目光 
短浅。家庭仅仅是悬浮的表面，它让男女之间的历史冲突情境暴 
露于日光之下。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男女两性及其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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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总会有碰头的那一刻。
那么，我们可以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脱离家庭的解放？个体化 

动力不断向家庭扩展，共同生活的形式也开始急剧变化。个体人 
生与家庭的联系松动了。终身性的团结家庭日益罕见，这种家庭 
一度保留了在其中实现联合的父母辈的人生。反之，现在更常见 
的情形是，人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流转于各种临时拼凑的家庭，乃 
至体验非家庭的共同生活形式。家庭责任沿时间轴中断于不同的 
生命阶段，因而也就无所谓责任了。家庭关系逐渐成为可替代的 
事物.在家庭内外，男性和女性的个体人生的独立性日益凸显。每 
个人都要多次经历与其特定生命阶段相绑定的片段式家庭生活, 
或者是与家庭无关的生活形式。因而.他们也就逐渐享有属于自 
己的生活。总之，只有人生的纵剖面——而不是某个横断时刻或 
家庭统计数字——才能表现家庭的个体化，亦即家庭和个体人生 
（在家庭内外）的优先次序的颠倒：从经验上看，个体脱离家庭的 
程度有赖于对各种数据进行生命历程视角的概览，从离婚、再婚, 
到婚前、婚后、婚外的共同生活形式。由于共同生活形式涉及赞成 
或反对家庭的问题，它依旧显得矛盾重重。由于夹在要不要家庭 
的两个极端之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决定”走第三条道路：一种 
充满矛盾的、多元主义的、处于激变之中的总体性生命历程。这种 
生活形式上的人生多元论，亦即各种家庭（混杂共同生活或单身生 
活的其他形式，或受其干扰）的更迭，已经成为个体化条件下男女 
合作或对抗的（颇为吊诡的）“规范” O
从完整的人生来看，多数人忍着疼痛和忧惧卷入了这个由历 

史指定的共同生活形式的试验阶段。迄今，我们还无法预知这个 
阶段何时结束，它会带来哪些结果。但是，再多的“错误”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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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处境的差异和对立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然而，直到20 
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女性仍视这种状况为“理所当然”。这个问 
题在近二卜年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政治上的各种努力也旨 
在让女性获得同等权利。在最初的成功之后，人们的不平等意识 
加强了。但我们必须把实际的不平等及其条件和原因，同这种意 识的形成区分开来。男女的对立可能具有两个相对独立的侧面： 
一边是处境的客观现实，另一边是这种处境日益丧失止当性并为 
人们意识到。如果我们对比不平等被接受或遭到质疑的时间长 
短，同时，如果我们看到.消除若干不平等反倒使人真的看清其面 
目,那么我们就不应低估意识的独立意义。现在，我们要去探究这 
些意识形成的条件。
伴随现代化的推进，行动领域的各种决策增加了。相应地，决 

策受到的限制也变多「°人们可以稍带夸张地说:“怎样都行。”许 
多冋题逐渐模糊起来：谁在什么吋候洗碗，谁替吵闹的婴儿换尿 115
布，進负责购物，谁用吸尘器打扫房间；谁赚取每天的面包,谁决定 
是否搬家，为什么美妙的床笫之乐只应同经过婚蜗登记的日常伴 
侣共享。婚姻可以和性分离，进而也町以和父母亲身份分离；父母 
亲的身份数量会因离婚而大量增加；槌体情形又可以划分为同居 
或分居，并因住所的增多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关系修复而不断扩大。
经过这种数学运算，等式右侧会出现一个处于波动之中的大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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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会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它涉及那种直接多重嵌套的多样 
化影子生活。这样的生活在今天总是频繁地躲藏在“婚姻”和“家 
庭”这类不变的规矩用词的背后。
在人生的所有维度上都出现了选择的机会和约束。我们需要 

一整套原则上可以撤销的规划和协商.而其中包含的不平等负担 
也有赖于正当化论证。由选择引发的讨论、协商、错误、冲突，使男 
性和女性面临着不同的风险与后果，这一点变得日益明确,系统 
来看，把预先给定的事物转变成决策具有双重含义。不作决策的 
可能性越来越小。首先，决策的机会具有强制性，没有人能全身而 
退。人们需要接受磨炼，在不同的后果之间建立关联，通盘思考， 
并借此实现平衡。其次，这也意味着审慎的决策转变成了意识生 
成器，即让人意识到决策中显现的不平等、点燃的冲突以及化解的 
努力。
这一点已经在有关职业流动的传统决策上成为了现实。劳动 

力市场要求流动，它不会顾及个人状况；婚姻和家庭的要求则相 
反。极端来讲，现代性的市场模式假想了那种没有家庭或孩子的 
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是独立的，他听从市场的指令，以便确保自 
己的生计。最终，市场的主体是单一的个体，他不受伴侣、婚姻或 
家庭的“妨碍”。相应地，终极的市场社会也是没有孩子的社会， 
除非孩子跟随流动的单身爸爸或单身妈妈长大匸
对女性而言，婚姻可能意味着放弃事业，意味着家庭责任，意 

味着跟随丈夫的职业前景而“流动”。只要这种看法还被视作理 
所当然，伴侣关系的要求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就不会 
显现.一旦配偶双方都必须或想要自由地以雇佣劳动来保障生 
计，上述矛盾就会公开爆发。对于这一家庭和劳动力市场间的矛



第四章“我就是我”：性别空间与家庭内外的冲突

141 I

盾，我们不难联想到若干制度性解决方案或缓解措施（例如，全体
公民的最低收入保障，或同职业脱钩的社会保障；为夫妻双方的共 116 
同就业消除障碍;“合乎情理”的相关“标准”；等等）。然而，目前 
尚无这类措施，未来也难以寄予厚望。因此，夫妻俩必须寻求私下 
的解决办法。在可选择的范围内，这成了夫妻之间的内部风险分 
配。问题在于：谁会放弃经济上的独立和保障？众所周知，它是在 
现代社会过日子的前提。毕竟，随配偶流动的人就算事实上没有 
被彻底抛出职业轨道，也必然（多数情况下）会在事业上面临相当 
不利的局面。冲突的程度也会因此而不断加剧。在婚姻、家庭和 
伴侣关系领域，彻底现代化的市场社会的矛盾日益转向个人层面， 
以致难以补救。
除了职业流动这个关键，其他问题同样棘手：生育孩子的时 

机、数量以及抚养问题，永远不公平的日常家务分配，“单方面”避 
孕措施，梦魇般的堕胎，在性生活方式和频度上的差异，更不要说 
那令人心烦的社会态度——就算在奶油广告中都能感受到的性别 
偏见。男女共同生活中这些引发冲突的重要问题让我们意识到了 
两性处境的分裂，例如，成为父母的时机在男女的生活背景中有着 
完全不同的前提和障碍。
如果婚姻最终走到了需要“撤销”的地步，即所谓“适合离婚” 

（如充斥市场的婚姻咨询手册所要求的，其中的协议规定涵盖了从 
财产分割到婚外性行为等一切细枝末节），那么，本当避免的分手 
也就成了完全町预期的情形。裁决和规定里面包含的一切不平等 
后果，也就愈加暴露于日光之下。禁忌越来越少，新技术带来的可 
能性越来越多。例如，塑造孩子的可能性（由心理学和教育学证 
明），由外科手术干预妊娠过程的可能性，更不要提仿佛科幻小说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I 142

情节的人类遗传学了。这些困扰家庭的事物把曾经团结的局面一 
点点撕裂了：妻子反对丈夫，母亲反对孩子，孩子反对父亲。传统 
的家庭团结因难以应对各种决策要求而破裂了。虽然人们认为是 
自己把问题带进了家庭，并因此而自责，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 
儿乎所有的冲突事项都有它制度的那一面（比如孩子的问题，主要 
就是因为制度完美地切断了在孩子看护和职业投入上取得协调的 
任何可能性）。但这一洞见本身当然不会帮助抚养孩子！由外部 
冲击家庭的一切事物——劳动力市场、就业体系、法律等——都不 
可避免会在个人层面扭曲变形或受到压缩。有一种受系统制约的 

117 错觉出现在家庭（及其所有替代物）里，这种错觉认为家庭包含了 
改变两性不平等这一重大命运的线索和杠杆，这种不平等体现为 
具体的两人关系。

父母亲角色曾经是家庭的核心，但即便是这一圣坛，也开始分 
裂成母亲角色和父亲角色。如果对比美国或瑞典，今天的德国“仅 
有”十分之一的孩子是在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的看护下长大的。 
单亲家庭的数量在上升，双亲家庭的数量在下降。成为単亲妈妈 
不再单纯意味着“被抛弃”,它已经成为一种选择。鉴于和父亲 
（事实上，妻子仅仅是要求他做好一位父亲，别无其他）的冲突，许 
多女性视单亲生活为抚养孩子的唯一出路。这一欲求如今显得愈 
发强烈。

贝克一格恩斯海姆（Beck-Gemsheim, 1988）和雷里希（Rerrich, 
1986）指出，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他（她）同孩子的亲密度，也会 
随家庭内部的个体化进程而发生变化。一方面，孩子被看成个体化 
进程的障碍。孩子耗费钱财和精力，前途难料，束缚人，让仔细绘 
制的日常计划和生命规划陷于无望的混乱。孩子一出生便练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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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乏的独裁”，不断加以完善，他们用赤裸的声带和闪耀的微笑， 
把自己天然的生命节律强加在父母身上。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 
一点让孩子变得无可替代。
孩子是初级关系最后驻留的源头，不可撤销，不可交换。伴 

侣可以来来往往，而孩子始终是孩子。伴侣关系中一切无法实现 
的渴望都被指向了孩子。由于两性关系的不断弱化，孩子独占了 
实际的陪伴和情感释放。除此之外，这种生命层次上的来往日益 
罕见并广受质疑。亲子关系颂扬并培育了一种时代错置的社会 
体验。这种体验因个体化进程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因而受到 
了人们的渴望。有关的征兆表现为：溺爱孩子，为其“谋划童年时 

这受宠溺的可怜的小家伙——以及离婚前后对孩子的丑 
陋争夺战。在爱情日益消隐的背景下，孩子逐渐成为对抗孤独的 
最终选择。这是私人类型的复魅，它因祛魅而兴盛，并从中获取自 
身的意义。出生率在下降，孩子的重要性在上升。通常只要一个 
孩子就足够了，因为更多的孩子只会令花销难以承受。但那些认 
为（经济）成本抑制了父母生育的人，完全是陷入了“成本一收益” 
思维的偏见。
工业社会不仅保留也在生产一些属于中世纪的东西，但如今 

它变得烟消云散了。人们逐渐脱离了曾被美化成天然之物的性别 
等级的外壳。由于这种社会史意义上的变革是以私人冲突的形式 118 
发生的，因而我们尤其需要从历史的维度去加以认识。心理学（和 
心理治疗）大批量承担了对痛苦的解释，这门学科往往把痛苦追溯 
到幼儿社会化阶段的个人史，但这种解释已经行不通了。如果人 
们因被指定的生活形式而遭遇冲突，如果人们的共同生活失去r 
榜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的痛苦归因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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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冲突不断积累，但在政治和私人层面“化解”这些冲突 
的方案很大程度上还悬而未决。由前文提及的客观解放契机，我 
们并不能推断男性和女性的意识与行为。类似的结论取决于个体 
状况，取决于包含在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个人塑造的可能性。但 
除此之外，这主要有赖于政治发展和制度可能提供的支持或补偿。 
因此，我们将把在历史中浮现出来的可能性划分为三种（绝不互斥 
的）变体：回归传统家庭；以男性为模板的平等化；尝试超越男女 
角色的新生活方式。

忽或选择。在男男女女从现代等级制的性别命运中获得解放的情 
况下，性、婚姻、情欲、亲子关系等，就会和下述事物存在莫大的关 
联:不平等、职业、劳动力市场、政治、家庭,乃至嵌入其中的那种毫 
无前景的生活方式。心理学常常把人们遭遇到的问题当作原因， 
并借此成了个体化进程的受益者。如果心理学不想受个体化表象 
的蒙骗，它就有必要让自己的思维方式更具历史性，或接受社会史 
的修正。

人们总是从错误的前提开始追问“家庭”的未来。为人熟知 
的核心家庭常被大家看作某种“没有家庭”的含糊状态的对立面, 
或者假设核心家庭正被另一种家庭类型取代。如果这种素描式分 
析是正确的，那么更有可能的情况，不是一种家庭类型取代另一种



第四章“我就是我”：性别空间与家庭内外的冲突

119

145 I

家庭类型，而是各种家庭和家庭之外的共同生活模式在很大的变 
动范围内先后形成、彼此共存。较为典型的情况是，各种生活方式 
将构成总体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例如单身生活、婚前婚后的共 
同生活、合租、离婚一两次之后的多重父母身份,等等。
这种生活方式的分化和多元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天然”后果。 

很多人认为，它会威胁现代世界的文化价值和生活基础，因而对它 
加以谴责。也有不少人相信，脱离婚姻和家庭是个人主义的泛滥, 
因而需要通过政策和制度层面的针对性措施加以制止，以便声援 
家庭。在这当中，女性首当其冲。她们在私人和政治层面的努力 
不断遭到威胁、怀疑或抵制，因为她们想要摆脱家务劳动和婚姻扶 
持中的角色分派，并竭力争取“属于自己的生活”。于是，拯救“家 
庭”的措施指向了共同生活的统一标准——赚取面包的丈夫，涂抹 
面包的妻子，外加三两个孩子。大体上，这个标准直到19世纪才随 
工业社会而首度诞生。个体化趋势和解放趋势的存在毋庸置疑， 
尽管如此，某些条件和发展依然在社会层面强化了 “回到厨房”的 
号召。
绝大多数女性的一生均同经济独立或职业保障无缘。这甚至 

反映在女性参与劳动的数字上。在15岁至65岁有劳动能力的全 
部德国女性（要么从事有薪水的工作，要么被官方登记为失业）中， 
参加工作者的数字在1984年6月刚刚过半（51.7%）,只是略有增长 
（1983年为50.7%）。相比之下，同年龄段男性的数字则在八成以上 
（1983年为82%, 1984年为81.4%）。换言之，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 
女性的生活仍旧依赖于婚姻和丈夫的扶持。持续的大规模失业和 
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容量（很可能还在缩减中）总体上确保了男女的 
传统角色与责任，并使之趋于稳定。不少女性有生育的意向，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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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她们脱离雇佣劳动，重回婚姻扶持的趋势。如果年轻女性缺 
乏教育，或者再度错过职业培训，传统女性角色的两大稳定器—— 
失业和生育意愿——就会显得特别奏效。这导致年轻一代女性的 
生命历程沿教育层次岀现了两极化发展。
如果有人仅仅因为劳动力市场大门紧闭就以为家庭获得了拯 

救，那么他肯定忽略了另外一些男性或女性，这些人被预期或者愿 
意在这样的条件下共同生活。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些年轻女性 
会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失落（原本曾坚定表达过工作意愿）以及由 
此产牛的对丈夫的依赖。我们也不能确定，是否会有同样多的年 
轻男性准备（或者有能力一 据自己的事业状况）重新套上养家 
糊汀的角色枷锁。无论如何，在女性的系统性平等预期和工作、家 
庭中的不平等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已经被转移到 
婚姻和家庭内外的私人领域。不难预见，这就相当于因外部诱导 
而扩大了私人关系中的冲突。最终，劳动力市场的藩篱只是在表 

120 面上稳定了核心家庭。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离婚法庭的过道，或者 
婚姻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等候室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
与此同时，女性的新贫困也就成了注定之事。在离婚数字不 

断上升的情况下，在迫使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并重回厨房之时，人 
们至少也应该了解，这种做法就相当于为社会上的一大群人预备 
了社会安全网窟窿。
这表明，在试图恢复男女在家庭和工作中的旧有关系的时候, 

某些理论和实践存在着根本缺陷。首先，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 
社会中，这与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公然相悖。根据这一原则，社会 
中的不平等地位不能由出生状况来指定，相反，社会地位是后天的 
劳动投入和成就（开放给所有人）得来的。其次，这些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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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 •种相反的诉求，让女性在所有社会领域享有平等地位
的主张也在不断涌现。只有当各个领域向父权制的一刀切做法提 121

把家庭内部和两性之间的变化全都简化为私人现象或私人问题， 
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变化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之间的关联。
类似的缺陷也反映在不断被宣传的建议上，这些建议针对的 

问题是如何重新串联已经失去和谐的家庭。一啲人相信特殊的 
“家庭培育课程”可以提供补救；另一些人则把择偶的职业化看作 
疗治家庭的主要手段；还有一些人始终坚信，只要我们有足够多的 
婚姻咨询和心理治疗机构，问题就能得到完美解决「从色情作品、 
合法堕胎到女权主义，一切都被看作对“家庭危机”负有责任，因 
而噬须相应的反制措施。在此，茫然和无助影响了解释，而冲突之 
所以产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背景仍旧处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但是，借用韦伯的一个比喻，现代化不是一辆山租马车，只要 

稍不称心，便可随意下车。如果有人真想恢复20世纪50年代的那 
种核心家庭，他就必须回拨现代化的时钟。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偷 
偷摸摸（例如，借助产妇津贴，或者维护家务劳动的形象），而只需 
公开地把女性排挤出劳动力市场，并且不仅要离开劳动力市场，也 
要离开教育领域。男女的薪酬差距必定会不断拉大；法律上的平 
等地位最终也要取消
普选权的时刻就已经启动；流动、市场、新的媒体和信息技术必定 
会受到限制或遭到禁绝。简言之，不可分割的现代性原则势必会 
遭到切分，人们只会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原则分派给其中的一类性 
别，而对另一性别弃之不顾。这做法真是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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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控诉之时，现代性原则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普遍有效性，从家务劳 
动、议会政府，到工厂和管理层，等等。在探讨女权运动时,平等诉 
求大多和改变“男性职场”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斗争是为了争取 
女性的经济保障、影响力和共同决策权，也是为了给社会生活注入 
另类的“女性”取向、价值和行为举止。单独抽取岀来的“平等” 
究竟所指为何，这仍然有待解释。因此，这里的讨论对象是某种特 
定解释的（多为不可见的）后果。如果在全面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的 
意义上解释和使用“平等”，那么最终，地位的平等无疑会创造一 
个全面流动的单身者社会。
最终来看，全面发展的现代性的基本形象就是孤身一人的他 

或她。但凡满足了市场需求，就会忽视家庭、婚姻、亲子关系、伴侣 
关系的要求。有些人需要劳动力市场意义上的流动，但他从不顾 
忌私人领域的利益。这样的人谋求解散家庭，这恰在他们作为市 
场信徒的能力范围之内。只要婚姻对女性来说还等同于负起家庭 
责任，放弃职业或流动，那么，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或一般意义上的 
伴侣关系）之间的矛盾就会处于隐匿状态。这种矛盾之所以在今 
天爆发，是因为家务劳动和职业劳动的分离已经属于（夫妻）双方 
的决策。对平等诉求的这类市场主义解释，使个体化螺旋更为彻 
底地席卷了两性关系。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单身家庭以及单 
亲妈妈或单亲爸爸的数量已经呈现出跳跃式增长的态势，这证明 
了上述结论绝非只是一种思想实验。同样，这还可以从人们在这 
种条件下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上看出来。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取向或多样化选择，但在那种不得 

已或义务性的单身生活中，人们必须采取若干预防措施，确保此类 
过日子的方式不受其固有危害的影响。譬如，利用各种时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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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维护必要的交际圈，这要求人们心甘情愿分担他人的重负。紧 
密的友谊网络仍不可或缺，这也是单身生活的乐趣所在。美好光 
景就算短暂，也依旧魅力无穷。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一个尽可 
能得到保障的职位。职位既是收入来源，也代表着自我确证和社 
会经验，因此需要用心维护。由此形成的“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 
是依靠“我”这个中心来实现裁剪和平衡的，包括我的敏感、我的 
前途、我的坚强与虚弱。
个体化生活模式只要获得成功，就会对仍被看重的伴侣关系 

（婚姻、家庭）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危险一直在增加。对他人 
的渴望在单身生活中不断被放大，但把他人纳入“自己的生活”的 
希望却日益渺茫,因为这种生活如今已经真的只属于自己。“属于 
自己的生活”之所以令人心满意足，恰恰是因为他人的不在场；眼 
下也并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他（她）了。单身生活中的许多事物都 
散发出对抗孤独的气息：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为这些关系设置的法 
律，居住习惯，日程安排,从关系中撤退的方式（为克服深层次的痛 
苦）。其中的平衡受到了小心细致地调试，但它仍免不了受预期中 
的伴侣关系的威胁。人们设想独立，却身陷孤独的囚牢。个体化 
的圆圈封闭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必定要好好保护，但本欲防范 
痛苦的围墙却制造了痛苦,这堵围墙也只会越砌越高。
单身生活并非现代性的歧路，而是全面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的原 

型。在市场逻辑中生效的社会纽带的否定面，也会在它最发达之时 
逐渐瓦解持久伴侣关系的前提。因而，这是一种吊诡的社会化—— 
曾经取得突破的高度社会属性再也没有显现出来。正如这里表明 
的，这一思考至今只具有“理想型”特征。然而资料显示，它的确越 
来越适用于现实。此外，这种思考可能也是未受注意的、意图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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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两种极端变体均误解了处在中心位置的基本事态。家 
庭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爆发的矛盾并没有在保存家庭或泛化劳动力 
市场的模式中得到解决。人们依旧没有认识到，男女间的不平等 
不是一个浅层问题，不能在家庭和职业领域的结构与形式之内得 
到纠正。毋宁说，这种破天荒的不平等是工业社会基本图式的组 
成部分，包括其生产与再生产、家务劳动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在工 
业社会内部，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矛盾随这些关系而爆发。 
同样地，这种矛盾也不会因为提倡家庭和职业间的“选择自由”而 
自行消除。男女的平等不可能在现有的制度结构内实现，这种结 

123 构在设计层面就与不平等关联在一起。只有通盘思考并改变发达 
工业社会的整个制度结构，进而揭示家庭和伴侣关系的必要前提 
之后，超越男女角色的新型平等才可能一步步实现。“再度家庭化” 
或“全面市场化”是一种虚假的非此即彼，它在这里遇到了第三条 
道路的挑战，即限制和缓解市场关系的冲击，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是 
有针对地为社会性生活方式创造条件。接下来，我们主要通过举 
例来说明这种基本观点。
以上原则可以理解为下述理论解释的精确镜像：随着家庭的 

个体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分离在家庭内部开启了所谓第二个历史

的后果，它来自当前制度条件下的两性平等诉求。就像大部分女权 
运动一样，谁都有权利拓展现代性启动时的传统，谁都有权利主张 
和追求符合市场要求的男女平等。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这条路的尽 
头极有可能不是平等权利下的和睦，而是在路线和处境相互背离情 
况下的孤立。在共同生活的外表之下,很多迹象早已在今天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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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如果想要克服由此造成的矛盾，除非我们能够在工作和生 
活已经分离的基础上，为工作和生活的再度统一提供制度可能性 
或创造相应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借助各奔前程的 
市场人生的所有构件。
让我们从劳动力市场要求的流动开始。首先可以理解的是， 

我们需要缓解流动本身带来的个体化效应。到目前为止，职业流 
动无疑等同于个体的流动。家庭，包括家里的妻子，要随丈夫而流 
动。由此就会出现一个选项，它以私人问题的形式被抛给了夫妻 
双方：妻子放弃事业（包括各种长期影响）或者“家庭出现裂缝” 
（迈向离婚的第一步）。与此相对，人们还可以尝试另一种劳动力 
市场流动的合伙模式，并把它制度化。这个模式的格言是：如果你 
要雇用一个人，你就需要为其配偶提供T.作机会。就业机构需要 
为家庭组织就业咨询会和就业推荐会。企业（和政府）不仅要倡导 
“家庭价值”，也要通过合伙就业模式（有可能包含多个企业）来维 
护这种价值。同时，我们也要考虑是否减少某些领域存在的流动 
障碍（如兼职性质的学术就业市场）。在这同一个方向上，社会和 
法律层面对非流动的认可，理由恰恰在于家庭的合伙性质。在评 
估工作变动的“合理性”时，人们也必须考虑到它对家庭的危害。
当然，鉴于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人口在200万以上，减少整体流 

动性的要求显得不切实际。不过，我们也可以借助其他角度来取得 
类似的效果，例如，在整体上放宽生活保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依赖。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为全体公民设立最低收入，从而提高社会救助的 
水准；或许我们可以让医疗和养老保险脱离正式的工作；等等。劳 
动力市场螺丝的松动并非没有传统（福利国家保障、工作时间减少 
等）。此外还有一种在大规模失业中表现出来的相反发展趋势：在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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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量因生产力提高而不断减少的同时，女性渴望进入劳动力市场 
（参见第六章）。这一事项无论如何都会被提上社会的议事日程。

即使以“偏好家庭”的方式限制劳动力市场活力，这也不过是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人们的社会性共同生活必须获得重生。核 
心家庭的社会关系常常会受到削弱，这是惊人的劳动密集化的体 
现。多个家庭的协作（更）容易完成某些事情，如果让单个家庭独 
自面对这些事，长久以后它便会不堪重负。为人父母的责任和照 
料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但这种多个家庭互帮互助、共同生活 
的情境，往往被居住条件挡在门外。职业流动和单身趋势已然成 
为现实。住房越来越小，其中的设计完全符合单个家庭的流动搬 
迁。公寓、住宅以及居住区的规划，排除了多个家庭集中居住、共 
同迁移的可能性。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以个体化为出发 
点，进而把社会性生活排除在外的，可不仅仅是建筑或城市规划。 
其他的各种具体变动也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例如，为了减轻 
抚养孩子的压力，我们不仅需要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需要新的 
职业（保姆）或教育体系，而目前的教育体系尚未把家长的辅导作 
为“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
关于这一“乌托邦，，的可操作性及其经费来源问题，当然还有 

很多可说c然而，这不是我们的课题。在此，我们关注的主要是理 
论上的论争，特别是打破家庭守旧论和市场适应论之间那种虚伪 
的非此即彼。毫无疑问，各种各样的制度变革仅仅是想创造并维 
护某种可能性空间。人们必须在男女角色的等级制分派之外，创 
造并试验新的共同生活形式。
一度饱受非议的所谓“隐私和内心的庇护所”因此具有了重 

要意义。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运动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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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里尔克十分熟悉这里逐渐泛化的谬误，他在20世纪之初（1904年）就已经在 
盼望:“少女和妇女.在她们自己新近的发展中，只暂时成为男人好坏习性的模仿者， 
男人职业的重演者-经过这样不稳定的过程后，事实会告诉我们，女性只是从那（常 
常很可笑的）乔装的丰富与变化中走过,以便把她们自己的天性从男性歪曲的影响中 
洗净……如果妇女将来把这’只是女性’的习俗在她们外在状态的转变中脱去，随后 
那从痛苦与压迫里产生出的妇女的’人性’就要见诸天日了。这是男人们现在还没 
有感到的，到那时他们将从中受到惊奇和打击。有沃（现在北欧的国家里已经有确 
切的证明）新的少女来到，并且所谓妇女这个名词,也不只是当作男人的对立体来讲. 
而是含有些独主的意义，使我们不再想到’补充'与’界限’，只想到生命与生存一 
女性的人。这个进步会改变（违背落伍的男人们的意志）现在还充满谬误的爱的体 
验.从根本上更改，形成一种人对于人.不是男人对于女人的关系。并且这更人性的 
爱（无限体贴而温柔地，良好而明晰地在结合与解脱中实现），就像那种我们苦心经营 
的爱,它存在于这样的情况里：两种寂寞相守护，相倚靠，相敬重:"（Rilke, 1980： 79f.） 
（此信写于1904年5月14日，中译引自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上海译文 
出版社2011年版，第44T5页，译文略有改动。）

“主观的自我吹嘘”。每个人或多或少也都能看到，在生活方式可 
能变得毫无前景的重担之下，人们需要为婚姻和家庭内外的日常 
关系与纽带投入艰苦卓绝的努力。各种变革的累积即将完成，我 
们必须打消把它看作私人现象的念头。日益成为自反性规划的人 
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拥有革命性潜力。在这里汇聚起来的是生 活共同体中的各类敏感实践，改变两性关系的反复尝试，以及因为 
分担重压而再度复苏的团结。对社会而言，这一切的汇聚甚至可 
能在根源上就不同于“系统性变革策略”，而后者仅仅停留在其理 
论的高度上（Muschg, 1976： 31）o '有很多原因可能会引发前进中 
的倒退，其中肯定少不了对立性制度条件施加的重压。男性和女 125
性在今天为了各种原因相互争吵，但其中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们 
个人的责任。如果这一观点能被接受，我们将从中受益，乃至赢取 
变革所需的政治能量。



第五章

1154

“个体化”是一个意义重大、易遭误解的概念，它甚至可能代表着 
某种缺乏理解的状况。但这个概念确实指向了某些重要内容c迄今, 
人们尝试从重要而现实的方面对它进行探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多 
少已经把这个概念的语义纠缠放在K一边。现在，我将通过两个步骤 
的讨论来澄清一些概念和理论。首先，我将描绘…般化的、分析性的、 
非历史的个体化模式。这会涉及许多经典论述，从马克思经韦伯到涂 
尔干和齐美尔，或许我们还能从中发现一些重大误解。其次,在对这一 
“模式”加以补充和澄清之后，我们有望超越迄今有关战后徳国现状的各 
种讨论。和匕我们可以把个体化理论浓缩成这样T核心论点：过去 
二十年发生在徳国（或许还包括其他西方工业国）身上的事情已经脱离 
既有的概念框架，它不能再被理解为人的意识与处境的转变；相反（但 
愿大家能原谅我使用怪词），我们必须把这些现象看成新的社会化模 
式的开启，一种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形态转变”或“范畴转移”。'

I当科利和罗伯特（Kohli and Robert, 1984）说到“作为一种（史无前例的）社 
会化形式的个体性”时,他们脑中想的大概就是与此类似的东西。

个体化、制度化与标准化: 
生活处境和人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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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并不是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或被创造的现象。类 
似的“个体化”生活方式和生活处境早已随处可见，譬如文艺复 
兴（布克哈特）、中世纪宫廷文化（埃利亚斯）、新教的入世苦行（韦 
伯），以及农奴脱离等级制依附的解放过程（马克思），此外还包括 
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家庭代际纽带的松动（伊姆霍夫）和社会流 
动过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急剧扩张（莱德雷尔和科 
卡）等。在这种一般意义上，“个体化”指的是（埃利亚斯所说的） 
文明化进程中某种特定的主观一人生的侧面，特别是在该进程最 
近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阶段（内容上可参见贝克一格恩斯海姆，方法 
上可参见博尔特）。现代化不仅导致集权化国家的形成、资本的集 
中、分工和市场关系的紧密编织、社会流动、大众消费等，它也引发 127
了——这里我们得出的一般模式——三个层面的“个体化”：在支 
配、扶持等传统背景方面，脱离由历史赋予的社会形式与社会义务 
（“解放的维度”）;在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范方面，丧失传统的 
安全感（“祛魅的维度”）;以及——相反的字面含义-----种新的
社会约束（“控制或再整合的维度” ）o
脱离（或解放）、稳定性的丧失、再约束：这三个因素本身就可 

能引发大量误解。它们构成了一般化的、非历史的个体化模式。 
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把个体化的这一维度同它的第二个维度区 
分开来。具体而言，就是区分（客观的）生活处境与（主观的）意识 
（认同和人格形成）。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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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化”概念的主要误解是把它等同于右上方单元格的 
内容。很多人把“个体化”与个性形成(=人格形成=独特性=解 
放)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有道理，但相反的论断可能同样正确。到 
目前为止，本书很少针对右半边表格进行讨论，乃至完全没有涉 
及。这个问题本身就够写一本书的了。因此，我们的讨论基本上 
限制在表格的左半边，即客观的那一面。换言之，我们需要把个体 
化被理解成一种历史一社会学范畴，一种社会史范畴。个体化范 
畴立足于生活处境和生命历程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假定，我们很 
容易就能在人们遭遇的事情与他们在行为及意识中对这件事的处 
理之间找到区分的办法。'与主要关注意识、认同、社会化和解放的 
研究不同，本章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把个体化理解为生活处境 

128 和人生模式的变迁？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哪种生活处境、 
哪类人生模式广为流行？

1表格的右半边基本上是文化批判的核心主题——“个体的终结”,参见阿多 
iJftAdomo. 1982)和兰徳曼(Landmann, 1971)的著作 类似的设问也以不同的方 
式成为社会化理论与研究的对象.相关总结，参见戈伊伦(Geulen, 1977)。我自己 
感觉,卢曼(Luhmann, 1985)近来就“意识的自我生成”所作的反思同样属于这一 
阵营，参见温克勒(Nunner-Winkler,1985)的总结，

解放
丧失稳定性 
控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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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这个针对战后德国发展的一般化模式落实到具体层 
面？换言之，人们究竟从哪些社会形式和扶持保障中获得了解 
放？推动这一过程的条件与媒介是什么？这引发了何种新的控制 
与社会化形式？

我们首先会讨论与这类解放相关的两个要点，不久之后还会 
讨论另外两点(那是下一章的主题)。第一点，我们关注的是脱离 
等级化的社会阶级。这一过程恰好可追溯至20世纪初，但它在 
今日的德国获得了新的含义。在再生产领域，这种解放与社会和 
文化层面的阶级义务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一过程是和生产领域 
的某些变化携手并进的。比如，虽然维持着基本的社会不平等关 
系，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教育水平和叮支配收入的普遍提高、劳动 
关系的司法化、社会构成方面的变化等(Bolte and Hradil, 1984； 
Schafers, 1985)。这一过程也可以描述为家庭结构、住房条件、区 
位分布、邻里关系、休闲活动、俱乐部成员资格等方面的变化(参见 
Herkommer, 1983)。从整体的社会结构来看，这种"无产阶级环境 
的消融” (Mooser. 1983)反映了阶级和阶层研究面临的特殊困难。 
由于存在分化与多元化趋势，他们的模型难以作出充满经验意义 
的解释。这些困难会引发各种后果，其一，研究者在确立分层边界 
时，常常在方法上表现出因循守旧的色彩(Bolte, 1958)；其二，这 
会导致研究的退步,即重新诉诸非历史的、先验的阶级对立。

有关解放的第二个要点涉及女性处境的变化。女性脱离了婚 
姻的扶持，这种扶持原本是传统家庭主妇存在的物质基础。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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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家庭的纽带结构与支持结构也就需要面临个体化的压力。在 
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所谓的临时协议家庭。只要人们不是一开始 
就抱定家庭以外的生活方式，那么，以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为 取向的个体处境就会催生出一种独特且充满矛盾的利益联盟.该 
联盟的目标是有序实现定期的情感交流。1除了阶级文化和家庭关系结构，还有另外两个与解放相关的 要点。这两个要点不再涉及再生产领域.而是来自生产领域，即有 
关职业和企业方面的解放。在此，我们特指工作时间的弹性化和 
工作场所的去中心化(电子化居家办公是其中的一个特殊例子)。 
在这种意义上，新的灵活而多元的未充分就业形式(参见第六章) 出现了。这种未充分就业形式还带来了(社会法意义上的)支持问 129 题，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生活处境和人生发展模式。
相关论点的总结暂时到此为止。我们现在需要转向更富有建 设意义的问题：同形成中的个体处境相连的是哪种再整合与控制 

模式？首先,我提出三点：(1)发生在德国的个体化浪潮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它的结果 
上，即再生产领域的社会参考单位已经无助于理解这种个体化： 
以图式化的方式来说，取代身份等级的不再是社会阶级，取代社 会阶级纽带的也不再是稳定的家庭参考框架。作为个体的他或 
她将成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范畴的再生产单位。或者换句话说，虽 
然家庭曾经是不同世代及性别的生活处境和生命历程相互交叠

1 “壳牌育年研究”已经证实，这一状况不仅适用于父母，也适用于青少年。 
除此之外，罗森迈尔(Rosenmayr, 1985)、霍恩施泰因(Homstqin, 1985)和贝特格 
(Baethge.1985)等新著进一步从更为透彻的理论视角证明了这一点。有关少女和 
青年女工的专门问题，特别参见迪辛格和比尔登(Diezinger and Bilde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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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体，但这个“仅存的硕果”也在此刻破裂了；在家庭的内 
外，行动起来的个体不仅需要通过市场保障生计，也要规划和组 
织自己的人生。

(2) “个体处境”不仅分化出来了，同时还经历了高等级的 
标准化过程。确切地说，推动个体化的同一种媒介也带来了标准 
化。这种标准化以各种方式作用于市场、货币、法律、流动、教育 
等领域。因此，形成中的个体处境彻底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可 
以说，个体处境使市场依赖延伸到了(维持)生计的方方面面；个 
体处境也是福利国家阶段之后迟来的市场效应。个体处境诞生 
于已经完善建立的市场社会或劳动力市场，这样的社会早已抛弃 
或全然不知传统的支持体系。齐美尔(Simmel, 1958a)早已形象 
地指出，货币同时具有个体化和标准化效应。这一结论不仅适用 
于依赖货币的大众消费和“劳动力市场的解雇行为”，也适用于 
通过训练、司法化、科学化等方式脱离市场社会或与其重建关联 
的过程。

(3) 个体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的同时出场仍然不足以描绘形 成中的个体处境，因为它展现出了新的特征。个体处境跨越了相 
互分离的私人领域和形形色色的公共领域。个体处境绝不仅仅是 
私人境况，个体处境也总是代表着制度处境。因此，个体处境拥有 
矛盾的两面，即所谓依赖制度的个体处境。制度的面子，成了个体 
人生的里子。人生处境之所以能够跨越制度边界，恰恰是因为它 
的制度依赖性(最宽泛意义上的)。被解放的个体愈发依赖于劳 
动力市场，继而也依赖于教育、消费、社会法的调节和支持、交通规 
划、消费供给，依赖于医学、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咨询或照顾的种种 
可能性及风潮。对个体处境来说，这一切都指向依赖于制度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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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结构。个体化已经成为依赖于市场、法律、教育的最发达社会化 
形式。

在个体化进程中，阶级差异和家庭背景并没有真正消失。相 
较于新近形成的人生规划的“中心”，它们只是退入了后台。人 生同样具有了自反性。同一收入线上的人，或者用旧式说法，同 
一 “阶级”的人，可以甚至必须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亚文化、社会 
纽带与认同之间作出选择。认清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已不足以 
确认其观点、关系、家庭地位、社会政治观或认同。与此同时，新 
的依赖产生了。这些依赖都指向了个体化进程的内在矛盾。在 
发达的现代性中，个体化的实现处在社会化进程的一般条件之 
下，这种状况日益阻碍了个体自主性的形成。个体确实脱离了传 
统的纽带和支持关系，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劳动力市场、消费谋 
生以及其中包含的标准化与控制的约束。传统的纽带和社会形 
式（社会阶级、核心家庭）被继发性机构与制度所取代，这为个体 
的人生打上了烙印，使他们依赖于流行风潮、社会状况、经济趋势 
及市场行情。这一切与人们意识中建立的个体控制的图景构成了 
矛盾。
个体化的私人生活愈发严重而明显地依赖于社会状况。这样 

的生活彻底脱离了人们的亲自掌控。与此同时，各类冲突情境、风 
险情境、问题情境纷纷形成；从它们的起源和布局来看，这些情境 
根本不可能由个体来独自应对。众所周知，这差不多包括一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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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社会层面得到热议的事项：从所谓的“社会安全网漏洞”到 
工资和劳动条件谈判，再到避免科层制泛滥、提供教育机会、解决 
交通问题、防止环境破坏，等等。这样的一般社会条件恰恰构成了 
个体化运行的前提，这使个体想要自主引导生活的想法日渐成了 
泡影。
制度性生命历程模式叠加在了等级的、阶级文化的或家庭的 

人生节律之上，乃至取代了这种节律。这种新的模式体现为进入 
或退出教育体系，加入或退出雇佣劳动，通过社会政策确定退休年 
龄,等等；这一切不仅贯穿了纵向的生命历程（童年、青春期、成年、 
退休和晚年），也体现为日常的节奏和家庭时间规划（协调家庭、教 
育和事业）。女性的“标准人生”尤为清楚地体现了这一新旧重叠 
的区域。男性的一生很少受家庭事件的影响，而女性却常常在家 
庭和制度之间过着矛盾的双重生活。家庭的节律一如既往地施加 
在她们身上，教育和事业的节律多数情况下也会叠加上去；互不相 
容的要求不断涌现，从而导致冲突日益加剧。
个体化意味着引导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对市场产生了依赖。形 

成中的生存形式展现为孤立的、缺乏自我意识的大众市场和大众 
消费——统一设计的住房、家具陈设、日用器物，以及通过大众媒 
介散发或接收的意见、习惯、态度和生活方式。换言之，个体化使 
人们处在外部的控制和标准化之下。对等级制或家庭的亚文化来 
说，这种情形是完全陌生的。
制度为生命历程打下烙印的过程，也就是教育体系（如受教 

育时间）、职业体系（日常工作时间或整个职业生涯的工作时间）、 
社会保障体系的各项规章直接与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耦合的过 
程。同时，制度的决定和干预也（隐晦地）成了生命历程中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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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干预。例如，幼儿园的入园年龄提高之后，女性想要同时履 
行母亲义务和职业义务就会变得困难重重，乃至完全不可能（即 
女性被赶出了劳动力市场）。退休年龄降低之后，整整一代人的 
“社会老龄期”就延长了（附带相关的机会和问题）。与此同时, 
紧随而至的年轻一代的劳动参与也不得不被重新调整。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生命历程和人生处境的制度化，即为 
它们打上制度的烙印，从而也就是指它们的政治可塑性。但实际 
的塑造过程通常是“看不见”的，因为这是决策产生的“潜在副作 
用”。这些决策明显属于组织的内部事项（如教育体系、劳动力市 
场、雇佣劳动等）。“电视”这个极具画面感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种 
关联性。
电视具有孤立化和标准化的作用。一方面，电视使人脱离了 

传统的对话、体验、生活等背景，它们原本具有塑造和束缚的作用。 
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处在相似的情境之中：从檀香山、莫斯科到新 
加坡，人们都在消费制度化生产的电视节目。与个体化——确切 
地说，脱离传统的生活背景-- 同出现的是生存形式的一致化
和标准化。即便和家人共处，每个人也都各看各的电视。在这个 
意义上，这里出现了个体化观众的社会结构图景，或者说得更直接 
一点，一种标准化的集体存在，即孤立化的大众型隐士（Anders, 
1980）o
这种现象既跨过了文化的边界，也越过了国界。可以说，每到 

夜晚.全世界的人都会聚集在电视的乡村广场上，一同消费新闻。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无法确信个体处境会在制度上依赖于民 
族国家。这些个体已经是全球标准化媒介网络的组成部分，不仅 
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和国家的边界早已名存实亡。在各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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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帮助下，我们过着空间和社会意义上的双重生活。我们既在 
此地，也在别处；我们孤身一人，但享受着纽约爱乐乐团的同一场 
音乐会；或者，我们在这里独自享用美餐，却见证了千里之外黎巴 
嫩内战的恐怖场景。人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经由“两地性”，这 
类新出现的生活处境揭示出一种个体一制度的精神分裂症结构c 
然而，想要看透这一点，内外的机会并不对称，所谓“当局者迷，旁 
观者清”。与此同时，内外之间的界限既可以说存在，也可以说不 
存在。

与此相关的是新的政治控制和政治影响的机会。考虑到大 
部分阶层的收视习惯（如果忽视这一点，人们就会体会到电视脱 
瘾症的痛苦）,电视节目都是依照一周或一天的家庭日程安排而制 
定的。

私人领域看似是与外部环境隔绝的独立领域，实则不然。私 
人领域是外部的状况和决策向私人层面转化及延伸的结果。这些 
状况和决策可能来自电视台、教育体系、企业、劳动力市场、交通体 
系等，因而它儿乎不会顾及私人生活所遭受的后果。忽视这一点 
就会误解发达现代性阶段社会生活形式的基本特征，亦即，形成中 
的个体化私人生活与表面上被制度分割的领域及生产部门（教育、 
消费、交通、生产、劳动力市场等）重叠并交织在一起。

当这种制度依赖不断扩大的时候，形成中的个体处境也就极 
容易陷入危机。制度依赖的优先性并不体现在一般层面上，它是 
有所特指的。谋生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而适应劳动力市场需 
要教育。缺乏教育或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将面临社会意义上 
的破产。没有接受良好的训练同虽有训练却无对口工作一样，都 
是极其糟糕的。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被职业培训体系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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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的人才会落入社会深渊。因此，是否具有学徒训练经历的问 
题变成了年轻人能否进入社会的问题。同时，经济趋势或人口统 
计学意义上的“上升或下滑”也可能造成整整一代人落入社会边 
缘。换句话说，由于经济趋势或劳动力市场的周期动荡，具有制度 
依赖性的个体处境会对某个特定世代造成“同辈群体生存环境” 

133 的起伏。无论如何，这种影响也总是政府机构缺少救助和扶持的 
体现，这会使他们感到压力重重。于是，政府便通过法律条例和福 
利国家再分配的手段，努力预防某个世代、人生阶段或年龄组的所 
有人群遭遇制度意义上的机会匮乏，或对此给予补偿。
制度运行在由法律确定的“标准人生”的范畴内，同现实渐行 

渐远。标准人生的支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因而，社会保障体系 
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雇佣劳动。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他们虽 
然有着良好的预期，却无法进入雇佣体系，或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努 
力才能进入雇佣体系。这样的人群也在不断扩大。鉴于大规模失 
业的持续存在，以标准正态分布为基础的社会保险越来越难以执 
行，也日渐脱离了家庭和男女之间的现实生活状况。“家庭顶梁柱” 
概念早已被抛在一边。在取而代之的家庭中，依照不同的阶段或 
决策，挣钱养家和照管教育孩子的角色得到了夫妻双方的分担或 
轮换。“完整”家庭也已经被多样化的“破碎”家庭所取代。单亲 
爸爸的群体不断扩大，然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离婚法的歧视，因为这 
部法案确立了母亲对于孩子的独占权。
一个沿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的轴线（社会阶级、核心家庭、性别 

和职业）发展出来的社会，如今需要面对由服务、行政、政治等制度 
组成的系统，虽然工业时代正在消逝，但这些制度逐渐接过了那个 
时代的总督职能。一旦生活“偏离”了官方的标准，他们就会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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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加以教育，施以惩戒。他们召唤并捍卫从前那种确定性，但 
愿意相信的人却越来越少。于是，在拟定于制度和见效于社会的 
两种“标准”之间，对立愈发尖锐，工业社会的大厦面临着滑向规 
范法条主义的危险。
由于制度依赖，个体化社会也变得异常脆弱，无力应对跨越传 

统阶级边界的各类冲突、联合或结盟。劳资双方的对立已不再是 
明确的对立了，如今占据舞台中心的各种形式缤纷多彩：遭到排挤 
的社会范畴以制造冲突的方式不断在私人生活领域显现。最后的 
结果可能是，规划中的高速公路过于靠近自家后院，校园环境不利 
于孩子成长，或者，附近的核废料堆场使人们意识到了某种“集体 
命运”。
然而，决定性的问题是，在个体化社会中，打下制度烙印的集 

体命运如何展现在人们的生活背景中，它是如何被感知、被处置 
的。如果要用比喻来表达，我们可以说，虽然阶级意识的凹面镜碎 
裂了，但它并没有分解，虽然镜面上密密麻麻的裂纹导致它无法映 
射出一整幅完好图像，但每一块碎片依然拥有自己的整全视野。 
处在个体化浪潮中的人脱离了社会纽带，实现了私人化，此时便会 
出现一种双重效应。首先，感知形式成了私有的，同时若从时间轴 
的角度来理解，感知形式也成了非历史的。孩子不再熟悉父母的 
生活环境，更不要说他们的祖父母了。换言之，生活感知中的时间 
视野变得越来越狭隘，直至最终在极端条件下，历史收缩成（永恒 
的）现在，个人的自我与生活成了万事万物的中心。其次，能够感 
染个人生活的那种共同行动的领域在逐步缩小，而迫使个人自行 
塑造生命历程的压力却在变大，甚至于在某些地方，个人的生命历 
程完全沦为了制度条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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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个体的人生脱离了既有设定，这 
样的人生保持开放，依赖决策，就像是每个人的行动使命。就比例 
而言，原则上无需决策的生活的可能性在减少，而依赖决策并由个 
人建构的人生在增多。因此，生活处境和生命历程的个体化意味 
着人生具有了 “自反性”，社会先赋型人生转化成了持续自我生产 
的人生。在教育、职业、工作、居住地、配偶、孩子的数量等议题上， 
人们不只是作出决策，而是必须作出决策，包括其中隐含的附属性 
决策。即便有时候由于缺乏意识或没有其他可选项，“决策”一词 
不免大而无当，但个体也要为不作决策而“付出代价”。这表明， 
结合人生可能性的成套组件已经借助制度和生命历程的规定而形 
成了。在“从标准人生向选择性人生”(Ley, 1984)转变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充满冲突的“组装型人生”(Gtoss, 1985)。 
在人生处境或冲突情境中是否占尽优势的问题，随着人生特定阶 
段的问题积累(如年轻一代需要在婚姻、孩子、配偶职业等问题上 
面临决策)而变得相对化了，因为后者需要私人层面和制度层面的 
规划与协调。
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必须清楚自己是行动的中心，是自身生 

命历程、劳动技能、价值取向、伴侣关系的规划室，否则他将永远处 
于不利。以制造的生命历程为前提.“社会”必须被单独操作化，成 
为一个“变量”。教育机会稀缺的问题无疑影响到每一个人，但这 

135 对铸造我自己的命运(需要亲力亲为)有什么影响？为了以中等成 
绩报考医学专业，我能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总之，我们必须把 
影响个人生活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解成“环境变量”。但通过适合 
自己行动范围的“创意方案”，同时借助自己生活空间中交往和活 
动机会的“内部分化”，我们可以减弱、破坏这个变量，乃至使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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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运转。
在此，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日常行动模型。这个模型把自 

我置于中心，并为它开辟和指派行动的机会。由此，自我才能以充 
满意义的方式实现塑造和决策的机会，这些正在浮现的机会无一 
不与个体的生命历程相关。这也表明，在思想上佯攻的外表之下, 
我们必须为了生存而培育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图景。这一世 
界图景可谓逆转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为了个体生命历程的塑造, 
我们也有必要理解和利用这种关系。
于是，风险和矛盾的主观化与个体化这个大闸被打开了。这 

些风险和矛盾源自制度与社会。对个体来说，那些具有决定作用 
的制度条件不纯粹是偶然碰到的事件和状况，它们至少也是个体 
自己的决策造成的后果。个体必须接受这样的看法。这一点同样 
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即那些个体被甩岀社会轨道的典型事件 
在特征上有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变化。原先人们的各种遭遇被认为 
是一种“厄运”，它来自神或自然，典型如战争、自然灾害、配偶死 
亡。简言之，这些都是他们无须负责的事件。但在今天，这种遭遇 
更像是“个人的失败”，并体现为考核不合格、失业或离婚。人们 
甚至需要选择自己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成员资格，并在这个过程中 
掌控自我，改变形象。在个体化社会中，风险不只是单纯在量上有 
所增加，同时在质的方面，新型的个人风险也在不断生成，即选择 
并改变个人认同的风险。人们也因此有了额外的负担，也就是新 
的“罪责追究”形式。人们被迫自己加工人生，自己规划人生，自 
己生产人生，不久之后，这就会对教育、照看、治疗、政治等领域提 
出新的需求。
总之,我还要指出最后一种截然相反的基本特征：个体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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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也会对研究实践产生影响假如生平研究只是走家庭研究或分层研究已 经走过的老路，它就会越来越成问题-因此.如果有人试图研究个体处境的标准化 及其（隐含的）政治可塑性问题,他就必须同样熟知职业培训.就业条件、产业劳动. 大众消费、社会法、交通事业及城市规划。至少从相关要求来看，这种意义1:的生 平研究将成为以主体为视角的跨学科社会研究,它也将穿越既有的分支社会学的 划分图式。

生不仅在结构上实现了与自我塑造的重新关联，它也近乎有着无 
限的可能性。在系统理论视角下显示为分离的任何事物，都成了 
个体人生的整体组成部分：家庭与雇佣劳动，培训与就业，行政与 
交通、消费、医疗、教育，等等。子系统边界只生效于子系统，它不 
适用于依赖制度的个体处境中的人。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个体 
处境跨越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别。子系统边界在个体处境中来 

136 回穿梭，而个体处境大概就是制度分隔在人生层面的体现。就此 
而言，我们需要关注个体化的制度情境。这种制度情境的相互关 
联或破裂并不会在系统层面引起关注，但它为个体的人生，或在诸 
个体人生之间,持续制造着摩擦、不和及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前行之路就是在人生层面化解系统矛 

盾（如培训与就业之间，或法定的标准人生与实际的标准人生之间 
的矛盾）。'按照卢曼的说法，人生是子系统理性的总和，而绝非其 
环境。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在街角买杯咖啡或许就已经在协助剥 
削南美的种植园劳工；由于杀虫剂的泛滥，（反）化学基础课将成 
为生存的前提；从教育到医疗，从社会法到交通规划，活跃的“会 
思考的个体”
体必须依靠他们的洞察力，在丛林般的无常结局中找到自己的出 
路。各类专家把其中的矛盾和冲突丢给个人，并好意邀请他们用 
自己的观念去评断。传统不断瓦解，全球性媒介网络逐渐形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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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慢慢脱离了直接的生活圈。与此同时，它也越过国界，跨过专 
家，开始接受远程道徳的影响。这可能使个体处在一个不得不持 
久表态的位置上。当个体不断沉沦，日益变得无足轻重的时候，他 
也被抬上了世界塑造者的虚假宝座。当政府（还在）以民族国家的 
结构运转的时候，人生却早已向世界社会敞开。更重要的是，尽管 
人生需要以置若罔闻、删繁就简或麻木不仁的应对方式来忍受世 
界社会的持续苛求，但世界社会终究已经成为人生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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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在工业社会中占有的重要性是史无前例的。在古希腊 
城邦时代，奴隶被指派从事生存所必需的生产劳动。他们日复一 
日地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仅仅以维持生计为目标。相比之下，自 
由的公民则投身于政治活动和文化创造。中世纪劳动以手工业为 
主，即便如此，劳动的分工也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意义。贵族认为 
劳动是可耻的，那是下层人干的事情。如果有贵族家庭的男性后 
裔选择从事一项“平民工作”，例如，被迫屈身成为医生或律师，那 
么，这无疑就是一个最确凿的标志.证明了中世纪世界的衰微。如 
果那个时代的人有幸听闻近来关于雇佣劳动正在衰落乃至消亡的 
传言，他肯定无法理解其中的讯息,或人们的激动情绪。
对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来说，雇佣劳动的意义不在劳动本 

身——至少这不是根本性的。毫无疑问，雇佣劳动的意义最初源 
自这一事实：劳动力的投入是谋生（尤其是引导个体化生活）的基 
础。但即便如此，这也只能部分解释由劳动社会衰退的消息所引 
发的震惊。在工业时代，雇佣劳动和职业已经成为引导生活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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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细的论述请参见贝克等(Becket al., 1980)=

171 I

“养鸽人”，不会用宗教信仰来答
“嗯，您也瞧见了，

“西门子

线。它和家庭一同构成了一个双极坐标系，从而使这个时代的生 
活趋于稳定。我们可以从纯粹的工业世界中找出一个理想类型式 
的人生纵剖面来进行阐述。虽然童年时代完全附着于家庭，但孩 
子们早已通过他们的父亲了解到，职业是走向世界的关键。随后， 
他们不同阶段的教育都会和不在场的“他者”即职业维持着联系。 
成年人的经验则完全受雇佣劳动左右，这是因为：一方面，工作本 
身会定时定点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人们甚至要把工作之外的时 
间花在对工作的消化和筹划之中。最后，就连“老年”一词也是由 
“没有职业”来界定的。当人离开了工作，他就步入了老年,无论他 
自己服不服老。
在工业世界中，雇佣劳动对人们生活的意义或许最为清晰地 

展现在下述情景中。两个陌生人相遇会互相提问：“您是哪位？ ”回 
答的一方不会用爱好来答复

“天主教徒”，也不会诉诸美的理念
红头发，大胸脯。”相反，他们肯定会答上自己的职业
公司的技工” 0如果我们知道交谈对象的职业，我们就会认为自己 
已经知道他(她)是谁。职业在这里就是相互识别的模板。通过一 
个人“拥有”的职业，我们可以评估他的需求、他的能力以及社会 
经济地位。把一个人等同于他(她)拥有的职业，这的确有点古怪。 
但职业把社会生活串在了一起，因而，它的确含有某些关键信息: 
收入、地位、语言能力、可能的兴趣爱好、社交圈等。1
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尔穆特•舍尔斯基(Schelsky, 

1972)仍旧在这样谈论家庭和职业，即认为它们是现代人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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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重要的保障形式。家庭和职业为生活提供了 “内在的稳定”。 
职业为个体打开了进入社会的通道。甚至可以这样说，穿过工作 
的针眼，“拥有职业的人”凭借他微小的力量，变成了 “世界的共同 
塑造者”。就此而言，职业(像另一边的家庭一样)确保了一个人 
的基本社会经验。职业是一个场所，我们可以通过参与而体验到 
所谓第一手的社会现实。'
我们暂且不管这一图景是否准确反映了 20世纪60年代的状 

况，但在今天和不远的将来，它肯定会在许多就业领域失去效力。 
就像另一边的家庭一样，职业失去了原先的保障和庇护功能。在 
这种条件下，人们失去了形成于工业时代的内在生活支柱。雇佣 劳动的各种问题和规定在整个社会中辐射开来。即便从生活蓝 
图、悲欢离合、成功理念、对不平等的辩护、社会法、权力制衡、政 
治、文化等工作之外的角度来看，工业社会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雇 
佣劳动社会。如果我们面对的是雇佣劳动的系统变迁，那么我们 
也就见证了社会的变迁。

I “对我们来说，生活的持续性与职业的持续性密切相关。相较之下，我们也 
更能欣然接受社会环境或地域环境的转换。今天，只要人们能在变动中保住职业 
机会和职业成就，他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更换住地，乃至迁徙到其他国家或社会，他 
不会因此而感到’无依无靠\，，(Schelsky.l972： 32)

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到 灵活而多元的未充分就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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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出版于1986年，作者是以未来的视角看待20世纪90年代的。——中 
译注

业。几乎在所有的政治和经济阵营中都流传着这样的期望，即在 
20世纪90年代经济持续复苏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迎来充分就业的 
新起点。我们正站在反抗工业的理性化进程的起点上，在这个过 
程中，原有的就业体系原则（不只是职业与技能结构的重组）前途 
难料。但迄今，无论理论还是政治上的系统思考都不曾衡量过这 
种可能性。
尽管不无争议，专家们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就算经济增 

长率维持在2%到4%之间，德国也很难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消除 
高达200万以上的失业人口。'只有在那之后，“劳动人口”的暴增 
潜力才会因生育低潮一代的到来而下降，同时，就业需求也会降低 
至80年代初的水平之下。这一连串数字游戏夹杂着很多我们不了 
解的内容。例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多年来持续提高。或者，虽然 
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生产的快速应用提高了销售，但它最终能在多 大程度上对由此减少的工作岗位作出补偿（估算数字大概在1比2 
至1比6之间摇摆）。最后，由于全职工作大批量转变为各种兼职 
岗位，这会在多大程度上令原先依赖于全职工作的所有计算也发 
生转变，因为这类计算主要测量全职岗位的劳动量。
类似的计算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当忽视其中的重要 

政治意义。对发展的现有评估表明，漫长的经济低潮还将延续至 
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市场在经历这段“歉岁”之后，又可以再 
次期待“丰年”的到来。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结果，人们开始（直接 
或间接地）提倡“无政策越冬”。这种观点让决策者如释重负，因 
为现在只需采取若干“过渡措施”，改善“受影响的中间一代人”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I 174

的处境就可以了。我们不仅不需要在经济、教育、劳动力市场等基 
本政策方针上来回尝试，而且说到底，最好也别这样做。
无论在学术圈还是政界，这样的解释近年来广为流行。这一 

解释之所以能够立足，是因为它假设之前的就业体系及其各类支 柱具有连续性，包括企业、岗位、职业、雇佣劳动等。在此，我们需 
要对这个假设提出系统的疑问。上述解释排除了就业体系在现代 
化浪潮中进行某种“体制变革”的可能。这里的现代化不仅是信 
息技术的现代化，也是社会和法律意义上的现代化。接下来，我们 
会深入思考雇佣劳动系统转变的这一可能性。
我将遵循我们的老熟人波普尔的观点：只有存在理论上的其 

他可选项，我们才能进行经验检验乃至检验反题。因此，我们接下 
来要关注一组假设——数量适中。这些假设还有待经验验证和批 
判讨论，但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打破流行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 
有关连续性思维的理论一元论。只有让就业发展的连续性解释和 
断裂性解释竞争起来，未来我们才能对这两种视角进行经验检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阐明雇佣劳动’系统转变’的具体所指（参 
见第八章）。随后我们需要详细澄清，如何可能推进和完成这一系 
统转变，用了什么方法，带来了什么后果，遇到了什么障碍,制造了 

141 什么风险,等等。
通过对未来直到2000年的失业趋势的推断，同时也通过人们 

的教育规划和职业规划，借助某些政治思考和政治行动，人们推测 
当前就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将继续维持稳定。与此同时，接下来要 
讨论的若干假设也有助于人们得出这一评估。但在当前的现代化 
和理性化浪潮中,它们显得极其可疑。
工业社会的就业体系诞生于19世纪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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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它的主要维度都是高度标准化的：劳动合同、工作场所和工 
作时间。首先，从法律上来讲，劳动力的雇用需要遵循样板合同， 
有时还需要由整个行业和就业群体共同协商某些一般性条款。其 
次，我们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作的场所需要集中在（大型）企 
业组织里。最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终身制全职工作”仍旧是 
一项时间上的组织标准。它不仅方便了企业对劳动力的规划和使 
用，同时也构成了生命历程意义上的生活背景。原则上，这一体系 
不仅使工作和非工作在时空上有了清晰划分，而且也使就业和失 
业有了互斥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但在当前和未来的理性化浪潮 
中，这个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也开始在边缘处出现软化和松动, 
从而使自己的三大支柱——劳动法、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更 
富有弹性。于是，工作和非工作的边界具有了流动性，灵活而多元 
的未充分就业形式也广为传播。
由于工作时间越来越具有弹性，终身制全职工作的标准破裂 

了。此刻，这个消息很可能早已传遍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较 
少为人所知的是，在不久之后，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雇佣劳动 
的空间聚集方面，因而也会动摇现有的劳动“经营形态”。至少在 
企业的某些子领域（行政、文字处理、管理和服务）,相关职能已经 
可以通过电子化渠道连接，即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所谓 
的“地理分散”或“不依赖地理”。雇佣劳动的空间分散可以体 
现为不同的形式，从放宽出勤考核，到部门和小组在分散的地点 
重建网络，再到各种附属功能借部分或全部的电子化家庭办公实 
现外包。但这一切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社会劳动过程和社会生 
产过程之间的联系松动了。那种认为直接合作等于“在某个场所 
一同工作”的看法也站不住脚了。从某些关键方面来看，就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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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面貌已经发生变化。可见的劳动经营形态，即压缩在工厂车 
间或高楼大厦里的那些活动.也被看不见的企业组织取代了。大 
空间的工厂建筑逐渐遭到废弃，这是就业体系新旧转换的显著迹 

142 象。这些工业时代的庞然大物更像是在提醒我们，一个时代行将 
就木。但最终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事物。这“只不过”表明，资本结 
合的不可见特征正在向实质的劳动组织层面转移。此外，这也会 

隐性的组织机会和重建网络的为企业管理带来相应的好处 
机会。
毋庸赘述，雇佣劳动在时空上的弹性化不必追求整齐划一, 

使就业体系的所有子领域齐头并进。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多 
元化可以各自独立推进或有序发展。今天的我们尚不清楚，这种 
多元化会在什么地方碰见临时或永久的客观边界和（或）政治边 
界;我们也不清楚，哪些功能领域（或者职业群体、行业、部门）会 
被排除在这种多元化之外。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说，工作时间的弹 
性化，全职工作向各种兼职工作的转变，不可能不影响收入.换 
句话说，随着工作时间的分割（其目标并不是为了创造更多就业, 
而是为了普及未充分就业，减少失业），收入、社会保障、事业机 
会和企业中的地位全都走上了一条再分配的下坡路，即集体的衰 
退（不分专长、职业或层级）。在这个意义上，工作时间政策始终 
代表了再分配政策，并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安和社会不平等。这就 
是近年来工会屡屡抵制，而众多企业积极推进这一事项的理由之 
所在。这甚至也解释了，为何这种灵活的未充分就业形式日渐引 
发了（特别是年轻）男男女女的兴趣。事实上，这些人甚至有求于 
此，因为他们需要在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工作和生活之间实现 
更好的平衡。后文将会指岀，随着雇佣劳动在空间上的弹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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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劳动者获得了自身工作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接受 
工作的健康与心理风险向私人领域的转化。在去中心化的工作 
形式中，劳动保障的标准脱离了公共监督。无论是遵守还是逾越 
这个标准，劳动者都需要自行承担其中的代价（此外，企业则节 
省了雇佣劳动集中组织的成本，例如建筑成本或电子设备的维护 
费用）。
如果从整体上来考虑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去标准化的后果 ， 

那么我们可以说，统一的工业社会体系正在转变为充满风险的体 
系。前一种体系以企业组织的方式实行终身制全职工作，但它也 
不得不面对失业问题；后一种体系则包含了灵活、多元而分散的 
未充分就业，因而可能让我们告别失业（未被雇佣的意义上）问 
题。在新的体系中，失业以未充分就业的形式被“整合”进就业体 
系，但换来的代价是就业不安感的普遍扩散。这对“旧”的工业社 143
会的统一充分就业体系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同19世纪一样，这一 
发展在根本上具有两面性。进步与贫困化以一种新的方式相互渗 
透。企业的生产力提高了，但监管问题又冒了出来。劳动者从工 
作中换得了一点自由，却要接受新的约束和物质上的不安感。失 
业消失了，新的充满风险的未充分就业形式变得普遍化了。这一 
切表明，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矛盾发展已经启动，而其中的获益和损 
失难解难分。对政治的意识和行动来说，这种发展的长远后果和 
风险是不可预见的。所以，当我们说“风险社会的未充分就业体 
系”时，我们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业社 

会的雇佣劳动就是家庭之外的劳动。经由宽松的考勤规定、去 
中心化的工作电子网络等途径，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分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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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风险社会出现了逆转。在此，我们只能猜测它可能带来 
的深远社会影响：缓解日常高峰期交通，从而减轻自然和人文 
环境压力；都市可能经历去城镇化；限制日常的地理流动，把它 
托付给电子化手段，因而空间上的不流动反倒是在增加流动； 
等等。
之前的那些基本范畴，如企业、职业和雇佣劳动，已经无法 

用来捕获形成中的这个现实
从社会上消失。把这些范畴应用于形成中的未充分就业体系 ， 
就像是把封建社会的劳动概念应用于工业社会的劳动关系。这 
并不是说，雇佣劳动会确凿无疑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消失。相 
反，形成中的灵活而多元的未充分就业形式既可以指雇佣劳动多 
过从前，也可以指完全不再有雇佣劳动。这只不过说明，在透过 
工业社会概念的镜片时，我们需要睁大眼睛，认清形成中的劳动 
现实。
我们也可以这样总结此处的观点：正式劳动和非正式劳动、就 

业和失业——这些迄今尚存的对立面会在未来融合成新的未充分 
就业体系，这一体系灵活、多元而充满风险。通过多元的雇佣关系 
整合失业，这种方式并不会完全挤走我们所熟悉的就业体系，但它 
会叠加在后者之上，或者说侵蚀后者。由于雇佣规模全面收缩，旧 
的体系会面临持续的适应压力。这一发展过程还可以描述为：劳 
动力市场会因在使用劳动力时是否遵循标准化规范（在时间、空冋 
和社会法方面）而出现分岔。于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新的分裂, 
一种是工业社会条件下统一的标准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风险社 
会条件下灵活而多元的未充分就业市场。其中，第二种市场的数 
量不断增长，并逐渐超越了前一种市场。这是为什么呢？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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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我们只作了理论上的区分并勾勒了一种类型学。现在我们 
需要证明，就业体系搭载的这辆信息技术现代化列车已经行驶在 
这个方向上。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政府和企业的劳动政策全都开始 
受制于一个法则，即重新分配系统产生的工作短缺问题。人们曾 
经认为，经济复苏会减少失业。但近年来的情况已经清楚表明，这 
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在刚刚过去的三年里，很多企业——几乎所 
有的德国大企业——的营业收入都在攀升，但同时它们也在裁减 
人员。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状况，是因为这些企业广泛引入微电子 
学，重组了现有人员。数控机床是“新时代的电子自动化奴隶”， 
它最先霸占制造业的大部分工作（汽车业、化工业和机床制造）。 
其同伙计算机则逐渐稀释行政办公领域的T.作。从1977年到 
1984年，生产力有了大幅提高，这清楚表明了上述发展的规模和爆 
炸力。工矿业单位工时生产力的增长率从1977年的2.7%,上升至 
1979年的4.7%,随后在波动中回落至1982年的1.5%。但在1983 
年第四季度，这一数值开始骤升，并在1984年达到了 （以第一季度 
估算）10.8%。这意味着，在一年出头的时间里，生产力有了可观提 
高！（《明镜X 1984年第21期，第22页及以下）与此同时，工业机 
器人的投入使用也从1980年的区区1255台上升至1982年的3500 
台，直至1984年的6600台（《南德意志报1985年2月8日，第23 
页）。这还只是第一波发展，其结局尚难预料。

在主流的全职工作就业体系中，工作短缺的问题以黑白分明 
的方式被划分为就业或失业。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企业开始挖 
掘工作时间这项组织储备，把它当作“解围之神”加以宣传，同时 
阐明其中的利害。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全额支付薪水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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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作时间的收缩余地是极其有限的.'每周工作时间同样如 
此，围绕引入35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结果已经证明这一点。降低退 
休年龄和延长义务教育的政策同样收效甚微，这两项政策原本都 
旨在降低雇佣劳动规模，它们完全处在劳资双方的职能之外。在 

145 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下，雇佣劳动的减少必然导致大量失业者 
被排斥在外（这一结论正在成为现实）。因此，越来越多的压力都 
指向了工作时间，这迫使就业关系越来越具有弹性。这种压力来 
自各个方面的倡导者：一是政府机构，鉴于大规模失业是一种“政 
治丑闻”，他们顶着巨大的行动压力；二是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 
雇员，她们希望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取得更好的协调，获得更多“时 
间自主权”；三是企业，他们在工作时间的组织化利用中发现了意 
料之外的生产力来源。这个由国家、众多雇员团体以及企业管理 
层构成的庞大联盟需要对抗工会（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工党）的抵

1对“非工作”（这里指就业体系中的失业）的整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最为 
人熟知的是以下这些：提高初次就业的平均年龄；降低退休或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设立兼职工作；减少终身、每周或每日的工作时间；增加节假日和休息目的平均时 
长；提高工作生涯中脱产培训的频度。这些指标全都表明.雇佣劳动社会在20世 
纪出现了系统萎缩（有差异地体现于所有西方工业社会）。在德国，每日、每周、每 
年和终身的工作时间在过去一百年里已经显著地减少了。每周的T.作时间在1880 
年是65小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有55小时，到了 20世纪20年代则正式降至48小 
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每周的工作时间还维持在47小时，即每周工作6天， 
外加大约2周的年假。对比起来，我们如今拥有大约6周年假，每周工作5天即40 
小时。由于提前退休越来越常见，整个职业生涯的「.作时间也相应地减少了。对 
很多雇员来说，工作生涯在57岁至60岁之间就会结束。此外，年轻人进入就业体 
系的时间却越来越迟。20世纪50年代’一位男性工作者以2.9个非工作小时对应1 
个工作小时。这个比率在1980年上升到了4.1。企业的培训进修和相应的时间投 
入在过去几「年里也有跳跃性发展。我们完全可以说，培训和教育已经被重新整 
合进工作与就业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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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雇佣劳动体系中减少H作时间并以此作为组织的生产力，这一发现有着 
更为悠久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马丁 •斯克拉(Sklar. 1969)认为,美国劳T.社会 
受到侵蚀的最初迹象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然，对于那些统计上可 
验证的发展趋势，人们长期以来都没有以这种方式来解释.因为这些趋势被看作是 
可逆的、这里主要存在三个基本事实。首先，产业工人数量和商品生产水平一直 
到】919年都在提高。从1919年到1929年,工人数量卜降了 10万左右.同期的生产 
力则提高了65%。其次，以年人次来衡量，整体经济中劳动参与从1890年的2830 
万人.上升到了 1910年的4250万人。与之相比，这一数值在1910年至1920年的増 
量只有区区100万，直至20年代完全停止増长。对于这些统计上有记录可查的发 
展和关系，斯克拉的解释是，新的生产力在20年代初开始展现其效应。换言之，生 
产力的提高独立于劳动参与(以工作时间来衡量)的扩张。就此而言，我们在这里 
发现了“旧”工业体系遭到侵蚀，“新”工作体系开始兴起的最初迹象。三个核心的 
管理创新保证了 20年代的生产力发展。第一，在受到二十年的抵制之后，泰勒制开 
始广泛植入工厂；第二，电力(及其新的可能性)在整个生产系统中扩散；第三，新 
的组织技术得到了运用，这平衡了遭地理分割的企业的集中与分散问题°在这• 
早期阶段，借助信息、技术、组织管理等理性化举措，对生产力提高的发掘和利用就 
lA经开始了亦可参贝希尔施霍恩(Hirschhom, 1979)。

制，因为后者发现，传统就业体系的基础和他们自身的权力地位正 
在下滑。

面对这个明显的僵局，企业开始挖掘兼职工作和未充分就业 
的生产力。或者以一般化的方式来说，企业使用劳动的规范经历 
了去标准化，其中包含着在组织层面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在微电 
子学基础上)。'当然，这一过程可能不一致、矛盾或变化无常。

令工业社会学的观察家感到吃惊的是:“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 
下，核心工业部门在利用现存劳动力方面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用 
泰勒制危机的陈词滥调来理解这一点，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我 
们完全可以说，在核心工业领域里出现了工作政策的范式转移。” 
(Kern and Schumann, 1984： 149)在泰勒制的工作形式下，置换和 
重组劳动力恰恰与最初有效的“管理哲学”相悖。在当前或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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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自动化过程中，局部受限制的活动可以部分或全部由生产 
的自动化来承担，而监督、指导及维护等新任务可以由熟练的专职 
岗位来执行。分工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作分割的原则被一种 
相反的原则取代，亦即，在高层次技能和专业至上的基础上，把各 
种局部任务结合起来。大量的非熟练工或半熟练工被一小群“专 
业的自动化工人”取代。在工业自动化的这一阶段，通过联合现有 
的劳动力并提高他们的专业程度，我们就有可能扩大企业的灵活 
性并精简大量人员。
最初，这主要只适用于作为核心工业部门的制造业。大约在 

同一时期，全职工作关系也逐渐向各种兼职工作关系转变，尤其是 
在服务业（零售、百货、酒店业）当中。经历了最初的抵制之后，各 

146 家企业开始摸清其中的生产力优势。譬如，一方面，企业可以依据 
订单情况，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在公开失业的红线之内，雇主可以 借助具有时间弹性的未充分就业形式，把自己的风险转嫁给雇员。 
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形下，生产时间开始与工作时间脱钩，对生产 
安排的利用因而变得更紧凑、集约且长效。最后，兼职工作和未充 
分就业总体上扩大了企业在人事政策方面的活动余地，例如，更容 
易推动岗位变动，更快速补偿因新技术要求而出现的技能贬值，以 
及借助多样化削弱全体雇员的权力地位。
在这种意义上，泰勒的“分解哲学”已经从就业关系的工作内 

容层面转移到时间与契约层面。这种新的“就业关系的泰勒制” 
的起点不再是劳动与机器的结合，而是劳动使用过程中的时间限 
制、法律保障（或无保障）以及多元化合同。在微电子学的基础上, 
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的可能性还远没有达到极限。这个组织上的 
“时间之谜”的核心在于弹性工时制（截至1985年上半年，德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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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00万受雇人员应用了这种形式）和各种形式的兼职（以周、月 
等为单位的职位共享）——有超过200万人投身于兼职，其中多为 
女性。
在挖掘工作时间理性化的可能性之外，企业也开始尝试外包 

作为生产力储备的附属职能。这个过程起始于秘书和行政工作的 
重新组织。在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关注的是原则上的可 
能性，即只要测试成功，类似的方法便会运用到其他职能领域。这 
当中的核心是微电子学的潜能——在分工条件下，信息技术可以 
减少或消除相互关联的职能群体进行直接合作时受到的限制°在 
这个意义上，运用电信技术和相应的存储介质，劳动过程和生产过 
程可以实现大范围时空分离，这会催生新的去中心化的劳动组织 
形态
的特别之处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对以往劳动组织的“企业典范” 
的变更同时发生了：一边是生产力逐渐提高，另一边是新的劳动力 
雇佣和组织形式不断得到尝试及运用，这种新形式可能是非职业 
或非企业的。简言之，它们都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灵活的未充分就业的可能性先是被企业利用.随后又得到了 

1985年5月通过的《就业促进法》的认可。这部法案为劳动力市场 
和劳动法的弹性化（临时合同、职位共享、按需就业、劳务派遣）奠 
定了法律基础。尽管这部法案的有效期只到1990年，但在接下来 
的五年里，它将加强并完善全职工作向兼职工作的转变过程。目 
前尚不清楚的是，这种劳动经营形态的转变（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 
体系转变为去标准化的、灵活的未充分就业体系）有多大可能会在 
20世纪90年代出现大范围后退。法律的“玩笑”就在这里：十八 
个月的劳动合同期限并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绕过法律上的解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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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方面，这部法律鼓励把短期就业关系中的 
失业整合进就业体系；另一方面，它也为普遍实行令人不安的未充 
分就业打开了方便之门，其中免不了相关风险。'

在今日德国（或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就业关系中，广泛存在 
着“无保障”合同或“无序”合同.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可 
靠）数据或信息。从规模、类型及部门分布等方面来看，劳动力市 
场中的这一区块已经成为研究地图中的“空白”。这与其重要性 
不成比例。卡萝拉•穆勒（Muller, 1982）搜集了 1982年的一项数 
据：合法的劳务派遣（1981年约有4.3万人注册）；不合法的劳务派 
遣的数量则相应多达6倍至9倍；劳务派遣规模的扩大，多数是因 
为使用了虚假劳动合同（尤其是金属加工业和建筑业）和雇用外籍 
人员；微量工作制（每周少于20小时可免缴失业保险，少于15小 
时亦可同时免除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两种形式的雇佣数量在 
1979年约为124万，其中多为女性）；季节性就业（有限期的充分就 
业）；随生产能力而变的工作时间（KAPOVAZ）,即劳动合同有期 
限，但并无固定的工作时间，受雇者必须随时听候调遣;这种工作 
形式对企业极为有利，因而广为流行，尤其是零售业；此外还需要 
提到承揽合同、“自由职业”、打黑工等0 （Muller, 1982； 183-200）

如往常一样，这一爆发性局面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不同于 
马克思的猜想，生产力并没有打破所有权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的 
方式来思考，生产力的革命潜力更可能“引火烧身”o生产力会打 
破劳动合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工业社会供应 
和使用劳动力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权力失衡会出现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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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的各缔约方及其利益组织之间。考虑到现行雇佣体系 
中的利益投入，考虑到其中的政治和集团的组织力量，我们不难预 
测，劳动社会的系统转变将遭遇相当大的阻力，并可能延续很长一 
段时间。为此，我们不可能在今天就作出预测，断定工业社会的工 
作体系中的哪些部分会受到这一新旧交替过程的影响，而哪些部 
分不受影响。尽管如此，灵活而多元的未充分就业的新体系和去 
中心化的劳动形式依然依赖于更高的生产力，这至今都具有决定 
性意义。新的工作体系的“历史优越性”在于：它有望缓解日益加 
剧的工作短缺，从而避免可耻而危险的政治表现形式 
业；它也有可能重新调整失业，乃至把失业改造成生产力的发展。 
从就业者的角度来看，未充分就业形态带来的风险同局部意义上 
的自由与自主权处在同一竞技场上。这种自由和自主权是就业者 
为塑造自己的生活而竭力获取的。
不少人认为，全职向兼职的转变极大地有助于克服失业，但相 148 

反的情况也可能会出现。不断取得进展的个体化逐渐迫使人们进 
入劳动力市场。随着灵活而多元的未充分就业和临时就业等机会 
的出现.遭到切分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的堤坝也崩溃了。那些仍在 
阻拦劳动参与的障碍被移除了，如参与劳动力市场同家庭或学业 
的矛盾。同时，作为“隐性储备”的女性和年轻人也开始拥入灵活 
的未充分就业市场。既然有合适的供应，需求自然就会暴增。一 
场需求的雪崩被触发了，这令此前的估算全都成为一团废纸。
综上所述，我们关注的是工业社会体系在其最发达阶段出现 

的自我革命理论。理性化进程不再只是沿雇佣劳动的工业化形态 
与轨道而前行，相反，它日益与其背离。革新动力被点燃了，它不 
仅改变了劳动力和工作的预设范畴的数量分布.而且也重塑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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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原则。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社会发展的连 
续性和断裂性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相互交织，彼此互为条件.从以 
利润为导向的理性化的一贯逻辑来看，我们熟悉的工业标准化体 
系正在转变成未来这种多元、灵活而分散的未充分就业体系。我 
们可以从大规模失业在特定人生阶段的分布看出，未充分就业作 
为充分就业与失业的合题，如今已经被“整合”进就业体系，正如 
失业这样的生命片段早已成为不少人标准人生的组成部分。制度 
的“常态化”对应着人生的“常态化”，其結局殊难预料。但政治 
的应对之道依然是其中的关键。如果不扩充社会保障体系，未来 
人们就N■能面临贫困。只有从法律上保障每个人的最低收入，我 

149 们才能在这种发展里赢得一点自由。1



第三部分
自反性现代化: 

论科学与政治的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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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个部分讨论了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化，其主导理论 
观念沿两条论证线索展开：其一是风险分配的逻辑（第一部分）， 
其二是个体化命题（第二部分）。那么，这两条论证线索是如何相 
互联系，并与某些基本思考关联在一起的呢？

（1）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个体化进程看成自反性的产物。经 
由自反性，以福利国家为保障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工业社会固有 
的生活方式之传统，这种“传统”一度替代了前现代性。就像封 
建农业社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消散在19世纪初一样，同样的转变 
如今也发生在发达工业社会的生活与工作之中——社会阶级和阶 
层、嵌入男男女女“标准人生”的核心家庭、劳动的标准化等。19 
世纪有个流传广泛的说法，就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蓝图而言，工业社 
会是一个现代社会。虽然这个传说至今仍支配着科学、政治和日 
常生活中的思考与行动，它却丧失了神秘性。与之相反，就历史而 
言，现代性事业虽然最初以工业社会的形式获得承认，却同样在这 
种形式中遭遇了制度性切分。就主要原则——如借助劳动力市场 
谋生的“标准”
利国家为保障的劳动力市场社会日益普及，这瓦解了阶级社会与 
核心家庭的社会基础。人们由此遭受到双重震撼。首先，他们摆 
脱了工业社会里那种看似天然有效的生活方式和理所当然的态 
度；其次，伴随着这种“后历史”的终结，历史意识从人们的思考、 
生活和工作方式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应对焦虑和不安的传统处 
理手段失效了，而焦虑和不安依然遍布于社会一道德环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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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和男女角色。在同一层意义上，应对焦虑和不安也成了个体 
自身的需求。由于这种相关联的社会文化的冲击和不确定感，人 
们退早都会对教育、咨询、治疗、政策等方面的社会制度提出新的 
要求。

(2)我们也可以援引财富生产与风险生产的关系这个例子来 
说明现代化进程的自反性。倘若以工业社会的范畴来思考，我们 
总会让风险分配从属于财富分配的逻辑。直到现代化进程使工业 
社会的基础失去传统，这种一元论思想才变得摇摇欲坠。无论是 
应对风险的方式，还是风险的等级和范围的扩大(由新技术和理 
性化过程实现)，它们都不能使风险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反之， 
这里真正重要的，毋宁是结构性社会条件在自反性现代化进程中 

153 发生了巨变：现代化风险的潜伏性在风险本身的科学化过程中被 
解除了。工业系统高奏凯歌，使自然和社会的边界日趋模糊。相 
应地，对自然的破坏也不再是“环境”问题，因为这种破坏随工业 
发展而变得普世化了，因而成了系统内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矛盾。现代化风险在系统制约的条件下实现了全球化，也失 
去了它的潜伏性。我们不能再按工业社会的模式来应对现代化风 
险，因为这种模式暗中假设，现代化风险与社会不平等拥有一致的 
结构。但现代化风险拥有自己的冲突动力，它脱离了工业社会的 
既有图式，例如生产和再生产、阶级、政党及子系统。
就此而言，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区别不完全等同于财富和 

风险在生产与分配“逻辑”上的差异。相反，这种区别源于其中优 
先关系的颠倒。工业社会概念预设了 “财富逻辑”的支配地位，并 
主张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兼容；风险社会概念则断言两种分配不 
可兼容，两种“逻辑”互为竞争。



154

191 I

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这些论证会在两个方向得到深化。首 
先，工业社会的一切构想都以可专业化为出发点。换言之，科学认 
识和政治行动可以标岀界限并予以垄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为“科 
学系统”和“政治系统”而安排的社会系统及其制度上。其次，也 
有相反观点认为，自反性现代化面对的是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和已 
然确立的科学化的条件，这会引发特有的科学和政治的去边界化 
过程。知识的垄断和变革的垄断处在分化之中，它们远离了原先 
预留给它们的位置,并在变换样貌之后变得随处■见。因此，我们 
突然搞不清楚，在民主制的投票表决之外，究竟是传统的家庭政策 
还是前沿的人类遗传学成了人们共同生活的首要变革因素？这表 
明除了那些已经认识到的特征，当今涌现的风险之所以不同于以 
往,首先在于它改变社会的幅度大小（第八章）,其次在于它特有的 
科学构成（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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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前我们关心的是“外部”引发的危险(诸神或自然), 
那么今天，风险的新历史特性则源自内部决策。风险既是科学的 
建构，也是社会的建构。科学是风险的原因之一，是风险界定的媒 
介，也是解决方案的来源。正是凭借这一事实，科学为自身打开了 新的科学化市场。一方面，科学协助制造并界定了风险；另一方 
面，这些风险又受到公众和社会的批判。在它们交互影响的过程 
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重重矛盾。这一观点可以由四个主题 
来展开说明。

(1)与传统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现代化的区分相对应，科学、实 
践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也可分为两种格局：简单科学化和自反 
性科学化。科学最初应用于“给定”的人、自然和社会的世界，但 
在随后的自反性阶段，科学需要面对自己的产物、缺陷和次生问 
题。就此而言，科学遭遇了文明的第二次创生。第一阶段的发展 
逻辑依赖于遭到切分的科学化过程，因而科学并没有把怀疑主义 
有条理地运用到科学理性自身的知识与启蒙诉求上。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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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逻辑依赖于彻底的科学化过程，这种科学化把科学的怀疑 
主义扩展到它自身的内在基础和外在结果上。由此，科学的真理 
与启蒙诉求便遭到了祛魅。两种格局间的过渡发生在科学化的 
连续性之中，但恰恰如此，科学工作的内部和外部关系才充满了 
变数。
初级科学化'的动力源自传统与现代、常人与专家之间的对立。 

只有在这一分界存在的情况下，当科学成果的应用以权威主义的 
方式在外部关系中得到推广时，怀疑主义才能在科学的内部关系 
中得到普及。直到20世纪上半叶，坚信科学和进步（虽然确定性 
在减弱）这样一个局面，依旧是工业社会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在 
这个阶段，科学可以扫除它所面对的实践和公共领域的抵抗。这 有赖于科学取得的那些显而易见的成就，包括把人从其毫无意识 
的束缚中解救岀来的承诺。然而，一旦自反性格局愈益重要，情形 
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相关迹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如知识社会 155
学、意识形态批判的发展、科学理论中的可误论、对专家的批判， 
等等）。
进入实践领域之后，科学如今面对的是已经被它客体化的过 

去和现在。科学既是它需要分析并处置的现实与问题的生产者， 也是其产物。由此，科学成了被瞄准的对象，它不仅是问题解决也 
是问题肇始的源头。在实践和公共领域，科学不仅要结算成就，也 
要总结失败。换言之，科学需要逐步反省其未兑现的许诺。为此，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科技发展的成就在增多，由此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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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增长得更快；解决方案和解放许诺在付诸实施时却明显暴露出 
成问题的一面，而这些又反过来成了科学密集分析的对象。此外， 
颇为吊诡的是，在一个科学分配、专业管理的世界中，科学的未来 
视野和扩张机会也同科学受到的批判捆绑在一起G
在科学以自己为指向的这一阶段，科学的扩张以批判科学和 

现有的专家活动为前提，并不断加以推动。于是，科学文明展开 
一场以公共领域为媒介的自我批判，继而动摇了自己的根基和自 我理解。科学文明也暴露出自己在基础和运作方面的某种不确定 
性。只有在风险和发展前景的潜在可能得到揭示之后，这种不确 
定性才会被克服。由此，科学走上了去神秘化的道路，科学、实践 
和公共领域的结构也将发生根本的转变。

（2）作为结果，科学的知识诉求经历了影响深远的去垄断 
化。对于有社会约束力的真理界定来说,科学日益成为必要条件， 
但已经不足以成为充分条件。科学被解除某些功能不是偶然的， 
这个过程也不是外部强加的。相反，它源于科学有效性诉求的实 
现与分化，因此乃是风险条件下科技发展的自反性的产物。一 
方面，由于在其内外关系中同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科学开始运 
用怀疑主义方法，把它的威力扩展到自身的基础和实践结果方 
面。相应地，面对可误论的成功发展，科学的知识与启蒙诉求也 
开始系统地缩减。科学作为通往现实和真理的途径的地位，也被 
决策、规则和惯例取代，由此造成的结果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 
貌。祛魅的过程蔓延到了祛魅师身11,从而改变了祛魅过程的 
条件。
另一方面，当科学日益分化的时候，各种有条件的、不确定的、 

156 无关联的碎片化成果也如洪水般暴增，令人眼花缭乱。假说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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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过于庞杂，方法论上的验证规则已经不堪重负。除此之外，其他 
的替代标准如声望、出版物种类、出版地点、所在机构等也都失灵 
了。于是，随科学化而系统产生的不确定性扩散到了外部关系上, 
这反过来促使政治、经济和公共领域中科学成果的目标群与应用 
者,转变成了知识界定这一社会过程的活跃参与者。科学化的“客 
体”也在下述意义上成了这一过程的“主体”，即他们可以而且必 
须积极处置科学提供的各类参差不齐的解释。这不仅指人们需要 
在对立的、高度专业化的有效性诉求之间作出选择，而且考虑到这 
些诉求也会相互竞争，因而人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们重新组合，使 
之展现出具备行动能力的前景。对于科学的目标群和应用者来 
说，自反性科学化在生产和应用科学成果的过程中，开启了影响和 
发展的新机会。这种发展进程具有高度暧昧性：一方面，它包含利 
用科学自身把社会实践从科学中解放岀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 
让社会上通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位点免受科学启蒙诉求的影响 ， 
它也借助政治经济的利益和“新的信仰之力”，为科学认知实践的 
封建化打开了大门。

(3)随着科学的知识诉求的不断实现，相反的进程，即不可变 
革之禁忌日益成为科学研究独立性的试金石。科学化越是不断推 
进，风险处境越是清晰地进入公众的意识，政治作为的压力就会越 
大,科技文明也就越有可能演变成一个由科学制造的“禁忌社会”。 
虽然原则上都是可变的，但越来越多的领域、机构和条件因设立各 
种“客观限制”、“系统限制”或“固有动力”而被成体系地排除在 
变革的期望之外。科学再也无法坚持其继承的“禁忌破坏者”的 
启蒙立场，相反，科学必须接受“禁忌设计者”这一反面角色。相 
应地，科学的社会职能亦处在摇摆之中，它既可能开启也可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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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行动的可能性。由于这种矛盾的外部期待，科学职业的内部也 
激起了各种冲突和分裂。

(4)即便是科学理性的基础也没有豁免于日益普遍的变革期 
望。由人创造的东西，也可以由人来改变。正是这种自反性科学 
化，不断凸显科学理性自我施加的禁忌，也使之愈发可疑。这里的 
嫌疑在于，那些“客观限制”和“潜在副作用”代表了科技发展的 
“固有动力”，可以说，它们是由自身造成的，因而在原则上也是可 
以解除的。现代性的事业、启蒙的事业，尚未完成。主流历史对于 

157 科技的理解认为，这种事实上的僵化状态需要由理性的复苏来打 
破，并转化成一种科学理性的动态理论。这样的理论吸收了历史 
经验，因而依靠学习能力而不断发展完善。
就这一点来说，重点在于科学能否在其实践的风险方面实现 

自我克制，而不在于科学是否跃出自己的影响范围，谋求在科学成 
果转化方面参与(政治)决策。鉴于一度宣称不可预见的副作用又 
有了可预见性，那么，我们究竟在搞什么样的科学——这或许是事 
情的本质。因此，关键在于：过度的专业化是否还会延续，这种专 
业化自行制造了副作用，就像是一次次确认它的“不可避免”；或 
者能否再度发掘和培育以相互关联为背景的专业化。人们能否在 
应对实践后果的过程中重新获取学习能力；或者人们因忽视实践 
后果而引发不可逆转的局面，这一局面建立在免于犯错的假设之 
上，因而从一开始便排除了从实践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可能性。在 
应对现代化风险时，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清除原因取代处理 
症状。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助变量和原因,对有关“文明自我 
招致”的风险的实践禁忌作出科学描绘并加以破解-换言之,风险 
和威胁是被客观有条理地解释、科学地阐发，还是被淡化和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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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级科学化的开始阶段，普通人就像印第安人那样被逐出 
“狩猎场”，赶回“保留地”。这一阶段在很早以前就结束了，但其 
间人们创造了完整的优先性神话和权力梯度，用于描绘科学、实践 
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那个时代的发展逻辑（毕竟是经典社会 
学的核心主题）就算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如今也只见于某些现代化 
的边缘地带。'这种逻辑的地位几乎被自反性科学化的关系和冲突 
所取代。科学文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我们不仅要 
科学地认识人、自然和社会，也要科学地认识科学本身，认识它的 
产物、影响和错误°科学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从预先存在的依赖关 
系中获得解放”，而是对科学“自我招致”的错误和风险作出界定 
及分配。
现代化的“后果问题”涌上了科技发展的前台。这些“后果问 

题”的条件与过程、媒介与机构，完全不适用于简单科学化阶段的 
错误处理程序。在科学化的第一次浪潮中，各个学科的科学家更 
看重（时真时假）科学的理性和思维方式，而不是传统的知识形态、 
民间智慧或常人实践。这种优先性很难归之于科学工作更低的出 
错率，而是源于这个阶段应对错误和风险的社会组织方式。

首先，对一个尚未被科学触及的世界来说，科学的渗透促成r 
在问题的缘起和问题的解决之间清楚划界的可能性，其中界线的
1比如当前的“家庭科学化”浪潮（可从家庭和婚姻咨询专家的流行看出来）。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地方，科学化遭遇的也是-个由科学和专业以多种方式塑造并 影响的实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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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科学，另一边则是其（实际或潜在的）“对象”。科学应用的 
立场是把问题和错误的源头清楚明了地加以客体化。换言之，需 
要为人们遭受的疾病、危险或灾难“负责”的是狂野而不可理喻的 
自然,是牢不可破的习俗的强制。
科学把问题和错误的源头投射到它尚未勘探的“无人区”，这 

种做法无疑表明，科学还没有彻底覆盖其应用领域。这同样表明， 
科学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源头也是以系统的方式组织起来 
的。我们大可以说，科学的历史更像是疏忽和犯错的历史.而不是 
获取知识的历史。这就是科学“知识”、科学“解释”和实践性“解 
决提议”总是相互冲突的原因，不分场合、思想流派或文化等。但 这并非暗示科学的理性诉求的信誉会因此而受损，因为科学完全 
有能力在自身内部成功地处置疏忽、错误和对其实际后果的批评。 
就此而言，科学一方面在专业外部的公共领域面前独占了理性诉 
求，另一方面则在专业内部预备了批判讨论会。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把涌现的问题、技 

术的缺陷和科学化的风险追溯至以往科学支持体系的发展不足。 
这种支持体系本可以转化成新的技术发展的动力和计划，并最终 
巩固科学的理性垄断。在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人们把错误和风 
险转化成了科技的扩张机会与发展前景。在根本上，这种转化被 
免除在现代化批判和文明批判之外，因而可以说是“异常稳固” 
的。实际上，这种稳固建立在方法论怀疑主义的切分之上：在科学 
内部，批判准则得到了普及（至少是这么说的），而在外部，科学成 
果仍以权威主义的方式进行推广。由于科学——以学科间关系为媒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自 
身，这种状况显然开始受到削弱。如今，反倒是错误源头和问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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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投射”策略，促使人们把科学和技术看作问题与错误的可能 
成因。风险在现代化的自反性阶段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风险打 159
破了错误在专业内部转变为发展机会的模型。风险也瓦解了 19世 
纪末广泛确立的简单科学化模式，动摇了它在职业、经济、政治和 
公共领域间建立的和谐权力关系。
有关现代化风险的科学发现和研究表明，科技的发展——以 

学科间关系为媒介——构成了它自身需要面对的问题。在此，科 
学化本身经由科学化过程而成为一个问题。因而，单门科学或单 
个职业在彼此打交道时所遭遇的一切困境和对立就会一下子爆发 
出来。因为科学在这里遭遇了科学，所以某门科学可能迎面为对 
方送上全部的怀疑和不屑。普通人对科学的抵抗常常也是咄咄逼 
人，但多少底气不足;如今取而代之的是科学自身对科学的各种抵 
抗：对立性批判、方法论批判，以及在职业资源的竞逐场上充满帮 
派气的“阻挡行为” o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化的后果和风险只能借 
助不同科学对某种科学服务体系的批判（和反批判）才能展现出 
来。因此，自反性科学化面临的扩大机会，似乎同现代化的风险和 
缺陷构成正向关联，而同对科技文明进步的顽固信念构成反向关 
联。科学地揭示和处置风险需要突破一道门，这道门就是科学批 
判、进步批判、专家批判和技术批判。风险打破了以往在专业或学 
科内部处理错误的各种可能性，并强行在科学、实践和公共领域之 
间施加了新的分工结构。
因此，想要揭示迄今为止的现代化风险，我们不可避免要去捅 

科学职业的竞争关系这个马蜂窝，我们也要唤起对“扩张主义侵 
犯”的抵抗，因为一门科学职业需要竭尽数代人的力量（包括学术 
力量）才能建立它“珍爱的问题”，完善它用心架设的“研究基金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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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只要公众依旧对现代化某些成问题的方面熟视无睹，没有把 
敏感度转化成批判乃至社会运动，没有表达和释放自己对于科技 
的抗议，那么，风险的社会识别与应对就会搁浅在这里所说的竞争 
问题和难以化解的学派冲突上。现代化风险只能经公共识别的渠 
道，由外部“按压”在科学头上，“指定给它”。现代化风险的界定 
和关联不是科学内部的事务，而是全社会的事情。就算在科学内 
部，风险也只能通过背后的动因即社会层面的议程来展现自己的 

160 效力。
这反过来要求一个前提，即一种尚不为人所知的科学批判和 

文化批判。至少在局部意义上，这种批判的基础在于人们接受替 
代性专门知识。在自反性条件下，有关科学后果问题的知识在诸 
社会行动领域得到激活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这些知识要么从外部 
捕获，要么载运至外部，从而形成了抗击科学的科学化形式。由于 
这种科学化，我们正在经历的进步批判和文明批判已然有别于其 
在过去两百年中的对等物。批判的主题日益普遍化，批判至少得 到了科学的部分支持，并且，批判如今在面对科学时也拥有完整的 
科学界定权。这触发了一场运动，科学在这个过程中被迫在全体 
公众面前清楚展现自己的窘迫、狭隘和“出生缺陷” 在科学内部早已见怪不怪。于是，各种形式的“替代性科学”和 
“辩护性科学”开始涌现，它们把整个“科学戏法”同其他原则和利 
益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简言之，在抗击科学 
的科学化过程中，科学使自己经受了尖锐的抨击。新的以公众为 
指向的科学专家出现了，替代性科学细致缜密地揭露了科学论证 
的基础中那些可疑的方面，与此同时，众多科学也在其应用实践领 
域经受了崭新的“政策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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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自身的公共信誉开始急剧下降， 
但这也为它开启了影响和应用的新领域。举例来说，自然和工程 
科学近年来接受了公众对其自身的诸多批评，但它们也懂得如何 
把这种批评转化成扩张机会，譬如从概念、手段和技术等角度区分 
“尚可忍受”或“不可再忍”的风险、健康威胁或工作负担，等等。 
科学发展进入了自反性阶段，其中的自我对立清楚可辨：公众对先 
前发展的批评成了科学扩张的动力。
就是这样一种发展逻辑，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实践和公共领 

域的紧密配合实现r现代化风险的社会构成，随后这种风险又对 
科学予以回击，促成了“认同危机”、新的组织和劳动形式、新的理 
论基础、新的方法论进展，等等。因此可以说，对错误和风险的加 
工消化与整个社会层面的讨论衔接在一起，并融入了批判科学及 
现代化的社会运动，或同这场运动形成对峙。我们不应当为这种 
现象所迷惑，因为尽管存在着种种矛盾，但科学的扩张已经上道。 
在向反性科学化的条件下，围绕现代化风险的公共讨论的路线是 
把错误转化为扩张的机会。
文明批判、学科对立以及有着公共影响的抗议运动，它们之间

的犬牙交错可以借环境运动的例子来形象说明。'自然保护运动 161 
在工业化之初就涎生了。自然保护组织的逐项批判(除此之外，它 
既没有为工业化带来重大损失.也没有构成-•种根本的批判)总是 
无法摆脱敌视进步、落后保守的色彩。这种局面要想有所改观，其 
前提是下述两个条件得到满足：其一，工业化进程造成的自然威胁

I在此，我主要参考了罗伯特•米切尔(Robert C. Mitchell, 1979)的讨论(就 
我所知尚未出版)有关同一主题，还可进一步参见诺沃特尼(Novotny, 1979).魏 
因加特(Weingart .1979)和屈佩尔斯等(Kiippers et al., 1978)。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理论、实验和测量设备——这些威胁才能成为

I 202

1我在这里尤其想到了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1962年初版，并在三个月内售出了 10万册)和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科学与生存》(Science and Survival, 1963)。

日益引发社会关注；其二，科学的解释系统的供求彻底摆脱古老的 
自然保护观。公众对工业化显著的破坏性后果日益不满，科学的 
解释系统不仅揭示而且论证了这一现象。科学的解释系统使工业 
化后果具有普遍性，即使之脱离了具体的个案和场合，在这个意义 上，科学的解释系统也加入了对工业化和技术化的广泛抗议，
在美国，生物学研究责无旁贷地揽下了科学解释的主要任务c 

这类研究关注工业化对自然生命系统的破坏性影响，为人类真正 
敲响了“警钟”。也就是说，研究者在开展科学论证时运用了一种 
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他们揭露工业化对地球生命的各种既有影 
响和潜在影响，并把它浓缩成一幅岌岌可危的图像。1当公众的抗 
议运动援用这种或那种科学论证的时候，上文提及的“抗击科学的 
科学化”过程就开始了。
环境运动的目标和主题逐渐脱离具体的场合以及最终可以轻 

松达成的个别吁求(建立森林保护区、保护某种动物等)，而变成对 
工业化自身的条件和前提的一般性抗议。保护的场合不再局限于 
个别情况，局限于那些可溯源的、看得到的威胁(原油泄漏、工业 
排放污染河流等)。对一般公众来说,逐渐占据中心的威胁常常既 
看不到，也不可触摸；有时候，这些威胁的影响甚至不会在某个受 
害者的一生中发作，而会留到下一代人身上。无论如何，只有借助 
科学的“感官”
“可见”的威胁，才能得到解释。
在科学化的生态运动中，抗议的场合与主题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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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于抗议活动的行动者，即受到影响的普通人。这固然有点吊 
诡。在一些模棱两可的例子中，威胁甚至完全不能被感知，它不 
仅要由科学来传达，严格说来，更要由科学来构成。这并没有降 
低“普通人抗议”的重要意义，但确实表明这种抗议对“替代性 
科学”媒介的依赖。诊断威胁抑或同其成因作斗争
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只能借助完整的科学武库，包括测量工具、实 
验手段和论证方法等。这就要求人们具备相当专业的知识，进行 
非常规分析的准备和能力，以及拥有开销不菲的技术设备和测量 
工具。

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因而可以说，在文明风险处境的起源 
和深化过程中，在相应的危机意识中，科学在三重意义上卷入其 
中。首先，科学成果的工业化应用制造了问题。其次，科学提供了 
可以把问题识别成问题并加以描绘（或者说使问题显现）的各种手 
段即范畴和认知工具——这些手段也可以让问题不成其为问题。 
最后.科学提供了 “克服”其自行招致的威胁的各种前提条件c因 
此，在专业化的生态运动中——再次以环境问题为例——从前那 
些广为宣传的针对自然的行为禁忌，如今已经所剩无几。

恰恰相反，物理、化学、生物、系统研究和计算机模拟所提 
供的前沿优质成果才是相关要求的依据所在。生态系统研究 
运用的概念是高度现代的，并且不仅力图在局部意义上（会引 
发风险，即因系统性疏忽而导致不断衍生的损害和后果），也 
要在整体上认识自然……吃着穆兹利，背着麻布包，这样的人 
实际上才是新的现代性的先驱。这种现代性的特征是在把自 
然加以科学化和技术化的过程中，不仅追求完美、讲求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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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意识到对于抗议对象的依赖，反科学的姿态之中才混杂 
了诸多苦涩和非理性。

把科学挤下宝座的不是科学的失败，而是科学的成功。我们 
甚至可以说，科学越是在20世纪取得成功,其最初的有效性诉求也 
就越发快捷而彻底地成为相对之物。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下半 叶的科学发展全都经历了连续性之中的断裂。这是从科学的外部 
关系（如上所述）和内部关系（如下所论）两个方面来讲的。这里 
的内部关系包括：科学在理论和社会层面的自我理解、科学的方法 
论基础以及科学在应用上的关联。简単科学化的模式建立在“素朴性”之上。一方面，科学的怀 
疑主义方法实现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主义仍然只适用 于科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知识的基础就像科学成果在实际应用中 

163 遭遇的一切问题那样，仍在怀疑主义的豁免之列。外部的教条在 
内部却免遭挑战和怀疑，这背后隐藏的不只是“无行动负担”的研 
究活动和有行动压力的实践与政治之间的差异。在实践和政治领 
域，人们需要系统地缩减怀疑，并用明确的行动计划取而代之。科 
学理性沿着内部和外部的界限遭到了切分，这同科学专家群体的 
市场及职业化利益密切对应。科学服务和科学知识的主顾购买的 
是“知识”，而不是什么承认并揭发的错误、证伪的假设，抑或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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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高明的自我怀疑。市场中的某些人的知识诉求在同其他专业 
群体或外行群体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因而只有这些人才能赢得 
若干物质和制度前提，得以沉浸于内部“怀疑主义的奢侈”（又称 
基础理论研究）。从理性的观点来看必定会普及的东西，必然会在 
市场的主导下转向反面。
在“富有成果”的科学化进程中，怀疑和教条化这两种技艺既 

相互补充，又相互矛盾。科学的内在成功是因为废除了“实验员崇 
拜”。'与之相反,科学的外在成功则建立在对“无误论诉求”的审 
慎构建、大力吹捧和顽强辩护上，从而可以免除任何“非理性批评 
的嫌疑”。依据其生产条件，科学成果总是可能成为“招之即来的 
错误”，因而需要获得某种风格，成为永久有效的“知识” 0如果有 
人在实践中对此漫不经心，那将是十足的愚蠢’
就此而言，在简单科学化的模式中，现代性和反现代性总以 

充满矛盾的方式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批判原则分裂了，这些 
原则的有效范围也遭受了切分。知识诉求的绝对性在外部关系中 
得到了发展，奇怪的是，这与犯错嫌疑的普遍化构成了对比，因为 
后者已经在内部关系中成为规范。科学触及的一切都被看作可变 
的，除了科学理性本身。不受限制的东西受到了限制，这绝非偶 
然，而是功能上的必备。只有这些限制给予科学在认知和社会层 
面的优越性——相对于主流传统和常人实践。也只有这样，批判 
性知识诉求和职业化努力才会（充满矛盾地）捆绑在一起。
这一论断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科学 

化进程同样需要理解成教条化过程，即对科学“信条”的践行，这
1原文直译为“穿白衣服的半神”.通常在反讽的意义上指“医生”，这里当指 

穿白大褂的实验科学家。一中译注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科学理论的可误论

I 206

从简单科学化向自反性科学化的转变，就其自身来说,是在科 
学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的。这个断裂的施动者是把科学批判地应用 
于它自身的那些学科——科学理论和科学史、知识社会学和科学 
社会学、心理学和经验性科学民族志，等等。自20世纪初以来，这 些学科不断取得进展，侵蚀着科学理性自我教条化的基础。
一方面，这些学科是按职业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不断发展的，它 

们尤其满足了仍旧有效的简单科学化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学 
科取消了自己的应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已经成为具有 
自我批判性的自反性科学化的先驱。因此，“反对科学”并不是20 
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发明，相反，它从一开始就隶属于制度化

种“信条”具有不可置疑的有效性诉求。其次，初级科学化的“教 
条”是不稳定的，但其性质全然不同于科学所击败的那些（宗教与 
传统），因为科学的“教条”承载了科学进行批判和扬弃的标准。 
就此而言，科学发展在其连续不断的成功中，削弱了自己的边界和 

164 基础。科学论证的规范大获全胜，不断普及，整个局面为之一变。科学固然不可或缺，但其原初的有效性诉求却遭到了剥夺。这同 
样引发了“实践问题”。科学在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逐步丧失其 
确定性，从而导致它的权力不断衰弱。作为结果，专家和常人在理 
性梯度上趋于平等化，尽管其间不乏冲突（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是 
“医疗事故”诉讼的增加）。此外，其他反映权力梯度的常见概念也 
失效了：现代性和传统、专家和常人、成果的生产和应用。在自反 
性科学化条件下，怀疑主义边界的消除可以沿两条线索来描述，其 
一是科学理论，其二是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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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论证可以分解为多个步骤。首先，准确来看，“经验基础”不足以作为 执行者，对"推测性”理论构造进行证伪。理论构造必定是有根据的。如果让理论 构造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1:,这只会使它脱离主体间性,同时.实验资料（访谈、观 察等）的生产则一直受到忽视。因此，总体来看，理论陈述和经验陈述之间的界线， 即整个工作的意义也就被废除r<,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对于证伪基础的坚持探索？ 假定某个实验未能符合理论预期，那么是理论被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还是（接下页）

的科学纲领。最初那批“替代性专门知识”中的一个例证是马克 
思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批判，其影响一直绵延到今天。马克思的 
批判已包含充满矛盾的张力关系，一边是自己对科学的信念，另一 
边是对现存科学的普遍的意识形态批判。这种张力关系也在随后 
不断演变，推陈出新，如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以及库恩对科学理论中的规范主义的科学史批判。这种系统地 
“自毁巢穴”的现象之所以不断岀现，是因为科学坚持不懈地在自 
己身上应用可误论。但这种可误论最初只在部分意义上实现了制 
度化。科学自我批判的过程不是一条坦途，这种批判坚持不懈地 
瓦解r抢救科学认知事业之“理性内核”的各种层出不穷的尝试。 
这一最终带有渎神性质的“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可由诸多例证加 
以描绘，但没有一个例子像20世纪科学理论的讨论过程那样展现 
得如此经典，如此“堪称榜样”。
当波普尔为防范江湖术士而建立证伪原则时，他曾用一把“匕 

首”对准他自己想要为这个原则“奠定基础的一切企图”。最终， 
波普尔同样也对基础论思维使用了这把“匕首”。证伪原则中包 
含的任何“基础论残余”都会逐步得到揭露，并借助这一原则在自 
己身上的不断应用而将其扫清，直至证伪原则以为依靠的柱石坍 
塌。到那时，费耶阿本德的名言“怎样都行”也仅仅是总结了这一 
状况——它是科学理论尽心尽责、一丝不苟的表现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研究实践的可误论

I 208

仅仅只有预期和结果的不一致得到了揭示？不同的回答会导向不同的决策.因而 
需要以各种差异化的方式来加以应对或予以阻拦，比如怀疑实验中的某个错误.或 
者构建相反的理论等；参见拉卡托斯(Lakatos, 1974)库恩(Kuhn. 1970)极具影 
响力的文章引发了科学史的转折，使科学哲学的思考脱离了经验基础但回头来 
看，科学理论如果是一种缺乏经验的理论，那么其地位是可疑的科学理论仅仅是 
一种合乎逻辑的规范学说，是“好”科学的最高审査权威，从而成为中世纪宗教裁 
判所在科学领域的对等物？抑或科学理论满足了它自身对经验上可验证的理论的要 
求？那么,考虑到现存的知识生产和装配存在着许多对立原则,科学理论的有效性诉 
求就会急剧弱化。科学民族志研究最终“表明”，即便在自然科学理性公认的诞生地 
(实验室)，通行的做法仍像是祈雨舞蹈和丰收仪式的现代变体.换言之，实验室中的 
活动仅仅着眼于职业规范和社会认可原则(Knon-Cetina, 1984 )。

但人们可以说：那又怎样？科学实践者确实就是这么反问的。 
自伤元气的科学理论关我们什么事？科学理论不过是研究实践的 
“哲学遮羞布”，它一点也不关心研究实践。证伪原则得到了推销， 
随后又被认为是多余的，这必定会带来某些后果。但什么也没有 
发生，完全没有。科学实践在其推进的过程中刚刚失去了真理，就 
像小男孩弄丢了买牛奶的零花钱。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科学已经 
从服务于真理的活动转变成没有真理的活动，但科学仍旧在社会 
层面竭力获取真理的好处。科学实践干脆跟随科学理论走上了猜 
想、自我怀疑和约定俗成的道路。在内部，科学退化为决策；在外 
部，风险在扩散。但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科学都不再享有理性的长 
久护佑c科学变得不可或缺了，同时科学又对真理束手无策。
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真理走上了现代性的常规之路: 

控制真理、宣告真理的那个科学宗教，在自反性科学化的进程中经 
历了世俗化，科学的真理诉求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层面，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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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实践的封建化
为具有社会约束力的真理定义而诉诸科学成果变得越来越有

1英译本在此之后有删节,对应德文本第272-274页。一中译注

209 I

经受住极具穿透力的自我检查。一方面，科学的解释诉求退化成 
了假设，即随时可撤销的猜想。另一方面，现实在数据中变得烟消 
云散，因为这数据是制造出来的。因此，“事实”
的核心——仅仅是换个问法也毫无影响的某种解答，是各种规则 
的筛选物。一台不同的计算机，一位不同的专家，一家不同的研究 
所 个不同的“现实”。既然“现实”不存在，那么这就是一 
个神迹，是神迹而不是科学。继续罗列有关（自然）科学研究实践 
的证据无异于玷污尸体。向一位科学家提出真理问题，其处境之 
尴尬就像是让牧师去问上帝。在科学圈内张口就说“真理”，只能 
代表某个人的无知和平庸.表明他只是不加思考地援引日常词汇。 
这些词汇既模棱两可，又掺杂情绪。当然，科学失去真理的过程也有惹人同情的一面。真理是一 
项超凡成就，一种近乎神的抬升。真理也是教条的近亲。一旦人 
们拥有了真理，宣告了真理，真理就很难再有改变，尽管如此，真理 
还是不断在变。科学近似于人，塞满了错误和疏忽。科学没有真 
理也照样行得通，甚至可能还会变得更好，更诚实、多样、大胆、无 
畏。事物的对立面充满诱惑，总是蕴藏着机会。整个场景变得绚 
丽多彩。三位科学家在一起,就会有十五种观点相碰撞。1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这

I 210

必要，但也越来越难以满足。这种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间的不一 
致以及由此形成的灰色地带，表明科学丧失了其最核心的功能，即 
代理性的知识确立工作。科学成果的目标群体和应用者——政治 
和经济、大众媒介和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一般化的科学论 
证.而同时越来越独立于个別的结论，也不再信任科学对其陈述中 
的真理或谬误的判断"
科学的分化导致知识诉求转移到外部执行机构那里 

显然是一个悖论。首先，这种转移是因为科学成果显得过于复杂 
和多样，它们即便没有公然矛盾，也难以相互补充，因而只好固守 
那些常常不可比较的差异。实际上，这是逼迫实践者作出自己的 
认知决策。此外.这种转移也是由于科学常常展现出半武断色彩。 虽然在具体情境中这种武断色彩（大多）会遭到否定，但它确实体 
现为各种成果的不一致，体现为诉诸惯例和决策的方法。假说性 
科学惯于使用“虽然 .....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等表述， 
这仅仅为知识的界定提供了相反的可选项。
科学成果的洪流，它的矛盾之处，它的过度专业化，让人们从 

被动的接受转变成了主动的参与,即参与一场自发的知识构建运 
动。这一过程既可能联合科学，也可能反对科学。现在人们总算 
可以说：世间事大体不过如此。政治或经济领域相对于科学而获 
得的自主性，就像它们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但这忽略了此处要 
提到的两类特殊性。政治或经济的自主性是科学制造的，它们形 
成于科学的过剩。这种过剩同时使科学的自我要求降低为假说性 
质,并提供了科学自我相对化的多元主义解释意象。
这样的后果对知识生产的状况造成了强烈影响。科学失去了 

真理，却面临听从他人号令的危险，即要由其他人告诉它真理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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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显得越重要

自启蒙时代以来，科学论证就被看作唯一权威的正当化

211

是怎样的。繁荣的“宫廷科学”以直接影响的方式成为其中的典 
型代表，但这绝非个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成果的性质相 近、不具有决定属性以及决策的可及性。成果的选择标准脱离了 
严格的科学审查，它无论如何也要克服过度的复杂性，从而赢得新 
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选择标准包括基本政治观点的 
兼容、委托人的利益、对政治意涵的预期，简言之，社会的接受度。
在建立方法论惯例的道路上，科学因自身造成的过度复杂性 

而存在着让自己的“认知实践”面临内在封建化的危险。与此相 
应，在外部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特殊主义。大大小小的科学家 
群体相互隔离，并围绕隐性的成果应用优先权而组织起来。关键 
在于，这不只是发生在后期的实践接触中，而且早已出现在实验 
室、科学家的办公室和科学成果生产的密室里。科技生产的风险 
越不可预测，这些风险对公众意识的影响越大，政治和经济执行机 
构的行动压力也就越大，社会行动者能够确保接近“科学界定权” 

无论是为了淡化、转移或重新界定这种权力， 
还是为了大肆渲染或在方法论批判的意义上阻止“界定过程中的 
外部干预”。
但这个过程还有其他侧面，并因此而带来那么一点光亮。人 

们脱离了专家那“高人一等”的认知指令(Illich, 1979)。可以扮演 
“科学找茬者”角色的人越来越多。在科学论证角色的泛化过程 
中，科学的功能也开始出现了转变，这一点令科学家着实恼怒。就 
像沃尔夫冈•邦斯和海因茨•哈特曼(BonB and Hartmann, 1985) 
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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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提供“工整”的显著性检验，不足以应对专业内部或专业 
之间的专家竞争。有时，人们必须亲自现身，说服他人。在自反性 
科学化的条件下，信念的生产（或动员）是有效性诉求在社会层面

168 推行的重要源头。1
早先，科学是作为科学本身去进行说服的；但在今天，考虑 

到科学七嘴八舌、论调不一，对科学的信念或反对科学的信念（抑 
或对这种方法、这种理论、这种取向的信念）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 
义。或许只有“额外”的呈现、个人的说服能力、私人联系、媒体渠 
道等，才能为“个别的发现”提供“知识”的社会属性。在信念（有 
助于）决定科学论证的地方，信念很快就能重新占据支配地位。当 
然，其外在形式不再是信念，而是科学c科学虽然不是知识生产的
1这或许就是下述事实的原因所在，即人格特质和个人网络为何恰恰随着解 释的过度供给而在实践运用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

执行者。然而，在科学论证的泛化过程中，它似乎丧失了无懈 
可击的理性权威的光环，并在社会上变得唾手可得。从社会 
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趋势本身就是科学化进程的结果。科学 
陈述可以在日常世界进行争辩，而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这一事实表明，系统化的怀疑主义固然是科学话语的支柱性 
原则，却再也不是它的特权了。“未启蒙的群氓”和“启蒙的 
公民”之间的差别，或者换用更现代的说法，常人与专家之间 
的差别正在逐渐消失。这种差别转变成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竞 
争。实际上，在所有社会子系统中，由于系统化知识的各种组 
件相互竞争，规范和价值的内化也被反思取代了。（ 16；另请 
参见Weingart,1983：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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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条件，却是其必要条件。在其形成中的朦胧期，各种各样的信 
仰势力又重新扎根流行起来。这促成了多种可能：宿命论、占星 
术、神秘学，自我崇拜和自我牺牲，混杂一点科学发现的细枝末节， 
对科学的严厉批判或盲目信仰。这些新式炼金术士却罕见地豁免 
于科学的批判，因为他们不是前科学的产物。相反，他们在同科学 
打交道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真理”和信徒。

对科学的免疫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极端例子。用科学武装起来的 
意识形态和偏见，如今也能在科学的批判面前捍卫自身,这并不鲜见。 
它们诉诸科学，以便拒斥其主张。人们必须更有知识,包括阅读替代 
性研究。异议在结果出来之前就被吸纳了,就像是提前约好的。任何 
情况下都要准备两种（方法上的）根本反对意见，以便让执拗的科学 
信息自我崩溃。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还在指望公众没有分歧、相 
信科学。但在今天，人们带着不信任情绪追踪科学的努力和进步。人 
们猜忌被隐瞒的内容，添上副作用，等待着最坏的结果。1
科技文明到处蔓延，不可变革是它的禁忌。在这片禁忌的丛 

林中，由外部的行动情境衍生的问题使致力于“中立”分析的科学 
家陷入新的困境。每一项分析都面临着抉择：是在行动变量变成 
社会禁忌的外围做研究，还是深入其中做研究。这些决策的可能 
性会影响研究本身的设计（就算是在那些需要听从委托人号令的 
场合），因而处于科学实践的最核心区域，包括提问方式、变量选 
择、追踪成因假设的方向和范围、概念设计、计算风险的方法等。

与简单科学化的后果相比，这些研究决策的后果更容易评估。 
如果说早先的后果还处在工业生产的外围，处在社会的（无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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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领域，如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那么今天确立的风险则会直接 
对权力的核心地带产生影响，如经济、政治和制度性监督机构。这 
些地带无疑具备“制度化的专注力”和“法团主义的进取心”，因 

169 而足以使它遭受的代价不菲的副作用公之于众。于是，风险的“不 
可见特征”会依照社会形势而受到严格限制，这同样适用于各种后 
果的“次生属性”。对发展进行监视属于风险研究（或下属部门） 
的官方职能，其中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众所周知。大概所有人 
都知道什么样的毒物浓度，突破什么样的极限值，会导致什么样的 
（法律和经济的）重要后果。
这意味着风险被科学化了。副作用的评估因而从外部问题变 

成了内部问题，从应用问题变成了知识问题。外部消失了，后果是 
内生的。起源和应用的情境被推挤在一块。研究的自主性同时变 
成了知识问题和应用问题。能否突破禁忌成了研究好坏的内在条 
件。这一切或许依旧隐藏在研究决策（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灰色 
地带。一项研究是由制度、科学理论和道德等多个层面构成的，就 
此而言，如果这项研究并不旨在第一次扬鞭就越过所有围栏，它就 
有必要接纳并探究自身具有的政治意涵。
科学抵挡了主流的压力，避免让实践禁忌转变成理论禁忌。 

正是借助于此，科学证明了自己的健全。在科学分析独立性的意 
义上，“价值无涉”的要求实际上获得了一种近乎革命的新内涵。 
或许韦伯也会为今天这种不拘泥于禁忌、客观分析风险的解释大 
力辩护，他完全熟知事实科学所具有的潜在政治内涵。这样的分 
析体现出投入的、有价值意识的客观性,因而具有政治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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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科学认知实践在可选择的范围内进行影响和操纵的机 
会也变得清晰可辨。这些机会曾被科学理论以有效性的理由加以 
排除，因此从未得到评估。依照流行的假设形成理论，因果链条可 
以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投射，只要自己的猜想得到证实，它就不 
会与任何一种有效性标准产生冲突。在发达文明中，科学认知实 
践变成了对潜在政治变量的“操纵”，这种操纵是内在固有的、客 
观化的，并且隐藏在无须证成的选择性决策的背后。这并不意味 
着排除客观化，也不意味着猜测的因果关系可以在政治上建立起 
来。当然，因果分析和行动分析还是相互交织的，这独立于科学家 
的自我理解，但这种双重的、建构的风险现实把对原因的客观分 
析政治化了。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科学从错误理解的“中立性”出 
发.遵照禁忌从事研究，那么，它就是在助长现有的局面，使看不见 
的副作用法则主宰文明的发展。

1白鹳在欧洲被称为“送子鸟”，是幸福吉祥的象征：白鹳也是德国的国 
鸟。——中译注

我们再也无法忍受那个谎言,说后果不可预测。后果不是白 
鹳'带来的，而是制造出来的;它尽管不可计算，却是科学自己制造 
的。只要实际的外在结果的可计算性和其内在的可评估性之间存 
在系统差异，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按照流行的见解，随着科学的分化，科学工作的副作用必然 

会变得不可计算，事实上，科学家已经与科学成果的利用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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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可能影响到那个领域，那是其他人的职责。由此可知，既然 
科学成果是从分析的角度得出的，科学家就不可能为其实际后果 
负责。尽管在很多领域人们开始用共同的语言说话，但理论和实 
践的距离并没有缩小，反而在增加，这是因为应用者也越来越有可 
能依照自己的利益去运用成果。
这种评价是建立在“可计算性”的概念之上的，它是经典科学 

化理论的关键概念，其语义内容和适用条件近来才受到质疑。只 
有当人们看到，“可计算一不可计算”的概念本身在自反性现代化 
进程中发生了变化，评估副作用的可能性才会首次进入人们的视 
野。可计算性不再仅仅指目标理性意义上的可控制性，不可计算 
性也不单纯指不可能进行目标理性意义上的控制。如果这一点成 
立，那么“副作用的不可计算性”不仅仍将保留在当今的科学活动 
中，它甚至还会扩大，因为目标理性变得“情境化”了，不确定性还 
在增长。
与此相反，如果我们从“可评估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可计算 

性，那么，这就非常契合自反性现代化条件下出现的事态。实际 
上，真实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不可预见。与此同时，副作用也解 
除了其潜伏性，并在如下三种意义上变得“可以评估” 0有关副作 
用的知识（在原则上）是可具备的，再也不能用不可控制的老借口 
了，并且就此而言，人们会因为知道可能的影响而不得不采取行 
动。所以说，“可计算性”的减少伴随着“可评估性”的增加，不仅 
如此，两者还互为条件。有关副作用的知识总是（潜在）在场的，这 
些知识如今已充分实现分化。我们必须权衡各种各样的结果和关 
联范围，考量它们对自身和他人构成的意义。因而，实际的后果最 
终变得越来越不可计算，因为可能的影响越来越可评估。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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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估日益频繁地出现在研究过程和应对研究禁区的方法中， 
并对它们的议程和结果造成了决定性影响。这同样表明，无条件 
地应对预期后果在研究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预期 
（以及对预期的预期）的层次上，副作用被预料到了。尽管最终的 
结果仍旧不可预见，但这毕竟直接影响了研究过程。对科学家来 
说，这就是最有效的自我审査。但科学家仍然极力主张真正的长 171 
期后果是绝对不可计算的，他们坚决有力地强调这一点，其程度丝 
毫不亚于预期后果在事实上对其工作、对其提问和解释的起点及 
终点的决定作用。
我们现在将讨论这一表面上矛盾的双重主题:“副作用”日益 

增长的不可计算性，及其同样日益增加的可评估性。只有完整的 
论证才能带来第一手线索，让我们知道科技文明的“后果宿命论” 
在多大程度上、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克服

在第二次科学化阶段，知识生产的地位及其参与者均发生了 
变化。如上所述,在行政、政治、经济和公共领域中，科学的目标群 体成了具有社会效力的“知识”的共同生产者。他们既合作又对 
立，显得矛盾重重。与此同时，科学成果在实践和政治领域中的移 
植关系却因此受到动摇。经过清算，科学“知识资本”的“参股人” 
以一种全新而自信的方式介入了科学向实践的转化过程。
在简单科学化的模式中，科学和政治具有一种演绎关系。按 

照这一模式，科学获得的知识以权威主义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贯彻。 
只要这个过程遇到抵抗，科学家就会认定是“非理性”在作怪，因 
而可以通过提高实践者的“理性水平”加以克服。但在科学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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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接下来，我会回顾我和邦斯（Beck and BonB, 1984）共同提出的论hE.这篇论 
文发表于德国科学基金会（DFG）有关“社会科学成果的应用背景”的讨论会 另 
请参见邦斯和哈特曼（BonB and Hartmann, 1985）0

内外不确定的状况下，这种权威主义的演绎论应用模式是难以维 
系的。外部知识生产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了应用问题，包括 
对各种解释供给进行分类和拣选、怀疑和重组，并且有意用“实践 知识”（实施机会、非正式权力关系和社会接触等）加以扩充。就实 践层面而言，科学指导下的、合乎工具理性的控制就此终结了。科 
学和实践因科学依赖症而再度分离。应用的那一面开始借助科学 而使自己愈发独立于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此刻见证 
了理性等级梯度的倾倒。'
在此，冃标群体的新自主性的基础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是 科学解释供给的不足，而是它的分化和过度复杂。虽然看似吊诡, 

但这种自主性正是科学制造的。科学的成功使需求日益独立于供 
给。这种白主化趋势的重要标志，首先在于知识来源的多元化以 及对此的方法论反思。随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日益分化（并 不必然与科学的堕落或道德的松懈有关），它们成了顾客的自选商 
店。这些顾客资金充裕，但有论证的需求。每项科学成果都是高 度复杂的,机会全在顾客手中，他们可以在专家群体内部或在各个 
专家群体之间作出选择。就政策方案而言，选择把哪些专家代表 
请进顾问团就相当于提前作了裁决，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实践 者和政治家可以在不同的9家群体中进行挑选，专家群体也可以 
在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相互争夺，顾客的自主性由此得到了提升。 
正是因为顾客在同科学的接触中有所收获，这-过程的业余程度 越来越低。不仅如此，人们还从专家及其内部的基本纷争（可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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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论证中止步于此，但由于科学的实践后果是不可预 
知的，这就相当于隐瞒了科学的参与者角色，隐瞒了它的分工结构 
和认识论纲领。这些人的出发点是如下假设：科学走上了不确定 
性日益泛化的道路，这是不可逆转的。与此同时，科学的历史前提 
和形态却始终如一。科学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令其他力量望 
尘莫及。为什么世界的改变不能同样促成科学的自我改造？既然 
一切皆可变，令世界焕然一新的科学不能再找借口开脱，声称自己 
的基础和运作形式不容改变。科学自我变革的机会随实践一方自 
主性的增加而变大。从政治、经济、公共领域的解释与应用诉求的 
典范来看，两方的分离反倒允许并促成对科学知识的重新思考和 
厘定。这里衍生出大量问题：为减少在认知过程的推进和分化中 
自行生成的不确定性，科学实践内部的出发点在哪里？科学在理

澄清，也可能未澄清）中了解到，我们可以借助什么样的专业方式 
（如方法论批判）来阻拦一项不受欢迎的成果。这里的出发点因科 
学的自我怀疑而不断增强；经由自反性科学化过程，实践那一方的 
取胜机会也在变大。
当然，对承受着决策压力的顾客来说，这种处境卜的科学也 

越来越难以满足其安全需求。由于可误论的普及，科学一方把它 
的怀疑主义转嫁给了应用者一方，从而迫使后者接受了替代的角 
色.即他们必须减少不确定性，因为这是行动的前提。再次重申，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科学虚弱无力或发育不良的表现，恰恰相反，它 
们全都源于科学的高度分化，它的过度复杂性，它的自我批判和自 
反性。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220

论和实践层面的王者地位能否借此重新奠立？如何在内外关系中 
重新协调怀疑主义的普遍化和不确定性的减少？在此，我们会借 
助一般概念作些示例性质的思考。
科学理论中流行的自我理解认为，科学不能借理性权威作出 

价值判断。科学所传递的是所谓“中立”的数字、信息或解释，这 
是服务于各方利益的“无偏见”决策的基础。然而，科学选择何种 
利益，科学把什么人或物投射为原因，科学如何解释社会问题，科 
学会提出哪些解决方案，这些都绝非中立的决定。换言之，科学拥 
有实践的操纵能力，而这并不依赖，也超越了明确的价值陈述。科 
学能否施加实际影响力，取决于科学成果的构建方式。因此，对于 
不同行动领域的“需求”或“风险”的“纯粹客观”解释只是一个 
幌子，在它的背后，人们不断就未来发展的路线设定进行讨价还 
价。究竟什么才算“需求”或“风险”，这成了各项决策的核心问 
题：核电还是煤电，采取节能措施还是寻找替代性能源？这同样 
适用于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或划定贫困线等问题。每一个这样的 
问题都内在包含对一系列相关结果的裁决，这些结果最终将导向 
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无论是否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概念界定、 
操作化、提出假设等步骤，都是某些根本性决策得以展开的重要手 
段,这些决策关乎社会的未来。
这意味着科学能否实现自我克制并驯服其实践中的风险，关 

键并不取决于科学是否越出它的影响范围而就其成果的转化寻求 
（政治上的）共同参与及合作。相反，这里的根本在于：鉴于一度宣 
称不可预见的副作用又有了可预见性，那么，我们究竟在搞什么样 
的科学。这不是说科学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一种过 
于高估自己的方式为其成果引发的社会性问题独自承担责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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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里确实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科学应当接受危险和风险的 
反馈，并把它看作对理解和重组自身工作的经验挑战。在这个意 
义上，科学从内部出发减少外部不确定性的关键是:(-)清除原 
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应对症状;(-)是保留或恢复实践中的 
学习能力还是因忽视实践后果而引发不可逆转的局面——这种局 174
面以无误论假设为基础，并从源头上排除了从实践后果吸取教训 
的可能性;(三)是维持孤立的思考方式还是重新挖掘并培育以相 
互关联为背景的专业化的力量。

简单科学化的条件和产物因客观限制这一构想而避开了行动 
的干涉，但在第二次科学化过程中，这一构想在变革的可能性之中 
溶解了。客观限制越多，维持客观限制的特征就越难，客观限制的 
生产过程就会频频闪现。所谓“技术或经济决定论”是在技术控 
制的视角下得以思考和澄清的，这种决定论已经难以维持其决定 
性力量，也无法停留在封闭状态而无视正当化的要求和其他的塑 
造可能性。至少在原则上，决定论本身也成了可塑之物。在第二 
条科学进路中，就连自我生产的客观限制也都变成了被构想、被制 
造的客观限制。按照这一原则，某次感冒的成因可用来治疗或预 
防下一次感冒。排放有毒物和污染物最初被看作“潜在”的副作 
用，继而成了 “不可避免”之物；但在科学家的观察之下，它们逐步 
与隐藏的决策面建立了联系，也与可控性条件重建了关联。
在初级科学化阶段，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任何条件或行动者都 

为“客观限制”的面纱所覆盖；但在自反性科学化阶段，系统的研 
究已经揭去了这一面纱。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条件原则上都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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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塑造的，（其次）依赖于正当化的。那种认为“也可以不 
一样”的观点，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日渐支配了所有行动领域，这 
种观点坚决要求论证，因而成了背后可能的威胁。这一点至少也 
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下列情形，亦即科学试图动用其理论和方法的 
全部界定力量，为风险树起新的屏障，名曰“不可改变”。于是，相 
应的核心问题转变了。重要的不仅是研究什么，也包括怎样研究， 
换言之，以什么样的途径、思考范围、终极目标去研究工业化风险 
的扩大或规避问题。

因而，在应对文明风险的过程中，原则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选 
项:在初级工业化中清除原因，或者使后果和症状经历带有市场扩 
张性质的次级工业化。迄今为止，第二条道路几乎随处可见。但 
这条道路代价高昂，它让原因隐没，让错误和冋题转变成繁荣的市 
场c学习的过程遭到系统缩减和阻挠：现代化危险的自我起源问 
题淹没在逐点观察和对症治疗之中。糖尿病、恶性肿瘤、心脏病等 
文明疾病的治疗过程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疾病可以从源头上加 
以制止，缓解工作压力、减少环境污染、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 
合理膳食。此外，人们也可以选择用化学药剂来减轻疾病的症状。 
毫无疑问，防治疾病的不同路线并不互斥，但这里的第二种方法根 
本就谈不上真正的治愈。尽管如此，我们迄今都倾向于选择药物 
化学的“解决方案”。
工业化开始在各个领域获取后果问题带来的利益，全然不顾 

它自己在这些问题的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再次为科学和研究 
抛出了非此即彼的抉择：科学要么凭借其独立的专业能力，提供相 
应的风险界定和因果解释；要么突破这种代价高昂的应对症状的 
思路，培育出独立的、有理论保障的替代性视野，最终指出并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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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想再忍受副作用的侵害，科技的发展就应当在行 
进的节奏和方式上确保每个阶段的学习能力。这一切的预设是避 
免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反过来说，我们要加以揭示和完善的科

工业发展本身的问题源头及其清除方法。在第一种情形中，科学 
构成了有着长期影响的客观限制链条的一环，并成为其正当化机 
构。在第二种情形中，科学挑明并打破了这一链条的起点和线路, 
因而在现代化内部赢得了少许相对于现代化的自主权。
因此，就风险社会蕴含的可能性而言，它同样是一个自我批 

判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批判的参照点和前提总是以风险和 
威胁的形式出现。风险批判不是规范的价值批判，因为风险恰恰 
出现在传统，进而是价值瓦解的地方。批判的基础与其说是过去 
的传统，不如说是未来的威胁。为了识别空气、水和食品中的有毒 
物，我们与其诉诸有效价值，不如求助昂贵的测量工具和相应的理 
论方法知识。
风险的确立颇为奇特，它跨越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风险 

的确立并不公开断言某种道德标准，而是采用了量化一理论一因 
果的“隐性道德”模式。相应地，传统的科学理解在研究风险时大 
多采纳“客观化的因果道德”。风险陈述也是科学化社会中的道 
德陈述°从批判的参照点和对象到揭露和证实的可能性，所有这 
一切都是在大大小小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一 
个去传统化的自我批判的社会极有可能伴随风险社会一道出现。 
风险概念就像一个探测仪，让我们得以从自我招致的潜在威胁的 
视角，不断审视文明建筑的完整蓝图及其中全部的水泥颗粒。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I 224

技发展是一种替代性的变异体，它给错误和校正留下了空间。我 
们必须从迄今广为证实、大受赞同的“理论”出发来开展技术研 
究、制定技术政策，因为人的思考和行动难免犯错或留下疏忽。一 
旦技术的发展确信（或许是最后的确信，这多少令人宽慰）与这个 
理论发生了矛盾，人性就要为此背负难以忍受的无谬误枷锁。急 
剧增长的风险不断给人施加免于犯错的压力，进而剥夺了人的学 
习能力。承认人的不足本是司空见惯的，但由于它会引发灾难，因 
此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于是，风险的剧增和绝无错 
误的假设携手向风险的淡化施加了压力，因为风险的淡化与威胁 
的规模直接相关。所有这一切必须借助行动的“客观法则”竭力 
加以掩盖。
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实际的发展状况，以便确认这种发展是否 

得了“风险巨人症”，它是否剥夺了真实的人性，从而注定使人永 
不犯错。科技的发展日益陷入引人注目的新矛盾：知识的基础经 由科学制度化的自我怀疑而得到了透彻研究，但技术的发展却隔 
绝在怀疑主义之外。绝对论的知识诉求、无误诉求和安全诉求虽 
然长久以来都站不住脚，却随风险的增长和行动压力的加大而在 
技术发展中得到了复兴。处在行动压力之下的工程科学令各种教 
条繁荣兴盛。怀疑主义得到了释放并被系统激发，但它在技术的 
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反现代性的科学无误论禁忌。这种禁忌随风险 
的增长而愈发巩固。“最确定无疑”的事物最终却是不可度量的： 
原子弹、核能及其超越一切范畴与想象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把 
可误论从理论和经验的切分中解救出来，调低技术潜能的价值，并 
从技术发展的“人性”（即无谬误）视角检验其可能出现的变异C
在这个意义上，核能就是一场极为危险的赌博，因为它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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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技术发展的“无误论”作为基础。核能把客观限制从客观限 
制中释放了出来，这种客观限制几乎不可修正，人们几乎难以从中 
学到任何东西。核能使数代人担上了重责（譬如储存或处理核废 
料），但其间甚至保证不了相关关键词的一致含义。核能为各个领 177 
域投下了阴影，因为它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一结论不仅 
适用于它所谋求的社会控制（如“威权主义核国家”一词所表达 
的），也适用于生物遗传学方面的长期影响，这种影响在今天根本 
无从得知。然而与之相对，我们也可以选择去中心化的能源供应， 
这种供应形式就不会包含上述“客观限制的固有动力” o各种各样 
的发展变异既可能阻断未来，也可能维持开放的未来。我们据此 
作出决策，要么同意进入没人知晓的“副作用”（无法看见，但可预 
见）的无人地带，要么对此表示反对。列车一旦启动就很难再停下 
来。因此，我们必须要选择这样的发展变异：它既不会阻断未来， 
也能把现代化进程转变成学习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决策具有可 
修正的性质,因而可以使后期发现的副作用有机会得到消除。

“潜在副作用”的另一个核心生产条件是认知实践的专业化。 
确切地说，专业化程度越高，科技活动的副作用在范围、数量和不 
可计算的程度等方面也会变得越大。紧随专业化出现的不只是 
“不可见的副作用”的“不可见属性”与“次生特征”。因为随着 
专业化的加强，构想并执行逐项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也获得了增长。 
然而，这种解决方案的主要预期效果不断被意外的次生效果填充。 
过度专业化的科学实践就此成了各种问题及其症状的“编组站”， 
而应对症状的过程本身耗资不菲。如何处理化工业制造的有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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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呢？ “解决方案”是废料堆场，它的后果是把废弃物问题转变 
成地下水问题。反过来，化工业则凭借饮用水“净化剂”而获利。 
如果含有净化剂的饮用水影响了人体健康，那么我们还有药品； 
至于药品的“潜在副作用”，我们同样有精心构筑的医学看护体系 
加以拦截或予以延缓。解决问题和制造问题的链条会参照过度专 
业化的模式及程度而形成，从而不断“证实”看不见的副作用的 
“谎言”。
由此可见，“客观限制”和“固有动力”的生成结构，在本质上 

等同于过度专业化的认知实践模型以及这种实践的偏执狭隘，它 
对理论与方法的理解，它的职业阶梯，等等。极端来讲，分工制造 
了这一切——副作用及其不可预测的性质，还有注定会使这种“命 
运”显现的现实。过度专业化是社会实践的活跃模型，它把后果宿 

178 命论压缩成了某种自我确证的循环。
如果要打破这种“命运”，科学必须（学会）以新的形式在相 

互关联的背景中实现专业化。那种孤立的分析方法并不缺乏正当 
理由，但把它看成局部措施或看似有科学道理的“修补工作”的指 
导准则便是错误的，那会使它成为实践中的风险制造者。这种专 
业化的关联性研究的核心，可以是（比如）问题的“编组站”（这典 
型地体现在处置风险和环境问题等方面，也广泛存在于社会政策 
和社会医疗服务等诸多领域），也可以是对主要的替代性发展的追 
踪，抑或是其中包含的避免不安或加剧不安的路线选择。
从食物供给、农业、工业和科学的相互关系来看，各种各样的 

分工模式已经隐藏起来。这种分工模式时而制造次生问题的链 
条，时而又使之缩短。其中的关键岔路是以下述问题为标志的：对 
土壤和农产品的化工处理技术是否还会在农业领域延续下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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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理性和非理性问题不仅事关过去和现在，也涉及可能 
的未来。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也意味着总有可能存在 另一种科学。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另一种理论，也是另一种认知 
理论，另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对此类关系的另一种践行。 
如果说当下的情景仅仅是我们尚未超越的一种假设，那么今天就 
是寻找替代性假设的时代。这类假设的“检验标准”显而易见，根 
本无须多言——现代性事业急需拯救。现代性事业因自身的各种 
异常而濒临窒息，当前的科学形态正是这种异常之一。
我们需要一种科技活动的客观限制的理论，这种理论把科技

者是否可能重回对待自然的原初模式，即从自然本身学到一些东 
西，例如，通过适当的轮作实现对杂草的控制，提高土壤肥力，增加 
收成。如果保留化工道路，科研的重心就会落到制造更有效的“杀 
虫剂”上，随后人们又会研究此类毒剂的效果并确立极限值。这个 
过程乂要求考察毒剂对健康的损害（如恶性肿瘤等），会有动物实 
验（附带相应的动物虐待问题）、公众的抗议、治安和法律措施等。 
反之，如果我们选择了具有生态意识的农业发展道路，这同样需要 
研究的支持，但这种研究在类型上完全不同。这样的研究必定致 
力于增进有关轮作的知识.在维持土壤肥力的情况下竭力提高土 
地的利用率。这样的研究因而也会打断后果与客观限制的链条, 
阻止它进一步延伸。就此而言，在农业与食物的关联中存在着指 
向不同社会前景的两类路线设定。其中一条路线借助风险的“客 
观限制”而把工业、科研、政治、法律诸领域串联在一起，并引发了 
长期的影响；另一条路线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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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客观限制及其“不可预知的副作用”的产生置于关注的中 
心。我们必须借助科学的行动框架和自我理解,找到回避或废除 
后果宿命论的手段。所谓后果的“不可预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又能怎样加以避免？为此，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科学实践之 
后，而是要深入科学实践的内部寻找答案——科学认为什么是值 
得注意的；科学如何提问，怎样撒下因果假设之网；科学如何判定 
其推测的有效性，它会遗漏什么、隐瞒什么。疾驰中的科技发展 
“无人掌舵”，并释放出爆炸性力量，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发展的自 
我理解和政治样态，为它装上刹车和方向盘。上述思考不是证明， 
它只是用例子阐明了这种原则上的可能性。我们至少可以在轮廓 
上识别出这一构想的要求：我们必须把科学看成客观限制的（共 
同）创造者，这些客观限制引发了普遍的不确定性。想要打破这种 
不确定性，科学就必须实际地改变其自我理解。我们并没有丧失 希望，在科学中沉寂的理性依然可以被激发并调动起来对抗科学。 
科学也可以改变自己，它可以通过批判反思历史中的自我理解，使 
启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得到复苏。
兑现这项要求的关键在于下述问题：科学的惯例化之 
无论是数据生产，还是“语义分支的理论体操”（Mayntz, 
—能否得到纠正以及如何纠正；科学工作能否在方法论 

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层次上重建与现实的关联（尚需拟定）以及如何 
重建。已有的论证背景无疑表明，理论关联的证明对科学在独立 
批判和实践方面的潜力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也意味着，我们 
需要从理论和历史的视角，重新思考并限定经验这个概念。鉴于 
科学制造了不确定性，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拟定经验“是”什么，而 
不是把它当作预设。我们的推测是这样的：只有一种有关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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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才能使思想的力量重建它与“现实”的关联，才能使理论和经 
验的互补作用在对抗与合作中重新得到描绘及勾勒。
社会科学家亦可对此有所贡献，他们的责任是鼓动科学脱离 

它自己招致的对待风险的不成熟与盲目状态。对此，我们既没有 
偏方，也没有任何建议。不过，具体到社会科学，我们至少可以提 
出类似的抛砖引玉性的问题：社会理论与社会经验如何相互联系， 
从而缩减看不见的副作用的范围？社会学在各个专门领域四分五 
裂的情况下，如何为相互关联背景下的科学专业化（根本而言，这 是科学最初的目标）作出贡献？
我们致力于寻找科学理性的“学习理论”。这种理论通过探 

讨自我生产的威胁，认为科学理性是可以改变的。这种理论之所 
以不同于分析的科学理论，是因为它把科学理性设想成历史的某 
种即时状态，需要不断修复。于是，科学的知识诉求变成了一项指 
向未来的事业，它不会只因自己的当前形态就被盖棺定论。主流 
科学实践的非理性证据不足以表明科学的终结，就像驳倒牛顿力 
学也不意味着物理学的终结。但这里也有前提条件，即我们要把 
硏究实践中传承下来的实质的批判和学习能力传递到知识的基础 
与运用方面。这就相当于把现代化进程中实际潜伏的自反性增强 
为科学的自觉意识。一旦现代化遭遇现代化，这个词本身的含义 
也会发生变化。现代化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实现了自我应用，在这 
个过程中，一度广为盛行的对于支配的兴趣也会失去其技术途径, 
并表现出“自我克制”的形态。各种矛盾和新的信仰之争肆意喧 
嚣，身处其间的科技的“第二本性”，它的思考与运作模式，或许也 
有机会在实践中实现自我驯化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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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所有的时代（包括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 
征是某种匮乏，即不可能把危险处境归诸外部。换言之，风险取决 
于决策；它由工业生产，因此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所有早•期的文 
明和社会发展阶段都需要以各种方式面对威胁，而今天的社会在 
处置风险的过程中需要面对自己。风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活 
动及其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表现。因此，社会生活条 
件的自我创造，在风险社会中成了问题和主旋律（首先是负面的， 
如回避危险的要求）。但凡风险使人忧虑的地方，危险的根源都不 
在外部,不在异乡，不在非人之物；相反，危险来自人在历史中获得 
的能力，人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再生产条件的改变、塑造或毁灭e 
换言之，危险的源头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是缺少控制而是完美地 
支配自然，不是由于脱离了人的理解，而是因为工业时代建立了决 
策和客观限制的体系。现代性甚至已经取代其对手的角色——那 
些有待克服的传统，那些有待掌控的自然束缚。现代性既是威胁, 
也是许诺，即许诺脱离由它自己制造的这种威胁。与此相关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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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社会中政治的系统转型的评估，首先可以用四个论题 
加以勾勒：

(1)工业社会方案在构想社会变迁与政治操控之间的关系时， 
最先参照的是“分裂的(公民/市民)”模式。一方面，作为公民 
(citoyen),人们在政治意志形成的所有领域都享有民主权利；另一 
方面，作为市民(bourgeois),人们在劳动和经济领域捍卫自己的私 
人利益。相应的区别也存在于政治一行政的体系和技术一经济的 
体系之间。政治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公民参与代议制民主(政党、议 
会等)。决策及权力的行使要遵循合法性准则和卜•述公理，即权力 
和支配只有经过被支配者的同意才能实施。
相较而言，市民的行动即技术一经济的逐利领域被认为是非 

政治的。这一设想建立在下述两个条件的基础之上：首先,技术的 
进步被等同于社会的进步；其次，发展的方向和技术变迁的成果被 183
看作体现了不可避免的技术一经济的客观限制。技术创新增加了 个体和集体的福祉。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负面效应(技能要求的 
降低，失业或换岗的风险，健康威胁和自然破坏)总是可以找到辩

个重要后果亦即本章的核心是：风险成了工业社会中现代性的自 
我政治化的动力；除此之外，“政治”的概念、位置和媒介也在风险 
社会中发生了变化。1

1贝克(Beck. 1988： Part 11)进一步发展了风险政治学，特别是制度和组织的 
政治学。——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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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理由。即便人们对“社会后果”持有异议，技术一经济的革新 
也不会受到阻碍。这一革新过程在本质上脱离了政治的正当化, 
并且相比于民主行政程序和推行过程的拖拖拉拉，其执行力甚至 
无可挑剔。进步代替了表决，进步甚至代替了质疑，即人们会对那 
些既没有名头、也无人知晓的目标与结果提前表示同意。
在这种意义上，工业社会方案中的革新过程在民主层面遭受 

了切分，这种革新过程是在现代性对抗传统优势的过程中付诸实 
施的。只有一部分塑造社会的决策职能汇集在政治系统里，并服 
从于议会民主的原则；另一部分则摆脱了公共监督和证明的准则， 
并被授权享有企业投资和科学研究的自由。在这种背景下，社会 
的变革依据相应的制度安排，被替换成了经济和科技经由决策、限 
制及核算过程而引发的潜在副作用。其间，人们的行为方式展现 
出诸多面貌：他们在市场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充分利用经济营利的 
规则，推动科学与技术研究,并借此彻底改变社会生活的条件。
社会变革的两个对立组织过程随工业社会的建立而交织在一 

起。其中一个过程是建立政治的、议会制的民主，另一个过程是在 
“进步”和“理性化”的正当化护翼下，推行非政治、非民主的社会 
变革C两者的相互对峙一如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对抗。一方面, 
政治系统的各个机构(如议会、政府和政党)以工业、经济、技术和 
科学的生产循环作为自身运转的系统前提；另一方面，在技术一经 
济进步的合法化外衣下，所有社会生活领域早已被确定会处在持 
续的变革之中，这与再简单不过的民主规则产生了矛盾，因为这一 
规则默认人们了解社会变革、讨论、表决及赞同的具体目标.

(2)持续运转的现代性革新过程划分了政治与非政治的边界。 
回头来看，这个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划界过程.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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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两项关键的历史前提之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两个 
条件逐渐在西方工业国家（特别是德国）变得可疑起来：一是阶级 
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显著性——这为福利国家的扩张带来了意义 
和动力；二是生产力发展和科学化进展状况——它们具备的变革 
潜力既没有超出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范围，也没有放弃社会变迁的 
进步模式的正当化基础。这两个条件在过去二十年的自反性现代 
化过程中变得极度脆弱。福利国家方案在实现的那一刻也丧失了 
自身的乌托邦能量。然而，它的局限性和缺点却进入了公众的意 
识。因此，仅仅对已经出现的政治范畴的瘫痪表达怜悯和批评是 
不够的，这只会让人们忽略事情另一面的真实性。
变革的浪潮席卷了社会，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被宣布的，还是 

正在显现的。从这种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它极有可能使过去 
几十年的所有改良努力黯然失色。技术一经济系统的忙碌变革打 
破了政治上的停滞，足以考验人类的想象力。科幻小说纷纷表达 
对逝去时光的感怀。这种变革的关键词条早已广为人知，本书也 
已有充分讨论：对自然里里外外的持续破坏、劳动的系统转变、摇 
摇欲坠的性别等级秩序、衰落的阶级传统、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以 
及抵御灾难的新技术。

“政治”停滞的印象具有欺骗性。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 
为人们仅仅把政治范畴局限于那些被贴上政治标签的事物，局限 
于政治系统中的活动。从宽泛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就会看到社会 
处在变革的漩涡里，完全够得上“革命性”这个称号，这一点与人 
们的评价完全无关。不过，这种社会变迁是以非政治的形式发生 
的。就此而言，对政治的不满不只是对政治本身的不满，这种不满 
也源自官方的全权行动和广泛的社会变革之间的不匹配关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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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行动以政治的面貌出现，却日益显得束手无策；社会的变革脱 
离了决策，它披着非政治的外衣，悄悄而又不可阻挡地到来了。政 
治和非政治的概念因而变得愈益模糊，亟须得到系统修复。

(3)福利国家的干预主义因其成功而衰落，大规模技术创新的 
潮流给未来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威胁：这两种发展的结合在双重意 
义上破除了政治的边界。一方面，已经建立和可以行使的权利限 
制了政治系统的行动空间，但在这个系统的外部，这种权利又要求 
人们以新政治文化的形式(市民团体、社会运动)参与政治。在这 
种意义h,国家日益失去塑造权和执行力并不是政治失灵的表现， 
它反而是已经建立的民主与福利国家体制的产物。在这种体制 
中，公民可以利用一切公开的、合法的监督及磋商渠道，捍卫自己 
的利益和权利。
另一方面，技术一经济的发展解除了它自己的非政治特征，因 

为这种发展扩大了自己引发变革和威胁的可能性。当替代性社会 
的轮廓不再被期望出现在议会辩论或行政机构的决策中，而是出现 
在微电子学、核反应堆技术和人类遗传学的应用中时，那些迄今为 
止在政治上把现代化进程中立化的构想也就崩溃了。与此同时，技 
术一经济的行动就其构成来看，仍旧豁免于议会的正当化要求。技 
术一经济的发展因而落到了政治与非政治的范畴之间。它成了某 
种第三者，获得了令人尴尬的亚政治的混合身份。在亚政治领域. 
社会变革的触发范围与其正当化程度不成比例。随着风险的增长， 
风险的起源与解释的方位、条件和媒介会逐渐脱离技术一经济的 
客观限制。拥有合法权限的政府监督机构以及对风险敏感的媒介 
公共领域，都会开始参与并干涉企业科学管理的“私密空间”。发 
展的方向和技术变迁的成果具有了话语性，并面临着正当化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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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企业和科技领域的行动具有了新的政治和道德维度，虽然这 
有违技术一经济行动的本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的魔鬼 
有必要给自己洒上公共道德的圣水，戴上关怀自然与社会的光环。

(4) 一场运动随之而起，它与20世纪前三分之二时间实施 
的福利国家方案相悖。那时的政治具备“干预主义国家”的权力 
潜能，然而今天塑造社会的潜在可能性已经从政治系统转移到科 
学一技术一经济现代化的亚政治系统。政治和非政治尴尬地调换 
了角色。政治事物失去了政治性，非政治事物获得了政治性。吊 
诡的是，我们越是理所当然地坚持社会变革的政治与非政治分工， 
这种角色反转就会在看似不变的外表之下显得越明显。推进和保 
障“经济繁荣”和“学术自由”的行为就像是提供了一条滑轨，政治 
的优先塑造权借此由政治一民主系统滑向了非政治的经济与科技 
领域，这个领域并不需要经历民主正当化。一场披着正常状态外衣 
的革命发生了。虽然这场革命避免了民主的可能干预，但它依然需要 
在日益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面前，由民主机构来加以辩护和执行。这种发展具有异常深远的影响，但也问题重重。在福利国家 
方案中，为了对市场行为进行政策干预，政治培育并维持了一种相 
对的自主性，独立于技术一经济的系统。如今则相反，政治系统的 
民主架构依然存在，这个系统本身却面临丧失权力的危险。政治 
制度成了自己没有参与规划或塑造的发展过程的实务管理员，但 186
它最终不得不为这种发展承担责任。
但在另一边，经济和科学的决策虽然携带了有效的政策内容， 

但其行动者却不具有正当性。这些决策纵然改变了社会，但因为 
缺少崭露头角的机会，它们只好隐姓埋名,渐渐变得沉默寡言。经 
济领域的决策主要与投资相关，这种决策把改变社会的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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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克使用的德文为"Niemandsherrschaft".阿伦特使用的英文则为“rule 
by Nobody",相关用法可参见阿伦特(Arendt, On Violence, HBJ, 1970. pp. 38— 
39)。——中译注

性挤向了“看不见的副作用”。经验分析性科学是各类革新的设 
计者，但它因自我定位和制度上的束缚，被隔绝在这些革新的社会 
后果及其他衍生后果之外。无法识别后果，也无法为它辩白，这正 
是科学的发展纲领。现代性的塑造潜能开始逐渐退缩成“潜在副 
作用”，它一边扩展成威胁生存的风险，一边揭去自己潜伏的面纱。 
这些我们既看不到也不想要的东西正在改变这个世界，它们越来 
越显而易见，也越来越危险。
政治和非政治在不变的外表之下交换了角色，这场游戏显得 

阴森恐怖。从政者需要知道缺少规划和自觉意识的道路会通往何 
方。但给出劝告的人也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们的旨趣完全在其 
他方面，亦即那些伸手可及的东西上。对于进步的信任日趋消退， 
从政者对此习以为常。因而，他们必须把通往未知异乡的旅程当 
作自己的创造，以便吸引选民的关注。如果仔细观察，这么做还有 
一个理由：从来就不存在其他替代选项°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及 
其不可判定性就像扎带一般，捆住了民主(非)正当化的执行。在 
西方民主制的发达阶段，(不再)看不见的副作用以“无人统治” 
(Arendt, 1981)'的形式接过了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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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领域已有所讨论，但这种讨论充斥着其特有的矛盾性。一 
方面，针对工业和科研领域的现代化行动者，人们总是以各种方式 
要求国家进行有限度地控制和干预。另一方面，尽管人们发出了 
各种要求压缩（无论是系统要求的，还是可以避免的）政治行动空 
间的批评声，但对作为政治中心的政治系统的迷恋依旧不可撼动。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科学和公共领域的政治讨论无疑代表了这 
种对立的加剧。揭露政治行动约束条件的工作早已启动，近年来 
更是随“不可治理”和“情绪民主”的说法而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但这一工作从未真正遭受质疑：是否可能存在另一种社会，它不 
需要来自技术一经济发展作坊的计划、共识或自觉意识？相较之 187 
下，这里留存的毋宁是对失去政治的哀叹，因为它涉及具有规范效 
力的某种期待，即改变社会的决策应当奠立在政治系统的制度之 
上 然事实早非如此。
议会是理性的意志形成的中心，人们在很早之前就已从各个 

角度对其衰落作出了反思。依照宪法条文，决策是议会和独立议 
员的职责所在，但这项功能如今逐渐落到了议会党团领导层、政党 
机构乃至科层制政府的手中。议会功能的丧失因此常常被认为是 
不可避免的，是现代工业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的结果。具有批判 
精神的观察家会说，这表明国家权力机关相对于公民意志不断取 
得了独立性，这一过程无疑是代议制民主原则的组成部分。
从早前的议会，到党派团体或科层制政府，这种权限的转移与 

下述两项发展趋势叠合在一起，并体现出了鲜明的一致性。首先, 
议会和行政部门的决策空间遭到了技术统治式封锁；其次，以法 
团形式组织起来的压力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政治决策的科学化程 
度日益加深，正如有说法认为的,政治机构只是在执行专业科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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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推荐内容（比如环境政策，或者在大型技术设施及其部署地点 
的选择方面）。依照这种设定，政治行动者的活动空间就太过狭窄 
了，这是近年来屡屡受到关注的情况。除此之外，从工业社会中分 
化出来的各式团体依旧拥有发言权，如工会、企业以及各类组织化 
利益集团。政治范畴似乎已经从正式的活动场所（议会、内阁、行 
政部门）转移到了法团主义的灰色地带。利益集团的组织化权力 
似乎已经预先作出了成形的政治决策，而其他人只能把它当作自 
己的创造来加以维护。
压力集团也会反过来利用科层化的职能机构。正如有研究指 

出的，压力集团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既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权，也 
影响了政党的意志形成过程。依据不同的立场，人们既可能对这 
一过程表达惋惜，也可能对它表示欢迎
集团以半官方特征侵害了国家，欢迎则是因为国家统治机器的独 
立和巩固过程得到了必要矫正。
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批判中，由于根本没有独立的政 

治范畴，国家权力与特殊利益的关联就被推演到了极致。在这一 
视角的不同版本中，国家被马克思描绘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就 
行动空间而言，这个总资本家已经完全沦落为“统治阶级的管理 
委员会”。这种观点认为，之所以要赋予国家机器及其民主制度以 
最低限度的自主性，主要是因为系统的必要性。国家需要去联合 

188 狭隘、短视、冲突而又表达不善的“个体资本家”的利益，国家也要 
在对抗各个阵营的过程中贯彻这些利益。在此，政治系统依旧被 
看作政治的中心，但已然丧失了它的独立性。这种思考总是过于 
简单地援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既误解了发达议会 
民主制下政治行动的自主化程度，也没有掌握当代的政治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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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史告诉我们，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的生产组织完全 
可以兼容各种各样的统治形式（典型代表如瑞典、智利、法国和 
德国）。
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一行政系统脱离经济系统的原则和利 

益，获得了 “相对的自主性”。其中的主要历史证据是战后西欧福 
利国家的扩张.例如，“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的干 
预权可以追溯至以下事实：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结构相 
异的系统要素的形成”成了 “系统延续的必要条件”（Offe, 1972： 
38）O由此来看，政治决策的潜在影响力不仅源于市场机制失灵这 
种副作用，而且也是因为“干预主义国家填补了市场的功能缺位” 
（Habermas, 1973： 51）,例如改善物质或非物质的基础结构，扩大教 

育体系，保障职业风险,等等。
显而易见，类似的讨论已经在过去十年里退居幕后。这不光 

是因为泛化的危机概念（经济危机、正当化危机、动机危机等）已 
经失去其理论和政治的洞察力。同时，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十预主 
义的福利国家方案在其实现的那一天便失去了乌托邦能量，这一 
点得到了人们的公认。福利国家越是在其内部取得成效，它就越 
是粗暴地遭到个体投资者的抵制。面对上涨的薪资和其他附加成 
本，投资人的应对之策往往是降低投资意愿，或者借助自动化举措 
来解雇更多的劳动力。福利国家成就的阴暗面和不良效应，也会 
在此时表现得愈发明显：

实施福利国家纲领的法律一行政手段并不是毫无特征的 
消极媒介。相反，这些手段毋宁是与事实状况的孤立化、规范 
化、监视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福柯在日常沟通的毛细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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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哈贝马斯的语境中.“新的晦暗之境”代表了某种处境的一个侧面：一方 
面.福利国家纲领依旧滋养着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图景；另•方而，它却日益孩失力 
觉,无法再为未来更好、更安全的生活方式创造凹能国内学者亦曾译作“新的非 
了然性”。——中译注

中追踪这种物化和主体化的权力
矛盾是福利国家方案本身所固有的o (Habermas, 1985： 7f)

即便从外部观察，民族国家的职权范围也因历史的发展而负担过 
重，其中既包括国际市场的交织和资本的集中，也包括污染物和有 
毒物在全球层面的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化的健康威胁和自 

189 然破坏°
人们或多或少都对这种发展状况表达了困惑，这集中体现在 

“新的晦暗之境”这种说法里(Habermas. 1985)0 '这个说法同样适 
用于另外两类事态：首先，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会结构和投票行为 
日益松弛，成为政治领域中一项令人不安的因素；其次，公民动员、 
公民抗议乃至层出不穷的社会运动，都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务上 
有效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Brand et aL, 1983)。
摇摆选民在西式的大众民主中日益增多，这令政党高层备受 

困扰，因为这些人使政治事务变得不可预测。例如，德国的摇摆选 
民的比例在1963年大约为10%,而到今天，各项研究估计得出的 
数字在20%到40%之间。竞选研究者和政治家大都同意这样的诊 
断：鉴于任何党派都只能以微弱多数赢得选举，摇摆选民及其“喜 
怒无常的弹性”(Noelle-Neumann, 1991 )将会决定未来的竞选。
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政党逐渐减少了对“固定选民”的依赖, 

政党必须运用所有的手段去竭力讨好所有公民——近来主要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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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政治失势的民主化
国家的十预权旁落而政治失位：引发这一切的不是政治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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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论证基础是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概念，其核心是生活条件的塑造和改 
变；习惯上理解的政治则看更支配、权力和利益的捍卫及正当化，

性公民（相关概述，参见Radunski, 1985）0与此同时，由于民众的 
需求同他们在政党中的代表性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所以市民团体 
和新社会运动获得了广泛支持,并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力。

对所有这些“不协调”发展的评价会依政治立场而呈现出差异， 
与此同时，“破除政治边界”的要素也会出现在“国家祛魅"（Willke. 
1983）的过程中。尽管如此，上述诊断仍然与政治中心的观念联系在 
一起,无论是隐含的还是明确的，事实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在政治一 
行政系统的民主制度中，政治中心已经拥有或应当拥有它自己的地位 
和影响途径。但不同于此，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政治和非政治分 
离的前提在自反性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了。
在“新的晦暗之境”的说法背后，隐藏着政治范畴的系统转 

变。这种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权力的 
丧失
理解成新的政治文化；其次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它涉及由非政治向 
亚政治的过渡——迄今为止的“和解方案”（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 
进步）似乎已经在这样的发展中丧失r应用条件。这两个视角共 
同构成了“政治边界的破除”，我们将在以下三个场景中探究其可 
能的后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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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而恰恰是它的成功。我们甚至可以说，争取、贯彻和落实政治 
权利的努力越是在本世纪获得成功，政治系统的首要性就越是受 
到质疑，同时，在政治一议会系统的顶层采取集中决策的主张也就 
显得愈发虚假。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发展正在经 
历连续性中的断裂，这不仅涉及它与技术一经济发展的行动领域 
的关系，也涉及其内部关系。政治（和非政治）的概念、基础和工具 
日趋模糊，悬而未决,亟须新的历史确证。
在政治系统中，决策权的集中建立在一种朴素的理解之上， 

即我们可以一边推行公民的民主权利，一边在政治决策上维持等 
级制权威关系。在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方案中，公民与市民的关 
系无疑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决策权是以民主的方式构成的，但对 
这种权利的独占最终却建立在民主君主制的矛盾图景之上。民主 
制规则仅限于选择政治代表、参与政治程序c “临时君主”一旦身 
居要职，就会表现出独裁的领袖品质，并以权威主义的方式自上而 
下地贯彻自己的决定.不仅如此，就连这些决定波及的有关机构、 
利益集团和市民团体，也会忘掉自己的权利，成为“民主制下的臣 
民”，默默接受国家的支配诉求C
然而.在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这一视角却在许多方面遭到 

r削弱。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正是在民主权利确立的时刻，寻 
找政治性“解决方案”恰恰成了意外之举。政治（和亚政治）领域 
从来不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也不存在“最好”的解决方案，而总 
是存在诸多解决方案。因此，无论政治决策程序进行到哪一步，我 
们都不能再把它理解成纯粹是在贯彻或套用由领袖或先贤预先确 
定的模型。这种模型的理性不容置疑，它可以或必须以权威主义 
的方式强制推行，向来无视下属机构、利益集团或公民团体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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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理性抵抗”。无论是起草纲领、作岀决策还是执行决策，我 
们都有必要把它们理解成一种“集体行动”(Crozier and Friedberg, 
1979 )的过程。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意味着集体学习和集体创造。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中的官方决策权必然是分散的。政治一行政 
系统因而不再是政治事件的唯一或核心场所。伴随民主化的推 191
进，协商、参与、谈判、重新解释和可能的抵抗共同构成了一张网 
络，跨越了横向和纵向的正式职权划分。

工业社会模式中培育的那种政治中心的观念，是以特殊的民 
主制的切分为基础的。一方面，亚政治行动领域被免除在民主原 
则的应用范围之外(参见前文)；另一方面，即便在内部，政治依旧 
因系统性外部诉求而展现出君权制的一面。“政治领袖”在面对行 
政部门和利益集团时，必须展现出强有力的手腕乃至独裁的执行 
力。但在面对公民时，他又只是其中平等的一员，应当聆听他们的 
心声，认真严肃地回应他们的关切或恐惧。

这不只是反映了行动所受到的一般性约束，如阻断质疑、缩短 
讨论与交涉；这也表现了民主政治系统结构的固有张力和矛盾，即 
执行机构与议会辩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某种关系。执行机构需要 
向议会负责，但其执行“效果”取决于它能够贯彻决策的权力。值 
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竞选”体系迫使决策职能——无论是宣扬之 
前政策的成功，还是对此加以谴责——相互隶属，这不断助长并修 
补了半民主的“临时独裁者”的真实虚构。在系统制约的条件下， 
这里必定会滋生出这样的假设：一个民选政府及其执政党一旦被 
选出，就需要为其任期内发生的所有好坏事情负责。然而，想要这 
种说法成立，这个政府显然不能是这样的：它经由民主选举而在一 
个社会内部运作，同时这个社会的所有机构和公民均拥有无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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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决策的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方案起初所宣扬的, 

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现代性和反现代性总是以充满矛盾的方式融 
合在一起，这是因为政治在政治系统内部既可以实现专业化，又可 
以实现垄断化。一方面，政治系统及其机构（议会、行政部门、管理 
部门等）的中心化和专业化在功能上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政治意 
志的形成程序与公民利益和市民团体的代表问题才能得到组织； 
也只有这样，选出一位政治领袖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运转起来 
就此而言，政治的谋划不断虚构了现代社会的控制中心，政治干预 
的各条线索穿越其中的一切差异和交错而汇聚在一起。但另一方 

192 面，对政治的顶层地位和政治领袖的这种威权主义理解，却因民主 
权利的确立和奉行而被系统地掏空，进而变成了虚幻。在这种意 
义上，民主化最终就像是政治的某种自我衰弱和失位，或者至少是 
决策参与、监控和反抗机会的分化。
即便这条道路的尽头尚未展现，我们依然有理由这么说：无 

论在何处，只要权利得到保护，福利负担得到再分配，有机会参与 
决策，公民变得活跃，那么政治也就会一点点破除边界而变得普遍 
化。与此并行，在政治系统的顶部，中心化的层级决策权观念日益 
淡化，变成了对前民主、半民主或形式民主的追忆。至关重要的 
是，在一定条件下.反馈效应同样适用于保障权利的民主制。民主 
得到更多的实现，它就会制造不断更新的标准和要求。不管民主 
的进展是大是小，这反过来又会导致舆论对当前状况的“停滞”和 
“威权主义”表达不满。就此而言，民主制下“卓有成效”的政治会 
导向这样一种处境：政治系统的机构不断失去分量，因为它们的实 
质已被掏空。在完善的民主制中，公民能自觉意识到自身的权利



第八章破除政治的边界

公民权的实现与文化亚政治的分化

193

245 I

并为其注入活力，但相比于尚在半途的当前社会，这种民主需要不 
同的政治理解和不同的政治制度

在西方，发达民主制通过建立大量监督形式，限制r政治权力 
的展示°早在19世纪这一发展的开端就存在着分权制度，这确保 
了司法在议会和政府之外的监督功能。随着德国社会的发展，劳 
资协定自主权在法律和社会层面都得到了落实。因此，就业政策 
的核心问题变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各方在受控条件下的讨价还 
价，而国家有责任在劳资纠纷中维持中立。
这一发展方向的最近几步是在法律上保障、在内容上充实出 

版自由。出版自由与大众媒介（报纸、广播和电视）和新的技术可 
能性相结合，带来了分阶段成形的公共领域。它们的目标绝不是 
追求崇高的启蒙，而是乃至于首先是成为市场、广告和消费（无论 
是各种商品，还是制度包装下的信息）的“奴仆”。即便有可能制 
造或加剧缄口不言、相互孤立乃至愚蠢言行，它们依旧发挥了实际 
或潜在的监督功能。媒介引导下的公共领域总是针对政治决策发 
挥自己的这种监督功能.于是.随着基本权利的确立，亚政治的中 
心被创造出来并日渐稳固——其实现的程度恰好是这样，即这些 
基本权利在内容上不断充实，因而町以抵御政治（或经济）权力的 
侵蚀，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不受影响。
如果我们把公民基本权利在各个阶段的实现过程理解为政治 

现代化，那么下面这个看似悖谬的陈述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政治的 
现代化使政治失去了权力、破除了边界，而令社会变得政治化了。 
更确切地说，现代化进程使亚政治的中心和行动领域不断浮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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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提供了在议会之外行使共同监督或替代性监督的机会。具有 
部分自主权的协商政治或替代性政治的领域和手段或多或少已经 
得到了清楚界定，因此不难区分。它们的基础是人们曾为之奋斗 ， 
而如今则竭力保护的权利。这同样意味着，由于这些权利得到了 
行使、被扩大解释或精心阐述，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也出现了某种 
程度的改变。政治系统的“头脑”所面对的是联起手来的敌人，是 
媒介引导下的公共领域的“界定权”，等等。木质上，它们可以共 
同决定或改变政治的议事日程。就连法院也变得无所不在，成了 
政治决策的监督机构。这个过程的特征极为鲜明：-方面，就算有 
违政治的意志，法官也要维护自己的“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公民 
从政府公告的恭顺接收人蜕变成政治参与者，甚至在必要时，他们 
也会行使权利，向国家提起诉讼。
这种“结构民主化”出现在议会和政治系统之外，这只是表 

面上看起来吊诡。在頁反性现代化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中，这里出 
现的矛盾不难理解c首先，在已经确立基本权利的背景下，各个亚 
政治领域参与民主决策和监督的可能性已经分化出来并得到了安 
排。其次，这样的发展绕过了民主的起始之地——议会，其徒存形 
式的权利和决策职能日渐衰落。在这个政治意志形成的初始中 
心，政治生活丧失了它的实质内容,越来越像例行公事。
换句话说：在专业化民主模式的一旁，新政治文化的诸种形 

式正在变成现实。亚政治的各个中心在行使基本权利的过程中 ， 
影响了政治决策的形成和贯彻。显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国家政 
治正在失去影响。在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核心领域，在用国家暴力 
維持“内部安定”方面，政治依旧保留了自己的垄断地位。这里提 

194 到的国家政治的核心影响领域，可由下述事实进-步澄清：自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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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革命以来，公民动员和警察的技术一财政配备存在着相对紧 
密的关联。就算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确定——如有关大规模技 

国家行使暴力和政治自由化之间绝对存在着某种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政治去中心化过程的关键，它带来了 
长期的放大效应。这些权利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并且也在 
不同的历史形势下提供了新的出发点，打破K先前盛行的、有限 
制、有选择的解释。这一点最终表现在广泛的公民活动上 
市民团体到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再到形式多样的替代性、批判 
性职业实践（如医学专家、化学家、核物理学家等）。这种形式上 
的多样性逐渐削弱了先前所有的政治图式。于是，这些群体开始 
在议会之外直接行使之前徒具形式的权利，并用他们认为值得为 
之奋斗的生活来丰富这些权利,:在一切可能的话题L公民都活 
跃起来匚。这种活跃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亚政治的其他 
核心论坛也向他们敞开了，例如司法和公共领域。正如这一发展 
所表明的，至少在某些时刻，亚政治可用来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利益 
（在环境保护、反核运动和数据保护方面）o

在这一过程中，“放大效应”展现了出来：基本权利得到了有 
效行使，并在相互加强中实现了扩张；这放大了 “基层”和“下属 
机构”的“抵抗力量”，避免了那些不想要的“来自上层”的干预。 
公民的自信不断增长，参与的兴趣也日渐高涨，无论是大量民意 
调查，还是层出不穷的市民团体和政治运动、相关的报道都给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威权主义的民主理解来说，这就像是在“抵抗

术的争论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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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而在某些科学家眼中，这无疑是企图施加政治影响的 
徒劳努力。这些科学家养成了老习惯，固执地认为政治系统就是 
政治的所在地。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符合逻辑的一步，它紧随民主 
权利的确立，朝着真民主的方向前进。在这多层次的发展中，政治 
行动的普遍化过程开始显露出迹象。这些行动的主题和冲突不再 
是为权利而斗争,而是精心阐述权利并在整个社会层面加以行使。
西方社会花费了两个世纪或更多时间才建立起具有普遍效力 

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政治发展的枢纽。这一过程虽然断 
断续续，却是有方向的（直到现在）。一方面，人们在议会里为权 

195 利而斗争；另-•方面，亚政治的中心在议会之外并行发展起来，且 
实现了分化，民主的历史编撰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首先表现 
在前面提到过的两种亚政治场所与形式之中，即司法和媒介公共 
领域。
在德国，公务员法保障了法官的职业地位。同时，新的履职与 

解释形式和外部环境的转变，也让法官享有了半自主的决策空间。 
但令法官群体和公众感到惊奇的是，对决策空间的利用近年来也 
颇受争议。就其起源而言.这种空间依赖于久已存在的、在法律 
上构筑起来的“司法独立”。然而只是到了最近，或许是由于世代 
转换和科学化进程，法官才开始积极运用这种自由，并自信地完善 
法律。
在诸多关键条件中，我们将拣选其中的两个:通过把自反性科 

学化作用于司法裁决的对象和决策过程，最初有效的“客观限制构 
造”就会趋于瓦解，从而至少在部分意义上允许个体决策的参与。 
这首先适用于对法律解释和法官裁决的科学分析，因为在法律条 文及其解释规则所提供的框架内出现了可资利用的司法变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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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这种司法变异往往被人员的频繁流动和通行的基本信 
念所掩盖。在此，科学化揭示了有用的论证技巧，使法官职业暴露 
于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内部职业政策的多元化之中。
这一趋势因下列事实而得到r加强：被推上法庭的众多问题 

和冲突案例早已丧失了其社会明晰性。在众多核心冲突领域，专 
家及其反对派的相互争执不可调和，特别是在核反应堆技术和环 
境议题上，但也包括家庭婚姻法和劳动法领域。所以，裁决权最后 
又回到了法官手中。这部分是因为选择专家证人已经预先包含某 
种裁决，部分是因为在判决出来之前，法官有责任权衡各方论据及 
其联系并重新加以组织。由于假设的、孤立的、矛盾的细节被过度 
地生产出来，科学养成了系统的自我怀疑（参见第七章）。这种怀 
疑在法律系统身上也留下了它的印迹，从而为法官开启了 “独立” 
的自由裁量空间,换言之，出现了裁决过程的多元化和政治化。
这对立法机构产生了影响，因为它发觉自己越来越频繁地出 

现在被告席上。对于有争议的行政行为（如决定是否修建核电站， 
怎么建，在哪里建），司法审查程序现在几乎成为规范流程的组成 
部分 此外，人们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也无法估量法庭是如何处理 196 
这些诉讼程序的，并且最终这一过程将延续多久。「是，不确定性 
的灰色地带开始浮现，强化了国家缺乏影响的印象。
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这同样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立法动议 

权.无论在州、联邦还是欧洲共同体的层面上，它们很快就会在同 
级或上级管辖权的边界地带引发冲突。在这种情形下，广受期待 
的司法审查程序使法官的潜在裁判充斥整个政治系统（需要指出 
的是，这强化r法学家对于行政的垄断），从而缩小r政治塑造的 
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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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自由权利及其所有解释的可能性和问题，也为大大小小 
的公共领域（从全球电视网到校报）的分化提供了无数契机。这 
些公共领域有可能影响社会问题的界定，它们的影响机会从个别 
看来十分微小，但总体上是相当可观的。不过，信息生产的物质条 
件以及法律和社会的-•般条件，都会对公共领域形成限制和监督， 
尽管如此，对社会问题的公共感知和政治感知来说，公共领域依然 
具有重大意义。环境问题的政治热潮以及社会运动和亚文化的兴 
衰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卜述事实也提供了清晰的证明：耗资不菲 
的大规模科学研究，只有在经过电视和通俗报纸的报道之后才会 
引起委托机构的注意。政治机构的丄作人员最常读的是《明镜》 
周刊，而不是研究报告。这不仅是因为报告读来枯燥无味，而且也 
是因为依照社会的设计口标，《明镜》周刊上会刊登任何与政治相 
关的事务（与具体的内容和论证无关）。突然之间，研究结果失去 
了仅供私人使用的色彩。这些结果萦绕在成「上万人的头脑里， 
不断呼吁个体的责任和公共的（反对）表态。
这些条件孕育了问题与优先级的界定权（虽然与受雇的编辑 

工作有所重合，但绝不能同“编辑权”混淆在一起）。无疑，界定权 
在核心节点上依赖于发行最、收视率以及下述事实导致的结果， 
即政治领域只有冒着失去选票的危险才敢忽略已经发布的舆论意 
见。收视习惯和新的信息技术有助于强化并巩固界定权；在风险 
条件下，科学理性的去神秘化则让它额外获得了意义。大众媒介 
只会从大量假说性研究中选择发表部分成果，从而使它们获得额 
外的熟悉度与可信度c相比之下，纯粹的科学成果是不可能获得 
这种知名度和信誉的。
这给政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譬如，有关垃圾堆中发现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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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报道一•夜之间就会跃上头条，并就此改变政治议程.由于舆 
论根深蒂固地认定森林正在消亡，这个问题就会强行占据优先地 
位。当甲醛的致癌作用在欧洲层面得到科学证实之后，先前的化 
工政策就会面临崩溃。我们有必要以政治谋划来应对这一切，无 
论是辩论、法案，还是财政计划。媒介公共领域的界定权显然无法 
预知政治决策。就其自身来看，这种界定权与新闻事业的经济、法 
律和政治前提以及资本的集中度联系在一起。
这里至少还应当提及亚政治的最后一个领域：隐私。出生数 

字对一切政策领域都至关重要，围绕父母亲角色的问题同样如此, 
比如母亲是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还是彻底回归家庭。从本质上 
说，男男女女在其生活处境中面对的那些问题全都具有政治性的 
- •面°就此而言，所谓的“问题指标”
降，婚外生活增多——不仅描绘了男女关系在家庭内外的处境，它 
们也为一切政策规划和指导提供了剧烈变动的参数。私人领域的 
决策（如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在时间上怎么安排）已经摆脱外部干 
预,但其中的重要节点仍与其息息相关，如退休政策、教育规划、劳 
动力市场政策、福利法案和社会政策等。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 
按照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对家庭和隐私的保障安排，决策的机会 
完全属于共同生活的伴侣。
私人领域的法律保障由来已久，但这种保障在很长-段时间 

以来都没能获得如此之重的分量。这类自由空间只出现在生活世 
界的去传统化之后。然而同时，不确定性也随之从政治的社会根 
基中浮现了出来。女性开始享有教育平等，陆续拥入劳动力市场。 
但这不过是把早就允诺的机会平等扩大到了此前被排除在外的群 
体身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平等扩大带来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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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局面的彻底改观——从家庭、婚姻到亲子关系，从岀生率的变 
动、失业状况的发展到福利法、就业体系等各个方面。就此而言, 
个休化进程拓展了亚政治在私人领域的塑造与决策空间，这是国 
家影响力触及不到的层次。在这个意义上，妇女运动主张的“私人 
即政治”可谓切中肯紫，这一状况正日益密集地出现在历史上。
媒介公共领域、司法、隐私、市民团体和新社会运动——文化 

与社会亚政治的各个局部领域共同构成了新政治文化的表达形 
式。其中有些受制度保护，有些则处在制度之外。新政治文化难 

198 以被归类，但它恰恰利用这种流动形态，成为过去二十年里影响德 
国政治与技术一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政治文化的有效性基础 
在于，它用社会生活充实枯燥无味的法律条文。更准确地说，新 
政治文化逐步克服并打破了对于普遍有效的基木权利的选择性解 
释，'参与”概念作为这种发展的指代词，游荡在各种社会科学质 
询与政治讨论之中，时而像幽灵，时而又像希望。我们没有必要美 
化这随之而来的发展过程，我们甚至可以断然批评它向新神秘主 
义的过度倾斜。但我们仍有理由推测，这种思考与搜寻的品质及 
其蔓延过程.已经持久改变德国的政治景观-这一点在未来只会 
变得更加清晰匚
在议会体系中取得成功的政治，如今也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经 

历了分化，这一点并没有遭到政治社会学的忽视’以理性主义层 
级制为特征的手段一目的模型（它看似虚构而成.但得到了科层制 
研究与决策理论的长期拥护）趋于瓦解。取而代之的理论强调磋 
商、互动、谈判、网络，简言之，强调政治操控・
择举措，再到各种执行方式——要素中的相互依赖和过程性特征， 
其中涉及的机构和行动者可能是主管者、当事人或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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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统的现代化压缩了政治的行动空间c已经建立的政治 
乌托邦（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受到了各种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束 
缚。与此相反，技术一经济系统的现代化则开拓了全新的干预机 
会。在生活与工作方面，传统的文化常量和基本预设也将因此而 
停止运转。微电子学改变了就业体系的社会构成。遗传丄程使人

传统的政治理解带有某种天真的成分，它认为只要釆取恰当的手 
段，原则上政治总是可以实现它自己设立的目标。但在新的研究 
取向看来，政治是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即便这有违形式上的层 
级制或跨越了固定的职责范围C
已有研究表明，行政机构体系常常表现出既缺乏严格权威 

关系，乂受横向联系渠道支配的特点。上下级之间就算呈现为形 
式上的层级依赖关系.他们往往也无法充分利用垂直影响的机会 
（Mayntz, 1980）。在政治过程的不同阶段，各种各样的行动者或行 
动群体均获得了磋商与合作的机会。这一切凸显了政治领域的偶 
变性，因为这一领域总是在表面上维持着形式的、层级的划分。与 
此同时，政治不断液化为政治过程，但学术界对这种变化表现得 
不冷不热。政治过程（如纲领、举措和执行）的指向性和结构化 
属性始终只被当作一种假设（仅仅出于政治科学分析的可行性理 
由）。把政治一行政系统当作政治中心的虚构还在延续。如此一 
来，我们便无法看到这里重点关注的那种发展状况：政治边界的 
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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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处在神一■般的位置上，他们既可以创造新的质料和生命体，也町 
以彻底改变家庭的生命与文化基础。塑造和可制作的原理不断泛 
化，如今甚至席卷了它本应服务的主体。这不仅造成风险的指数 
式增长，也让风险起源和风险解释的地点、条件及媒介全都带上了 
政治性。
人们总是一再念叨，“老”工业社会迷恋进步。从早期的浪漫 

主义直到今天，这一事实受到了各种批判。尽管如此，下面这个潜 
伏的进步信念虽因风险的增长而处境尴尬，却从未受到过质疑：相 
信试错法，相信我们能够系统地支配外部自然和内在自然——尽 
管不乏挫折和次生问题，这一过程可以渐渐取得进展（这是一个 
神活。例如，虽然政治左派常常批评“资本主义的进步信念”，但 
宜到最近，实现这个神话依旧是他们的义务）。此外，在“进步”之 
帆的护翼R文明批判的伴奏丝毫无法减损社会变迁的前进动力。 
这与该过程的特性有关，因为社会变迁仿佛可以“隐姓埋名”地实 
现。“进步”不只是意识形态，“进步”更是在议会之外持久改变社 
会的行动结构，它经历了 “规范”的制度化。吊诡的是，在极端情 
形下，“进步”甚至会推翻它与国家执法力量建立的关系，因为这种 
力量意图维持现状。
为了理解进步共识所具有的正当化力量，我们有必要重提那 

近乎被遗忘的联系，即社会政治文化与技术一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在20世纪初,文化对劳动、技术和经济系统的影响是一系列经 典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韦伯已经证明，加尔文主义的宗教伦理 
及其所包含的“现世苦行”，对“职业人”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 
兴起和确立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前，凡勃伦同样 
也在论证，经济规律并不必然普遍有效，它也不能被孤立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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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除了韦伯和凡勃伦，在社会科学家里面,我们还需要提到涂尔干、齐美尔.以 
及当代的约翰• K.加尔布雷思和丹尼尔•贝尔。

相反，经济规律与社会文化系统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 200 
生活形式和价值发生了变化，那么经济原理必定也会改变。举例 
来说，如果大多数人拒斥经济增长的价值（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那 
么，我们有关劳动形态、生产力标准和技术发展方向的看法就会变 
得可疑，新的政治行动压力也会因此而出现。在这种意义上，韦伯 
和凡勃伦是在（以各自的方式）论证，劳动、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全 
都捆绑在文化规范系统即人类的普遍期待和价值取向上。
从根本上说，这个洞察显而易见，也受到了其他学者的倡导。1 

但其间除了被口头承认，它几乎并不具有任何实践上的意义。以 
一种极度简化的方式来说，这首先可能是因为社会和政治文化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一直维持了稳定。恒定的“变量”是 
很难让人注意到的，因为这样的“变量”也就不再是“变量”，它的 
重要意义更不会为人所知。然而，-旦稳定性开始松动，这一局面 
也会立刻改观。这么说吧，只有在文化和规范的背景共识瓦解之 
后，它对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才会逐渐显现出来。在战后德 
国（包括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繁荣时期，经济“进步”、技术“进 
步”和个体“进步”明显地交织在一起’“经济增长”、“生产力提 
高”和“技术创新”不仅是合乎（致力于扩张资本的）企业家利益 
的经济目标，也创造了人人可见的结果——社会的重建、个体消费 
机会的增长和上流生活标准的“民主化”。个体、社会和经济这三 
者的利益在追逐（经济和科技意义上的）“进步”的途中实现了联 
结。这一切发生在战后的废墟之上 
繁荣确实出现了，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规模似乎也是可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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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条件在福利国家的政治希望中结成了一体，从而使“技术变 
迁”的政治或非政治领域趋于稳定c具体而言，对技术政策意义上 
的进步共识的社会构想依赖于下述三个前提，但它们均因新政治 
文化的兴起而在70年代逐步瓦解(Braczyk et al., 1986 )。
首先，进步共识的基础在于“技术进步等于社会进步”这个和 

解方案。相关假设认为，技术发展创造了显著的使用价值，并体现 
为劳动力的节约、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每个人 
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C
其次，只有参照这一等式，我们才能从各种负面效应(如降低 

技能要求、位置调整、就业风险、健康危害或自然破坏)中分离出 
“技术变迁的社会后果”，并冋头加以处理。所谓的“社会后果”主 
要是指各种损害，也就是特定群体需要面对的某些特殊后果，但 
这些群体从来不会质疑技术发展的显著社会收益。因而，“社会后 
果”的说法认可了两件事情：其一，任何要求在社会和政治层面 
塑造技术发展的观点都要加以拒绝；其二，围绕“社会后果”的争 
论不能伤及技术变迁的执行。换言之，我们可以讨论也只能讨论 
负面的“社会后果”。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这件事本身既不受争 
议，也不受裁决，它只遵循自己内在的客观逻辑。
再次，技术政策意义上的进步共识的制造者和承载者是工 

业领域的冲突双方：工会和资方。国家只在其中承担间接的任 务
“社会后果”。但他们在评估“社会后果”时体现的对立，却总是 
以执行技术发展的共识为前提。这个共识立足于技术发展的核心 
问题，并被一种久经考验的共同敌意所巩固，即反对“技术仇恨”、 
“机器捣毁”或“文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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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解到，我们不能把数字意义上的少数派（如现场的“抗 
议公众”）当成惹是生非、满腹牢骚的一群人，进而把他们晾 
在一边。他们的不满具有指示性价值。这些不满表明 
会的价值和规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或者说各个社会群体出

技术政策意义上的进步共识存在许多支柱，如社会变迁与技 
术变迁的分离、有关系统限制或客观限制的假设、技术进步等于社 
会进步的共识方案、劳资双方的优先职责，等等。然而，在过去的 
数十年间，这些支柱开始逐渐崩塌。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文化批 
判的阴谋。相反，这是现代化进程本身引发的后果。在第二次科 
学化过程中，有关潜在后果或副作用的设想破裂了（参见前文）。 
随着风险的增长，使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一致化的和解方案也失 
去了它的前提（参见前文）。与此同时，其他群体也加入了技术政 
策的辩论场。有鉴于内部的利益结构和问题感知方式，这样的辩 
论不可能出现在企业当中c例如，就围绕核电站与核废料再处理 
设施的冲突来说，当国家权力和公民抗议在辩论之中形成直接对 
峙时，资方和工会作为习惯上技术共识的承载者却只能从旁观看。 
这样的辩论发生在已经完全改观的社会和政治场景中，而参与其 
中的行动者乍看之下仅有一个共性：远离技术c
从场所到对手的转换也不是巧合。首先，这种转换符合生产 

力发展的阶段。在这-时期，风险密集型大规模技术——核电站、 
与社会生活世界形 

成r直接的交互关系，这一切发生在企业的游戏规则系统之外c 
其次，这表明人们对新政治文化所强调的参与的兴趣在日渐增长C 
从围绕核废料再处理设施的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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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执政当局至少要像对待选举日那样, 
认真严肃地看待这些信号。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正在现身C 
(Braczyk et al., 1985： 22)

最后，科学也无法再构成正当化的来源。对危险发出警告的 
人不是缺乏教养者或复古主义者，他们更可能是科学家自己(核 
技术专家、生化学家、医师、遗传学家、信息学家等)或许许多多的 
普通公民。在这些人身上，遭受的危险和相关的职权实现了車合。 
他们能言善辩、组织有序，有时还握有自己的刊物，因而可以为公 
众或法庭提供论证。
局面因此而变得愈发明朗：技术一经济的发展丧失了文化共 

识，在这样一个时刻，技术变迁的加速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已经达 
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就算此前盛行的进步信念已经瓦解，这 
对技术变迁的执行也毫无影响。这种不相称正是技术一经济“亚 
政治”的意涵所在：社会变革的范围与其正当化程度不相匹配，同 
时,这丝毫不曾影响已被美化为“进步”的技术变迁的执行力。
对遗传工程“进步”的恐惧早已在今天泛滥成灾。听证会连 

续举行，教会不断抗议；就连对进步深信不疑的科学家也无法摆 
脱这种不安。然而，这一切就像一份悼词，它为很久之前的决策 
而拟就，或者不如说，不曾有过决策。“是与否”的问题永远不会 
到来，它总在半途之中，因为没有哪个任务小组会放它进来。人 
类遗传学的时代早已到来，今天的人们尚在辩论它的是与非。人 
们可以对进步说“不”，但这根本改变不了它的进程。进步是一张 
空白支票，其兑现超越了同意或拒绝的范畴。经民主而获取正当 
性的政治对批判异常敏感，这同技术一经济的亚政治对批判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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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免疫形成了对照。技术一经济的亚政治缺少规划，不受裁决, 
它只在自我实现的那一刻才被人们识别为社会变革。接下来, 
我们将以“医学”这个极端案例来证明亚政治的特殊塑造权与 
执行力

依照其公开的自我理解，医学服务于健康。事实上，医学开创 
了全新的局面，改变了人与其自身，与疾病、苦难和死亡的联系，它 
其至改变了世界。为了认识医学的革命性影响，我们无须钻入各 
种评价的灌木丛。这些评价有时把医学看作救世许诺，有时乂把 
它看作幼稚幻想。
人们可以争论医学是否切实改善了人类的福祉，但无可争议 

的是，它的确促进K人口的增长。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地球上的人 
口增加了近十倍。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预 
期寿命的延长。在欧洲中部，假使未来几年的生活形势不出现急 
剧恶化，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达到70岁，这在 
19世纪看来就已经是“高龄” 了。这一结果主要反映了卫生条件 
的改善；如果没有医学研究的成果，这是不可想象的。由于营养和 
生活条件的提高，死亡率出现了下降；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 
掌握了对付传染病的有效方法。于是，世界人口出现了急剧增长， 
特别是在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还面临着饥饿、贫困 
等重大政治议题和快速增长的不平等。
在当前的医学发展中，诊断和治疗出现了分离。因而，就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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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诊断的全套仪器设备，大量涌现的心理诊断理论和 
术语，对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深层”所进发的前所未有的科学 
兴趣：所有这一切都脱离了治疗能力，并开始责备后者“拖了 
后腿（GrossetaL, 1985： 6）

结果，所谓的“慢性病”开始急剧增加。换句话说，多亏有了更灵 
敏的医疗技术设备，这些疾病才能被诊断出来.但目前尚无有效的 
方法治疗这些疾病,就连相应的希望也看不到。

医学在其最发达阶段制造了它称之为（暂时或永久）无法治愈 
的病理状况。这种病理状况不仅代表了 -种全新的生活处境和危 
险处境，也跨越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体系。在20世纪之初,40%的 
患者死于急性病症。到了 1980年，急性病在各种死因中只占1% 
而在同一时期，死于慢性病的比例从46%上升到了80%以上。在 
这类情形中，生命在终结之前，需要越来越频繁地经历较长时间的 
痛苦。1982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显示，960万登记有健康问题的联邦 

204 公民当中，接近70%是慢性病患者。伴随这种状况的发展，最初治
愈意义上的医学越来越像是例外尽管如此，这已经无法再证明 
医学的失败，因为恰恰是医学的成功使人处在了疾病当中 
学有能力凭借先进的技术作出诊断。
这样的发展包含了一个医学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转向。直 

到今天，我们才对这个转向的深远影响有了认识和感知。在19世 
纪的欧洲，医学取得『职业化发展。医学通过运用技术消除疾病, 
对它实现了职业化垄断与管理。疾病或病痛被批量委托给医疗机

对社会的改变而言，有•个不同寻常的维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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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胚胎发育的最初48到72小时，即从卵子受精到早期 
细胞分裂的这段时间，由女性的输卵管转移到了实验室里（在 
玻璃器皿内）。所需的卵子以手术方式（腹腔镜检技术）从女 
性体内获得。在此之前，需要用激素刺激卵巢，使其在一个周 
期内排出数个卵子（超排卵）。卵子在含有精子的溶液中受 
精，并培养至4到8个细胞的阶段。随后，只要胚胎发育正常, 
它就会被植入母体子宫0（Daele,1985： 17）

构，以便依靠专家实现外在的掌控。在营房一般的“医院”里，医 
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消除”疾病，而在很大程度上，病人对此一 
无所知。

与此相反，今天的病人需要独自面对疾病，或由那些毫无准备 
的机构来接手
旧在应对疾病方面一无所知。艾滋病这种快速传播的免疫缺陷只 
是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例子。由于诊断技术的“进步”，疾病也开始 
泛化了。一切都“生病”了，要么现在“生病”，要么有“生病”隐 
患——这已脱离人的实际感受。相应地，人们再次提起了“主动患 
者”的形象，再次呼吁结成“工作联盟”。在这种联盟中，医学把病 
人指定为自己疾病的“辅助医生”。但居高不下的自杀率表明.这 
种急转弯让病患感到多么难以承受。例如，慢性肾病患者需要依 
靠定期的血液透析才能维持生命，他们的自杀率在各个年龄段都 
要比普通人群高出六倍（相关内容,请参见Stdssel,1985）o

有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可能性最近刚刚由医学付诸实 
践，这当然有理由点燃舆论情绪。但公众的讨论是在“试管婴儿” 
这一标题的误导下进行的。这项“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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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受精的运用是为了满足患有不孕症的妇女对孩子的热 
切渴望。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医院只把这种治疗方法开放给已婚 
夫妇。考虑到未婚同居的广泛流行，这种限制显得十分过时。但 
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技术开放给单身女性，这就会带来全新的 
社会关系，而其前景在今天还完全无法预判。我们在这里讨论 
的不是离婚之后的那类单身母亲，而是那种有意为之的、没有父 
亲的母亲身份。这是史无前例的。这里的前提条件是：非伴侣 
关系的男子捐献精子。在社会意义上，没有父亲的孩子就会因 
此而出现，其父母可以还原为一位仅有的母亲和一位匿名的捐 
精者，最终，这-发展将废除社会意义上的父亲，只保留生物意 
义上的父亲（在此，所有血缘意义上的父亲身份所引发的社会 
问题都将难以得到解决.如家世、遗传特征、抚养权或遗产继承 
权等）。
如果有人想到胚胎在移植之前会作何处理，那么这个简单疑 

惑就会额外带出一大堆问题。胚胎发育到哪种程度可算“看起来 
正常”，从而可以植入于宫？从哪一点町以判定胚胎还不是或已经 
是未出生的人了？“体外受精让人类可以在女性体外获得胚胎，这 
为技术性手术打开了广阔的天地。其中有些已经可以实现，而另 
一些则有待实现。” （Daele,1985： 19）因此，就像已经存在的精子库 
一样，深度冷冻的胚胎或许也可以在相应的“胚胎库”里进行贮藏 
和售卖（？）。胚胎的可及性为科学提供了其长期渴求的“实验对 
象”（不知道用什么言辞来表达），以便用于研究胚胎学、免疫学和 
药理学。“胚胎”
分裂而实现复制，因此而形成的具有相同遗传性状的率生胚体可 
用于性别筛选，或用于诊断遗传及其他疾病。这里蕴藏着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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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和方法的起点：对胚胎作基因诊断和治疗。'这也带出了一系列 
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和伦理意义上“可取”、“有用”或“健康” 
的遗传特征？谁来履行——这个词实在难以下笔
量监控” （Brautigam and Mettler, 1985）,依据什么法律,参照何种标
准？怎么处理那些“不合格胚胎”？ ——因为它们无法满足产前
的“尘世准入检测”所提出的要求……

医疗技术（还有其他没有提及的方面）的发展提出了诸多伦理 
问题，而这些问题使传统的文化惯例不再有效。在这方面，我们已 
经有很多出色的讨论（另请参见Jonas,1984； Ldw,1983）0 2

但这里吸引我们的是另一个方面，而此前的讨论只是对此稍 
冇触及：（医学）“进步”的行动结构是这样一种常态，它可以未经
同意就彻底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条件。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具 206

I在有可能进行的科学实验中，体外培养在技术I:并不局限于胚胎通常需要 
植入子宫的那个阶段。“理论上来讲，完整的体外胚胎培养也是可以尝试的。这样 
一来，试管婴儿也就名实相符了。胚胎细胞可用于制作’嵌合体’，即不同物种的 
杂合。嵌合体非常适合用来对胚胎发育做实验研究。最后，不难想见，人类胚胎也 
是可以’克隆’的，大致是用其他个体的细胞核来取代胚胎细胞的细胞核。在老鼠 
身上，这已经取得了成功,而在人类身上，这可以用来获得具有相同遗传性状的后 
代或用「培养胚胎组织。这些组织可用作器官移植的材料，这样还能消除细胞核 
捐献者可能面临的免疫反应。当然，到冃前为止，这些都只是幻想而已。"（Daele, 
1985： 12）

2另外再举一个例子。产前诊断和胎儿外科手术也制造了全新的问题与冲突 
情境 换言之，可以对尚在母体内的胎儿进行外科手术吗？就此而言，母亲和孩子 
的（生命）利益在产前就已经分开了，虽然她们在肉身上还是一体的。诊断与手术 
的可能性逐渐増加.疾病的界定也因此扩展到尚未降临的生命之上对怀孕的母 
亲（或付费的代孕者？）和在K腹中成长的孩子来说，手术的风险及其后果制造了 
对立的风险处境，而这与治疗专家和被治疗者的意识及意愿完全无关。这个例r 
同样证明,通过医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化如何可能超越肉身一致性的界限而扩展 
到身与心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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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判精神的公众.为什么只在事后对这场寂静无声的社会文化 
革命的后果、目标和危险发出疑问？公众质疑的是人类遗传学专 
家这个小帮派的职业乐观主义。这群专家本身毫无影响力，却常 
常沉浸于他们的科学之谜。
首先，这里出现的事物（医学技术的“进步”）虽然在表面上 

具有一致性，实际上却是独一无二的。纵使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 
发展内含某种程度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变革。纵使我们已经看到， 
历史设定并培养了人类的各种能力——改变或影响人的本性、创 
造文化、操纵环境，以及用自己制造的条件取代自然演化的约束。 
但这仍然无法掩饰，向全新维度的挺进正是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谈论“进步”意味着预设了主体，这样的主体被设想成万事万物的 
最终受益者。可行性思想与行动一经释放便指向了作为客体的对 
立面：支配自然并增加社会财富。当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可塑造原 
则开始侵犯主体本身，侵犯其在自然和文化意义上的生育条件的 
时候，从表面上的连续性来看，进步模式的根基就被抽空了。市民 
的逐利抵消了公民的生存条件，而按照工业社会流行的角色分配, 
民主发展的线索最终应当紧握在公民手中由其普遍化之后的情 
形来看，支配自然已经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悄然变成了对主体的技 
术支配，但这种支配最初意在效劳的启蒙主体性的文化标准早已 
荡然无存。
其次，我们正在悄悄送别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而这也无需 

任何人的同意。在这一边，德国（和其他各国）的专家委员会.正在 
围绕这一步的可能后果和意外后果草拟其最终的报告——这表明 
相应的社会政治后果还远在未来。在那一边，试管婴儿的数量正 
在迅猛增长。光是在德国，1978年到1982年的出生登记就在7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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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到了 1984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00例，共计600多个孩子。 
有资格进行体外受精的医院（如埃朗根、基尔、吕贝克）都有长长的 等候者名单。
医学在其行动结构的基础上，拥有转化或检验“技术创新”的 

自由通行证。公众固然也会谈论研究者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但 
面对这样的批评和讨论，医学总是用“既成事实”策略加以躲闪。 
毫无疑问，也会有人提出科学伦理问题。但这类质疑容易简化问 
题，就像是把“君主制权力”化约为“皇室道德”问题。如果我们 
把政治领域和医学亚政治领域那些改变社会的决策的方法程序和 
作用范围联系起来看,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明确。
尽管存在各种批评和对进步的怀疑，医学领域里依然有可 

能——这是显而易见的——发生那种近似政治丑闻的事情：绕过 
议会和公共领域植入事关社会未来的垂大基木决策，通过使决策 
成为现实而使围绕决策后果的讨论显得不切实际。在此，科学甚 
至都不需要表现出道德品质上的衰败。由医学的社会结构N■以看 
出.这个亚政治领域既没有议会、也没有可以预先研究决策后果的 
行政部门。这里甚至不存在决策的社会落脚点，因而最终也不会 
有坚实的决策或可以变得坚实的决策。我们必须谨记，在全面科 
层化的西方发达民主制中,任何人、任何事都要接受合法性、权限 
和民主正当化程序的仔细审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绕过科层 
制和民主制的一切监督，不断逃脱裁断，使迄今为止的生活和生活 
方式的基础在一般化的批判与怀疑的枪林弹雨下失去运转动力， 
这样的批判和怀疑早已在议会之外成为常态。
由此可见.外部的讨论监督和内部医学实践的界定权之间出 

现并延续着-种严重的不对等°由于处境不同，公共领域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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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必然“缺乏信息”,它们只能一痛一拐、毫无指望地尾随这种 
发展，并从道德和社会后果的视角进行思考。对医学从业者来说, 
这种视角是全然陌生的。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谈论的内容必定 
是非现实的、看不见的。只有在体外受精的技术得到运用之后，我 
们才能从经验确定性的角度研究它的后果。在这之前，一切都只 
是推测。在活人身上直接运用这项技术虽然符合“医学进步”的 
内在标准和范畴，却需要在法律与社会后果方面面对各种担忧或 
猜度。新技术对延续已久的文化自明性的侵犯越是深入，相应的 
推测内容也就越多。以政治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在法 
律生效之后才对它作必要的讨论，因为据说只有到那时候，法律的 
后果才是可见的。
在有效性和匿名性的协同作用下，医学亚政治的塑造权不断 

加强。在这个领域，超越界限无疑是得到默许的。医学亚政治改 
变社会的有效范围远远超出了政治的影响半径，不仅如此，这种改 
变作用也只有在穿过议会辩论的炼狱之后才会变成现实。在这种 
意义上，医院和议会（或政府）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就其对社会生 
活条件的塑造和改变而言，它们在功能上甚至是等价的。但从其 
他方面来看，它们又是根本不可相比的。因为议会既没有相近的 

208 决策范围.也没有可比拟的机会来把决策付诸实施。一方面，医院 
的研究和实践破坏了家庭、婚姻及伴侣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议 
会和政府则在讨论缩减卫生系统开支这样的“重大议题”，其目标 
是限制和回避。然而谁都明白，意图良好的方案和对该方案的实 
际执行完全是两码事。
相比之下，医学亚政治领域对于界限的超越既无方案也无计 

划，其可能性全在“进步”的逻辑之中。就算是体外受精，最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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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经过动物实验的验证。人们大可以争论，这种实验是否得到 
了允许。但毫无疑问，在把这种技术应用到人身上的时候，医学就 
已经跨过那道根本障碍。这种风险无论如何也不是医学面临的风 
险，而是下一代人的风险，我们所有人的风险。这种风险完全内在 
于医学实践的过程，并受（全球性）声誉竞争的条件和需求的影响。 
这看起来就像是医学的核心“伦理”问题，公众的感知和热议也是 
在这一范畴下进行的；因为有一个社会结构预先存在于把医学知 
识付诸实践（无须公众的同意或参与）的过程，这个结构完全排除 
了外在的监督与协商。
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政治与亚政治的核心区别。具有民主正当 

性的政治利用法律、金钱、信息（如消费者信息）等影响途径,控制 
着某些冋接的统治手段。由于这些手段的“执行阶段”较为漫长, 
这就为相应的监督、调整或缓冲提供了额外的机会。与之相比，进 
步的亚政治则享有无需执行工具的直接性。可以说，在医学的研 
究和实践（或工业领域的企业管理）中，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是结 
为一体的。这是一个尚未分化的授权委托模型，其中没有权力的 
划分；人们也只会在事后承认，其中的社会目标对受影响者而言是 
已成现实的副作用。
这种结构无疑在医学职业中得到了 “最纯粹”的描述。医生 

之所以拥有塑造权，既不是因为他拥有特殊理性，也不是因为他成 
功看护了人们高度珍视的商品
（20世纪之初）职业化成功的产物或其表达。较为粗略地说，这也 
表明，人们对亚政治的职业（或其“不完善”形态：工作）塑造权的 
生成条件普遍产生了兴趣。这里有数个前提条件。第一，职业群 
体必须从制度上确保研究渠道的存在，从而为自己打开创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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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职业群体必须从根本上为新手（共同）确定训练的规则和内 
容，从而保证职业规范和标准的代代相传。第三，经训练而获得的 

209 知识与能力必须在一个专业化监督的组织里得到实际运用，这是 
最根本也是最难克服的障碍。只有实现这些条件之后，职业群体 
才有了使研究、训练、实践相互交织的组织化庇护。也只有在这种 
架构下，实质的塑造权才能在无需社会同意的情况F获得发展和 
增强。这种“职业化权力集团”的典范正是医院。职业亚政治的 
影响源头史无前例地聚集在医院内部，相互确认，相互巩固。其他 
多数职业群体或团体，要么无法控制研究创新的源头（社会工作、 
护士），要么在性质上切断了与研究成果转化的联系（社会科学）， 
要么在成果转化时需要服从职业之外的业务标准和监控（技术工 
程科学）。医学以医院的形态独自占有组织化的安排，在这种安排 
之下，研究成果得到改进并运用在病人身上。这-过程是在参照 医学自身的标准和范畴的情况下独立运转与完善的，这避免了外 
部的质疑或监控。
因此，虽然政治和公共领域在不断尝试干预或协商，但医学作 

为一种职业权力，仍然确保了自己的根本优势，乃至扩大了这种优 
势。在其实践领域，即诊断和治疗方面，医学不仅控制了“学术创 
新力量”，同时也变成了 “医学进步”事业的议会和政府。即便是 
作为“第三方势力”的法律系统，它在裁决“医疗事故”时也不得 
不诉诸由医学建立并监管的规范与事实。从理性的社会建构的角 
度来看，这种判断最终只能由医学从业者来完成，而不是其他人。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开始经营“既成事实的政策”，并把 

它扩展到生与死的文化基础上。所以说，医学职业对自己的处境 
了然于心，它通过制造“新的知识”，推翻了外界对于医疗服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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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效益的各种批评、质疑或指示。社会的期待与判断标准不是 
预先存在之物，而是“自反”的、可变的参照数值，换言之，它们需 
要由医生的研究、诊断和治疗去协助生产并界定。在医学有组织 
的垄断框架下，社会公认的“健康”和“疾病”失去了预先存在的 
“天然”属性，而成为某种可在医学内部生产的数值。就此而言， 
“生”与“死”不再是人类不可触及的固定价值或概念。毋宁说，社 
会公认的“生”与“死”经由医生之手而具有了某种偶变性。我们 
必须重新厘定这一事实及其不可预见的意涵，而生物医学制造的 
事态、问题和标准构成了这一切的背景和基础。因此，随着心脑外 
科手术不断取得进展，我们需要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判定一个人“是 
否”死亡，例如，大脑死亡而心脏仍在跳动，或者心脏功能依赖于复 210 
杂仪器的人工维持，或者脑功能部分损伤（所以患者长期处于“无 
知觉”状态）而身体其他机能完好。

体外受精开启了遗传工程的可能性，在这一基础之上，生不再 
是生，死也不再是死。起初，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人的自我理解，具 
有相对清晰的基本范畴和较为明确的事实状况。但医学可以制造 
或已经制造的事态，在不受质疑的情况下侵占了这种理解，使它具 
有r偶变性和町塑性.新的、此前从未存在过的决策情境不断涌 
现。为了致力于研究的医学本身的利益，医学实践总是（至少部分 
地）需要提前对此类情境作出回应。同样，只有在医学诊断（当然 
也要协同其他职业）的基础之上，相关的决策模式才能在政治和法 
律意义上得到“克服”。医学看待事物的视野借此实现了自我的 
客体化，并广泛而深入地拓展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人类生存的所 
有领域。在各个行动场域.彻底打下医学烙印的现实成r思考和 
行动的前提。譬如，有受医学影响的法律，也有经医学“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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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技术、环境数据与环保准则、饮食习惯等。于是，一方面，医学 
的塑造与决策螺旋愈加纠缠，并直抵风险社会的第二现实；另一方 
面，人们对医学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医学职业的服务市场处在持久 
的扩张之中,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变得枝繁叶茂。
医学职业群体成功地在学术、训练和实践之冋建立了具有约 

束性的联合。他们不只是握有保障其市场供给的“职业策略”， 
即合法垄断或独占训练内容、证书等（相关内容，请参见Beck and 
Brater, 1978）0这么说吧，他们占有的是一只金鹅，可以不断“产 
下”可能的市场策略。这种职业一组织的设置近似于一种“自反 
性市场策略”，因为这种设置让职业群体在它垄断的活动领域支配 
了认知的发展，继而可以不断生产新的职业策略。职业群体也可 
以从自己制造的风险和危险处境中牟取利益，他们借助治疗技术 
上的创新，持续地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
但我们不能混淆医学的职业支配和医姉的个人权力，或把它 

们等同起来。医学的塑造权只能以职业的形态加以行使。并且， 
如果在职者的私人利益处境作为一方，政治和社会功能的维持及 
运行作为另一方，那么两者之间就会存在一道特殊的屏障。警察、 
法官或行政官员也不能像君主在自己的王国里那样，运用被授予 
的权力增加个人的权柄，因为法律条例、监察员或上级主管会制止 
这种行为。他们之所以不会这样做，也是因为相对于其工作的实 
质目标和附带后果，他们对私人利益（收入、事业等）的结构性冷漠 
已经内嵌在职业的形式之中。作为个体的医师不需要关心其介入 
对于社会变革的影响范围，这样的影响甚至不在医师的参考视域 
之内，因为它们不管怎样都属于医学实践的副作用。对医师来说, 
首要而核心的问题是“医学进步”，这是由这门职业在内部界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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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说，技术一经济亚政治的证成有赖于政治系统 
的正当性。政治系统并没有就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直接作出决策, 
这个事实应当没有什么争议。副作用不是从政者造成的，其责任 
必须由人们共同承担。尽管如此.研究政策依然控制着财政资助 
的操纵杆，并从立法上对不受欢迎的后果加以疏解或缓冲除此 
之外，对于科技发展及其经济开发的决策，研究政策显得力有不 
逮 相较于国家.工业领域拥有双重优势，即投资决策的自主性和

控制的。当然，这个维度上的成功无法直接显现，它只能转化为医 
师的事业机会、薪水或层级体系中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受雇从 
事人类遗传研究的医师像任何其他在职者一样具有依附性。他们 
会被解雇、替代，其职务履行是否“职业”会受他人监督，并且他们 
还要接受外部的指导和调控(Beck, 1979)。
亚政治的另一个特征在此浮现，它以各种形式鲜明地体现在 

不同的行动领域：在政治领域，意识和影响至少原则上可以同执行 
的功能和任务取得协调，但在亚政治领域，意识和实际效果、社会 
变革和影响是系统地分离的。换言之，已发生的社会变革的作用 
范围并不必然与同等程度的权力获得构成关联，相反，这样的变革 
甚至可以在(相对)缺乏影响的情况下发生。因此，一小群人类遗 
传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可以在毫无意识和缺乏计划的情形下带来 
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表面上，这是他们具有依附性的职业实践的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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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应用的垄断一控制现代化进程的绳索掌握在经济亚政治 
的手中，并体现为经济核算、经济产出（风险）和企业本身的技术 

212 结构。
现代化权力的分工结构使国家陷入多重迟滞。首先，国家力 

求赶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但这种发展是在别处决定的。尽管国家 
支持研究，但它对技术发展目标的影响仍是次要的。议会不会就 
微电子学、遗传工程之类的应用和发展作出表决；议会最多只会表 
决是否支持这类科技发展，从而确保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作 
机会）。技术发展决策和投资决策的紧密结合、迫使企业出于竞争 
的原因而在暗中自作主张。最终，相关的决策只会在完成之后才 
被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知晓。
如果技术发展决策披上了投资决策的外衣，那么这种决策无 

疑会获得相当可观的分量。决策带着约束降生了，这正是投资的 
特点：必须有利可图。根本的反对意见会危及资本（当然也包括 
就业岗位）；谁现在指出副作用，谁就是在伤害企业，乃至最终危及 
政府的经济政策，因为企业在这些规划方案中赌上了它自己和所 
有雇员的未来。
这里存在双重限制。首先，对副作用的估算处在投资决策的 

压力之下，而投资是为了获利。其次，这种压力因下述事实而稍有 
缓解：无论怎样，后果的评估都是极其困难的，而政府釆取应对措 
施也需要经历不少程序，花上很长时间。结果就会出现一种典型 
的局面:“工业制造了现在的问题，其基础在于昨天的投资决策和 
前天的技术创新，充其量，这些问题会在明天得到处理，或许后天 
才会生效□"（Janickc, 1979： 33）在这种意义上，政治成了使后果具 
有正当性的专业户，但这些后果既不是它制造的，也不是它能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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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照分权设计，政治仍需在双重意义上为企业的决策担起责 
任。在技术发展的事项上，伪政治性质的企业“主权”只具有借用 
来的正当性。在批判精神日趋成熟的公众面前，这种正当性必须 
不断获得社会层面的修复。行政当局为副作用承担了责任，这使 
尚未作出的决策加大了对政治正当化的需求。这种分工导致的结 
果是：企业拥有首位的决策制定权，却无须为副作用负责；而政治 
的任务，一方面是让并非由它作出的决策实现民主正当化，另一方 
面则是“减轻”技术的副作用。
与此同时，揭示副作用（至少在早期阶段）会和经济或经济政 

策利益产生冲突，后者是对技术发展之路的投资。副作用（或公众 213 
对此的敏感度）越多，经济繁荣（也要面对大规模失业）的收益越 
大，技术政策的活动空间就越狭窄，因为它恰好处在具有批判精神 
的公共领域的重压与经济政策的优先性之间C
进步模式在这里充当了缓冲剂。“进步”可以理解为正当的社 

会变革，却无需民主政治的正当化' 进步信念取代了表决，进步信 
念也取代了质疑，即对无人知晓的目标和结果提前表示赞同。进 
步是需要全体同意的政治纲领上的那张空白页，仿佛是通往天堂 
的世俗之路。民主的基本要求在进步模式中被颠倒了。人们在进 
步模式中关注的是社会变革，这一事实必须在随后得到揭示。形 
式上，人们关注的是看似极为不同的同一样事物：经济优先性、全 
球市场竞争和工作岗位。社会变革只能化身为其他形态。进步是 
“理性化进程”意义上的理性行动的翻转。这是一场朝向未知的社 
会变革.持续不断，没有纲领，缺少表决。我们假定一切都会好起 
来，最终，我们释放并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也都会转向进步。然 
而，就算询问为什么也会显得有点离经叛道。不问缘由的同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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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组织社会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要是以“确 
定性”视角考察大型组织与层级制、泰勒制与经济危机等问题，但

知其所以然,才是这里的前提,其他全都是异端。
进步信念的“反现代性”在此彰显得一清二楚。进步信念是 

现代性的世俗宗教。宗教信仰的所有特征都适用于它，如坚信未 
知、未见、未触之物，抑或抛弃自己的良好判断，不问方法，不明情 
况。进步信念是现代性的自信，它信赖不断转变成技术的创造力。 
生产力（连同发展和管理生产力的科学与经济）取代了上帝和教会 
的位置。
作为冒牌上帝，进步在工业社会时代对人施加了魔力。人 

们越是近距离地观察这世俗的构想，其魔力也就越令人惊叹。科 
学无须负责，企业暗含责任，政治仅有正当化之责：这些都是相 
互对应的。“进步”是在无须负责的情境下实现制度化的社会变 
革。对纯粹必要性的信念被美化成了进步，但这种命中注定是建 
构出来的。“副作用的无人统治”分别对应着一种政治、一种经济 和一种科学。这样的政治只会祈祷已经作出的决策，这样的经济 
任由社会后果处在高成本的潜伏状态，这样的科学以其理论态度 
上的问心无愧引导着整个过程，却无心察知其后果。一旦进步 
的信念变成进步的传统，而这传统又像创造r现代性那般将它瓦 

214 解，那么，技术一经济发展的非政治就会转变成要求正当化的亚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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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较为准确地预测国民经济 
的发展并不算什么难事。但在今天，就连预测邻近月份的经 
济指标的变动方向也是困难重重。与国民经济的不确定变动 
相对应的，是人们对个体销售市场前景的迷茫。管理层并不 
清楚应该生产什么，为此需要应用什么技术 
在公司内部分配杈威与权限也变得不确定了。任何与实业家 
有过交谈或阅读商业新闻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 
没有政府的干预，很多企业也难以拟定面向未来的整体战略 
(Piore and Sabel, 1985： 22)

企业经营发展的诸种可能性早已瓦解了这种“确定性”。由于微 
电子学和其他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由于环境问题的爆发和风险的 
政治化，不确定性开始不断渗入经济信条的大殿堂。那些在片刻 
之前还看似稳固的确定之物开始摇晃起来：雇佣劳动在时间、空间 
和法律上的标准化(详细讨论请参见第六章)；大型组织的权力层 
级制；理性化的可能性舍弃传统的图式或归类，开始跨过部门、企 
业和行业之间的坚实壁垒；生产部门的构成经电子化而形成新的 
网络；技术生产系统可以独立于劳动力结构而发生改变；营利的 
观念因市场的灵活性要求、生态道德及生产条件的政治化而日渐 
松动；新的“灵活的专业化"(Piore and Sabel, 1985)与大规模生产 
的旧式“远洋巨轮”构成有效竞争。
结构变革的可能性如此之多，但这种变革没有必要一下了或 

在不久之后就转化成企业的政策。在生态、新技术和转变后的政 
治文化的交互影响R有关未来经济发展的路线显得杂乱无章。 
这改变了今天的局面：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都在竭力效仿一个技术典范

276

当然，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经济活动的“准天然”构成要素。但
215 当前的混乱状况展现出新的特征，它

企业一社会变革的影响范围相当之大，而微电子学为此创造 
了条件。结构性失业是人们主要担忧的事情，但这个问题只是变 
得尖锐了，它依旧落在传统问题感知的范畴之内。中期来看，同样 
重要的还有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器的使用，它们会令经济系统中 
那些传统的组织前提失效。稍显夸张地说，微电子学引导了技术 
发展的新阶段，它从技术上驳倒了技术决定论的神话。首先，计算 
机和控制设备是可编程的，换言之，可为各种各样的冃标、问题和 
情境实现功能。因此，对于技术使用的细节，我们无须再听从技术 
的指令；恰恰相反，这些指令可以而且也必须反馈给技术本身。迄 
今为止，试图借助“技术的客观限制”来塑造社会结构的合法机会 
正在变少，相反，人们开始关注这样的问题.即为了充分利用电子 
操控和信息技术的网络化机会，他必须清楚在横、纵两个维度丄•.哪 
类社会组织是他想要的。其次，微电子学允许劳动过程与生产过

与30年代的大萧条截然不同。那时，全世界的法西斯分子、 
美国。 

讽刺的是，虽然那时候的社会整体上显得极端脆弱，易于变 
化，却没有人怀疑工业组织的原则。这些原则在今天早已变 
得极度可疑了。当前对技术、市场和层级制如何组织的困惑 
已经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它表明在受信赖的经济发展 
系统中，那些关键而又难以理解的要素正在崩溃o(Pioreand 
Sabel,1985： 2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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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分离:换句话说，劳动力系统和技术生产系统可以相对独立 
地发生变动。(Kommissionsbericht, 1983: I67ff.)

在组织的各个维度和层次上都可能出现这种新的模式，不分 
部门、企业或行业。传统工业系统的基本预设认为，所谓合作是指 
束缚于特定空间的合作，它发生在服务于特定目标的“组织结构” 
之内=这个预设渐渐失去了它的基础，亦即技术上的必要性。但 
这也意味着，传统的组织观念和理论所依赖的“工具套件”也被调 
换r：组织的变异拥有了活动的空间，今天的我们甚至无法为它 
下一个定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种空间绝对不会在一夜之间 
就被耗尽。我们身处组织构想的某个实验阶段的开端，这个实验 
的约束力绝对不亚于私人领域对新生活方式的考验。
正确地评估这一维度显得异常重要。初级理性化模式遭到第 

二阶段的自反性理性化的排挤。前者以工作、技能和技术体系等 
范畴的转变为特征，后者则把方向对准了迄今为止的变迁的前提 216
和常量。正在浮现的组织塑造的活动空间，会遭到工业社会此前 
盛行的主导原则的包围，诸如“企业典范”、生产部门图式、大规模 
生产的强制性等。
在围绕微电子学的社会后果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仍旧支配 

着研究活动和公共领域。人们这样询问和调查：工作最终是否会 
消亡，技能和技能等级是否会变化.新的职业是否会兴起，旧的职 
业是否会变得多余，等等。人们依旧按老工业社会的范畴来思考， 
却几乎不曾想到，这些范畴再也无法捕捉到不断涌现的“现实町能 
性”。这类调査经常解除警报——工作和技能的变化仍在可预期 
的范围之内。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和部门、劳动体系和生产体系的 
归类等范畴始终维持不变。“智能”电子学的特殊自动化潜力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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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这种潜力恰好落在工业社会思考和研究的扫描区之内。我 
们着手应对的是系统理性化，这种理性化使企业、部门和行业之间 
以及它们内部那些看似异常稳定的组织边界具有了可塑性。
理性化浪潮迫在眉睫，它的特点是具有跨越边界和改变边界 

的潜在能力。企业典范及其在行业结构中的嵌入状况随时可供人 
支配，譬如企业的部门结构、技术与协作的交织，以及各种企业组 
织的并立——这还不包括以下事实，即全部的职能部门（不仅是生 
产部门，也包括行政部门）都已经实现自动化并集成为数据库，这 
些部门甚至可以借助电子手段而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对企业 
的政策而言，这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重大机会「换言之、企业有机 
会在维持（最初的）岗位结构的情况下改变组织层面的“企业构成 
状况”。在（如今变得更为抽象的）企业集团的庇护之卜一，组织内 
部和组织间结构可以围绕工作岗位——以此绕开工会——而实现 
重新编组□ （Altmann et al., 1986）
由此确立的“组织型构”并不显得那么“头重脚轻”,因为它 

的组成要素较少，这些要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相互 
组合。于是，每种“组织要素”都可以单独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 并经营与其职能相称的“组织对外政策”。只要满足可检验的若干 
成效（如可营利性、快速适应变化中的市场行情、顾全市场的多元 
化）,这些组织要素就可以在不提前请示组织核心的情况下追逐既 
定的目标。一致化的生产原则与成效仿佛在此被授予了某种“支 
配权”，这种支配曾经是指在大型工业企业和科层制中组织起来的 

217 直接的社会性命令秩序。系统开始走上台面，可辨的“支配者”成
了稀罕之物。获致原则与劳动的密集化构成了相关的预设，并得 
到了严格的实行。在这些条件下，实现电子化监控的“职能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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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协调”取代了命令和服从。毫无疑问，从业绩考核和人事 
政策等方面来看，某种意义上的“透明企业”不久之后就会出现。 
不过，这极有可能也会引发监控机制的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下级组 
织、从属组织或同级组织的横向独立。

微电子学引发了监控结构的形态转变，未来的“企业”会把处 
置、操控或垄断信息流当作自己的核心问题。不仅职员对于企业 
（管理层）是“透明”的，而且反过来，企业对于职员或有利害关系 
的外部世界也是“透明”的。生产的地域限制被逐渐打破，信息开 
始成为关联和团结生产一致性的核心渠道。因此，谁得到什么信 
息，通过什么方式，按照什么顺序，涉及何人何物，为了什么目的： 
这些全都成r重要的问题。不难预测，在未来的企业辩论中，围绕 
信息流的分配或分配方案的权力斗争将会成为主要的冲突来源。 
以下事实也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重要意义：由于生产的去中心化, 
对生产丄具的实际支配依照所有权关系出现了分化，而对生产过 
程的监控也开始在根本上取决于信息和信息网的可用性。除此之 
外，因资本集中而导致的决策权的垄断依旧是这一切的主要背景。

得益于远程通信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重新理解 
并组织不断集中化的限制。现代性依赖于决策的集中，依赖于在 
执行任务和履行职能时所体现的高度复杂的协调一致，这种观点 
并不过时。然而，开展这些工作不必依赖真实存在的大型组织。 
它们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委派，或者在数据、信息和组织的弥散 
网络上来完成，抑或变成（半）自动化服务——同信号接收器完成 
直接的“互动协作” o自动柜员机为此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这里出现了全新的趋势，并与传统的理解构成了矛盾°这些 

趋势包括：数据和信息不断集中.以分工一层级制为原则的大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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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组织和行政机构则开始瓦解；职能和信息的集中与去科层化过 
程相互渗透；在决策权不断集中的同时，劳动组织与服务机构可 

218 能不断趋向于分散。（行政、服务业和生产领域的）科层组织的“中 层”群体均可借助屏幕终端实现跨距离“面对面”互动，在信息技 
术中实现融合。福利国家和政府管理（也可以是客户咨询服务、 
居间贸易或修理厂）的大量工作都可以转变成某种“电子自助商 
店”
接传递给“成年公民”。在这种情形下，服务的接受者不必再同行 
政官员或客服人员打交道，他可以按照自助电子操作流程，选择他 
想要的处理方式、服务或权利。这种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的数据的 
客观化，也有可能无法在某些重要服务领域获得实现，它可能是没 
有意义的，或者不能在社会上推行；但这并不会对更为广阔的日常 
职业活动构成问题。因此，不久之后，大部分日常行政和服务工作 
都将以这种方式来完成,从而节省人力支出。
除了企业典范和行业结构，工业社会经济系统的另外两个组 

织预设也处在衰落之中，它们是生产部门图式和下述基本假设，即 
长期来看，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必定要遵循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和 
形式。这一结论既是对经验趋势的陈述，也是根据预期作出的推 
论。我们在今天就已经町以看到，即将来临的理性化进程已经把 
目标瞄向部门结构。由此形成的既不是工业生产，也不是家庭生 
产，既不是服务部门，也不是非正式部门；毋宁说，这里出现的是某 
种第三者，即通过跨部门的联合与协作而实现边界的消融或破坏。 
无论在观念上还是经验上，我们都需要对这第三者的特性和问题 
保持敏感。
通过自助商店，特别是通过自动柜员机和视频终端服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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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团体、自助组织等），跨越生产部门的劳动得到了重新分配。 
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之外，顾客的劳动力也受到动员，并被纳 
入了以商业形式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一方面，吸收顾客的无偿 
劳动无疑是自由市场计划的组成部分，这样可以降低工资和生产 
成本。另一方面，在自动化的衔接处则出现了一个相互重叠的区 
域、这个区域既不能理解成服务，也不能理解成自助。例如，银行 
可以在自动化设备的协助之下，把需要给付薪水的窗口业务移交 
给顾客本人来完成，而顾客得到的“补偿”是可以随时访问自己的 
账户。
技术实现了生产、服务和消费的重新配置，满足了社会的期

望。在这个过程中，市场表现出了某种狡黠的自我扬弃。然而，痴 219 
迷于市场社会原理的经济学家却对此不屑一顾。今天的人们经常 
能够听到诸如“灰色劳动”或“灰色经济”之类的说法。但很少有 
人认识到，灰色劳动广泛存在于以市场为中介的工业生产和服务 
业之中，而不仅仅是在其外部。微电子学引领的自动化浪潮创造 
了介于有偿和无偿之间的混合劳动形态。从比例上来讲，以市场 
为中介的劳动在减少，顾客的无偿劳动在增多。就此而言，服务业 
的自动化浪潮恰恰可以理解为是把劳动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 
域，从专业人士转移到一般大众，从支付报酬形式转变成自行负担 
形式。
随着风险和不安感的增长，企业开始更加关注灵活性问题。 

“灵活性”是企业的刚需，但在今天的激烈竞争条件下显得尤为紧 
迫。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文化和技术发展处在犬牙交错的状态 ，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电了化可能带来的变化、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 
波动。因此，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前提逐渐开始瓦解。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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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初始生产模式依旧保有它自己的应用领域（如需要大批屋 
生产的烟草、纺织、灯具、食品等行业）。然而，正如我们可以看到 
的，在电子产业、某些汽车厂商和通信业当中，新的混合类型即那 
些大量生产而又各具特色的产品补充乃至取代了初始的生产模 
式。在这些领域，各种不同的电路和组合都是按模块原理生产并 
供应的。
企业需要对市场标准的消解和内部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作出调 

适。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日渐饱和,又因为风险的界定不断引发市 
场变动.组织I ：的快速调整也随之成为一项要求.然而.僵硬的传统 
企业组织要么无法完成这种调整，要么在调整时行动缓慢、耗资不菲。 
这样的调整总是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命令形式（克服阻力），在严守计划 
的同时耗费K大量的时间。相反，在移动、松散乃至流动的组织网络 
中,不断变化的适应能力可以说是結构的组成部分。于是，大规模生产 
与手工业生产之冋的争论进入了新的历史回合，这种争论只是看上去 
有了历史定论。大规模生产的永久胜利因新型的“灵活的专业化” 
而不得不被重新审视.由计算机控制的包含密集创新的小批量商 
品正是这种专业化的原则性体现（Piore and Sabel, 1985 ）.
工厂是“工业时代的大教堂”，属于工厂的时代或许并不会终 

结，但它无法再垄断未来。这些庞大的、服从于机械节律的层级组 
织，曾经也许适合在相对稳定的工业环境下一遍又一遍地生产同 

220 一件商品，作出同一个决策。但在今天，这些组织——借用其同时
代词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出现了“机能障碍”。它们已经 
无法与个体化社会的要求取得协调，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自我” 
的成长不断侵蚀着职业场域。作为“大块头组织”，它们没有能力 
灵活地应对快速自主革新的技术、不断变更的产品，以及受制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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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例如，这适用于碎片化的产业劳动的“功能必要:性”,众所周知，这种观点 
的先知IE是受“科学管理”光环所包围的泰勒即便是批判泰勒制的马克思主义 
者，也深深地折服于系统内在的必要性这一 “劳动组织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者批 
评由此导致的劳动形式是无意义的、异化的。然而吊诡的是.他们用泰勒制的“现 
实主义”来反对其“夭真的乌托邦主义”，试图以此突破泰勒制的“必要性魔咒”， 
同时.他们也竭尽所能地为“更人道”的劳动组织挖掘眼下的生存空间 稍显夸张 
地说.在此期冋，最坚定和最顽强的泰勒制倡导者也正是对其作出批判的马克思卡 
义者。但马克思主义者被席卷一切的资本主义力量阻挡了视线，因而他们没能看 
到，就算泰勒制还盛行于某些地方（或再次流行）——这样的情况太常见r—但 
我们绝不能将此理解为是对“管理上的系统必要性”的确认相反.这其实只是表 
明保守的管理精英的权力还在延续、他们正在暗中巩固其日趋过时的垄断诉求

治和文化的市场波动；更何况，它们还要回应那个对风险和毁灭极 
度敏感的公共领域。这些组织的批量产品已经不能满足细分后的 
次级市场的需求；它们也没有能力利用最前沿技术的伟大创造力， 
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个体化”。
这里的关键是，抛弃“大型组织”及其标准化强制、命令秩序 

等,并不会与工业生产的基本原则（如利润最大化、所有权关系、支 
配利益）发生矛盾，相反，这种抛弃毋宁是后者驱使的。

企业典范、生产部门图式、大规模生产形式，以及雇佣劳动在 
时间、空间和法律E的标准化：所有这些工业系统的“支柱”并没有 
在一夜之间就全面松动或瓦解。但劳动和生产的系统转变却是毋 
庸置疑的。在这种转变的影响下，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组织 
形态所具有的强制一体化变得相对化了。这种-体化原本仿佛永 
远有效，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大约拥有百年历史的短暂过渡阶段。
倘若真的这样发展，那么功能主义社会学和（新）马克思主义 

的组织预设将迎来复苏。人们对产业劳动变革的无尽期待无疑也 
会出现反转。'在通往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这样的发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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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是带有显而易见“内在优越性”的组织形态合乎法则的最新 
演变版本，毋宁说，这是围绕劳动、组织或企业形态的争论和决断 
的产物。显然，人们在此主要关注生产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权力， 
以及运用这种权力的前提与规则。工业自动化的进程打开了亚政 
治的塑造空间，企业的社会构造因而具有了政治性。这并不是说 
会引发新的阶级斗争，而更多是指工业生产那显眼的“单一道路” 
具有了可塑性，失去了组织上的一致性，去除了标准而变得多元 
化了。
在管理人员、企业工会委员会、工会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各种争 

论中，有关企业内部的“社会模式”的选择会在未来几年提上议事 
日程。粗略说来，是选择在稳定的所有权关系基础之上迈向“日常 
的劳动社会主义”，还是走向相反的方向（这里的特殊性或许在于， 
这两个选项并不相互排斥，因为它们使用的抽象观念已经过时）。 
重要的是，不同的模式和政策在不同的企业或部门之间得到了推 
广和检臆。劳动政策的时尚潮流甚至可能时起时落，一会儿这种 
观念占优,一会儿那种观念领先。总之，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趋势在 
生产领域蔓延开来，引发了劳动环境和劳动形式的多元化发展 
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乡村”还是“都市”，各种 
变体模式全都处在相互竞争之中。
然而，这也意味着企业的行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化压力。 

这种行动具有了新的政治和道德维度，显然这个维度有违经济行 
动的本性。「.业生产的道德化反映了企业对政治文化的依赖性， 
因为企业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下从事生产的。在未来的数年里， 
这种道德化理应成为较吸引人的发展趋势。这种道德化不仅取决 
于外部的道德压力，而日一也取决于对抗性利益组织（包括新社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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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锐利程度和效率.取决于工业生产在日益敏感的公众面前展 
示其利益和观点时的髙超技巧，取决于市场在风险界定中的重要 
意义，取决于企业的相互竞争——若是其中一方缺少正当性，另一 
方就将因此得势。在“正当化要求不断收紧”的过程中，公共领域 
以某种方式扩大了对于企业的影响力。但企业的塑造权并没有因 
此而遭到废黜，它只是被夺走了 “先天”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公益 
性,简言之，它变成了亚政治.
我们有必要理解这种发展趋势。技术一经济的行动因其构成 

状况而被免除了民主的正当化要求。但同时，它也因此解除了自 
己的非政治属性。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非政治，而是某种第三者： 
经济引导下的利益行动。一方面，随着风险潜伏性的消退，利益行 
动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改变社会的影响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其制 
定和修正决策时的多元主义，利益行动也不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 
外表。充满风险的后果及其他样态在各处频频闪现。在同等意义 
上，企业的分析核算也仅仅参考单方面的利益。
对不同的当事方或一般民众而言，意涵差异极大的决策越来 

越多。因而，企业行动的方方面面（直至生产技术细节和成本核 
算方法）原则上难免遭到公众的谴责，从而亟须自我辩护。企业 
的行动甚至因此具有了话语性
业若想在市场I:维持自己的形象，除了产品包装，它更需要依靠
论辩。亚当•斯密认为，私利和公共福祉可以在市场行为中自然 222 
而然地结合在一起。但我们大可以说，由于生产设计中制造的风 
险，由于决策的可及性问题，这种乐观主义早已荡然无存。前文 
巳经提到过的政治文化变迁在此也有所反映。在媒介公共领域、 
市民团体、新社会运动、有批判力的工程师与法官等各种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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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么自相矛盾，“进步”这一现代宗教已经拥有属于它的 
时代，并且至今仍存活于某些它不曾兑现许诺的地方。一直以来. 
阻碍进步实现的条件就包括真实可触的物质贫困、不发达的生产 
力以及阶级束缚下的不平等。这些条件确立了政治辩论的主题。 
在20世纪70年代，两项历史形势终结了上述时代。一方面，随着 
福利国家的扩张，政治遭遇了内在固有的限制和矛盾，因而丧失了 
它所能提供的乌托邦动力。另一方面，在研究、技术和经济的共同 
作用下，可能的社会变革不断积累、不管制度多么稳定，管辖权多 
么一成不变，曾经专属于政治领域的塑造权依旧转移到了亚政治 
领域。由当前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不能期待议会对新法的辩论 
能够产生“新的社会”，毋宁说.这样的社会更有可能源自微电子

中心的影响下，企业的决策和生产流程有可能旋即遭到公众的 
谴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因为害怕失去市场份额而不得不为 
自己的各项措施进行辩护，这种辩护是话语性的，但不涉及经济 
视角。
如果这种现象尚未出现在今天，或者仅仅处于萌芽状态（例 

如，在围绕化工业的争论中，企业被迫以全力粉饰的方式来回应公 
众的指责），那么这只不过再次表明，它们对企业来说仅仅意味着 
大规模失业、负担减轻或权力机会。就此而言，经济繁荣的无形 
优先权仍旧掩盖了新政治文化对企业的技术一经济决策过程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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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遗传工程和信息媒介的运用。
政治的乌托邦已经让位于副作用的谜团。相应地，乌托邦 也变成了负面因素。科研实验室和董事会议室取代议会或政党， 间接完成了对于未来的塑造。其他所有人，甚至包括政界和学术 

界那些最负责任、最熟悉情况的人士，他们的生计多少都依赖于 从技术亚政治的规划桌上掉落的信息碎片。在未来的工业领域, 
科研实验室和企业领导机构将成为披着“常规”外衣的“革命小 
组” °在缺乏纲领的情况下，同时也考虑到知识进步与经济营利的 
歧异目标，一个新的社会的结构被移植到了议会之外的非反对派 
身上。形势日渐变得荒诞不经：非政治开始接过政治的领导角色。 
政治则开始为发展的光明面代言，为它公开募集资金。但政治本 身对这种发展一无所知，且对它毫无积极的影响。只有这种发展 迫近时的强制性才能打破政治对它的普遍无知。政治家以维持现 
状的姿态，推动社会朝不同的方向翻转，但他对此不可能有什么概 
念。与此同时，他乂责难“文化批判的颠覆活动”，认为它应当为 系统激发的对未来的恐惧负起责任。企业家和科学家通过其日常 
工作，企图以革命推翻现有社会秩序。他们带着实事求是的无辜 表情，申明不需要为那些规划中决定的问题负责。
失去信誉的不仅是这些人，也包括他们囿于其中的角色结构。 当副作用呈现出社会大转型般的规模和形态时，朴素的进步模式 就展示了它的危险本质。现代化进程本身的权力分割也开始流动 

起来。政治对未来的塑造出现了若干灰色地带，我们在此把它们 
描绘为（绝不互斥的）三种变体：首先是重返工业社会（“再工业 
化”），其次是技术变迁的民主化，最后是“差异化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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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政治、科学还是公共领域，重返工业社会的选项都得 
到了压倒性支持。同时，这个选项也超越了党派对立。事实上，为 
此砰以援引一大堆可靠论据。首先是这个选项体现出来的现实主 
义。一方面，它自觉地从过去两百年的进步与文明批判中吸取教 
训；另一方面，它又建立在对不可动摇的市场约束与经济条件的评 
估之上。根据这一评估，逆潮流而动的论辩或行动要么是I•足的 
愚蠢，要么具有受虐狂特质。由这种观点来看，我们今天面对的仅 
仅是“反现代主义”运动和论辩的复苏。这种反现代主义就像是 
工业发展的影子，但它最终并不会阻碍后者的“进步”。此外，诸如 
大规模失业或国际竞争之类的经济必要性，同样大幅压缩了政治 
的行动空间。但最终，事情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发展（附加若干“生 
态修复措施”），有关“后历史”的知识，有关不可避免的工业社会 
发展路径的知识，似乎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投靠“进步”总是可以 
提供一些慰藉，但就连这种慰藉也被用来为重返工业社会的选项 
增加筹码。每一代人都会重新发问：我们应当做什么？对此，进步 
信念是这么回答的:“维持现状，只需更大、更快、更多。”这足以说 
明，我们在这一场景中是在就可能的未来作辩论。
确定行动和思考的剧本或指南是一目了然的。这个剧本或指 南强调了 19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投射到了 21 

世纪的未来。据此，工业化制造的风险实在不算新的威胁。风险 
向来是自我制造的未来挑战。风险动用新的科技创造力,架起了 
通往进步的阶梯。很多人嗅探到这里浮现的市场机会。这些人相 
信过时的逻辑，移走现在的危险，认为它们是将来可由技术加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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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但他们误解了两样东西：首先，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 
会；其次，他们用来思考的范畴（传统的现代化）和我们置身其中 
的处境（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纪，其间这个世界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换言之，他们没有看到，在现代化（所谓 
的持久更新）的连续性外表之下隐藏着质的断裂。因此，我们首先 
需要了解，这种表面上不言而喻的“如从前一般的行事方式”究竟 
会带来什么样的矛盾后果。
在此，经济政策的优先性占据广前台。经济政策的指令辐射 

其他一切议题，以至于为了就业政策的缘故，经济繁荣甚至成了第 
-位的事项。如今，这种基本利益似乎在迫使我们同不断遭遇的 
投资决策并肩而行。技术发展乃至社会发展已经启动，但它们被 
关在决策大门之外，根本不知道事情进展的内容和方向。这引发 
了两个转变。首先，推翻既有社会关系的潜在力量在技术亚政治 
领域不断积聚。马克思曾把这种力量归之于无产阶级，如今它则 
处在国家执法机构的保护之下（以及在工会反抗力量和不安的公 
众的批判注视下）。其次，政治被迫担当了外部决策的正当化保护 
人,这些决策自下而上地改变了社会。
政治被削减到仅具正当化功能，大规模失业乂会强化这-点C 

经济政策持续确'匕方针，同大规模失业的斗争表现出明确的重要 
性——事情越是这般发展，企业获得的处置机会也就越大，政府在 
技术政策中的行动余地也就越小。结果，政治不断朝自我削弱的 
方向滑落；同时，其内在固有的矛盾却加剧了。即便是在民主权利 
的全盛期，政治的角色也仅限于倡导发展。官方对发展的粉饰总 
是遭到某种别无选择的质朴力量的诘问，而这种质朴力量无论如 
何都会随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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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风险时公开倡导人们一无所知的内容不仅令人疑惑， 
更难以获得选民的认同。风险处在政府行为的管辖之下，动用这 
种管辖权会反过来要求对风险的生成背景即工业生产进行干预c 
为了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人们早已放弃这种干预，于是，前一个决 
策决定了下一个决策，实际存在的风险则被认为是不应当存在的。 
与此类似，当公众对风险日趋敏感的时候，政治对研究淡化风险的 
需求也在增加。可以说，科学确保了政治的正当化主管角色。尽 
管如此，风险还是通过了社会承认的流程（如“森林退化”）,而让 
政治负起补救责任的呼吁似乎也能左右选举。就此来看，政治自 
我指定的软弱无能暴露得一览无余。政治想要作出补救，却处处 
受到掣肘。种种拉锯战均为此提供r大量例证：从催化转化器的 
引入到高速公路的限速，再到通过立法减少有毒或受污染的食品、 
空气和水。

“事情的进展”绝不像往常宣称的那样不可变更。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亦复如是，这个争论主宰了最近的 
两个世纪。然而重要的是，在向风险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危险和机 
遇这两个方面全都遭到了误解。再工业化策略企图把19世纪延长 
到21世纪
对立。把现代性在19世纪的发展条件（集中体现为工业社会方案） 
等同于现代性的发展纲领，这种顽固的观点忽略了下述两项内容： 
首先,在若干核心领域，工业社会方案导致了现代性的切分；其次， 
坚持现代性的经验和原理则为克服工业社会的约束提供了连续性 
和机遇°
具体而言，女性涌向劳动力市场，科学理性解除神秘，进步信 

念消退，政治文化在议会之外实现转变——就这些过程而言，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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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均反对它在工业社会中所遭受的切分，其有效性甚至抵达那些 
尚未出现既可实行、又可制度化的新解决方案的领域。在毫无预 
见和有悖于其理性诉求的情形下,现代性经由工业社会系统释放 
了潜在的危险。最终，只要这件事被当成真的，就连潜在的危险也 
会对人的创造力和塑造潜力构成挑战。换言之，我们再也不能让 
工业社会已成积习的这种漫不经心传递下去了，如今的局面事实 
上也不会再允许出现这种鸵鸟政策。
对处境和发展趋势的历史误判日益显现。在工业社会时代， 

经济和政治或许还可以（也有必要）这样“并肩作战”。但在风险 
社会的条件下，这么做就像是混淆了基础乘法表和乘方。只要跨 
越了经济和政治的制度边界，相应的处境就会出现结构上的分化, 
这就像特定的行业和群体会有其独特的利益一样。因此，在风险 
界定方面，谈论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就会显得很荒诞。相反，风险解 
释就更像是敲入经济阵营的楔子。风险的“赢家”和“输家”总是 
同时存在。确切地说，风险界定不仅没有夺走政治权力的行使，反 
而为它创造了条件。对经济发展来说，政治权力仿佛是一件高效 
的控制和选择工具。就此而言，那个具有统计根据的评估是正确 
的：风险感知和经济利益只存在选择性矛盾，因而（譬如）一种符 
合生态的替代选择至少并不必然会因高成本而搁浅。
在风险生成的同一条线路上，资本和政治的处境分裂了。风 

险以副作用的形式落在政治而非经济的责任范围之内。换句话 
说，经济引发了风险，却无须负责，政治没有风险的控制权，却要为 
它负责。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副作用就会延续下去。这加刷了政 
治的结构性劣势，因为政治不仅有自己的烦心事（应对公共领域、 
医疗开销等），它还要为其他事情负责。想要否认这些事情并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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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但它们的起因和变化则完全不受政治的直接影响。
这种自我削弱和信誉丧失的循环并非牢不可破，这里的关键 

在于副作用的管辖问题。回头来看，除了揭示和感知潜在的风险， 
政治行动也可以获得某些影响力。风险界定激活了责任问题，同 
时，它也按照社会的建构创建了非正当的系统条件区。然而，为了 
所有人的利益，这些系统条件迫切需要改变。因此，风险界定并没 
有使政治行动瘫痪，风险界定也不应当在系统性焦虑的公众面前 
遭到掩盖。这种掩盖常常不惜代价，并且会借助肓目的或受外部 
控制的科学。相反，风险界定开启了新的政治选项，从而可以重新 
贏回并巩固议会民主制的影响力c
从另一方面来看，否认的做法并不会消除风险。以稳定为目 

标的政策很快就会大范围破坏稳定。有意隐瞒的风险会突然造成 
非常严峻的社会风险处境，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政治(也包括科 
学和技术)是如何应对工业社会的漫不经心的。在民主权利得到 
内化之后，人们对必要行动的敏感度就会增长。长期来看，人们不 
会满足于政治无用功和表面象征性处理之类的表演。与此同时, 
不安感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日渐增长，例如职业、家庭、男人、女 

227 人、婚姻等。
一个习惯于淡化问题的社会，在面对“未来的冲击”(Tofflcr, 

1980)时必然会显得手足无措。在这-冲击的影响下，政治冷漠和 
犬儒主义在民间迅速传播。社会结构与政治之间、政党与选民之 
间业已存在的鸿沟骤然扩大。拒斥“政治”不仅会对个别的议员 
或政党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也会在整体上损害民主体系的游戏 
规则。不安感和激进主义这对老联盟或许会苏醒。对政治领袖的 
召唤也会再次响起，显示出不祥的征兆。眼见周围的世界摇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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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一经济发展的民主化模式中，现代性与传统建立了联 
系°这种现代性旨在扩展自我支配。其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评 
估，即在工业社会的革新进程中，以民主方式实现自我支配的可能 
性遭到了制度性切分。技术一经济的革新是持久的社会变迁的动 
力，但从一开始，这种革新就已经被排除在民主协商、监督或反抗 
的可能性之外-因而，这种革新在其构思阶段就已经包含大量矛 
盾，这些矛盾在今天显露了出来。
现代化被认为是“理性化”，尽管这里随系统而发生的事情已 

经超出我们的清醒认识和控制。一方面，工业社会只能被设想成 
一种民主体制；但另一方面，工业社会总是包含着一种可能性，即 
社会从推动它的缺乏知识的状态，转变到设想中的启蒙与进步诉 
求这个对立面。这种局面即将来临。对于这场已经开启的运动的 
进步属性，选择信仰抑或不信都会再次与当前的社会形式构成冲 
突，因为这种社会形式史无前例地把知识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当作 
自身发展的基础c信仰之争总是倾向于诋毀他人并树立新的火刑 
柱，但这里的信仰之争也开始促成一种致力于理性化解冲突的社 
会发展。
科学是让万事万物运转的重要因素，但它并不关注后果，它只 

会求助于决策 毕竟，现代性让一切都变成了决策。因此，重要的

晃，对“政治铁腕”的向往也在同步增长。对秩序和可靠性的渴求 
则让过去的幽灵复活。忽视副作用的政治所导致的副作用会破坏 
政治本身。我们最终也无法排除这样的情况：尚未被理清的“过 
去”或许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可能选项——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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疋 这里可以得出的推论——开放决策基础的获取渠道，这里 
的依据正是现代性的处方所拟定的“民主化”。政治系统中经过 
检验的全套器械应当同样扩展到外部环境。为此，我们可以想岀 
许多变异选项并付诸讨论。这些各具特色的建议从议会对企业技 
术发展的监管，一直延伸到在技术规划和研究政策的决策程序中 
纳入市民团体。前者是一种特有的“现代化专属议会”，各行各业 
的专家在其中仔细推敲、评估各个方案，并予以交付使用。
这里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由技术一经济的亚政治（经济和 

研究）构成的辅助政府或替代政府可以补足议会的职责。如果这 
种亚政治可以凭借其投资与研究自由而行使辅助政府的职责，那 
么，它至少需要在民主制度面前，就“理性化进程”中的基本决策 
进行自我辩护。但简单化的职责转移正是这种思维与政策方法的 
主要问题，即便这种方法反对再工业化策略的要求，但它依旧维 
持着与工业社会时代处方的联系。19世纪的“民主化”理解是以 
集权、科层化等观念为预设的，它进而与某些在历史上稍显过时的 
可疑条件纠缠在一起。
民主化能够实现的目标十分明确，即我们应当打破公共政治 

讨论落在研究与投资决策之后的现状。具体的要求是这样的：在 
作出有关微电子学或遗传工程的应用等根本性决策之前，它们的 
后果和影响范围等事项需要提交议会审议。这样做的结果不难预 
测，科层化的议会制会阻碍企业的理性化与科研工作。
不过，这只是未来模式的一种变体。至于另一种变体，我们可 

以用福利国家的扩张作为例证。大体上，围绕福利国家的论辩只 
是在类比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贫困风险。贫困风险和技术 
风险都是丁.业化进程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副产品。两种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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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拥有近似的政治轨迹，差别只在时间。因此，在应对技术风险 
时，我们可以从处置贫困风险的政策与制度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 
贫困风险的政治历史轨迹可以这样描绘：激烈否认，通过斗争实 
现的感知和承认，福利国家扩张的政治法律后果等。面对全球性 
风险处境，这样一种轨迹仿佛在新的高度上、在新的领域中不断重 
现。正如20世纪福利国家的扩张所表明的，否认不是面对工业制 
造的风险处境的唯一选择。相反，风险也可以转化成机遇，即借此 229 
扩大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和民主权利的保障范围。
有关这种发展的典型代表，我们在脑中浮现出了符合生态的 

福利国家的形象。这一选项可以对自然破坏和大规模失业这两个 
基本问题作出解答。相应地，我们可以按照福利政策的法律和制 
度的历史蓝本，来制定这种国家的法律法规与政治制度。我们可 
以设立执政机构，授予它们职权，从而有效地抵抗工业对自然的掠 
夺式开发。我们可以仿效社会保险设立•种保障体系，以便应对 
因环境和食品污染而引发的健康问题。当然，为此我们还需要完 
善现行法律基础，从而不再让受害方承受过于沉重的举证责任。
迄今，福利国家的十预已经表现出若干局限和后果，但这不 

会对生态学的扩张构成阻碍。此外，这里同样存在私人投资者的 
抵制。从福利国家保障的角度来说，这种抵制的基础在于工资和 
其他成本的上涨。所有企业都会受这种总体负担的影响.然而这 
个问题在技术政策的提案中是付之阙如的。对某些人来说，这是 
成本；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开辟了新的市场。可以说，成木与扩 
张机会在不同的部门和企业之间是分配不均的。由此可见，一种 
符合生态取向的政治同样可以找到实施的机会。在风险的选择性 
影响下，经济的利益联盟分裂了。但结盟的可能性依旧存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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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如今反过来帮助政治把“进步”的匿名塑造权带入了民主政 
治的行动领域c总体而言，只要有毒物开始威胁人与自然，只要理 
性化举措开始瓦解共同生活与劳作的现有基础，对政治的系统期 
盼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并可以被转化成民主政治创制权的扩张。 
这种符合生态取向的国家干预主义也有它的危险，而危险的源头 
正是那些福利国家的共生事物：科学权威主义和泛滥的科层制。
此外，与再工业化方案一样，这种思考也犯了一个根本性错 

误。这种错误假定，经过层层复制、穿过晦暗之境的现代性，拥有 
或者说应当拥有一个政治控制中心。换言之，控制的牵引绳应当 
交给政治系统及其核心机构——这就是这里的论点。任何与此相 
悖的情形都会被看作或判定为政治的失灵、民主的失灵等。一方 
面，在相关的设想中，现代性意味着自主、分化和个体化；另一方 
面，在现代性中分离的子进程的“解决方案”又企图按照议会民主 
制模式，重新实现政治系统的集权化。这不仅忽略了科层制集权 

230 主义和干预主义日益显现的阴喑面，而且甚至在那之前就已误判 
基本形势，因为现代社会并没有控制中心。有人可能会问，我们应 
该如何阻挡自主化不断扩大的趋势，把它控制在子系统或子单元 
能够自我协调的范围之内。但这个问题掩盖不住现代性缺少中心 
或控制的现实。

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自主化，也并不必然会别无选择地走 
向失范的单行道c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新的中间形态的相互监督 
它不仅能够避免议会集权主义，也能创建可供对照的辩护要求。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德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样板，譬如媒 
介公共领域、市民团体、抗议运动等。但只要有人把它们同制度性 
政治中心的假设联系在一起，这些新政治文化的意义就不会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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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蓝图的起始点是破除政治边界。这里的政治，是指在发 
达民主制条件下形成丁分化社会的主流政治、附属政治、亚政治 
及替代性政治的连续谱。我们对此的评估是，就算是民主化要求 
也无法逆转政治缺少中心的状况。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普遍化 
了’因而失去了 “中心”。从执行式政治向政治过程的转变不可撤 
销。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失去了它的特性，它的对立面，它的概念 
和运作模式。这不纯粹是令人悲伤的时刻，因为一个现代化的新 
纪元出现了，它的标志正是“自反性”概念。功能分化的“法则” 
遭到了去分化过程（风险冲突与合作、生产的道徳化、亚政治的分 
化）的破坏，失去了效力。在理性化的第二阶段，集权化和科层化 
的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僵硬社会结构，开始同灵活性原则发生冲 
突。在风险和不确定处境频繁出现的情况下，灵活性成了首先需 
要考虑的事情。除此之外，子系统和去中心化的行动单元“在外部 
监控卜的自我协调”构成了上述冲突的前提。对于这些新的自我 231 
协调形式，我们目前还无法给出过多预言。
在这种历史性转折的底下，隐藏着极易启动的结构民主化的 

萌芽「这种民主化以分权原则为出发点（就此而言，它已经包含

出来。它们可能会显得不合适、不稳定、有缺陷，仿佛游走在议会 
之外的合法性边界上。但如果有人把破除政治边界这-基本事态 
置于分析的核心，那么，这些政治文化作为实验民主的意义就会自 
动显现。在基本权利得到实现，亚政治不断分化的背景下，新形式 
的直接协商和共同监督将会经受考验，并超越中心化的控制与进 
步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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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的模式之中），并借助出版自由等权利获得了进一步发 
展。最迟到今天，经济系统已经表明它就是这样一个领域。经济 
系统不仅创造了进步（作为私人利益和技术压力的未预见后果）， 
也有力地推动了（亚）政治的发展，因为它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别种 
可能。同样是在这个领域，污染排放的所谓“经济一技术必要性” 
倏忽之间就因公众的压力而不断萎缩，成了诸多决策选项当中的 
一个。
对历史生性敏感的人早已预见，私人领域内发生的事情并不 

总是需要遵从婚姻家庭和男女角色的传统模式。但只有经历去传 
统化过程之后，人们才会知道或断定这一点。立法机构既没有权 
力，也没有机会对此加以干预。“隐私的附属政府”可以立即改变 
人们的共同生活关系，不需要依赖法案或决议。这是正在发生的 
事情,正如那些快速、多样而不断变化的生活关系所表明的。
工业社会延续至今的现实表象阻碍了我们对这一发展状况的 

认识。这里的评估认为：随工业社会出现并构成其制度的各类垄 
断，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虽然垄断打破K,但世界并没有崩溃。 
这些垄断包括科学对理性的垄断，男性对职业的垄断，婚姻对性的 
垄断，以及政治对政策的垄断。这些垄断因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变 
得摇摇欲坠，并带来了形形色色、不可预测且充满矛盾的后果。不 
仅如此，上述任何一种垄断都与现代性建立的原则相抵触。科学 
对理性的垄断把自我怀疑排除在外；男性对工作的垄断与现代性 
提出的普遍主义平等要求相对立。这同样意味着，有很多风险和 
问题是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中产生的，因为现代性原则在工业社会 
方案中遭到『切分，这些风险和问题就此立稳了脚跟。风险社会 
给痛苦中的人带来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的反面则是机遇：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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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工业社会的限制、指令和进步宿命论的同时，寻找并激活更多的 
平等、自由与独立，即现代性的允诺。
对当前形势和发展状况的感知与理解之所以遭到扭曲，主要 

是因为内部和外部之间、约定的和实际的角色扮演之间出现了系 
统性分歧。在诸多领域，我们仍旧按照工业社会的剧本来演出，虽 232 
然我们已经无法出演生活的实际状况所规定的角色；我们的表演 
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虽然我们一样知道，事情早已不是这 
个样子了。从19世纪到21世纪，“就像是”的姿态从不曾缺席舞 
台。科学家就像是占有真理，他们必须为了外部世界而这样做，因 
为他们的完整地位维系于此,政治家（特别是在竞选期间）有责任 
佯装拥有决策权，但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那是系统制造的传说， 
随时都可能被揭穿。
在工业社会的职能角色扮演和权力结构方面，上述虚构也有 

其现实性。反之，它们的非现实性则体现为丛林般的晦暗之境，这 
种晦暗之境正是自反性现代化的结果。我们同样难以断定，这会 
制造还是减轻困顿，在哪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因为概念本身的 
坐标系也受到了影响，并日趋模糊。为了可以从总体上描绘或把 
握分化出来的（亚）政治所达到的层次，我们显然需要一种不同的 
政治理解——原先理解的政治是在政治系统中参照民主模式实现 
专业化的政治。显然，政治并没有在普遍民主制的意义上实现普 
遍化。那政治的普遍化是什么意义上的普遍化呢？有何种收获和 
损失？或者更谨慎地说，破除政治边界对政治领域或者对亚政治 
与替代性政治的网络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初的观点认为，政治必须跟上在历史中展开的自我设限的 

步伐。政治不再是人们作出事关社会未来的决策的唯一场所，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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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就连核心场所也不算。选举和竞选活动的关键不是选出一位 
“国家领袖”
的所有好事坏事负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独裁体制下 
选出了一位独裁者，而不是生活在民主制当中。我们甚至可以这 
样说，政治集权观念的强弱与那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成反比，认 
识到这一点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使国家集权的虚构能够运作的压 
力也会制造一种共时性期待。相比于这种期待，现实中政治的交 
错状态则显得十分虚弱且失败，只能靠“铁腕人物”来矫正——尽 
管实际情况往往走向反面，即“铁腕人物”成为公民普遍抗争权 
（在主动合作或对抗的意义上）的先兆。
这同样适用于同一关系的另一方，即各种亚政治领域。经济、 

科学等亚政治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条件，因而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搞 
政治。亚政治不能再表现得像是没有做过它们实际在做的事情。 
这没有什么不体面的，也不需要去隐讳或掩饰。相反，这是对现 

233 代性开启的行动空间的自觉塑造和利用。当一切都可以支配，一 
切都成了人为努力的产物的时候，找借口的时代也就结束了。除 
非得到我们的允许和帮助，再也没有什么客观限制可以支配我们。 
当然，这不意味着一切皆可随心所欲。但这确实表明，我们必须脱 
下客观限制的隐身帽，开始权衡各种利益、立场或可能性。各种特 
许权不断累积并制造了当前的局面，它原本躲在进步的乐观主义 
的外壳之下，如今却已无法再奢求普世的有效性了。这就引发了 
一个问题，诸如重新界定生与死这样的研究，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章 
或议会的裁决，如何对它进行监管？更具体地说，我们如何在不扼 
杀研究自由（无它我们便无从生活）的同时，阻止人类遗传学耽于 
对未来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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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扩大亚政治的影响机会并从法律上予以保障。 
在此，主要的背景性条件无疑包括强有力的独立法庭和独立媒介, 
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保障性前提。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亚政 
治反控制体系中的两大支柱。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光有这些 
是不够的这里需要一个补充性步骤。所有垄断者都髙举自我克 
制的可能性，但我们必须为他们加上自我批判的可能性匚换言之, 
迄今为止，对于在职业和企业管理的主宰之下那些需要艰苦奋斗 
的事情，我们必须从制度上提供保障：对抗性专业知识、替代性职 
业活动，职业或企业内部对自身发展风险的讨论，受压抑的怀疑主 
义c就此而言，波普尔无疑是正确的：批判就意味着进步。只有当 
医学反对医学，核物理反对核物理，人类遗传学反对人类遗传学, 
信息技术反对信息技术的时候，人为创造的未来才可能得到外部 
此界的理解与评估。为各种形式的自我批判创造条件并不是什么 
危险的事情，相反，这可能是提前发现错误的唯一途径，这类错误 
迟早都会对我们的世界造成不利。

至于具体需要哪些规章和扶持，我们还无法详述其细节。但 
只要能减少那样的规定，即不至于使人成为其顶头上司意见的奴 
隶，我们就能获益良多。或许下述情况也是可能的：工程师会报告 
他们在企业中的经历，会报告他们看到或制造的风险，或者至少不 
必一离开工作岗位就把这些抛诸脑后。这里无疑也为工会留下了 
一个重大的新任务。如同罢工权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一样，人们 
也要争取并确保职业与企业内部的技术批判权。自我批判的制度 
化是如此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窍门，那么在许多领域, 
我们就既不能识别风险,也无法找到规避风险的其他方法。
这自然会对研究带来一些影响科学研究有必要就特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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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计划的风险提前进行充满争议、剑拔弩张的讨论。这种讨论不 
仅应当出现在专业小圈子内部，也需要在制度的保障下，扩展至跨 
专业的局部公共领域。这种讨论可以什么样的形式组织起来？跨 
越职业或凌驾于职业之上的那些机构应当行使何种可能的监督？ 
考虑到这是从未被书写的一页，想必我们无法进行预想。
官方政治也将因此而获得大量影响机会。设想一下，如果我 

们拥有一种有效的、论据确凿的替代性医学,有关降低公共卫生开 
支的讨论就会充满生机。不过，这自然也意味着，政治无法重建其 
在政策上的垄断地位。对不同的亚政治领域来说，这里存在着一 
种决定性差别，其重要性也会日益凸显：为了特定利益和立场的斗 
争在经济领域（科学领域也一样）肆意喧嚣，或者应当肆意喧嚣； 
与此同时,政治系统却在搭建通用（合法）的一般框架,检验法规的 
普遍适用性,并制造共识。
这表明，政治的保存、调解、话语和象征功能可以成为其核心 

使命。这些功能虽然处在虚假权力建构的阴影之下，但已悄然占 
据了支配地位。与亚政治的诸中心相比，政治毋宁展现出一种保 
存效应。因此，我们要保护社会权利和民主权利已经取得的成就 
（甚至使它免受自己阵营的侵犯），并不断加以扩大。与此相反，技 
术创新想必会继续行走在不断自我削弱的悖谬道路上。这条路上 
的法律和制度条件会不断完善，从而使运行中的社会试验过程和 
学习过程（个体化进程培育的新生活方式，职业内部的多元化与批 
判）有可能对抗现存的各种约束。美好的老工业社会的门面仍旧 
屹立不倒。在这外表之下，除了某些领域的风险和危险之外，政治 
与亚政治的分工及分权的诸种新形态有没有可能在今天就开始显 

235 现并流畅运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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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ender反现代化与性别， 
108; and politics反现代化与政 
治,192； and progress 反现代化 
与进步,11,13,214

credibility 信誉,59
crises, social, as individual 体现在 
个体身上的社会危机,89,100

criticism 批判；cultural 文化批判， 
12,59,71,202; right to 批判权, 
234

culture文化；class阶级文化，13, 
113； new political 新 政治文 
化.190, 194. 195—199,201, 
203,223; and techno-economic 
development文化与技术一经济 
发展.200—203

cycles of damage 损害圈，32—33

103—109,112, 114, 115—119； 
in science科学中的冲突，157, 
160—161

consciousness of risk 风险意识， 
27—28,34,53,55—56,70, 
71—76 ； effects 影响，76—80 ； 
increasing 增长,56,59,90,101, 
156,161

consumption, mass 大众消费，132 
continuity, of industrial society 工 
业社会的连续性,12,14

contracts合同；labor劳动合同， 
142, 147, 148； 
同,107,117

contradictions 矛盾；in individualization 
个体化中的矛盾，131.136-137; 
of industrial society 工业社会的 
矛盾,14,106,112,116,137,154, 
207； of politics 政治矛盾，192, 
194,225； of science 科学矛盾， 
155—156, 159, 165, 171—172, 
177,181

control, social 社会控制；and 
catastrophe社会控制与灾难， 
79; and democracy 社会控 
制与民主，230—231 ； and 
individualization 社会控制与 
个体化,90,128,132—133； and 
science社会控制与科学，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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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经济；development 经济发 
展.56 ； and industrial society 经 
济与I •业社会，225； and risk 
definition经济与风险界定，227；

decision-making决策的去中心 
化,191 — 192,233； of politics 
政治的去中心化，183,195, 
231—232； of work工作的去中 
心化，129,142,143—144,147— 
149

decision-making 决策；concentration 集 
中决策，218一219; decentralization 
去中心化决策，191—192,233； and 
judiciaiy 决策与司法，196； political 
政治决策，188—189,191—192, 
207~~208； and private sphere 决
策与私人领域，198； and risk 
definition决策与风险界定，227; 
technological 技术决策，202— 
203,207—211,212—213,223, 
225—226,228—229

democracy 民 主（制）；bisection 
遭到切分的民主，192； and 
disempowerment of politics 民主 
与政治的削弱，191—199,228— 
231,232； effects of catastrophe 
on灾难对民主的影响，28,78— 
80, 228 ； parliamentary 议会民 
主 制，14, 184, 188—189； and 
techno-economic sphere 民主与 
技术一经济领域，14,228—231

determinism 决定论,175,216 
diagnosis, and therapy 诊断与治疗・

204—205,211
differentiation, functional 功能分化，11, 

129,231—232； and dedifferentiation 
分化与去分化,70,231

disease 疾 病；generalization 疾 病 
的泛化,205,210； symptoms and 
causes症状与原因，175—176； 
另见illness, chronic慢性病

distribution of risk 风险分配，13, 
19—20,26—27,35—36,75,87, 
153； boomerang effect 回旋镖 
效 应，23,37—39,44 ； internal 
内部风险分配,117； and social 
class风险分配与社会阶级, 
35—36

divorce 离婚；effects on men 对 
男性的影响，134； effects on 
women对女性的影响,12,89, 
93 J11,112,121

dogmatization. in science 科学中的 
教条化,164

Durkheim, Emile涂尔干，埃米尔，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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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ies,dysfiinctionality 工厂的机 
能障碍,220—221

fallibilism 可 误 论；in research 
practice研究实践中的可误论， 
166—167, 173 ； in theory of 
science科学理论中的可误论， 
156, 165—166；另见infallibility 
of science科学的无误性

falsification principle 证伪原则，

162—163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 男女平 
等.103—104,121—126,198

estimability 可评估性，171—172 
ethics伦理；implied隐含的伦理，

28—29,81,176； long-distance 远 
程伦理,137； and medical technology 
伦理与医学技术,206—209； new 
ecological 新生态伦理,77,79, 
215； scientific 科学伦理，70.207— 
208

expectations. research 研究预期. 
171—172

experts, and public 专家与公众， 
27,30,57—58,61, 137, 155— 
156,160—161,165,168,173

expropriation, ecological 生态剥 
夺，23,38—39

and risk production经济与风险 
生产,60.232； uncertainties 不确 
定性,215—216；另见growth, 
economic经济增长

education 教育；and individualization 
教育与个体化.93T4.9I7, 
133,13 —136； and risk distribution 
教育与风险分配,35； for women 
女性的教育，103—104,111,120, 
132,198

Elias,N.埃利亚斯，127
embryo transplantation 胚胎移植技 
术,205—206

empiricism, scientific 科学经验主 
义,180

employment 就业；part-time 兼圳I, 
141, 143, 146—147, 149； and 
technology就业与技术，145— 
147, 200； of women 女性就业， 
120—121, 124—125, 141,146. 
147—149, 198.226；另见 labor 
劳动；labor market劳动力市场； 
work工作

environmental movement 环境 运动； 
and critique of science 环境运动 
与科学批判,162； political政 
治性环境运动，25, 74； and risk 
consciousness环境运动与风险 
意识・72； scientizalion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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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yerabend P.费耶阿本德，166 
flexibility 灵活性,231 
foodstuffs, toxin content 有毒食品， 

25—26,55
forests, global risk to 全球森林 
危 机，21,31—32,36,38,55, 
197—198

fbture 未来；possible scenarios 未 
来的可能场景,179,223—235； 
projected risks预期中的风险， 
33—34,52,55

G
gender 性别;and individualization 
性别与个体化,89, 105—107; 
liberation 性别解放，109—115； 
relations 性别关系，13, 103— 
126,185,198;另见conflict 冲突

genetic technology 遗传工程，51, 
117, 200,203,205—207,211, 
229,234

Germany德国；family life家庭生活， 
118; inequality and individualization 
不平等与个体化,91,92—95,97 ； 
maximum concentration of toxins 最 
大有毒物含量，65—66；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政治参与，198—199； 
risk distribution 风险分配,20,37； 
unemployment 失业，140—141

141,165—166
family 家 庭；conflicts 冲 突， 

103—109, 112, 114. 115； future 
developments 未来的发展，11 — 
126; individualization 个 体化， 
89,105—124,130,132 J34,198; 
negotiated provisional 临时协 
议家庭，129； and new forms of 
living together家庭与新的共同 
生活形式，114—115,116,119, 
123—126,232; nuclear 核 心 
家庭，13, 104—105, 106—110, 
114, 119—121 ； and the single 
person家庭与单身，121—123, 
125;另 见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男女平等

fatalism 宿命论；ecological 生态 
宿命论,37； scientific科学宿命 
论，172,178—179,180,232

fate命运；gender性别命运，107, 
110； risk as作为命运的风险, 
40—41,52—53,78

fertilization t in vitro 体夕卜受精, 
205—209,211

fertilizers 化肥，27, 51 ； controls on 控 
制施肥，79; and soil contamination 
化月巴与土壤污染，32—33,37； and 
threat to water化肥与水源威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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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abermas, Jurgen 哈贝马斯，于尔 
根；and modernization 哈贝马斯 
与现代化，61, 136； and the state 
哈贝马斯与国家，189,190

hazards,危险；见risk风险
health健康；insurance健康保险， 

230； threat to 健康威胁,83, 
143,179

herbicides, health effects 除草剂对 
健康的影响,25

history历史；end历史终结，11— 
12； loss of 失 去历史，153; as 
present作为当下的历史，135

housework, restructured 重构的家 
务劳动,110—112,121

globalization 全球化；of industrial 
society工业社会的全球化， 
184； of industries 产业的全球 
化，22； of risk风险的全球化， 
13,21—22,36—44,49,51—56, 
63,80,154

green revolution 绿色革命,42
growth, economic 经济增长，11, 

40,45,71,140,201,225
guilt负罪感；infemily life家庭生活中 
的负罪感，113; and individualization 
负罪感与个体化,136

identity, social 社会认同；choice of 
社会认同的选择，88,90, 136； 
and class社会认同与阶级， 
100； conflicting冲突的社会认 
同，98—99； and gender 社会认 
同与性别,109—115

illness, chronic 慢性病，128—137, 
204—205

Imhof, Arthur E.伊姆霍夫，阿图尔， 
110,127

immiseration 贫困化；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贫困化，51—57； material 
物质的贫困化,21—22,95—96, 
106,144

income收入；minimum最低收入， 
149 ； redistribution 再分配，143 

individualization 个体化，74, 87—
90, 153； analytical model 分析 
模式，127—129; of biographical 
patterns人生模式的个体化， 
87—88,90, 128—137； and class 
formation个体化与阶级形成， 
95—99； consequences 后 果， 
130, 162； and the family 个 体 
化与家庭，105—24,130,132, 
134,198； of lifestyles 生活方式 
的个体化，91—92； as new form 
of societalization 作为新的社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I 334

international 国际不平等，20, 
23,40,41一44； relations 不平等 
关系，87； stability 稳定性,91一 
101

infallibility of science 科学无误 
论，14,54,158,164,175,177— 
178；另见fallibilism可误论

information （hM ； importance of 信 
息的重要性,218,233； scientific 
科学信息,58

inib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121, 197； and employment 信息 
技术与就业，13, 141,145, 147, 
200,215—218

insecurity 不安（感）；coping with 
应对不安，76,98, 1 53 ； and 
employment不安与就业，144. 
220； increase in 不安的增长，21, 
227—228； and judiciary 不安与 
司法，197; in science科学引发 
的不安,165,173—174,179,180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制度化与个体化,90, 130-137, 
153

interest groups 利益集团，48, 188, 
191,192,195,200

interventionism 干预主义；decrease 
减少干预,185,187,191,198; 
ecological生态干预主义,230;

会化形式的个体化，127,130- 
131 ； of social risks 社会风险的 
个体化，100, 136； and society of 
employees个体化与雇员社会， 
99—101

individuals 个体；and labor market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87—90; and 
society 个体与社会,100,127, 
135—136

individu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个性形成与个体化,128

industrialization, as producer of 
hazard作为危险制造者的匸业 
化,21—22,31,40,80,229

industiy 工业；automation 工业 自动 
化，215~223；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灵活的专业化,215,220； limitations 
on management 管理的限制，78； 
plant paradigm 工厂典范，217,219, 
221—222

inequality不平等;class阶级不平 
等，23,35—36, 83,88—89,91, 
184一185,223； consciousness 
of不平等意识,115—119； 
gendered性别不平等，103— 
104, 107, 109, 112, 120, 123— 
126; and individualization 不 
平等与个体化,91—92,95— 
98 , 100—101 , 1 29,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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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增加干预，78—79,186, 
189,200

invisibility of risk风险的不可见 
特征，21—23,27—28,40—41, 
44—45. 53—55. 73—74, 162, 
170

L
labor 劳动；destandardization 去标准 
化，139—149； gender division, 
性别分工，13, 103—109, 115— 
117,120； pluralization of forms 劳 
动形式的多元化,221—222； 
scientific division 科学分工， 
59, 160, 174； specialization 专 
业 化，70, 178—179；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系统性转变,221; 
unpaid consumer无偿劳动的顾

Japan, and causation of risk 日本与 
风险归因,63—64

judiciary 司 法,193, 194, 195,
196—197,234

consumer 
客，219—220

labor law, differentiation 劳动法的 
分化,95,97,100

labor market, and individualization 
劳动力市场与个体化，87—90, 
92—95,99, 111 — 1 12, 121 — 
123,130—134,149,153

lead,in milk 乳中的铅,25,37
legalism,normative 规范法条主义， 

134
legitimation 正当化；of modernization 
现代化的正当化,20； of risk风 
险的正当化，22,34, 175,203； of 
techno-economic sphere 技术一经 
济领域的正当化,186—187,203, 
212—214,222.225—226

Kant, Immanuel康德，伊曼纽尔， 
73

knowledge 知识；access to 获取知 
识，54； lack of缺乏知识，64— 
69； practical 实践知识,172; 
production 知 识牛产，172； of 
risk 风险知识，23—24,26—34, 
51—84； in risk avoidance 规
避风险的知识，35—36； role 
in modernization在现代化中 
的作用,46.228； scientific 科 
学 知 识,156—157,159, 167, 
173—174, 177, 181,209—210； 
demonopolization 知识的去垄 
断化，154,16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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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anageability, technical 技术的可 
管控性,29—30

management of risk 风险管理，19— 
20,45； preventive 预防性风险 
管理,34,48,71

Mannheim,Karl 曼海姆，卡尔，165 
market市场；mass 大众市场， 

132； and private life 市场与 
私人生活，103—104,108, 
116, 120—124, 130—131；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市场 与科 
学知识，164； self-abrogation 市 
场的自我扬弃,219—220

market opportunities, risks as 作为 
市场机会的风险,46,74,211

marriage, conflicts 婚姻冲突，103— 
109,115—117,122

Marx,Karl 马克思，卡尔，19,225； 
on individualization 论个体化, 
95—96,98, 100, 127; on labor 
论劳动,148； on science论科 
学，165； on the state 论国家， 
188—189

media媒介；access to媒介渠道， 
32,46； independent 独立媒介， 
234； and individualization 媒介 
与个体化, 101,132—133, 137; 
publicity媒介公共领域,193, 
195, 196, 197—198,231； and 
risk definition 
23

medicine, as sub-political sphere 作 
为亚政治领域的医学,204—212

men 男性；and fatherhood 男性与 
父亲角色，109,112,113,206； 
gender roles 性别角色，112— 
113

mobility, and individualization 流动 
与个体化,94—95,97,100,105, 
107, 116—117, 122, 124—125, 
127

modernization 现代化；critique 扌比 
判，72； effects 影响，51—52； 
另见 individualization个体化； 
and industrial society 现代化 
与工业社会,9—10,107,153—

life, medical definition 医学定义的 
生,210—211,234

life expectancy, increased 预期寿命 
提高,110

loneliness 孤独,108,114,118,123
Luhmann.N.卢曼,23,56,137

levels, acceptable 极限值，25,54— 
55,61,64—69,77—78.179

liber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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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ation states, undermining of borders 
瓦解民族国家的边界，23,36, 
47—48,189

nature 自 然；human consciousness 
of人类的自然意识，55,74； 
mastery 征服自然，24—25.81, 
200,207 ； and society 自然与社 
会,80—84,87,154

needs, and risk production 需求与 
风险生产,56

neutrality, in science 科学的中立 
性,170,174

nitrates, threat to water 威胁水源的 
硝酸盐,33

nuclear risk 核风险；effects 影响， 
22； and fallibilism 核风险与可 
误 论,177—178； perception 感 
知.75; trivialization 轻视，60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48,75

154,225—228,230—231 ; 
political政治现代化，193— 
194.231; as rationalization 作 
为理性化的现代化，228; self
politicization 自我政治化,183；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现代化 
与社会转型,87—90,121—122 

modernization, reflexive 自 反性现 
代化,19, 153； and education 自 
反性现代化与教育，93—94； 
and employment自反性现代 
化 与就业,141,148—149； and 
individualization 自反性现代 
化与个体化,97—98,99,131, 
135—136, 153； and industrial 
society自反性现代化与工业社 
会，10—14.87—90, 104—105, 
108; and politics自反性现代化 
与政治,76—80, 154, 183,190, 
191, 194,231—233； 'private' 
“私人”层面，108, 109.115, 
204； and recognition of risk 自 
反性现代化与风险的承认，76— 
80； and risk自反性现代化与 
风 险，21—22, 57； and science 
自反性现代化与科学，154, 
156, 158—160, 171, 181；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自反性现 
代化与技术进步,202

monarchy, democratic
191,192

morality,道德；见 ethics 伦理 
movements, new social 新 社会运
动，11,90,190,195,223,231

Muller,Carola 穆勒,卡萝拉，147 
myth of industrial society 丁•业社会
的迷思，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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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tion, and risk avoidance 饮食与 
风险规避,35—36,179

183, 185, 192, 195, 199,202— 
203

particularism, in science 科学中 的 
特殊主义，167

partie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政党与社会变迁，188,190

people 人；consequences of 
pollution for污染对人的影响， 
24—26 ； effect of toxins on 有 
毒物对人的影响，68—69； and 
effects of risk recognition 人 与 
承认风险的影响,77

perception of risk 风险感知，21, 
27,44—46, 55,57—59,75, 
227； and social identity 风险感 
知与社会认同,99

pesticides 杀虫剂；definition 界定， 
65一66； safety limits 安全限度， 
25,54, 137; Third World use 第 
三世界对杀虫剂的使用,42,44

plant species, threat to 植物濒危， 
37—38,56,83

Plato柏拉图,73
pluralism, liberal自由多元 主义； 

biographical 人生层面，114— 
115,119—120； and risk 自由多 
元主义与风险,48

politics 政治alternative 替代性 
政治，194 ； autonomy自主性，

O
objectification of errors 错误的客体 
化,159

objectivity 客 观性；and risk 
definition客观性与风险界定， 
29； in science科学的客观性, 
29,174

obscurity,new新的晦暗之境，190
occupation 职业；and risk distribution 
职业与风险分配，35;另见labor 
劳动；labor market劳动力市场； 
work工作

Offe. C.奥费,110,189

parenthood 亲子关系，105, 108— 
109, 110—113, 116,118—119, 
125,198

parliament 议会；decline as political 
center议会作为政治中心的 
衰 落，188,192,194,192,223, 
226—227 ； and democratization 
议会与民主化，229 ； and medical 
technology议会与医学技术， 
208—209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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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87, 189,223; and class 
society政治与阶级社会，91； 
as contingent具有偶变性的 
政 治,191, 199； differential 
差异化的政治,231—235； 
disempowerment 政治削弱， 
186—187, 191 — 199,223 — 
228； and employment 政治与 
就业，141,146, 149； and gender 
relations政治与性别关系， 
99, 119； loss of function 失 去 
功 能，187—190； and medical 
technology政治与医学技术， 
208—209； new political culture 
新政治文化，190, 194, 195— 
199,200—203; and politicization 
of nature政治与自然的政治化， 
80—84； and pollution 政治与 
污染，24 ； and private sphere 政 
治与私人领域，24, 105—106, 
109, 116—117,119, 126, 132, 
198； recentralization 再度集权 
化，230—231 ； reflexive 自反性 
政治,76—80, 154, 183； and risk 
政治与风险，78,225—227； and 
science政治与科学，81—82, 
170,172—174,188； as source of 
solutions作为解决方案的政治， 
31,48—50, 191； sub-politics 亚

政 治,14,190,192—194,203, 
223,233—234； differentiation 
分 化.193—198;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T•业自动化的， 
215—223； of medicine 医学的， 
204—212； of techno-economics 
技术一经济学的,183—187, 
199,200—203,212—215,223— 
225,228—231 ； unbinding 破除 
边界. 154,185,190—199,231— 
233 ； and voting behavior 政治 
与投票行为，190；另见business 
经济；democracy民主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污染者付费 
原则,39,63

pollution, industrial 工业污染, 
21 ； distribution 分配，24一26 ； 
limitation 限制，64—68； as 
s叩ra-national跨国工业污染， 
23,40； visibility 可见性，55

Popper. Karl 波普尔,卡尔，141, 
165—166,234

population levels 人口 水平,204 
post-Enl ightenment 后启蒙,9 
post-industrialism 后"E业主义，9 
post-modernism 后现代性,9 
poverty 贫困；and modernization 
贫困与现代化，20, 229； and risk 
distribution贫困与风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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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41—44； fbr women 女 
性的贫困,89,111,121

power 权力，188—189； relationships 
权力关系,194； of science科学 
的权力，165

powers, separation 分权，193,209, 
213,224.232

press freedom 出版自由，193,197, 
232

prevention of risk 风险预防， 
34,48,57； and dangers of 
authoritarianism 风险预防和威 
权主义危险,79—80

private sphere 私人领域； 
enlargement 扩大，98, 100； and 
social structure私人领域与社会 
结 构,101—126, 130—133； as 
sub-political sphere 作为亚政治 
的私人领域，198—199,232

privatism, political 政治私人主义， 
98

probability of risk 风险概率，29— 
30

problems, production and solution 
chains解决问题和制造问题的 
链条，178

production, mass 大规模生产，11, 
217,219—221 ； decentralized 去 
中心化的大规模生产，217—

218； moralization of大规模生产 
的道德化，222； and reproduction 
大规模生产与再生产，13,123, 
124, 129, 154； and social labor 
大规模生产与社会劳动，142 

productivity生产力；rise生产力提
高，145,146—148,201； and risk 
production生产力与风险生产， 
60—61,67,70

professionalization 职 业 化，14, 
164,209—212

progress 进步，13—14,40,45,58— 
59,144, 155, 183； critique of 进 
步 批 判，11,160-162； end of 
consensus进步共识的终结， 
200—203 ； and medical technology 
进步与医学技术,204—212； and 
possible iuture进步与未来前景. 
223—235； and social change 进步 
与社会变迁,184—187,190,214

property,devaluation 财产贬值， 
23,38

protection 保护；effects on economy 对 
经济的影响，56； and production 
process保护与生产过程，70— 
71 ； regulations 保护规章,42

pseudo-croup in children 儿童的假 
性哮吼,61

psychology, and individ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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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adioactivity 放射现象；as imperceptible 
不可触知的放射现象，27； as risk 
作为风险的放射现象,22—23

Rat der Sachverstandigen fur 
Umweltfragen环境顾问理事 
会，25,33,37,79

rationality 理性；instrumental 匚 
具理性,172； scientific科学理 
性,29—30,40,45,57—71,155, 
156—159, 164—165, 172, 174, 
179—181 ； demystification 祛
魅，10,71, 197,226,232； social 
社会理性，29—30, 58—59,61— 
62

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effects 理性 
化效应,22； primary初级理性 
化，216, 228—229 ； reflexive 自 
反性理性化,140,216—217

reactor safety, quantifiable risks 核 
反应堆安全的可量化风险,29

reality, and science 现实与科学， 
166—167,180,211

reality/unreality of risk 风险的现实 
性与非现实性，33—34,44—45, 
52,55,73,77,170

recognition of risk 风险承认（识 
别）,23—24, 34, 62—63,71— 
72； and political dynamics 风险 
承认与政治动力,76—80,99； 
and science风险承认与科学， 
160,162—163

4 red lists' “红色名录 ”，37
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224— 

228,230
Rerrich,Maria雷里希，马里亚，118 
research, scientific 科学研究； 

fallibilism in 可误论，166— 
167； specialized context 专业背 
景，179; risk 风险，54—55,63, 
82 ； technical 技术政策，212— 
213,226

responsibility 责任；lack of 缺乏 
责任，33,49,61,214； of politics

心理学与个体化,100,119
public 公众；criticism from 公众 
的 批评，31—32；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公众与T.业结构， 
222； and medical technology 公 
众与医学技术,207—208; and 
science 公众与科学，155—156, 
158, 159—60, 165, 168;另 见 
experts,and public 专家与公众 

publicity 公共领域；importance to 
industry对丁.业的重要性，32— 
34,223; media媒介公共领域， 
193,195,196,197—198,231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26； expansion

I 342

政治责任,227； redistribution 责 
任分配,78； social/legal社会或 
法律责任,27—28,64

rights, civil 公 民 权，183,190, 
193—196,227

risk 风险；avoidance 规避，35— 
36,56； calculation

34—36, 57； as fate 作为命运 
的风险处境,40-41 ； global全 
球风险处境,47 ； as non-class 
position与阶级无关的处境， 
39—40,41,53—55

risk research 风险研究，170

safety 安全；regulations 安全规章， 
42； as value system 作为价值体 
系的安全,49

scapegoat society 替罪羊社会，49, 
75

scarcity, and modernization 稀缺与 
现代化，19,20,47

Schelsky, Helmut舍尔斯基，赫尔 
穆特,140

science 科学；ability to learn 学习 
能力，177—178; alternative 替 
代性科学,57,161,165,169, 
179； critique 批 判，11,45, 
59,71—72, 156, 159—162, 
165, 169, 180； demystification 
祛 魅,10,14,59,71,156； 
difterentiation 分 化,167,171, 
173 ； and exclusion of social 
reality排除社会现实，24— 

扩张,161;
feudalization of cognitive practice

计算， 
22,29； critique 批 判，176； 
denial 否认,61,62― , 70,75； 
detemination 确立,28—29,57—58, 
169-170,176； hidden 隐蔽的风 
险，25 ； monitoring 监 测，60 ； 
multiplication 成倍增 长，62, 
177； production 生产，12—13, 
19—21,22—23,32,56, 153— 
154； residual 残余 风险，29；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科学建 
构，154, 155, 162—163； social 
construction 社会建构,22—23, 
155; society-changing 社会变 
迁的风险，154； symptoms and 
causes征兆与原因，175—176； 
另见side effects副作用

risk definitions 风险界定，23—24, 
29,176,226—227； multiplicity 多样 
性，31—32； pnxhiction/consumption 
风险的生产或消费,46,56； 
social社会风险界定,23

risk positions 风险处境,2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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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56； primary 
初级（简单）科学化，155, 158- 
160, 163—164, 165, 169, 175; 
of protest抗议的科学化，162— 
163； reflexive自反性科学化， 
155—156.158,160—161,164— 
169,172—173,175,196

认知实践的封建化.167—170； 
generalization 普遍化,14,168; 
objective constraints 客观限制， 
173—175, 176, 177—180, 183, 
234； and politics 科学与政治， 
81—82,170,172—174,188,203, 
233—234； and risk determination 
科学与风险确立，57—59, 
155; and risk multiplication 科 
学与风险的成倍增长，62, 
177； role in modernization 现 
代化中的作用，228； social 
agenda 社会议程，16 —161 ；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70, 
154, 158, 175, 178—179, 181； 
theory of 科学理论,165—166, 
170；另见fallibilism 可误论； 
infallibility of science 科学无 
误论；knowledge, scientific 科学 
知 识；progress 进 步；rationality, 
scientific 科学理性；technology 
技术

scientization

secularization of truth 真理的世俗 
化,166

sclf-criticism 自我批判，70, 234— 

235
self-interest, enlightened 进步的自 
利，223,232

self-sufficiency, loss of 失去自足， 
99

Seveso accident 塞韦索事故,68 
sexuality,性;见gender, relations 
性别关系

side effects 副作用，19—20, 23— 
24,27,34,37,51,60—62； 
assessability 可评估性，170— 
181； political 政治副作用，77— 
80； social change as 作为副作 
用的社会变迁，132, 184—187, 
223—224； technological 技术副 
作 用,13, 156—157.212—214, 
227 ； unacceptability 不可接受 
性，177； unpredictability 不可预 
测性,27—28,178;另见risk风险

Simmcl, Georg齐美尔，格奥尔格, 
94,127,130

skepticism, scientific 科学怀疑主 
义，14, 154,156, 159—160, 
163—165,173,174,177

Smith.Adam 斯密，亚当，223 
societ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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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与个体化,90,130—131 
society,class 阶级社会，13,44,46, 

49
society, industrial E 业社会；as 

feudal封建的T.业社会,106— 
1 09 , 1 I 8—119；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工业社会与性 
另0 分工，104—105, 123—124； 
and methodical skepticism 工 业 
社会与方法论怀疑主义，14； 
modernization 现代化,一 
12, 13, 107, 153—154,225— 
228,230—231; as permanently 
revolutionary持续变革的「•业 
社 会，11—12； and production 
of risk工业社会与风险生产， 
57, 153； return to 重返 工业 
社 会，224—228 ； sociopolitical 
dynamic社会政治动力，87— 
90； as work society 作为劳动社 
会的T•业社会，13, 139—144； 
另见class阶级；work工作 

society,risk 风险社会，153—154； 
as catastrophic society 作为灾 
难 社会，78—79； as industrial 
society作为工业社会，9, 13, 
20—21,71,81； opportunities 机 
遇，15 ； as politically reflexive 
具有政治自反性的风险社会，

183； as self-critical 自我批判的 
风险社会，176； social & political 
dynamics社会与政治动力， 
51—84, 99； and speculative age 
风险社会与推测的时代，72- 
74； and wealth production 风险 
社会与财富生产，12-13,19,
45— 46,153； and work 风险社 
会与 工作，144—145； as world 
risk society世界风险社会，23,
46— 50

society, scarcity 稀缺社会，19,20 
sociology 社会学；cognitive 知识
社会学，55； and individualization 
社会学与个体化，92； and 
politics社会学与政治,199； 
role社会学的作用，82—84, 
180—181

soil 土 壤；contamination 土壤污 
染,32—33 ； decline in fertility 
土壤肥力下降，38, 179； erosion 
土壤侵蚀,38

solidarity, in risk society 风险社会 
的团结,49—50,74,125

standard of living, changes 生活条 
件的改变,91—92,95.96. 184, 
201

standardization 标准化；and 
destandardization of labor 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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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aboos on risks 风险禁忌，34,157— 

158
Taylorism 泰勒制，146—147,215
TCDD toxin 二ft恶英,68
technology 技 术；automation 自 
动化,141, 145—146, 153, 189, 
215—223； 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economic sphere 技 
术一经济领域的民主化，228— 
231 ； and employment 技术与 
就 业,13, 145—147,200； and 
exclusion of social reality 排除 
社会现实,24—25； and fallibility 
技术与可误性，177； medical医 
学 技 术,204—212； objective 
constraints 客观限制,184,186； 
policy dilemma技术政策的困 
境，212—215； and social change 
技术与社会变迁,183—187, 
191,200—203,212,228;另见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 技 
术；progress 进步；science 科学 

televis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电
视与个体化,132—133 

therapy,and diagnosis 治疗与诊断,
204—205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population 
growth 人口 增长，204 ； transfer 
of hazardous industries to 把有 
害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41— 
44； threat, of potential risk 潜在 
风险的威胁,33—34,52,162

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 三英里 
岛核泄漏事故,27

toxins 有毒物；acceptable limits 
有毒物的可接受限度，54—

标准化和去标准化，139-149； 
and individualization 标准化与个 
体化,90,130,131—132

state 国家；demystification 国家的 
祛魅,190； power 权力，127, 
187—189, 191, 193—195,202, 
213,225,233

stratification, social 社会分层,91— 
92

structure, social, new 新的社会结 
构,99—101

subject, political 政治主体，48— 
49,55； technical control 技术控 
制,206—207

sulfur dioxide, effects on children 
二氧化硫对儿童的影响,6】，63

system concept 系统概念,32—33
system theory 系统理论，70； and 

subsystem boundaries 系统理论 
与子系统边界，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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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ncertainty 不 确定性，71, 109, 

157,173,215
underemployment 未充分就业，13, 

89,129,140—149
unemployment 失业；and individualization 
失业与个体化,93,111; mass大规 
模失业，13,88-9,111,120,124,134, 
140—142, 145—146, 149,223. 
224—225,230； and social class 
失业与社会阶级，35; structural 
结构性失业,216; threatened失 
业威胁,45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in education 
教育中的普遍主义，93； and

value systems 价值体系，49,58, 
203

Veblen, Thorstein凡勃伦，索尔斯 
坦,200—201

Villa Parisi. Brazil 维拉帕里西，巴 
西,43

visibility 可见性;见invisibility of 
risk风险的不可见特征

55,61,64—69,77—78, 179； 
'residential' “残留”毒素，39； 
synergistic effect 协同作用， 
66—67,179； wastes 有毒废弃 
物,178

tradition 传统；class 阶级传统，13, 
96； and modernization 传统与现 
代化,11,12,14,128,131,153, 
225； and scientization 传统与科 
学化,15化158

trust 信任,32,45
truth, and science 真理与科学， 

166—167 J69.233

W
water,pollution 水污染，33,36,55, 

178
wealth 财富；distribution 财富分 
配，13, 19—20,26,34,44,75; 
production 财富生产，12— 13, 
19,22—23,45,153—154

Weber, Max 韦伯，马克斯，19.24, 
81,92,121; and individualization 
韦伯与个体化,96,98,100,127； 
and rationalization 韦伯与理性 
化，22； and rise of capitalism 韦 
伯与资本主义的兴起,200—201

modernization普遍主义与现代 
化,14, 104； in politics 政治中 
的普遍主义，195

US 美国；biological research 生物研 
究,162； unemployment 失业,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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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liberation 妇女解放，108, 
109—115, 120； and motherhood 
女性与母亲角色，109,110— 
111,118,121,205—206

work 工作；destandardization 去标 
准化，139—149； and family T_作 
与 家庭，103—104； in industrial 
society工业社会里的工作， 
185； temporary 临时工作，148； 
working hours 工 时,13,99, 
129, 142—143, 145—148; 另 
见 decentralization 去 中 心化； 
employment 就业；laboi•劳动

world society 世界社会；and 
individual世界社会与个体， 
137； as utopia作为乌托邦的世 
界社会,46-50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and autonomy 
of political system 福 利国家 
与政治系统的自主性，189, 
223； ecological variant 符合生 
态取向的福利国家,230； and 
individualization福利国家与个体 
化，94—95, 130, 153； and social 
change福利国家与社会变迁,20, 
22,185,186,229

women 女性；employment 女性 
就 业，120—121 , 124—125, 
141,146, 147—149, 198,226； 
equality with men 男女平等， 
1 2 1 — 1 26 , 1 98 ；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女性与性别分 
工，104—109, 115—116, 120— 
121； and individualization 女性 
与个体化，89,93,95, 11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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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 
初版的修订。修订工作以英译本（RW Society, Sage, 1992,译者为 
Mark Ritter）为基本参照，同时适当校对德文本（Risikogesellschaft, 
Suhrkamp, 1986）O

这项工作耗时费力，远远超出修订者的预期。首先，由于时 
间已久，原译稿电子版早•已不知去向，因而一切工作的开始是一 
个由PDF文件转化而来的充斥着乱码字符的稿件。更主要的问 
题在于，光是依靠英译本不足以确保修订译文的准确性。我在最 
初接手这项工作时，其实并不包含校对德文的部分，或者最多也 
就是核对若十重要概念。不过随着工作的进行，我“意外”发现 
英译本与德文本之间存在若干难以忽略的差别，以致不得不尽力 
校对徳文。
简单地说，《风险社会》的中译本修订保留了英译本的基本体 

例和篇章结构，但在行文特别是概念方面则尽量贴近德文原著 
因此，这里需要就英译本和德文本之间的主要差异进行说明：一、英译本第三章不同于原书第三章，它是对贝克早年一篇论 
文的翻译（近似于原书第三章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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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译本第四、六、七章均有不同程度删减，总计三十多页 
德文；
三、 英译本删除了原书类似“出版说明”的若干页文字；
四、 除了删减，英译本还不时会“多出”一些文字，这点比较 

令人困惑。这些文字主要集中在第一章，也零散穿插在其他章节。 
文字的总量不大，但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其中既有脚注，也不乏 
理论总结。到目前为止,修订者尚无渠道核实这方面信息。
以上除了第一条英译本用章尾注给予说明之外，其余均为修 

订者在校对德文过程中所发现。考虑到本次修订工作的初衷和 
原定的时间安排，修订本维持了和英译本一致的篇幅。相应的删 
节处会有译注说明具体页码，以供读者参考。当然，对于单个段落 
（-:处）或句子的“漏译”，修订本进行了补译。对于英译本直接用 
新句替代德文原句的地方，修订本还原了德文，同时不保留英译。 
但对于以上第四条所述的那些纯粹增加的文字，修订本给予保留， 
也相应做了标记。总之，只要修订者发现英译本和德文本之间存 
在明显差异,那么一切皆以德文本为准。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修订本采纳了英译本的参考文献，因为 

其中的文献量稍多于原书。原书没有索引，修订本的索引来自英 
译本，但删除了少数无效条目。索引部分的中译文与正文一致（起 
到“索引”的作用）,因而有时不同于英文的字面含义。
最后还需要说明几个概念的译法。
（1） Gefahrdung（threat, hazard, danger；威胁、危害、危险）。 

这个概念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Risiko（risk,风险）。为了兼顾不 
同语境，修订者只好用多个中文词进行对译c与英译本不同，修 
订本一般不会轻易把Gef我hrdung译成“风险”。唯一的例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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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ahrdungslage,修订者同意英译本的做法，也把它译成了 “风险 
处境”(对照“阶级处境”，Klassenlage),以便对应阶级社会与风险 

社会的二分法。
(2) Reflexivitat (reflexivity)或其 形容词 reflexiv (reflexive )o 

中文学界主要有“自反性”和“反身性”两种译法。修订者追随 
部分学者，选择了 “自反性”。贝克并没有直接在书中讨论这个概 
念；后来面对各种误解，他才不得不澄清了几次。吉登斯、拉什、布 
迪厄等学者也经常使用reflexive-词，但贝克认为自己的用法跟他 

们多少有些差异。
(3) Vergesellschaftung(societalization,社会化)。这是德国社 

会学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韦伯受滕尼斯启发发展了这个 
概念，齐美尔甚至用它来形容自己的社会学学说。但他们的用法 
依然存在差异，(或许正因为如此)英文学界也没有定译。“社会 
化”的译法仅仅维持K德文的字面含义——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或 
生产的社会化应该是一个有助于理解的实例。另外，贝克在书中 
认为，社会化与个体化(Individualisierung)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不 

过他又说，个体化是最发达的社会化形式)。这里唯一需要注意的 
是.Vergesellschaftung不同于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经常描述的另一 
种“社会化"(sozialisation, socialization),即个人习得规范融入社 

会的过程。
(4) Medienoffentlichkeit(media publicity,媒介公共领域)。英 

译者的处理相对收窄了原概念的意涵，并使之接近日常用法。修 
订者的考虑是，白哈贝马斯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公共领域的结 
构转型》(1989年才译成英文)以来，学术界对Offentlichkeit的讨论 

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语境，因而把它译成“公共领域”应该是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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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别语境下也可灵活译成“公众”、“公共”等）。贝克显然也 
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Medienoffentlichkeit的，只不过他更加凸显了 

其中媒介的作用。
（5）本书出现了大量以“Gegen-”（大致接近于英文的counter 

或against）为前缀的复合词。这些词大多不见于T.具书，甚至不见 

于互联网。对此，英译本常常以alternative来对译；修订本则只能 

根据语境灵活处理，但有时候不免缩减原词的丰富意涵，或破坏多 
种解释的可能性。

以上仅仅讨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概念的译法，它们纯属修订 
者的个人见解，有待检验和批评。

本书初版译者何博闻先生因工作缘故未能参与译文修订，但 
他的译文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我特别需要感谢 
他的信任。

另外，我的导师方文先生为我介绍了这项工作，我的朋友孙超 
和涂鹏分别帮我校读了部分章节，译林的编辑也为本书的出版做 
了许多工作,在此-并向他（她）们表示感谢。
在译文修订过程中，我曾就一些“疑难杂句”参阅过台湾同行 

的处理方法（《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汪浩译，周桂 
田校订，巨流图书2004年版），因而也向该译本的译校者表示感谢°
限于修订者的学识和中外文功底，修订后的译文可能存在舛 

误或不妥的地方，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正。


